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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17、18世纪之交德国著名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研究范围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几乎在每一个相关领域都有杰出成果，被誉为罕见的科学天才。由于他独立创建了微积分，并发明了优越的微积分符号，使他更多的是以数学家的称号而闻名于世。

1646年7月1日，莱布尼茨出生于德国东部莱比锡大学一个道德哲学教授之家。父亲在他6岁时去世，给他留下了丰富的藏书。莱布尼茨因此得以广泛接触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阅读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这为其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功底。

1661年，15岁的莱布尼茨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一入学就跳级学习二年级课程，还抓紧时间学习了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和哲学。1663年5月，他以《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一文获学士学位。1664年1月，莱布尼茨完成了论文《论法学之艰难》，获哲学硕士学位。就在这一年2月，对他一生的思想和性格有很大影响的母亲去世，18岁的莱布尼茨从此只身一人生活。

1665年，莱布尼茨向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论身份》，因故未获法学博士学位。这一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从以前向往成为大学教授，变成不太热衷在大学发展。1667年获纽伦堡阿尔特多夫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拒绝了该校法学教授职位的聘请。这一年，莱布尼茨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论组合的艺术》，这是一篇关于数理逻辑的文章，其基本思想是试图把真理性的理论论证归结于具体的数学计算。这篇论文体现了他的数学智慧，后来的一系列工作使他成为数理逻辑的奠基人。

获博士学位后，莱布尼茨决定出国增长见识，在离开纽伦堡的途中，他邂逅了博伊内堡男爵约翰·克里斯蒂安，并得到他的赏识，被引见给德意志一个诸侯国美因茨的选帝侯约翰·菲利普·冯·舍恩博恩，从此登上政治舞台，投身外交界。1671～1672年，受美因茨选帝侯之托，莱布尼茨作为外交官出使巴黎。在巴黎期间，他结交了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深受启发，决心钻研高等数学。1673年和1676年，莱布尼茨两次出使英国伦敦，与皇家学会会员们过从甚密，其中包括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还与英国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了解到一些欧洲数学家们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未解决问题。1673年4月，莱布尼茨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一时期，他的兴趣越来越明显表现在数学方面，他努力尝试进行代数运算的机械化和自动化。1672年，他将帕斯卡发明的可以进行加减运算的计算机改进为能做乘除和开平方运算的新型计算机。3年后，又发明二进位制，为20世纪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基础。莱布尼茨后来认为，中国古籍《周易》已经包含了二进位制的思想，为了表示对阴阳八卦的推崇，特复制过一台计算机，赠送给清朝康熙皇帝。

1677年1月，莱布尼茨抵达汉诺威，任布伦瑞克公爵府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汉诺威成了他生命后40年的永久居住地。在此，莱布尼茨广泛研究哲学和各种科学、技术问题，从事多方面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一时间，他在社会上声名显赫，成为宫廷议员。1680年，恩斯待·奥古斯特继任汉诺威公爵，莱布尼茨在宫廷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新公爵委派莱布尼茨撰写布伦瑞克家族的家谱、族谱。为获得丰富而详尽的档案，莱布尼茨请求在欧洲做一次广泛的游历，查找欧洲所有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能找到的布伦瑞克相关档案。这次学术旅行，莱布尼茨得以会晤并结识众多学者和各界名流，探讨有关科学、社会等学术问题。在罗马，他被选为罗马科学与数学科学院院士。1682年，莱布尼茨与门克创办近代科学史上卓有影响的拉丁文科学杂志《学术纪事》，又称《教师学报》。他的数学、哲学文章大都刊登在该杂志上。这时，他的哲学思想也逐渐走向成熟。1690年，莱布尼茨回到汉诺威。遗憾的是，在他生命的后几十年间，由于撰写布伦瑞克家族史，耗费了他的天才和精力，在科学上的建树也日渐式微。

1698年，莱布尼茨得到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赞助，筹建柏林科学院，1700年建立，并出任首任院长。同年2月，他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至此，莱布尼茨集世界四大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罗马科学与数学科学院、柏林科学院）成员于一身，在科学史上传为美谈。这一时期，莱布尼茨觉得学者们各自独立从事研究，既浪费时间又收效不大，认为应集中人才研究科学和工程技术，更好地安排社会生产，指导国家建设。

1713年初，莱布尼茨应聘担任维也纳帝国顾问，指导建立维也纳科学院。俄国的彼得大帝也在1711～1716年间几次在欧洲听取莱布尼茨建议，并在1712年给了他一个有薪水的数学科学宫廷顾问职位。这段时间，他积极地在众多雇用他的王室里宣传建立科学院，编写百科全书和利用技术改造社会的思想。

和牛顿一样，莱布尼茨终生未婚。他平时从不进教堂，被人称为什么也不信的人。莱布尼茨虽然备受各国宫廷青睐，晚年生活却很悲惨，弥留之际，陪伴他的只有他所信任的大夫和他的秘书。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茨孤寂地离开了人世，终年70岁。去世后，曾雇用过他的宫廷却无人前来吊唁，仅法国科学院秘书封登纳尔在科学院例会时向莱布尼茨这位外国会员致了悼词。

莱布尼茨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十分关注中国科学和文化的进展，热衷研究中国哲学，了解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并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出版，在欧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莱布尼茨没有“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能平等地对待中国文化，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莱布尼茨一生著作丰硕，留下的主要著作有《一种求极大值与极小值和切线的新方法，它也适用于分式和无理量，以及这种新方法的奇妙类型的计算》、《潜在的几何与分析不可分和无限》、《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数的说明》、《物理学新假说》、《单子论》、《人类理智新论》、《论形而上学》、《神正论》等。我们这次选编的文章是从莱布尼茨的全部著作中精选而得的，重点介绍这位科学大师对人生、艺术、社会的看法及其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认识等方面的论述。既可以作为科学方法论为我们在科研创新中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我们感悟科学大师的人文思想打开一扇直接交流的阅读窗口。



莱布尼茨与中国







《中国近事》序言
〔1〕

 ：以中国最近情况阐释我们时代的历史
〔2〕



本书收录了一份发回欧洲的有关中国官方最近允准基督教传教的报告。此外，还提供许多人们迄今所不知的消息：关于欧洲科学的传入，关于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观念，尤其是中国皇帝本人的道德观念以及关于中国人与俄国人的战争与媾和。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他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俄罗斯人以其帝国广袤无垠的疆域联结着中国与欧洲，统治着北冰洋沿岸那块最野蛮的地区。听说，他们现今执政的君王自身积极努力，与辅佐他的元老们一道领导他们正竭力效仿我们的业绩。我以为，这绝非偶然。

现在谈谈中华帝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不分轩轾，在几乎是“对等的较量”中，我们时而超过他们，时而为他们所超过。以下集中对两者的主要方面作一比较（全面地比较虽则有益，但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探究，因而本文还无力做到这点）。在日常生活以及应付自然的经验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因为不论是逻辑学、形而上学，还是对非物质事物的认识，即在那些有充足理由视之为属于我们自己的科学方面，以及通过知性从质料中抽象出来的思维形式，即数学方面，我们显然比他们出色得多。同时，我们的确应当承认，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可以与我们相媲美。看来他们对于人的知性的伟大悟解力和进行证明的艺术至今还一窍不通，而只满足于那种靠实际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这里的工匠所精通的那种数学。即使在战争艺术与战争科学上，他们也低于我们的水准。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他们本意不愿如此，因为他们鄙视人类中所有产生或者导致侵略的行径，也因为他们——似乎在遵循着为不少人误解并夸张到可怕地步的基督教崇高的教义——厌恶战争本身。倘若地球上只有他们自己存在，那么这是明智的举动。可眼下的情形却促使了那些最守本分的人也不得不准备害人的技术，其目的是为了不使所有的邪恶势力加害自己。就这点而言，我们超过他们。

然而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人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的准则考虑得何等的周到，较之其他国民的法规要优越许多。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自身，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条格言完全符合人类的实际。在已经遭受了许多自然灾害的同时，我们仍然还自己加剧自己的痛苦，似乎还嫌痛苦不够。这是我们这一方面特有的一大愚蠢，同样，全人类均如此愚蠢。

如果说人类对这种恶行还有药可救的话，那么中国人较之其他的国民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们在其庞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取得的成效比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在其小范围内所达到的要大得多。他们极为尊长敬老。孩子对父母双亲的关心与敬奉犹如宗教礼节，即便是因一言一语而伤害父母感情的事情在中国也几乎闻所未闻，如或有之，也将如同欧洲的杀亲之罪一样受到严惩。此外，同辈之间或者相互关系不深的人们之间也都彼此尊重，礼貌周全。这对于我们这些不习惯于受规矩约束的欧洲人来说，简直有些低三下四，但对中国人来说，却已习以为常，并且很乐于遵守。（尤其令欧洲人惊异的是）在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也相互问安，倘若久日不见，彼此也非常客气，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举止相媲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达官显贵又是如何的呢？他们彼此交谈，从不侮辱对方，谈吐温文尔雅，很少将其憎恶、恼怒、愤激之情现于辞色。可在我们欧洲，彼此间客客气气地或者诚恳地交谈从未长久过，即便是在双方新结识的最初几天里。人们一旦相互熟悉了，马上就抛弃那客气的一套。尽管这样显得随便自在，但很快也就会引起蔑视、讥讽、愤慨乃至敌视。反之，在中国，不论邻里之间，还是自家人内部，人们都恪守习惯，保持着一种礼貌。

尽管中国人尚未摆脱功名利禄的藩篱（他们的真实情况如同《小丑，月球上的皇帝》一剧中不断重复的那句有关月球居民的台词：那里跟这儿完全一样——c'est tout comme ici），尽管他们尚未完全达到一种真正道德生活的境界——如此生活也许只能指望上天的恩赐和基督教教义了——可他们却减轻了人类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他们虽然不可能彻底根除人类生性犯罪的根源，但他们的行为却表明，恶性在刚刚萌发的时候，有可能部分地得到抑制。

谁又会对以下事实不感到惊讶？那样一个大帝国的，其意义已超出凡人的君主被视为有生有灭的上帝，只要有他的一点示意，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正是这样的君主通常被教育培养成为大德大智的人。他尽管高高地踞于万人之上，却极为遵守道德规范、礼贤下士，简直令臣仆们望尘莫及。非亲眼目睹，人们不易理解主宰今世万物的最高统治者对后人是多么的敬畏。他自身行为如此节制检点，不是担心王公大臣和议会，而是极为害怕史官将其不名誉的言行载入藏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小匣子内的史册，从而遭后世的唾骂。

现世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位空前伟大的君主。他对欧洲人颇怀好感，但起初还是不敢违反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规形式公开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亲政之后，方才办到这点。事实证明，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以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国各门学问的熏陶，知识水平超出常人，因而他在选拔官吏的科举考试中成了异常严厉的主考（在中国，主考是学问最高的标志），并且可以用令人钦佩的文辞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甚至能够亲自修改最为博学的基督徒呈递的请愿书。由此看来，他谙熟中国人的学问，而不是不学无术的庸君。他从科隆耶稣会士汤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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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生，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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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接触了欧洲的科学。在他之前，整个中华帝国境内大概还无人对此有所了解。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我还记得，意大利杰出的耶稣会士闵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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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罗马曾以钦佩的口吻亲口对我赞美过这位君王的贤德圣智。他谈到了康熙帝言行公正、对人民仁爱备至、生活节俭自制等美德。还强调说，康熙帝的求知欲望强烈到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位受皇族宗室、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帝王与闵明我每天三四个小时幽闭一室，如同师生相对，摆弄机械仪器，共同钻研书籍。康熙帝的学问长进很大，竟能掌握欧几里得几何学、三角学算法，并且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天文现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编写数学教科书，以期亲手将这一重要学科的基本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们，使智慧在整个帝国及自己家族内得到继承，正如新近从中国返回的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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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甫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他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在自己死后仍旧能继续造福于他的臣民。我认为，整个人类中没有其他比这更为宏伟的计划了。

研究数学当然不能像手工匠那样，而应该具备哲学家的思维方式。美德源于智慧，而真理则是智慧的灵魂。从事数学证明研究的那些人们把握了永恒真理的本质，能够分清哪些是确定的东西，哪些是不确定的东西。而其他的一些人却始终徘徊于猜测之间，他们——正如彼拉多所说的那样——不知道真理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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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中国的这位君王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大陆上的柏拉图曾经强调过的那种观点，即人类只能借助数学掌握科学的奥秘。中国人尽管几千年来以令人惊叹的热情追求着自己的学问，他们的学者可以戴上最博学的桂冠，然而他们却始终未能建立一门精密科学。究其原因，我以为，他们缺少欧洲人的那“一只眼”，即数学。他们视我们为“独眼”，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只眼，那就是中国人自己还不够发达的“第一哲学”（erste philosophie）。有了这“第一哲学”，我们就能够认识那些非物质的东西。闵明我着手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他正确地认识到，唯有这条道路是传播基督教的较好途径。可是，随着他的去世，这条道路受到了阻碍。

现在我知道了，法国耶稣会士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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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白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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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皇室的赞助和法国耶稣会著名人物拉雪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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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韦尔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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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派，已经偕同其他四人以科学院数学家的身份前往中国，去教授康熙帝数学和我们的哲学。我担心，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说这番话，并非因为我妒忌中国新近的醒悟。恰恰相反，我由衷地祝福他们。我只是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为了避免在此一一赘述他们的成就，我想首先应当学习他们的实用哲学以及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natürliche theologie）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die geoffenbarte theologie）那样，是很有必要的。由此我想到，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教给我们以上帝的启示，使得我们在超出人的可能性之外的这一方面超过他们的话，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多年来，欧洲人，尤其是耶稣会士以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致力于将上天赐予的这份圣礼传入中华帝国。他们那种投身事业的坚韧不拔精神甚至使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表示赞叹。我知道，我的昔日好友、当代一位杰出的人物安托万·阿尔诺极力反对耶稣会，对它的传教士横加指责。以我的观点看，这类指责在某些情况下言过其实、过分激烈。因为按照耶稣使徒保罗的例子，人必须“满足他人的任何要求”。再说，推崇孔子就其本质而言似乎与宗教崇拜毫不相干。阿尔诺在他的《辩护词》中也以同样方式极其不公正地指责了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不是将极个别人的懒惰归罪于所有的人，就是采取小酒店主那种恶劣态度，为了个人的私怨而对荷兰人冷嘲热讽。众所周知，在荷兰和英国，成千上万的人已皈依宗教，人们无论是在处理私事还是国事时，考虑的都是如何暂时缓解争端，以求荣辱与共。只要欧洲重新得以和平，那我在这件事上仍抱有希望。

宗教团体仍旧继续为笃信上帝的传教士创造一种其他机构不易办到的有利条件。但愿这项工作进行得顺利，不让我们所要拯救的民众看出，我们基督徒在哪些方面有分歧。从总体上看，我们大家在基督教基本教义上是相互一致的。那些民众只要不抱着异教的、虚假的甚至怀疑的态度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对基督教给他们的拯救产生疑虑。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效仿旧教派的聪明做法，那就是既不将所有宗教神秘毫无顾忌地灌输给那些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民众，也不一味地迁就那些——如同一本波斯文基督教福音书中，路易丝·德迪厄所抱怨的那种情况——损害基督教真理的民众。的确，我看到，罗马人自己似乎受到那些内容可疑报告的影响，处处谨小慎微、举步踟蹰。同时，我也看到极少数受人挑唆或者不熟悉他人风俗习惯的人——在显然遭到明智之士反对的情况下——硬要把西方使徒的清规戒律强加于远离西方的基督徒。这样做是错误的，它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使得教区由兴盛走向衰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期望，在中国那位皇帝以国家法规形式允准基督教传教之后，人们能够摆脱基督教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态度，审慎而行，在比较合理地利用天赐良机上下工夫。基督教的这一发展将载入史册，因为迄今为止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更多的是抑制，而不是允准。汉族或者满族统治者的亲善友好，以及我们同胞的自身努力，也至多只能使得中国人在运用严厉控制包括我们宗教在内的各种不被承认的教派的法规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倒是天文学以及屈尊下凡影响中国皇帝的那位缪斯女神（这是南怀仁在以中文和拉丁文同时发表的那本著作中的说法）使得我们神圣而真正的“天道”获准传播。只要那位皇帝亲身体验到了我们数学的那种准确无误的表述力，他就会表示赞赏，并且相信，那些学会以数学方式思考的人们必定可以在其他的领域传播真正的知识。

17世纪初，马可·波罗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欧洲人的技艺。汤若望在康熙帝及其满族继任者的统治期间，在天文学方面明显地胜过了中国人。南怀仁以其巨大的才干使得康熙帝尚未成年时因敌党猖獗而一度被打入冷宫的基督教事业重新得到振兴。正当他想利用热衷科学的康熙帝的宽宏大量招募传教士来中国时，却为教廷使节与葡萄牙人之间谁有权委派主教来中国的纷争所烦扰。当时，受教皇全权委派来自巴勒贝克和贝鲁特的主教们与以先入这主之由坚持享有特权的教团教士之间也纷争不断，最终教皇凭借自己的权威而取胜。当这些关系理顺之后，南怀仁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对康熙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康熙帝相信，欧洲人的科学蕴藏着丰富无比的宝藏——事实也的确如此——并促成康熙帝委派先前提到的那位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人们只知中国曾派遣一位出使西方的使臣从印度带回了那苦命的佛神，除此之外还无人能够想到，此番遣使西方系中国人自己所为。在南怀仁已经去世，而闵明我尚未返回中国之际，人们缅怀南怀仁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康熙帝对他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他为宗教自由呈递的请愿书应算作欧洲学者在中国的一项重大贡献。

当五位数学造诣颇深的法国耶稣会士由暹罗王国抵达中国之后——尽管这违背了葡萄牙人的意愿——便很快得到在康熙帝身边供职的机会。俄国人聪明地使用了蚕食手段，使得那些尚未开化的民族渐渐地归属于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帝国无止境地扩张，并以同样方式逼近了中国的满族鞑靼人，终于引发了两国间的边境冲突。冲突时而付诸武力，时而表现在谈判桌上。最终，两国的使节由各自正规军队的护卫，聚集于俄国人统治的尼布楚城举行谈判。中国使团成员中有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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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法国耶稣会士张诚。他们为谈判充当译员，使得问题最后圆满地得以解决，双方缔结了一项和约。谈判代表们自己公开声称，如果没有耶稣会士在场的话，那他们双方很有可能一无所获，不欢而散。因为双方各自的秉性与立场迥然相异，相互之间又是那般的极端不信任。后来，康熙帝极其巧妙地利用此次谈判成果，在文武大臣面前亲自举荐了这些来自欧洲的教士。

我得到了徐日升于谈判地写给拉雪兹和韦尔瑞并委托俄国人转交的那些信件的副本。从中我发现了值得重视的东西，并将其列入本书。本书还附有一份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一支短期访华团的简短报告，或者更应当说是旅途见闻。我们还将读到来自卢卑克的巴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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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史料珍贵翔实的报告，他本人为驻华公使。另外，收入本书的还有一部由南怀仁编撰、经我审阅，并以汉文和拉丁文同时发行的天文学著作的一段节选和数学委员会主席闵明我神甫于1693年12月6日返回中国途中，由果阿发给我的一封短信——之所以要将此信公之于众，是因为对我来说，它预示着将给欧洲带来最好消息的希望——以及数学委员会副主席、比利时的托马斯神甫的一封信。该信使我们获悉基督教所取得的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我相信，它将激励欧洲的宫廷和教会派人去采撷那已成熟了的果实。

从本书内容中我们显然可以得知，闵明我不负众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过去，我们听说，他返回北京后不久便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闵明我由罗马出发，先期将他招募的大部分传教士送上了葡萄牙的船只。当他弄到了中国皇家最高军事机构的信函和印章，并顺路拜见了我们神圣的罗马皇帝和波兰国王之后，决定经由陆路横穿俄国返回中国。他无须利用其重要任命的巨大影响，也不必借助那些名人显贵的推荐介绍，就可以在俄国获准放行。如此事情，不久前阿夫里尔神甫也曾经历过，有份游记对此做过描述。

我曾经提醒过闵明我，在波莫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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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叫安德烈亚斯·米勒的人通晓东方学问，是位“中国通”。他在经过西里西亚之前试图拜见此人，但未获成功。虽然当时他就对此不抱什么成功的希望，但还是认为事关重要，不应错过良机。可是，米勒虽学识渊博但生性固执。不仅我、闵明我和鲁道夫，甚至就连曾为他在柏林提供过实验室的那位已故的选帝侯也都在那里碰过壁。要么是他把自己的研究看得过于重要，要么是他不愿在研究完全成功之前公诸于世，唯恐人们对尚不清楚的事情过分夸张。他固执任性到了极点，最后竟履行了自己四处散布的恫吓之词。据说，他在临死之前将所有资料付之一炬，因而我们始终不清楚，他不让我们知道的知识有哪些，究竟他知道什么，不知什么。据我个人的看法，当时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同时我还认为，如若他得到足够的支持，还将发现更多他能够发现的东西。他如果向稍微懂点行的人们公开所有的研究过程，那无疑可以得到那位选帝侯，尤其是自己邦君的资助来完成那未尽的事业。这期间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并非没有丝毫挽救的机会，可由于这个素质优秀且做有一定贡献的人本身固执倔强，才使得宗教事业和传教士们失去了这种机会。

再来谈闵明我：当他听说俄国人不会轻易放他通行，于是返回了热亚那。由那里乘帆船前往马赛，再由马赛驶往士麦那，然后经陆路抵达波斯。我的一封信尾随他发往波斯，信中夹带着尊贵的波兰国王殿下受沃塔和科哈斯基神甫之托写给波斯国王介绍闵明我的一封信。此信刚到伊斯法罕，闵明我却已经启程了。他本想由波斯出发穿过乌兹别克鞑靼人的属地，再经过布哈拉去中国。可后来因为这条线路经过未开化的地区，他害怕路途上多有不测，便选择了途经果阿和印度，最后抵达澳门港的这条人们常走的线路。当他抵达时，康熙帝高兴万分，以基督教国家的最高礼遇欢迎了他。

现在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事业欣欣向荣，并且有望取得更大的进展。如若亚当·阿达马杜斯·科哈斯基，这位受过精良教育，尤以数学天赋见长，并以自己的发现为耶稣会赢得了荣誉的神甫，在写给我的信中所说的情况属实的话，我们尤其可以这么说。他信中声称，有人告诉他，中国的皇太子正在学习欧洲语言。法国又另派了一些教士去中国。我希望，德国也不会使自己和耶稣基督感到失望。同时，我也希望，在罗马皇帝与俄国人新近签订了一项条约之后，现在应当打开向中国派遣基督福音传播者的通道——这一愿望我曾在写往维也纳的一封信中表达过。为此，以其博学多才而胜任康熙皇帝忏悔神父这一要职的梅内加蒂也正在向极为虔诚、明智的皇帝发出呼吁。假如有关人士能把这些设想放在心上，那么，我愿意相信，自己还可以提出一些忠告，以便更好地利用上天恩赐的这个圣礼以及当前这个有利的形势。

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接受“基督”一词。众所周知，罗马人和希腊人最初称中国人为“塞里斯人”（Serer）。在伟大的查士丁尼时代，蚕就已传入罗马帝国。当时，有位名叫科斯马斯·英杜普洛特斯的修道士对那些远方民族的情况做过不同凡响的描述。

这个科斯马斯被公认为最早一个将塞里斯人领地的真实名称流传下来的人。他称它为“Tzin”，比我们惯常所称呼的“Sinae”或“China”更加接近事实。葡萄牙人称它为“Tschina”，关于此我以前提到过。

17世纪在中国发掘的一块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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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基督教徒后来自叙利亚进入中国，并为耶稣基督建造过一座教堂。阿塔纳修斯·基歇尔公布了这一发现，安德烈亚斯·米勒对此还作有注释。正当学者们对其中个别细节疑惑不解的时候，梅基塞代克·泰弗内这位学识渊博，尤以精通地理学知识著称的法国皇家图书馆馆员，从伊斯兰教徒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些可靠的凭证，从而证实了那块墓碑的真实性。不过，我担心，随着这个人的去世，这些东西也就失传了。后来，经过调查我了解到，精通东方学问的已故法国人埃贝洛曾为托斯卡纳的大公翻译过一部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记述穿越乌兹别克人居住地去Catainern或者中国的游记。从这部游记中应当可以找到早期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证据。因为这份史料的问世对基督教事业意义重大，所以我拜托我和大家共同景仰的、尊贵的安东尼奥·马利亚贝基先生负责查明事实真相。那位贤明而又虔诚的大公显然对此事的调查不会推辞。

在我们这里，安德烈亚斯·米勒去世之后，克里斯蒂安·门采尔在柏林继续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他是最尊贵、最有威望的那位选帝侯的私人医生。该选帝侯智慧超群，他热切地致力于传播真正的虔敬与信仰，从来不甘人后。他的热情支持必将激励克里斯蒂安·门采尔投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另外，现由我编辑的这份北京学会会长的报告是葡萄牙神甫多·阿马拉尔从首都发出，并经明斯特那位尊贵的主教顾问冯·科亨海姆先生的推荐转到我手上的。我想，及早地发表这份上天恩赐的详尽报告，使其与路易斯·勒孔德神甫用法文描述的中国情况相辅相成，完全符合基督教事业的利益。假使我还想在序言中为激励欧洲人虔诚地去从事这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再补充些什么的话，那么我并不主张未加考虑而莽撞行事。无疑，中华帝国已经超出他们自身的价值而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享有东方最聪明的民族这一盛誉，其影响之大也由此可见。他们对其他民族所起到的典范作用表明，自有耶稣使徒以来，世上大概还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业值得耶稣使徒去从事。

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乐观态度是有根据的、经久不衰的。它不会因为愚昧的宗教狂热或者有传教义务的教士们内部的纷争以及我们同胞的恶劣行径而受挫顿。





（陈爱政　译）

致闵明我的两封信
〔16〕

 
〔17〕



最尊敬的神甫，我极为珍视和您交往。我是如此地看重与您的交往，以至于我希望天天都能同您交谈，如果我不曾学会应该考虑到您的工作繁忙而去抑制自己的愿望的话。对于一个求知好学的人来说，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够比拜望并且亲耳聆听一个人向我们讲述埋藏于远东已经长达许多世纪的珍宝和奥秘更加令人渴望的了。迄今为止，我们与远东仅只贸易的关系，而且也只是与印度在调味品和各类食品上有贸易往来，科学知识方面的交流始终不曾有过。欧洲应当感谢您开始了这方面的交流。您把我们的数学传授给中国人，反过来，中国人通过您将他们经过长期观察而获得的自然界的奥秘传授给我们。物理学更多地以实际观察为基础，而数学恰恰相反，则以理智的沉思为根基。后者乃我们欧洲人之特长，但在实践经验方面，我们实不如中国人。因为古老的传统在已经昌盛了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得以保存，而在欧洲却由于民族大迁移
〔18〕

 的缘故，已经大部分失传了。为了不至于日后因错失此次您热情相助的良机而感到后悔，我随信附上了一页纸，上面记着我的一些小问题。假使您有空闲——但愿如此——我盼待您的解答。另外，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欧洲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为探讨某些事物而写的一封信。信中，他希望能够借鉴中国人对这些事物研究的成果以促进我们科学的发展。此信现不在我手边，而在德国。如果你们中间还无人对这信做过答复，那么我负责将它寄给您。这样至少现在就可以有一个丰硕的成果由中国传入欧洲。祝您健康，最尊敬的神甫。愿继续蒙获您的恩典。

您最忠实的崇拜者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问题：

1．中国人是否的确在人工造火方面优于欧洲人，他们是否可以人工造出就连我们的造火专家（拉丁文称之为“Hephastus”
〔19〕

 ）至今还无能为力的一种绿火？

2．人参是否如同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确实具有巨大的疗效？

3．是否有不少珍贵植物可以移植到欧洲或者至少移植到基督教地区，其中哪些就其作用来说是最值得首先移植的？

4．卜弥格
〔20〕

 神甫是否写有《中华植物志》（Flora Sinia），还有哪些谈论中国事物的珍贵书籍尚未发表？

5．关于质地坚硬如铁、适合制作小号的那种木材，情况如何？

6．关于那种不知其名的金属，它产于东印度，普遍用于盛装煮熟了的茶水，其形状与那种涂了含有银成分的铅的铁罐相似，但不是由生铁做成，而且易于弯曲。

7．中国人是否先把纸和布用水泡软，而后再将它与其他的线织在一起，是怎样织的？在造纸方面，他们有些什么特长？

8．他们每年两次收集蚕丝，采用什么方法？

9．用来制作瓷器的泥土有何特质，是它本身就有光泽呢，还是在制作瓷器过程中添加了石灰和金属？

10．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鞣皮子，然后为其充气，使之成为充气软垫？

11．他们是否从具有特殊功用的蠕虫，或者从其他适合于机械加工的人工材料或砂浆中加工出某些衍生物质，用它来防水防火，也用于覆盖养鱼池，防止水往外泄漏？

12．关于日本铁皮的制作。

13．中国在玻璃制作工艺上与欧洲有何不同？因为中国的玻璃制品更加易碎，并且易于熔化。

14．是否有些已证实有效的医治方法可以像我们同胞仿制艾绒
〔21〕

 那样，在欧洲进行仿制或者直接传入欧洲？请谈谈中国人的外科手术。

15．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否根本没有进行证明的几何学和任何形而上学的痕迹？中国人是否当时就已掌握了毕达哥拉斯的那个定理
〔22〕

 ？

16．关于中国人观察天的历史，他们是不是因为要编撰一个完满的天象故事，而无法对天体进行观察？

17．关于不会褪色的染色方法。

18．关于将金箔印到丝绸上的方法。

19．中国人怎样生产棉絮？这是一种用以填入衣物、枕头及其他用品的丝质材料。

20．中国人是否总是把印刷字母刻在木头上，或者为图省事直接把印刷字母揿入某种软质材料？

21．人们是否对亚洲北部与北美洲之间的海域以及日本对面的地貌一无所知？谈谈修订这些地区地图的情况。

22．列举几个已经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自然科学著作的较为重要的片断。

23．关于中国的那种靠风驱动的地面风车。

24．中国是否有些奇特的机器值得欧洲仿造？

25．学习汉字有什么捷径可走？

26．中国人怎样用稻米酿制质量不亚于我们的烧酒？这种烧酒的化学属性属于哪种类型？采用的是什么方法离析金属？是否总是先用容器盛装再用水冲的方法？他们是否从沙中淘金？淘洗时有何独到之处？

27．列举几个中国人用于耕作和园林建筑的实用的人造工具。

28．列举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舒适的生活方式。

29．关于中国人的攻防机具以及其他用于军事和航海方面的实用技术；关于他们制造的那种可以折叠的篷帆，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支架，使其免受震动的影响？

30．关于中国人的金属及其他种类的矿物，他们是怎样提取食盐、碳酸氢钠以及其他类似物质的？

沃尔芬比特尔
〔23〕

 ，1692年3月21日





耶稣会神学家、中国皇帝任命的数学委员会副主席闵明我神甫圣下，汉诺威宫廷及政府顾问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向您致敬。

我非常敬重您本人和您的那些宏伟计划，希望它们将会大大地促进人类的虔敬、丰富人类的知识。我的这些愿望在朋友们面前谈起过，愿它们能够保佑您此番旅行成功。听到不少有关您路途上障碍重重的消息，我内心感到难过。与您在罗马会晤之后，我就从来不敢奢望，您于百忙之中常常想起我。假使您不受繁忙公务的烦扰，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能够如同您曾经十分友好地答应过的那样，为我寄去的那些问题做些解答的话，那我便心满意足了。由于我的运气现在好得竟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我想，这封信可能还来得及在波斯转到您手上。我想向您转达我个人忠实的敬意以及我和其他与我常有联系的人士对您的此次壮举所表示的希望。我们主要是恳求您凭借自己的智慧认识到，天意赋予了您这次造福于人类的伟大使命。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其他的民族无权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中国人。相反，正是他们的友善和他们君主的委托
〔24〕

 才使得您有如此的威望。您为他们带去了我们的技艺，在我眼中，您和那些与您同行的众多仁人志士仿佛凝聚着全部的欧洲知识。反过来说，从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帝国那里首先带回由他们的传统保持并且发扬光大了的物理学奥秘，也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唯有如此相互交流才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善于观察，而我们长于思考。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也许我无需提醒您要留心做些工作，在中国人奉献出自己的科学之后，我们的同胞不要去损伤他们的优越感。同时，我也相信您在传授我们的知识时会像毕达哥拉斯哲学的信徒惯常的那样，使其保持某种若明若暗的神秘。这样，中国人就不会把它当作即刻就穷尽了的东西加以鄙视，亦不会有朝一日嘲笑欧洲人，把我们视为不再有用的人而拒之门外。中国人喜欢神秘玄妙的东西，希望对事物的认识只限于极少数人。因此，您在那里很容易发现，在公众的场合人们往往含而不露。不过，这最好还由您自己判断。您一定会首先考虑为我们带回一些新的知识。许多手工艺往往需要借助数学家帮忙，因此，您对他们的工作方法不会长期一无所知。中国人勘探过许多种金属，因而我不怀疑，他们在采矿方面有独到之处，并可能对我们有所裨益。他们的化学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因此有可能从中获取更多一些新的知识。毫无疑问，我们或许还可以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做法不断充实和完善我们的狩猎、畜牧、耕作以及园林建筑。我认为，对其他民族的植物和动物做详尽的描述是很值得提倡的。这样的工作务必不要忽略。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获得知识，而并非为了实用。不过，人类某个群体赖以维持生命的技能是可以直接采纳的。医学以及观测星空的那些古老的天文学方法就属于这种技能。再就是各类书籍、植物及其种子、工具仪器的设计图纸和模型以及其他能够运送的东西，依我看也都应当运到欧洲来。甚至可以把那些既擅长讲授语言又善于传授事物的人也一块带来。这样，我们便可以像熟悉阿拉伯语那样通晓汉语，并且有可能从我们拥有的、但至今尚未得到利用的那些书籍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我相信，罗马教廷的“传信部”
〔25〕

 已经做出了让你们首先把汉语传入欧洲的决定。我也不怀疑您的计划受到了基督教思想最彻底的那位国王
〔26〕

 的赞助，正如杰出的拉雪兹和他的以博学和智慧而久负盛名的秘书韦尔瑞所说的那样。这表明他考虑问题深远，具有先见之明。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也不应当忽略政治与历史。您的教友柏应理，这个极其杰出的人物已经开始向我们介绍了一些真实的中国历史。不过，他这样做使得我们的求知欲望非但没有得到满足，反而进一步地受到了激发。长期以来，欧洲人对父系氏族制时代一直争论不休。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27〕

 的翻译使得父系氏族制的产生年代向后推移了许多，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人确定的界限。可是，观点的分歧削弱了可信程度。因此，人们正在努力地从事考证性研究。只要对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那么我们便能够确定，谁是它最早的历史记载者，他们拿什么作为描述中国历史的原始资料。可是，有人认为，一位仇视历史文献的中国皇帝所制造的焚书事件
〔28〕

 削弱了以后文字记载的可信性。可以料想，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包含有对每个具体事情、对每个百姓和官员应承担的义务所立下的条文规定，这些都将随着书籍传到我们这里。很值得为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书籍编写一本简短介绍各书特点的目录册。此外，还值得编一部词典，为它配上插图，并按欧洲的习惯撰写词条。我听说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部词典，名字叫做《大辞海》（Das GroBe Meer）。可以扩充这部词典，使其符合我们的需要。

拉卢贝勒无论才学还是见识都是出类拔萃的。新近，他作为基督教思想最彻底的国王的公使出使暹罗
〔29〕

 。他把自己的报告作为礼物寄赠给我。他还从暹罗捎来了一份那儿普遍通行的天文历法周期表，所幸的是表上那些稀奇古怪的难点已经被卡西尼
〔30〕

 破解了。这个周期表看来是从前的某位伟人发明的，它超出了该民族现今的知识水准。世间万事万物都循着这么一个周期更替变换。我相信，由您作为中介，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毋庸置疑，中国人既是暹罗人的近邻又是他们的老师。拉卢贝勒还描述了暹罗人的演算机。不久前，我才听说，莫斯科人也有类似的这么一种演算机，兴许是从中国人那儿抄袭的。不过，我以为首先应当详细了解这些民族的居住区域和语言，以便能够更好地识别他们之间亲缘关系以及来源。您这次中国之行，由波斯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亚洲鞑靼民族的属地，这为您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绝好机会。为此，我很希望您能够借此机会为我们设法弄到所能搞到的一切文本的主祷文
〔31〕

 。这样，我们进行所有语言的比较研究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据我所知，梅基塞尔是已经搜集若干这种文本的第一个人。可是，谁又能够为他提供有关这些当时还不可能相互往来的民族的情况呢？这样的荣耀非您莫属。在翻译人员的协助下，您不难弄到亲身到过的那些地区的民族语言文本的主祷文，在您途经或者较长时间逗留的那些商埠、都市以及宫廷，您还可以搞到去那里的外地人的民族语言文本的主祷文。我恳请您将搜集到的这些主祷文本以及您此次旅行中获得的尚未发表的成果尽快寄回欧洲，这样，既可以满足我们的期望，你又可以集中精力去做更为重要的事情。

穿过莫斯科去波兰的这条线路似乎要短一些。在萨尔马特人
〔32〕

 君王（他能执政全凭自己）的宫廷里客居着您的同胞卡尔·莫里茨·沃塔。他学问超群、善于辞令。在那里逗留的还有知名度很高的亚当·阿达曼图斯·科哈斯基，此人多年来一直为我所倾慕。还在年轻时，他就取得了许多发明成果，以后又继续在揭示科学和自然的奥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把东西交给他们就等于是寄到了我手上。当然，在罗马和巴黎也不乏那些可以向我转达您的盛意的人。

我记得，在罗马时曾对您提到邓玉函
〔33〕

 神甫1623年从中国的Changtscheu
〔34〕

 。寄给英戈尔施塔特
〔35〕

 的数学家的那封信，以及约翰·开普勒
〔36〕

 对此信所做的答复。来信是于1627年经卓越的数学家阿尔贝特·库丘斯神甫之手转交给开普勒的。当时因信不在身边，回到德国后方才查明，它是1630年在西里西亚的萨刚城发表的。开普勒对邓玉函信中修正中国历法的建议予以重视。对此，他还提出几种不同的设想。不过，为使修正历法的工作能有的放矢，他询问中国人当时制订历法的时候，采用的是天体运行图表的方法，还是采用通常应当予以纠正的某种民间的方法。他请求邓玉函调查核实，中国人的历法中是否存有土耳其的那种希吉拉历
〔37〕

 的纪元痕迹，或者是否有迹象表明，波斯人的行星图表早已传入了中国。这两种纪年方法在开普勒的鲁道夫星表
〔38〕

 中都有所体现。由于邓玉函在信中询问恒星的直径及其相互距离时弄错了数据，开普勒为此请他参阅鲁道夫星表。开普勒估猜，开启中国4000年历史的著名皇帝尧可能就是雅弗的儿子雅完，假使人们不愿把中国人看作是闪的儿子或者雅弗其他的儿子，如玛各、米设、土巴（此乃鞑靼人的祖先）所繁衍的后代的话
〔39〕

 。我也认为中国人与鞑靼人并非同出一源。邓玉函在信中提到，中国人纪年以60年为一循环，因此，开普勒回信时提请他注意，迦勒底的萨拉森人
〔40〕

 、Neren人、Sossen人的纪年周期分别为3600年、600年和60年。他对邓玉函信中所述，中国人4000年前就已经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马星座尾端或者摩羯星座头部观测到了二至点，深表惊异。可是，我觉着应当重视并且研究的是邓玉函信中所说的，他发现了15个迄今存在了有3000多年的几何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欧几里得
〔41〕

 在其《几何原理》第一卷中所列的倒数第一个公设，为此毕达哥拉斯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倘若他把其他剩余的几何学问题一并随信列出，让我们看看在中国人的古籍中是否还能够找出其他另外例证的话，那该多好啊！据他信中说，中国人在黄道
〔42〕

 上划分了二十八个星区
〔43〕

 。小熊座被称为“帝星”，因为它几乎永恒不动。此外，他列举了其他星座的名称。开普勒认为，这些名称都是从阿拉伯人那儿借用的。据说，过去北极星距离北极的位置要比现在远。马赛的皮西亚斯
〔44〕

 曾写道，北极地位置没有任何星存在，北极及其附近的三颗星构成了一个四边形。这种观点自然不同于中国古老的认识。最后，开普勒认为，邓玉函发信的地方Changtscheu可能就是赫里索洛拉斯
〔45〕

 （一位希腊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重要城市的形象》）的Chanzoy和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Quinsai
〔46〕

 。我于此信附上开普勒的愿望，那就是但愿通过您的努力工作，中国人不仅能够接受天文学的规律，而且可以接受基督教温和的束缚（das sanfte Joch）。开普勒关于行星运行的物理原因的探究现在已经由于一种新的谐波运转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在《学者通报》（Acta Eruditorum）中的几篇文章里对此提出了论证。我正忙于制作一种新型的演算机。愿上帝保佑，这种新式演算机有朝一日能够传到您那里。

向尊敬的劳雷亚蒂神甫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他是与您同行的人当中我唯一认识的。我鼓励他这位年轻人在您的指导和帮助下去尝试伟大的事业。上帝会帮助您及您的随行人员去为它赢得更多的荣耀，为人类造福。祝您健康！





（陈爱政　译）

中国人对至高神的看法
〔47〕



我很高兴地翻阅了你给我寄来的关于中国思想的书本。我相当相信这几本书的作者们——尤其是古人们——所说的话是合理的；我们也不应该为了他们（即中国）几位今人们的意见而犹疑不定。正如基督徒们一般，我们无须遵守经院哲学家与其他晚起的注释者给《圣经》、给教会的教父们以及古代法律所加上的解释。在中国方面，这立场尤其重要，因为当代的君主——所有智者的领导人、法律的生命——在事实上似已（违背了注释者）授权给那些为古人学说作合理解释的人们。所以，龙华民神父——中国传教区首创者利玛窦神父的接班人——为反驳利玛窦的“适应文化”性的解释而提出的最强理由已失去效力，龙氏说中国士人以太随便的态度去看待他们原有的古书（这也是利玛窦本人在世时已遭遇到的麻烦）。不过，既然新君主（指康熙帝）与朝廷上的许多专家已经另外发表了权威性的见解，现在的情况与前不同，我们更应该向这位执权者学习。这是一个好方法，即可以用来谨慎而不显著地纠正那些已经离开真理且有自己固有的古文化的人们。所以我们不用一开始就屈服于困难。卫匡国（Father Martinius）神父以及与他意见相同者，都明智地遵守了利玛窦神父和其他伟人们的看法，而不顾耶稣会的阳玛诺（Emanuel Diaz）神父、龙华民神父和方济会的利安当（Antoine de Ste Marie）神父的反对，以及某些士人们的轻视。总之，古人的解释充分可靠，而今人的说法却有含糊不明之处。但是，我们若要更进一步去检讨问题，便会发现，古人的见解在文献方面实比今人有基点。不过，我只谈学说，无意在此检讨还需要更多方面讨论的“礼仪问题”。

首先值得怀疑的是：中国人究竟曾否（或是否）承认“精神实体”（spiritual substances）的存在？我在熟思后，认为他们承认过——虽然没有承认精神实体是与物质分别存在的。对于受造的精神体来说，这并无害处。连我本身也倾向于“天使有肉身”的信念——而这也是数位古教父们的说法
〔48〕

 。我也认为理性之灵不能完全脱离物质
〔49〕

 。可能某些中国人也说至高神有肉身，或者认他为世界的灵魂，并且像古希腊与亚洲的人们一样，将至高神与物质并合。但是我们无须责备中国至古的哲学家们曾经认为“理”或第一本原本身产生了“气”。我们只要解释意思好了，或者——更容易的事——劝服他们的弟子们：至高神是超越世界的智慧，也当然超越物质。要断定中国人是否承认精神实体，我们尤其应该研究他们的“理”或秩序的规范。“理”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first mover）与理由；而且——我相信——“理”近乎我们的至高神观。认为“理”是纯被动性的、生硬而毫无人情的、和物质一样的，是不对的。就如蜡塑物的内在规律，不出自蜡，而来自塑造者。至于中国人认为是与元素（elements）有关的，与山川有关的“神祇”们，或者代表至高神在他们身上显现的力量，又或者——根据某些人的意见——代表赋有行动力与知识的特别精神体——虽然中国人和古哲学家们与教父们一般，认为神仙或天使们可能有轻微而精细的肉体。这也像某些基督徒相信宇宙元素和更大的物体受制于天使一般：这种错见不可能推翻基督教。在经院哲学盛行时，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相信各天体受制于某些神灵的人们也未受斥责。相信自己的祖先与伟人们已与神祇一起的中国人，实在更接近吾主耶稣所说的话：暗示有福者将如同至高神的天使们一般
〔50〕

 。因此，像古哲学家与早期教父一般，认为神祇或天使们有肉体者，并不否认受造的精神体的存在。他们甚至于说，有肉体的神灵们——如人一般——有理性的灵魂；只是他们的灵魂比人的更善美，因为他们的肉身也比人的更善美。可见龙华民神父和他引述的熊三拔神父，都不该断定中国人既然认为神灵有肉身，就是不承认精神体。

中国的版图很大，不比文明的欧洲小，在人口与治国方面，还远超欧洲。中国具有在某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又因历史悠久而令人羡慕。它很早就成立，大约已有3000年之久，比希腊罗马的哲学都早。虽然希腊哲学是我们所拥有的在《圣经》外的最早著述，但与他们相比，我们只是后来者，方才脱离野蛮状态。若是因为如此古老的学说给我们的最初印象与普通的经院哲学的理念有所不合，所以我们要谴责它的话，那真是愚蠢、狂妄的事！再者，除非有一场大革命，要摧毁这套学说也不容易。因此，尽力给它正当的解释是合理的事。但愿我们拥有更完整的记载与更多的从中国经典中正确地抄录下来的讨论事物原则的述言。当然，最好是将经书全部翻译出来；但是既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只可做暂时性的判断。首先去中国的利玛窦神父的后继的中国传教区主管，耶稣会士龙华民神父，在中国居住多年，直到他几乎90岁时谢世而去。他在一部没写完而已刊行的小书中
〔51〕

 ，记下几段出自古籍作者的文字。既然他的目的是反驳其内容，我们并无理由怀疑他伪造任何东西。我相信这些材料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的权威性的学说，应是可靠的，而且不会使人视为恭维之辞，所以我要为它作合理的解释。除此之外，我也会运用同意龙神父想法的利安当神父所加上去的话。

中国人称第一本原（first principle）为“理”，即是大自然的理由或本原，包罗万象的理由或实体，世上没有比“理”更大、更好的东西。这伟大的、普遍性的本原既纯粹、安静、精微，又是无形无体，只能由悟性来认识。理以理而言，共生五德：仁、义、礼、知、信
〔52〕

 。

在中国居留很久也写过反驳中国学说的书的利安当神父，在《论中国传教区的若干要点》中说，这“理”是统率万物的律法，指导万物的智慧；凭着这律法与普遍规范，天地成了形。它又是所有受造物的本原。利氏说日本人曾告诉传教士，万物都发自“理”的力量与德能，万物也奉“理”为本原。利神父引用卢随纳（Lucena）神父所撰关于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去日本的书
〔53〕

 中的话说：“理”不需他物而能自存自足，因此世界也不需另一位至高神。根据中国人的看法，“理”是有世以来，循着一律性的动规，一直不停地推动着“天”的唯一之“因”；它也使“地”稳固，使万物各有其果——这一切都不出自万物，不属于万物本身，而完全来自“理”。它统治一切，存在一切，以天与地的绝对主宰的身份控制并产生一切。利神父说：参看中国哲学书《情理》（我想应是《性理大全》）卷二十六，第8页。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说“理”是至高神？我指的是本体的、万物之可能性的、第一或至终理由，众善的本源，至高之灵性，被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与其他古希腊人称为Nous、Mens的
〔54〕

 。

龙华民神父的书的第十四篇，列出中国人归于第一本原的属性或特征。他们认它为“至善至美的”存在体、实体或体（being），是无限的、永恒的、未受造的、不朽的、无始无终的。它不只是天地与一切有形物体的物质性之原，也是德性、风俗与一切无形物的精神性之原。它本身是不可见的、至善至美的。

龙氏指出他们也称它为大乙或太乙
〔55〕

 ，因为在数字中，“一”是众数之原，但本身却没原。再者，在实体间，在宇宙要素中，有一个是至一的，在自己本体上是不可分的，又是世上所有要素，所可能有的要素的本原。但是它也是“总和”，或是“至善之多”，因为这原则的本体包括事物的一切要素的萌芽。我们在说一切理念、原理，一切要素的原型都在至高神内时，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又将太乙与至善之多结合起来，并说至高神是全一的（Unum omnia），含有全的一（Unum continens omnia），但也赋形为一的（Sed unum formaliter），超然一切的（Omnia eminenter）
〔56〕

 。

龙华民神父在同一篇中提到中国人说“理”即“太虚”或空间，无际的太空，因为这普遍要素也包含所有的个别要素
〔57〕

 。但是他们也称它为“至多”（可能指“太和”），因为它充满一切，不留一点空隙，并且延伸到宇宙之中与宇宙之外。他说《中庸》（孔子所撰之书之一）第二十至二十五章是彻底讨论这些事的
〔58〕

 。我们在解释至高神的广大性时也一样说：他无所不在，而万物都在他之内。雷西乌斯（Lessius）神父也说过：至高神是物之所在
〔59〕

 ，而抽气机发明家顾以立克
〔60〕

 先生则相信空间属于至高神的。为适当了解这事，我们应该将空间不当作是具有各部分的实体，而当作是万物的规范，与万物一起存在，每时每刻都依靠至高神，并发自他的完满性。万物之间的秩序也来自它们与这共有之本原的关系
〔61〕

 。

中国人也称他们的“理”为“圆体”或“丸体”
〔62〕

 。我相信这正如我们说，至高神与丸体或圆体一样，它的中心无所不在，而它的圆边则并无所在的
〔63〕

 ，他们称它为物之“性”；我相信这也像我们说至高神是自然之自然（natura naturans）一样
〔64〕

 。我们说自然有知，它的行动有目标，它不是乱来的。中国人也说它有真有善。如同我们在本体论中说的本体一般。可是对中国人而言，就如“理”是至善的本体，它也有至善的真与善。龙华民神父还说作者（我想他是指孔子，即《中庸》作者）引用了出自其他更古老的文章中的十八段话来证实这话
〔65〕

 。

总之，龙华民神父认为中国人也将众善归于“理”，所以没有比“理”更好的东西了。它是至善之中，至善之善，至善之纯，微而无形；它真是纯精神体的，不可洞窥的；它好得不能更好，这句话说出一切。

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不能也说中国人的“理”即是我们拜为至高神的至上实体呢？龙华民神父反对这说法。我们检讨下他的理由是否足够。他说：“我认为有人可能相信‘理’即是我们的至高神，因为人们归于它的特征与善处都是只属于至高神的。不过，你们该小心，不要给这些名称迷住，因为底下却有隐着的毒素。若是追根究底的话，你们会发现这‘理’即是我们的原始物质（prime matter）。这句话的证据，是他们一方面将众善都归于理，另一方面又以许多过失也归于它，就如我们的哲学家们谈到原始物质时一般。”我记下龙华民神父自己的话，以便小心地检讨一切，因为我认为他完全错了。

我愿意先总括地答复龙神父说的话：就是中国人竟然糊涂到言词矛盾的地步，也不必说中国人的“理”不是指至高神，而是指原始物质。但是我们应该首先不作任何判断，只看两种意见之中哪一种更可信，并且检查是否还有第三种。我们也应该作比较：他们归于“理”的特征，是更接近至高神，还是原始物质？再者，第一项说法是否更符合他们其他的学说？我本人认为恐怕龙神父既早已反对中国思想，又被某些不信神的士人们的著述迷住，他们嘲弄那些设想从他们祖先的学说中找到根据，以证明神的存在、神的关心与自然宗教的其他一切道理的人们。我们不应该继续信任这些人的解释。他们的做法，就如欧洲的无神论者一般，毫无系统地利用所罗门
〔66〕

 说过的话，或者《圣经》其他作者所讲的事，以证明人死后并无赏罚。若是不幸地让无神论在欧洲占了优势，成为学者们所供奉的学说——就如以前的阿威洛伊主义
〔67〕

 一般，几乎被意大利所有的哲学家都接受了——然后中国的智者派遣读过我们古书的传教士来欧洲的话，这些中国人自会有理由反对学者们的意见，并嘲弄他们的讪言。

利安当神父在报导中国人归于理、太极与上帝的好话时，提及他们虽给“理”只属于至高神的特征，但是不承认“理”有任何意识，可见他们的矛盾。不过若真是如此，我们又何不只认他们的好话，而反驳他们的坏话和他们说的与善不妥的矛盾之处？根据中国人所言，“理”或“太极”即是至善的“太一”，毫无任何杂物的纯善，既纯又善的本体，造成天地的本原，至高的真理。“理”本身既是力而又不限于本身；为了与众沟通而造了万物，它是纯、德与爱之源。它的原理即是造万物，而众善都出乎它的要素与本性。这本原了解理性内外的一切方法与律法，并连续不断地有所为或生产，而又在适当时消掉一切。我们可以假定“理”、“太极”或“上帝”是有灵性的，能洞窥一切、知道一切、做一切的。那么，中国人不可能同时说这有多好，并且又相信它无用处、无生命、无意识、无灵性、无智慧，而不显出矛盾。利神父说异教的哲学家也说过矛盾的话。我也相信他们用的语言、做的定义会有矛盾之处。我们可以将这矛盾归于许多学派，但不能归于同一学派，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严谨地设法贯通。

讲到细点，我完全不懂中国人如何能从原始物质中找到行动的规范与一切形式之源。我们的哲学家教过，这原始物质是全属被动性的，既无秩序又无形体。我不信他们如此愚蠢、荒唐。经院哲学的原始物质除了存在之外，并无任何好处，只是纯被动性的、纯可能性的。它只能接受任何形态、动作、方式，但不能是它们的本原。清清楚楚的是：主动之力与规定、指挥这力量的知觉——使它以指定方式行动的——不属于这原始物质。所以，我相信将中国人的“理”——指理由或秩序的“理”——认作原始物质是很不对的。

在经院哲学得势时，有某一位叫大卫的迪南人说过至高神是万物的原始物质
〔68〕

 。斯宾诺莎也可算是这么说，因为他似是认为受造物只是至高神的各种变化
〔69〕

 。但是他们指的原始物质并非纯被动性的，而自含有动的原则。中国人有的可能也接近这看法，可是我们不应该轻率地谴责他们的所有学派，把他们都说成是这样的。我们之间，有人常说灵魂是至高神的一口气
〔70〕

 。不过，这种说法要好好地解释：至高神并非是由各种部分组成的，所以若是要说灵魂发自至高神的话，也不应该将灵魂当作从神那边分开的东西，终于会如海洋中的一滴水一般回归神的怀抱。这说法使至高神变成可分的，而灵魂实是至高神直接创造出来的。有的哲学家，比如朱利乌斯·斯盖利格（Julius Scaliger），曾主张形式并不是出自物质的，而是动力因（efficient cause）造成的
〔71〕

 。这套说法受到“生出派”（Traducians）的赞许
〔72〕

 。总之将灵魂说成可能是发自至高神的实体，使至高神似是有部分的，是不对的。灵魂只能来自无。所以若是某些中国哲学家说事物发自“理”，我们不可以立刻说他将“理”变成事物的“物质因”（material cause）。

我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上述的说法，去解释龙华民神父得自所谓《朱子》的那本书的一段话
〔73〕

 。那位作者很明智地说鬼神并不只是“气”，而是气之力。若是孔子曾对一位弟子说过鬼神只是“气”的话，他指的是有活力的“气”，而且是为了适应未能接受精神实体的那位弟子的智力而说这话的。希腊人的Pneuma，拉丁人的Spiritus，都指气，即是一种精微的，包含受造的非物质性实体的物质。同一作者后来又说“鬼神亦称理”。我的判断是，这个字意思含糊，有时直指至高神本身，有时亦指任何神——因为可能它的字源本指理由或秩序。

根据龙神父的翻译，中国作者所说如下：“鬼神都出自于理，所以理是万物的实体与普遍本体”。我却认为他要说的是：“理”可算是万物的实质，生命、力量与主宰，因为他清楚地分辨了气之理与气之物。这里的“理”似是不指第一类精神实体而指普通的精神体或单子（entelechy），即是指如同灵魂一般赋有动能、知觉或有规则的行动的。既然朱熹说：“事物间并无其他区别，只是有清浊不同，延伸上的不同。”他似是要说的，不是“理”或“神”是物质性的，而是由神处得到活力的与更清的、更延伸的物质联合的事物，也更完善。当然，这位作者所见不够深刻，又在鬼神的身体上寻找他们的区别的所在——就像许多不懂预定和谐论的哲学家们一般。不过他至少没有说什么违背真理的话
〔74〕

 。他的原意，并非将“理”或神（更非绝对地或主要地）说成是物质性的。他之所以不如此说是因为他已辨明了“气”与给“气”活力的鬼神。他也不说“理”是事物的物质，而似是说个别的“理”——在个别的物体中——是发自“大理”的、有不同完善性的。所以事物的不同与物质的精微和延伸性的区别是有比例性的，而它们的“理”本身也有上述的比例性。可见他并没说假话。

可是龙华民神父一方面提供了出自中国古典作者们很清楚地将“理”说成众善的本源的话，另一方面又未能引述任何表示理是经院哲学的无形式的原始物质的资料。他虽然自称用推理证明自己的意思，他的推理却不及他引述的话一般清楚。他所述的理由实是很薄弱的：他首先说“理”不能自存，而必须靠“元气”存在。我倒不知道中国人说过这么清楚的话。或者他们说的是“理”不能自动，只凭事物而自然动，就如它只是通过原始物质而生产事物，而这原始物质似是指“元气”。所以他（指龙氏）至今只是证明“理”不是原始物质而已。

他提的第二理由是，根据中国人的话，“理”本身并无活力，并无生命，并无沟通本能，也无知力。龙神父在他处也引述了证明这论点的话。他说，根据中国学者所说，普遍因（universal cause）既无生命又无知识或任何力量；而在论及“理”显现得最清楚的地方，即“天”时，他们也一样解释。龙神父引述《书经》（中国最早的书之一）卷一，第33页所载，即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天——无视觉、悟觉，无爱无憎
〔75〕

 。他又引述中国哲学（《性理大全》卷二十六，第16～17页）所载的天地皆无理性、意志或审判能力的话。而利安当神父提出利玛窦所述，《论语》十四章有孔子解释“理”是道（秩序）的话：孔子说，理不能认识人，而人能认识理
〔76〕

 。不过我们需要很正确的译文，才能看到孔子讲的是否第一本原或是抽象性的律法或规范，如同我们讲法律无眼，不认识任何人的意思即是说它不会对个人有何特别关系。

再者，我答说，若是中国古典作者否认“理”或第一本原有生命、知识、力量，他们指的无疑是有人形的、存于受造物身上的生命、知识、力量。他们指的生命，是感官的活力；知识，是理性或体验带来的知识；力量，是王子或官吏通过威严和希望而管辖属民时表示的势力。

可是，在声称“理”赋有至善至美的所有特点时，他们也给了“理”比这一切更崇高的美性。受造物的生命、知识、力量只能算是仿造物的影子一般。他们的做法几乎像有神秘体验者——包括伪丹尼斯（dionysius the pseudo areopagite）——否认至高神可算是一个本体（a being, ens, on），而同时又说他超出本体（super-ens, hyperousia）
〔77〕

 。这是我对于利安当神父所述的中国人的话的见解。他引述说，“理”是治事的律法、导物的智力，但本身无知，又是通过自然力而有规律性的、可靠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说“理”有智力。凭我们的说法，要妥当地行动，必得先深思熟虑，所以我们可以说“理”比有智力更有知。不过中国人却认为它本身是不能错的。至于作者论及天地时，可能（与我们一般）相信它们确是无知，虽然它们受制于超然的知识、理性或秩序。

龙氏的第三论证是：“理”的所为，不发自意志或判断，而是偶然性的，元气自然地、偶然地出自“理”，受激动的气也一般自然地、偶然地产生热；而天与地的受造也是不需判断和计划而发生的。他说天与地只因自然倾向而有所为，就如火会烧、石会落，而“理”是天的自然律：通过它，万事万物各凭本身的重量、度量和状态，不需智力反思，只因倾向和自然秩序而受治的。世界的受治和世上事物的秩序都自然地、必然地凭着万物的关联性与我们称为命运的个别事情的习性而发自理。这位神父说：我问过一位名人，他身为一学派之首，拥有许多弟子，并完全了解三教（即儒、释、道三教，欧洲人一般将道士称为巫者）学说；我问他：“上帝是否有生命、智力，如人一般知善知恶，并赏善罚恶？”这学者的答复很值得注意。他竟答说：“上帝毫无这类知识，但是他的所为似是有这知识一般。”这就与《书经》卷一，第35页所述，天既无视觉，又无悟觉，无爱无憎，只是通过“理”及与它结合的人而有所为……的话。

中国人的这些话都有合理的意思。他们论天时说的话，如同我们论禽兽时所说的一般，即是说他们似有智力一般有所为，虽然他们并无智力，只是受治于至高的规范或理性而已——即是中国人所谓的“理”。

当他们说元气或物质自然而必然地分离于“理”时，他们的意思可能是指他们相信至高神必然地造了物质。不过我们尚可给他们说的话加以更好的，更妥善的解释，而说：至高的理性曾做过最合理的事。可能他们称“理”是“必然性”的，因为它既有所指，而又不会错；也可能他们误用“必然性”的字，就像许多欧洲人一般。他们不包括自动行动，因为他们认自动为在某一场合上先有所不定而后才决定的一种熟思和计划性的行为——而这不可能是至高神的描述。所以我相信我们不用违背中国人古代的学说，即可说“理”凭着本身的完美而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最妥善的一种，因而产生“气”或物质，但气因备有其本能，而使其他的万物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同笛卡儿先生自称，因为几项不多的自初即来的信念而带来了现在世界的秩序。中国人非但不应受责备，而且他们的事物因自然习性和预定规范而产生的这项理念，实在值得受人称赞。但是龙氏用的“偶然性”这种字不适用于这里，也不像是他所引述的那段文字的本意。

龙华民神父第四项反对引用的文字中错误的设想。他说，“理”是所有产生和腐化的主体，对于各种特点和偶然形式，采用或取或舍的形态。可是他引述的段落中并无如此讲“理”或至高理性的地方。这反而是说元气或物质的话：“理”通过它们才创造元初的“单子”（entelechies）或形成鬼神的结构原则的实有的行动性的本能（substantive operating virtues）。

他的第五项反对引用的文字中错误的设想。即是说，凭中国人的话，世上的万物都必然是物质性的，而没有真的精神体了。他引述他们的哲学《性理大全》卷二十六与三十四为证明
〔78〕

 。他应当将这些文字全部记下来的。但是我（如我已述）相信中国人除了产生物质的“理”之外，并不清楚地承认任何非物质性的实体。在这点上，我相信他们是对的，并且我相信事物的秩序如此，使所有个别的鬼神们都与身体有结合，甚至灵魂在人死后也不完全与一切有机体物质或有形的“气”脱离关系。

龙华民神父特别注意中国的一句格言：“万物一体”
〔79〕

 ，他专门讨论这话，又时常提及这话。利安当神父也时常提及它。利安当神父提到的另一段话又表示有一种超出物质性质的东西。《性理大全》卷二十六，第8页说，统率一切、生产一切的力量与德能，不在于万物的习性，更不依附它们，而是来自“理”，居于“理”，而“理”则统率、管治、生产万物。巴门尼德（Parmenides）与麦里梭（Melissius）也这样说，但是亚里士多德给他们的解释即有异于柏拉图的解释
〔80〕

 。斯宾诺莎将一切说成一个单纯的实体，乃说万物皆是其变化
〔81〕

 。要解释中国人的意思并不容易，但是我相信没有不能作合乎理性的解释的原因。在被动的层次上，万物皆由同一原始物质组成，并且只为了动力所赋的形式而有所异。但是万物也有自动性，并只是通过“理”，即是同一原始创造神（至高神）所赋予的众善而拥有单子、鬼神、灵魂等类。物质本身也只是同一始因（primory cause）产生的。所以万物从“理”发出，如同由一中心发出一般。不过不能因而说万物之异，只来自意外性的特点（accidental qualities）。比如，伊壁鸠鲁派与其他唯物论说只承认物质、形状和行动，从而毁灭了非物质性的实体或单子、灵魂与鬼神等
〔82〕

 。

除了“万物一体”（或“一即一切”）这句成语之外，我们也应提出另外一句：“一切即一”，即是我们在论及“理”的特征时已说过的。这话的意思是至高神就是“超然性的万物”，就同效果的“善”居于它们的原因中一般，而不是说至高神在形式上也是万物的总和。同样的，万物皆一体，但不是在形式上一体，或认“太一”为它们的物质，而是都发自“一”；它们都是它的直接结果，因为它亲密无间地照顾它们，又在它按照它们的接受分量而赋予它们的众善中表达它本身。这是我们说“朱庇特充满宇宙”的意思
〔83〕

 ：说它充满着一切，既在万物之内，而万物也在它之内。它同时是中心，又是空间，因为它是一种圆体：其中心无所不在，其边缘却是无际的，就如我们以上所述一般。这句成语“一切即一”的意思，为中国人说则更确实，因为他们声称“理”是不可分的、完善的整体。这也是根据龙华民神父上述的报告所说的，而使理不可分的理由是因为它没有部分。

我们可能说，我们实在不可将“理”与我们（西方）哲学家的原始物质一般看待；但是我们仍可将它当作第一形式（first form），即世界的灵魂；而这也是根据某些古人与阿威洛伊（Averroist）派者的解释，并且在某种意思上，根据斯宾诺莎——他认为第二级的物质只是原始物质的变化——的话而说的。因此，所谓个别灵魂只不过是世界的灵魂用以活动的各身体。但这学说不可信，因为各灵魂也各有其自我性或个别性。个别的物质可出自原始物质的变化，因为原始物质有其部分。但是第一形式或纯行动并无其部分，所以第二级形式不出自第一级，而是它造的。我并不要否认某些中国人可能有类似的错误，但我不觉得这是被引述的古人的话所能支持的。既然龙华民神父为找寻有悖于我们神学的文字而和许多士人谈过话，他若是找到了这些文字，就必会引述的。所以我相信我们不必违背他们的古典作者，并且可以声称鬼神确实有，比如人的灵魂或神仙的灵魂，虽发自“理”，但却与“理”有着不同的实体。





（秦家懿　译）

论中国人关于人的灵魂、其不灭性与其赏罚问题的见解
〔84〕



我们讲过中国人称为“理”、“太极”或“上帝”的第一本原，万物的创造者与管辖者和称为“神”、“土神”、“鬼神”的他的臣仆们。要说完他们的神学，我们也得讲离开肉体后的人之灵魂——即是龙神父称为“魂”或更多称为“灵魂”的。利神父提到“神魂”，但这可能是梓人之误，虽然我不敢多说，因为他后来又说人死后称为“神鬼”，即是从这人生退出的意思。当然，对中国人而言，灵魂可算是属于鬼神类的，并与奉祀鬼神有关。不过，要知道中国儒者有关这些神灵性格与他们在人死后的情状的学说，我们必须得分开讨论灵魂。

龙神父声称，中国最早的经书以“灵魂”一词讲人的灵魂时，使人认为它在人死后继续生存。所以《诗经》卷六第1页说，中国古代的君主文王高高在天，有时上升，有时下降
〔85〕

 。这与肉身分离的灵魂亦称“游魂”，即指自由自在的意思
〔86〕

 。保禄博士，一位基督徒，曾怀疑中国人有过真神的知识
〔87〕

 。但是，根据龙神父，他仍然相信中国人有过关于灵魂的混乱的知识。因为中国有关灵魂的说法多且混乱，因此明智的传教士们才能够去开导他们，并澄清其乱。我们现在开始这工作吧。

中国人说人的死，只是把组成他的各部分的分开，然后它们回归应去的地方。“魂”或灵魂升上天去；“魄”或身体归入地中。这是《书经》卷一第16页所述：尧王死后，他上升又下降
〔88〕

 。注释说：尧上升下降，意即他死了。因为人死则火和气（即生命之气）、灵魂上升于天，而肉体回归于地。这作者说得好像他读过《圣经》似的。《中国哲学》（《性理大全》）的作者也一般，他在卷二十八第41页引述程子或朱子（Chin-Zu）这句话：当人已合成而来到世上时，亦即天地结合时，普遍的本性却不来（因为它已在）。当人死时——即当天地分开时，普遍本性也不走（因为它到处都有）。但是有天之本质的气，回到天上去；有地之本质的肉体素质，则复归入地。

某些中国儒者将人，尤其伟人，当作天使的化身，有一位叫做米格尔（Michael）的中国博士，一位信基督教而又拥护中国学说者，在他解释十诫的书的“序”中说，中国古代的儒者就是天使化身，彼此承接下来的。在论及最伟大的人物时，他甚至认为他们是上帝本身或至高神灵的化身，比如尧、舜、孔子等即如此
〔89〕

 。这无疑是误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配得上做化身，而这位博士的话，表现出来他只是半个基督徒。可是化身的天使在生前死后都存在，而这人虽否认灵魂是一种短暂性的东西，却不认为自己违背了传统的中国思想。其实这学说与柏拉图、奥利金（Origen）所教是一致的
〔90〕

 。另一位中国儒者，是基督徒之友，亲自告诉龙神父他在这方面所持意见与米格尔博士很接近。

利安当神父报导说，中国人相信，孔子与圣王们和古代哲学家们，既然德高出群，可说是像神一般，都是天主、上帝在中国的化身。利神父又引述某些古代哲学家和奥古斯丁解释的摩尼教信徒，以及阿威洛伊派和斯宾诺莎等人的见解，说他们都将灵魂说成为至高神之变化的一部分，但死后并不独自存在。不过，根据这项解说，伟人与他人并无所别，而天使化身者的灵魂在死后既然独立存在，为什么比他们更伟大者，而且身体与灵魂都和至高神特别结合者的灵魂，却不能独立存在？

因此我看不到什么能阻止我们，反而有许多能帮助我们持有现述的说法：根据中国的经典学说，人的灵魂酷似身为至高神臣仆的神灵的本性——虽然比这类的地位较低。若是龙、利二位神父反对这说法，我也毫不惊奇，因为他们听到了许多代表异端与无神论的学者们（这些人在中国至少可以通过口传方式散布谬论）告诉他们的怪说，而这类说法目前在中国颇为流传，虽与中国3000年来的传统学说和宗教习俗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理”本身或至高神灵即上帝——理性与秩序的本体——和服侍他的有知神灵等，都是虚构之谈；又说至高神灵或普遍本原只是原始物质或物质性的气，普通老百姓与公众朝拜的鬼神也是这“气”的部分；所有一切都是偶然性或必然性的发展，不但像禽兽般无情，而且并无任何更高的智慧、护佑或正义的指导，所以中国宗教全是假戏。不过，我们已充分论证过，这类有关至高神与天使们的说法毫无根据，讲灵魂时也如此。

在两位神父引述的经典文字中，无论是古或是今的，我都找不到任何能支持上述关于灵魂、至高神、天使的说法。这些都是来自外方的解释，若是强加于经典上，即会推翻原文，并且有荒唐、矛盾、欺诈的作用。根据我们所提到的龙神父的意见，他即认为中国人觉得死亡分开了属于地或天的东西。属于天的，在本性上与气和火有关系，并且回归于天，灵魂也被认为是纯物质性的在气中消失。根据这项推理，我们也可以说，天使只是火，因为《圣经》有此记载，说至高神“将火焰化成他的臣仆”
〔91〕

 。其实我们应该说，这些神灵虽有精微的身体，却是精神实体。古代的异教徒和基督教徒，在论及神仙、天使、魔鬼时，都有这说法。灵魂既然像天使，也可回归天上，并且比以前更能与渗透处处的天性物质相结合，更可信奉至高神的意旨。这似是古中国人说灵魂与天或上帝重复结合的意思。

这些神父们，或者不如说给他们这种印象的人，误解了“一切即一”这条中文公理：它的原意是“一切”都分享“一”，而被误解为一种认“一切”为唯物而只是分配不同的中国观点了；“理”也被说成一样，虽然“理”是物质的来因；上帝本身也被说成一样，虽然“理”或原始实体（物质本身之因）与一切都随容量而分享物质之善
〔92〕

 。所以他们将灵魂回归上帝解读为化成“气”一般的物质，并失去它通过身体感官而得到的所有知识。他们甚至于可以和摩尼教徒及阿威洛斯派一样认为，至高神或“理”或上帝是世界灵魂，而他在有机体物上的作用，即创造出个别灵魂，又在有机体物腐化时，终止个别灵魂的生命。但是这类意见不但反乎理性与个别物的本性，并且也违背了龙神父所述的中国作者的话。根据后者，普遍本性——即“理”与上帝——与灵魂的个别本性分辨得很清楚。他说普遍本性并无所谓来或去，升或降。它有时与浊体结合，有时与较高尚的精微体结合，而这使我们得以了解，它的确继续存在；要不然，它就会回归普遍本性的。

我们听听利安当神父的话吧：在论及灵魂时，中国人有不同的误解。有的相信灵魂不灭，只是转生于别的——人或禽兽——身上；有的认为灵魂降入地狱，过了一段时间才出来；再有的承认灵魂不灭，并说它们在远山中游荡，被称为“神仙”，还为它们立庙宇以表示尊敬
〔93〕

 。至于儒者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相信我们的灵魂来自天，是从天的最精微的物质中分出来的精微的气或是天的火气的一小部分，在与肉身分离后，又回归于天。因为天是中心处，既是它们起源点，又是它们的归宿所在。中国的哲学全书《性理大全》卷二十八论及灵魂与肉体时说：天是人的“魂”的真正起源点，人魂在身死后会升上天，与天结合为同一实体；至于地则是肉身的起源点，在身死后会回归土中，与它化而为一。不过这本书的作者是后代人，没有古人的威信，但我们也不必完全漠视这段文字。我认为译者利氏因有偏见而翻译不妥，尤其在说灵魂与天合成同一实体时。作者的原意，可能只是说两者在死后合一而已。即使利氏解释是对的话，这类总括性的文字也可得到更肯定性的解说：既然所有的天神都与天同属一种实体，灵魂成为天神后，也与天同成一体。但是这里“天”所指的是整个天庭：“天上之队伍”，属于宇宙的君主幕下的。这“天”不只是有形的天空，因为根据上述中国人的见解，天之气（与他的天神们）处处都能延伸到。所以，他们要与天完全辨明灵魂是不必要的。至于说在各处山中游荡，又升又降，在上帝身边等的话，只是用作比喻而已。

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学说是承认人的灵魂在死后会受到赏罚的，灵魂不灭的观点就容易理解了。诚然，儒家并不谈论天堂地狱之说，而米格尔博士在赞扬谈论此说的佛家时，也认为这（儒家不论天堂地狱）是令人遗憾的。然而，今天的中国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开明，往往会嘲笑佛家论及死后灵魂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说法。不过，如果他们能够看到，其认为是正义与智慧之源的至高实体的人对于其产生的神灵或灵魂方面的作用，还不及一位开明的君主对那些并非由他创生的臣民的作用大的时候（臣民对君王的依赖并非是绝对的，因此统治的难度也较大），这伟大主宰的天国与其治下的神灵，其秩序总该优于人间的帝国吧。

由此推论，既然在人生时，环境所造不够公正，在天国治下，必有赏善罚恶的事。

这也是古中国人暗示的事。我们已说过，他们在上帝身旁安置了一位明智而有德的皇帝，认为伟人的灵魂为天使化身。利神父引述儒家《五经》之一的《诗经》所述，某些古代君主死后升天，以便启发与协助（我想，应译成“协助并侍奉”）至高的上帝，并坐在他的左右。这本书也说这些君王由地升天，又由天降地，都能以赞助和护佑者的身份，去保佑并辅助人间之国。

中国古代即有的，为敬祖与敬奉伟人而设立的礼仪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表示在世者的感恩——这是上天乐意并会报赏的德性——并为激发人们效仿他们，也同样地立下后世会纪念的、轰轰烈烈的行为。而且古人讲的似乎使在宇宙之主的宫廷上，因为德性而光荣非凡的祖先之灵，也能为其后人赐福除祸。这也表示他们是继续生存的。

我们看应该怎样解释上述的话吧。根据利神父，孔子称舜帝为创始敬祖之礼者（《中庸》十七章）
〔94〕

 。根据《通鉴》——即《经书》之一，皇室本纪或通史
〔95〕

 ——舜帝是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五位君主。孔子热烈地称颂他，并认为后世的繁荣来自这礼仪。在同书七十八章中，又将古代君王称为后世之模范。他又在此章之末说，认识敬天地之义与敬祖之理者，能为本身得到平安与繁荣，又为国家得到明智的政制，这一切都如在掌中一般明确
〔96〕

 。

中国的儒者的确不谈地狱或炼狱
〔97〕

 ，但是他们中间可能有人相信或信过，在山林中乱跑的“游魂”实是身处一种炼狱。我们已讲过游魂，不用比较基督教徒与异教徒的意见，也可以在这里想到关于康斯登（Constance）主教圣孔拉德（St. Conrad）的生平故事。他的传记在我的丛书的第二卷有载。其中讲到他与朋友圣乌大理（St. Udalric）发现了被罚为鸟形，困于莱茵河瀑布处的灵魂们，后来通过二圣的祈祷，才得解脱。也许，中国的某些古今儒者也认为，受处分的灵魂成为专管低级职务，看守门户、厨灶的鬼神，直到他们的罪得以补赎为止。我们所知不够，不能详细深入这方面的讨论。

（秦家懿　译）

论中国人关于至高神的所造物或物质的第一本原与鬼神的说法
〔98〕



说够了关于“理”的话，我们现在凭着龙华民神父从中国作者所引的话，来讲它的所造物吧。“气”出乎“理”，即是“元气”或原始的气。他称此元气为“气”，即是“理”的工具。鬼神所作所为，归根究底属于理，但具体实现时得自气，而形式方面则归乎鬼神。可见这气或元气真是物质，与推动物质的第一本原符合，如同匠人用工具造物一般。这“气”可称为我们的“灵气”（ether），因为物质的原来状态即全属流质，没有隔距或硬性，没有梗断，也没有能分彼此的限制。总之，这物质（气）是我们能想象到的至精微的身体。

龙华民神父特别述出，气是理的所造物。他又说元气自然出自理，虽然理本身并无所为，它在产生气和元气后，开始有所为。这里，我们或是要忽略矛盾，或是承认龙神父不小心说错了话。因为若是“理”产生了“气”，又怎能说它本身无所为呢？而“气”既然只是“理”的工具，是不是应该说它的德能或主要动力因是在“理”之内？因为这第一本原或原“元形”（primeval form）通过纯动（pure act），通过至高神的运动，而产生了原始物质，所以中国哲学比古希腊哲学——认物质为与至高神同等的原则，即不是他造的，只由他赋予形式的原则的古希腊哲学——更接近基督教的神学。看来中国人相信“理”一开始便生生不息地产生了它的“气”，所以两者皆是永恒的。但是这也不惊人，因为他们似是不知唯有能解释宇宙之谜的启示：圣多玛斯·亚奎那（St. Thomas Aquinas）和其他的神学博士们已断定这学说不是纯理性所可能证明的
〔99〕

 。不过，虽然中国的古人明言“气”永不消灭，他们并没直说它是没有开始的。甚至于有人认为中华帝国是在以色列民族的族长（Patriarchs）时代开国的，中国人可能从以色列人处听闻过世界受造的事
〔100〕

 。

在“理”与“气”之外，似是有“太极”。龙华民神父所撰不足以给我们一种清楚的观念。我们或者可以说，“太极”即是在“气”上有所为的“理”：“上主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101〕

 ”我们可认至高之灵为理，水为原始流质、元气、气或原始物质。因此理与太极并非不同，而实是从不同观点看到的同一物。龙神父说：“理”成为无限的圆体（这无疑是比喻），被称为“太极”，即是已达到极致的完善的意思，因为它运用有效，又在产物时动用其德能，赋予万物能力，包括预订规范使一切事物都因其自然习性而发出。所以，在造自然物后，至高神只需按照普通方法进行一切。因此我也认为龙神父将“气”与“太极”混淆了，并从而产生问题，说“太极”即是“元气”。

某些中国人或者认为有一种原始的组合物是由“理”或原始形式与“气”或原始物质所组成的：这实体以“理”为魂，“气”为物质。他们用“太极”的名称来了解这实体，所以全世界被认作是活的，是普遍性的活体，至高之灵，伟大的人格。斯多格派就这样论世界。而这巨大的活物整体就是个别的活物的总和，就如我们认为小活物能渗入大动物的组合结构一般。但是我们在古中国作者中找不到这项错误，而他们既然认物质为至高神所造，我们更不可以归咎于他们。至高神不会将实体和物质并合，所以世界不会是巨大的活物。相反的，至高神是超然世界的智力或灵性（supramundane intelligence），物质既是受造物，不可能与他同等。当龙华民神父说“太极”包有“理”与“气”或“元气”时，我们不应认为这指的是它们组合而成为“太极”，而只是它包罗它们，如同结论在其信念中一般，因为“太极”即是在“气”身上有所为的“理”，所以“气”也是已预有假设的。

我们也可以将“理”的特点，都归于“太极”。龙神父说有一位现代的士人曾称，“鬼神”都来自“太极”，而“上帝”即是“太极”之子
〔102〕

 。不过，我们或可依据古人的支持而说“上帝”也只是“理”，或是当宇宙主宰原则的“太极”，只是“天”——这是我将要证明的事
〔103〕

 。龙神父说“鬼神”都是同一个“理”或“太极”，只是在应用方面附于不同东西，比如天、地、山等。不过后面一点不符合于那士人所说的话，因为若是“上帝”或“天之灵”即是“太极”之子的话，它就与太极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只说“太极”等于“理”就好了，以后再看有什么以上帝名义的话。龙华民神父书中第十三篇篇首声称，中国人的所有的鬼神，就是他们称为统治事物的所有的灵性精神体等，都可化为“一”，即“理”或“太极”。我觉得最好现在不立刻检讨这观念，而只说对龙氏而言，“理”与“太极”可指同一物。他在这篇中说：“理”是全自然的悟因与导律，而“太极”是自然的母胎，本身可以包罗所有具备可能性的东西。但是他在文章中说“理”，可见他确知“理”与“太极”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区别，因为“理”指的是绝对体，而“太极”指的是身为事物根源者。他引述《中国哲学》（《性理大全》）卷二十六第8页，说各事因不停地动，因为“理”或“太极”在它们之中，统治并指导它们
〔104〕

 。同一本书的卷一第31页说，“理”（即理性）管辖世界万物，所以万物毫无所缺。同书卷三十六第9页说，“太极”是现世的起始与终结，一个世界完了，它即产生另一世界——即是在名为“太岁”的大年的运转之后——而它本身永无止息
〔105〕

 。可见“太极”不是世界。最终根据利安当文章，中国人并不承认任何超越“理”或“太极”的东西。（根据龙氏）他们也说万物即是同一“太极”。我认为这不是说万物是“太极”所分成或是它的变化，因为它们具有的绝对性实质或完美性皆来自“太极”。但是，我们也常作比喻来说，灵魂是神性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若是有时也会作这说法是无可惊奇的。根据这意思，《中国哲学》（《性理大全》）卷二十六第1页说，“理一分殊”。正确地说，由各部合组成的东西永远也不是一体，只有从外表上可说是一体，如同一堆沙土或一个部队一般。因此，就如已引述的章节所说，第一本原并无任何部分。

利安当神父引述中国人的话时，似指他们造了一个词，即“理／太极”，而按照孔子在《四书》之一的《中庸》内的说法，这是指实性的真理、律法、万物的本原与终结。没有不从这本原得到它自己的真正的存在的，而这些东西的本质却毫无一丝不善。利神父说，这类似我们在《创世纪》中所读的一句话：上帝看到他所造一切，而一切皆是善的
〔106〕

 。不过，利氏又引述拉克坦希乌（Lactantius）所述关于第一本原的话。拉氏引述各古代诗人与哲学家后，说他们的意见虽然不一定对，却用自然、天、理性、神、命运、神律等名词来讲照顾世界的至高神者
〔107〕

 。利神父又说，中国人只承认分为许多部分的物质性的本原。我觉得他在这里说错话，不是因为他从经典中看到什么，而是因为他从某些现代的不敬天的人的话中学到一些偏见，而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自认为自由论者，自称为超人一等者的人。

除“理”与“太极”之外，中国人称为最伟大的是“上帝”，即是治天之神。利玛窦神父去了中国，并在那边长期生活后，觉得这上帝即是天主、天地之主、我们的至高神。在中国，“天主”即是现在用来指基督徒至高神的词。不赞成用上帝来称至高神的龙华民、利安当与其他神父们，都肯用“天主”，虽然这两种名称在中文里实际上指的几乎是同一回事：“上帝”就是“天主”
〔108〕

 。问题在于，中国人认为“上帝”是永恒的实体，或只是一个受造物。龙神父承认（古书）文字似指天堂中有名为“上帝”的皇帝，他统治世界，赏善罚恶。但是（在同一页）他又提及其他的古代注疏者，将同样的特点都归于“天”，或是称为“理”的普遍实体。这不单对于称我们的至高神为上帝的做法并无不利，而且对他们也有利。因为“理”是永恒的，是具有一切可能有的优点的。换句话说，我也已表示过，它可算是我们的至高神。然后，既然“上帝”与“理”是同一东西，我们当然可以称至高神为“上帝”。所以利玛窦声称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承认并尊重称为“上帝”的至高神，而且也承认低于他的众神们——他的臣仆们——并用这方法表示他们认识真神，并不是说错话。

中国人也说了许多关于“天”、“天之灵”、“天的秩序”的好话；也都是符合于真神的。比如，他们说“天的秩序”是不可见闻的至仁之体；而叫做“理”的东西，就是天的“自然秩序”，因为通过“理”的所为，万物都凭着容量和度量，被管治得各尽其位，恰到好处。这“天的秩序”被称为“天道”；而根据利安当神父，孔子在《中庸》内说，“天道”即是“理”，是天在运行中与自然作用中所遵守的确定的程序
〔109〕

 。因此，根据龙华民所述普遍或原始的实体，按照它在天的情况，叫做“理”（即是秩序或理性）。而“理”也被称为天上的一样东西，因为第一本原虽然在世界的万物中，它主要是居于宇宙的最好的“天”上；而在天上，它的效力也最显著。在《论语》卷二第五章中说，“理”这本原有不可比拟的本质，即是与物无偶的意思
〔110〕

 。这类话也用来说“天”，可见受赞扬的不是物质，而是“天之灵”或“上帝”：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利安当神父说中国学者的绝对性与至上的神性即是“天”时，也是这个意思。

在引述一位中国博士论上帝时，利安当神父如此说：“我们的古代哲学家在仔细检讨天、地及世界万物的本质时，认为它们都是好的，而‘理’能够毫无例外地包罗一切；它们从最大到最小都具有同样性格与同样实体。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上帝或至高神存在于每事每物中，并与它合而为一。因此，我们应该教人避免罪恶，因为罪恶会侮辱并玷污上帝的德能与优点；又应该教人从善，因为不然则得罪于至高神的理性与正义；再应该教人不损坏任何事物，因为不然则触怒上帝与所有受造物的灵魂。
〔111〕

 ”这段话表示作者认为，上帝是普遍实体，至善至美，归根究底与“理”一样。这是我们这里要说的话，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位似是现代人的学者，他有意将上帝说成事物的灵魂，几乎是它们的本质。

中国的古圣贤们既然认为人民需要崇拜适应想象力的东西，所以不给公众建议尊重“理”或“太极”，而要他们敬拜上帝——“天之灵”，而实际即是指“理”或“太极”本身，因为理或太极尤其在天上显现功能。希伯来人们也有时将属于至高神的特点归于天。比如玛加伯书中所述，而且他们也认至高神为天之主。因此他们被罗马人称为“拜天者”（Coelicolae）：“他们祈祷的对象……只是云霄与天上的神灵”。阿里斯多芬为了要使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是令人讨厌与荒唐的，而让他们相信苏氏蔑视本土的神祇们，而崇拜“天”或“云”——即是无知者混为一谈的两样东西。这是他在喜剧《云》中表达出来的
〔112〕

 。所以利安当神父说中国的古今哲学家都崇敬有形的天，并向它祭献，称它为上帝，因为“理”的主要而不可见的特点对普通人民而言，是不可了解的。不过，更好的是说，中国人尤其崇敬的上帝，即是治天的“理”，这比说它是物质性的“天”本身更好。利神父又很正确地说，中国人与日本人（无疑受中国人影响）一般只承认第一本原为唯一真神，（利神父又毫无证据地说）中国人与日本人称真神为“上帝”，因为他有统治天界的权，而“天”是真神的宫殿，在天上，他领导、治理他的臣民，并延伸他的影响。他们向有形的“天”祭祀奉献（实际是向“天”之帝王）并静默地崇敬他们不提的“理”，因为无知的庸民不了解“理”的本质。我们称为人的理性之光的，他们叫做天命、天律。我们称为服从正义的自然满足感与我们不愿违背正义的恐惧，中国人（我可以说，与我们一同）叫做“上帝”（即是真神）所赐的灵感，违背天即违背理性；求天之赦即是自我改革，并诚意地在言行上都再度服从理性的律法。我自己认为这一切都很崇高，与自然神学符合，又毫无作恶之意。我认为，要在此寻找可谴责的论点，则必须曲解原文甚至于篡改原文。事实上，上述的原文的真意将铭刻在我们心中的自然律重新复原了——所以，除了启示和神恩所能加上以改良我们的性格之外，这些道理实在就是纯粹的基督教。

中国的古圣人，认治天的神灵为真神，又认它为“理”，即是程序或至高理性，实际比他们自己想象中更正确。天文学家的发现，已表示“天”是我们所认识的整个宇宙，而我们的地球只是其一附属星球。我们可以说，世界体系与主要恒星有这么多，而我们的世界只是太阳系的世界，而太阳只是其中之一恒星，所以天之主宰即是宇宙之主。不过，中国人既然自己不知为何而有此智慧，可能他们的一部分智慧，是从以色列人的族长们那边学来的。

现在再检讨龙华民神父的反驳。他说中国作者认为，“上帝”即是“天”，或是天的德能，天的力量。但是要说“上帝”是物质性的天是不可信的。若是称他为天的德能与力量的话，他必须也是全宇宙的德能与力量，因为天代表我们所知的关于宇宙的一切。要假设天的某种个别的灵魂为上帝是不通的，因为天太宏大了。若是说天上每一体系或每一恒星都各有其灵魂，好像中国人的做法一般，反而有多一些意思。但是称赞天之灵或“天的秩序”的话，不适用于个别灵魂，而只适用于理。所以经书作者郑玄
〔113〕

 说过，上帝即是天；这句话我们可以当作比喻，或是不完全对的，就如我们常用“天”字指天上之主一般。也可能这作者认为天是有人格性的，而“理”即是他的灵魂，组成苍天的物质是他的身体。这样的话，他对天的看法，便接近斯多克派看世界的方法。不过，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检讨这句话之前，还是如同现在欧洲的习惯，将天说成至高神一般的，认为郑玄用的是比喻吧。

根据利安当神父，中国人报告说：周文王一生谦逊，隐着他地位的威严，退入自己的心中，在主上帝面前，自称卑贱
〔114〕

 ；夏氏（？）因恶行而自谴，在上帝面前战战兢兢，时常用这种敬畏控制他，使他不敢违背正确的理性
〔115〕

 。古代有一习惯，帝王亲自耕种农地，他所收的果子则被献给至高主上帝
〔116〕

 。再者，中国某国君曾问孔子，在祀火神或较次一等的灶神之间，应作何种选择。孔子的答复是：若人获罪于天——即上帝——则也只可向天求恕
〔117〕

 。可见孔子与柏拉图一样，相信至高神唯一独尊，又像柏拉图一般，会适应民间拥有的偏见。

龙华民神父本身记载他与一位中国学者的谈话。这学者告诉他，“上帝”即是天、理、太极、元气（作者并未解释此词）、天神、天命（即天赋的德能）、南林（？）（地的德能）
〔118〕

 。同一学者也说儒家的“上帝”也是佛僧奉为“佛”的，道士奉为“玉皇”的至高神之灵。另一学者说我们的“心”（即是在我们之内有所为的）也即是上帝与天主，因为中国人称“心”为“主宰”，即人的指导者
〔119〕

 ，并且说，“心”统率他的肉体性和精神性的行动。可见这些人在“一切即一”的借口之下有时说得含糊、混乱，而我们不应每时每刻都凭字义了解他们。要讲清楚他们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考虑他们的学说表示的内在理性与一致性，而不要只注意外表上的东西。

同一神父（龙氏）也报导中国士人告诉他的话：即上帝、天主只是“太极”所生，会如其他受造物一般消灭，而只有“太极”永不消灭；上帝或天之灵也会与天一同息止。所以若是我们的至高神或天主与上帝是一样的，他也终于会消灭。可是龙神父并没引述古人这般说的话。相反的，古人似是诚心敬奉上帝的“理”。可见上述的只是现代人的观念；他们想以简单的物质特性来代替精神实体，就如笛卡儿派对待禽兽的灵魂问题一般
〔120〕

 ，又如柏拉图的《斐多》（Phaedo）坚持灵魂只是物质习性的总和，或是一部机器的结构
〔121〕

 。

这种说法，有毁灭宗教的可能性，把宗教当作控制人民的政治性发明，而这项解释，也恰是一位中国学者告诉龙神父的话——他就是上述的因误解“一切即一”这基本观念而混合了不同东西的那位学者。

绝对地讲，普遍之灵亦称“理”或秩序：在受造物身上有所为时，它称为“太极”或完成造化万物者；而统治天的主要者称“上帝”或“天主”。说完这些，我想改谈神仙或个别的、次要的神灵了。他们总称为“天神”，或只称“神”或“鬼神”。龙华民神父特别说，中国人用“神”字来指上升去天的纯洁神灵，又用“鬼”字去指下降入地的不纯洁神灵。但是，这不像很正确的解释，因为利安当神父引述了孔子的话：

鬼神的德能多盛大！哪有比他们的德能更伟大的？我们虽见不到，但是他们自然通过其所为而显现出来；我们虽听不到，但是他们不停地说出自己的奇妙
〔122〕

 。

孔子也说我们想象不到鬼神与我们密切结合的程度，所以我们应善意敬奉他们，祭祀他们，因为他们所作所为虽是秘密而无形的，但他们的恩惠却是有形的、真正而有效的
〔123〕

 。

凭着经书与经书作者这般清楚的话，我认为利安当神父所提及的传教士们确有足够理由以我们的天使去比鬼神或神仙。利神父承认中国人将他们当为次于天之普遍而至高之灵的上帝，他又以他们与塞涅卡（Seneca）
〔124〕

 的大神与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提及，他仍信奉摩尼教时所信的大神之下的低级天神
〔125〕

 。这些传教士相信（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与他们之后的孔子，以“上帝”与“鬼神”的名义，表明他们已认识真神和侍奉真神的天使们，因为他们似是指这类神特别关心与保护人们、城市、省份与国家，而不是因为这类神是这些东西的灵魂或实体性的形式，却是如同他们是舟之舵手一般——即我们哲学家称为辅助性的或形式的智慧。我们也必须承认，孔子与其他古作者所说的话，带有“最完全、清楚而自然的意思”
〔126〕

 。很可能这些如此接近我们的宗教传统所含的伟大真理的中文词句，是中国人得自古（以色列）族长们的传统的。

利神父只反对自称经书注疏家，而实际是较后代的学者们。原始经典拥有的、称为《大全》的大传，以及称为《性理》的哲学丛书，或利神父称为《大全性理》的书，根据他的话，是在约300年前，由帝王敕令编辑的，所以可算是现代的东西
〔127〕

 。他们具有的关于古书真义的权威，实不超过阿库斯（Accursius）或巴特鲁斯（Bartolus）等人讲解古罗马法的“永恒法令”（edictum perpetuum）的意义时所享有的威信
〔128〕

 ，而我们今天也常发现阿氏与巴氏所注和原文有相当差别。这也像阿拉伯人与经院哲学加于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意见，实在是与古希腊注疏者的所解和现在的解释者所重新发现的有很大的距离。我自己也认为我已指出，经院哲学家并未了解的“隐德来希”（entelechy）这词的真正意义
〔129〕

 。

所以龙神父、利神父们对于中国现代学者们的解释，只是经院式的偏见。他们给中国的现代学派的判断，如同他们很关心的后代欧洲学派
〔130〕

 要我们给他们的判断一般：即是用后代的注释去断定神律、人律和古人所撰的著述
〔131〕

 。这是哲学界、法学界、伦理学界、神学界以及医学界都通有的弊病，尤其是医师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固定的学派，或是统一性的固定语言，所以他们竟敢漠视古人，急于从古代的权威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因而变得武断，很少有超出他们本身不能确定的经验和观察所带来的已定事实。因此医学似是急需用几位最佳的学者，有意重建共同语言的人的有威信性的报告来作基础，以便重新成立起来，并分辨已定与未定性的理念，又加以暂时的可能性，来发现一种发展这种科学的最可靠的方法。——不过这句话只是我偶然提到而已
〔132〕

 。

我认为值得惊奇的是，今天有很聪明的神学家们，虽宁取教会的古教父们的学说而不喜欢关于抽象性的神学和道德学的现代人意见，却仍然不用古人眼光而通过现代人眼光——即是只靠注释者的权威——去判断中国神学。当然，龙神父或利神父这么做并不令人惊奇，因为他们只是反映流行的神学、哲学学派的意思而已。不过我认为除了反对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学说问题的看法的某些神学学者们以外，应该还有能够用不同方法判断是非的人们。

利安当神父偶然报导的一件事，使我们怀疑中国的古哲学家们，可能没有充分阐明真实的意见。但是他并没有多说，我也不信这是可以澄清或充分证实的。不过我愿意老实提出这件事而不加以隐藏：利神父在引用上述的孔子的俊语之后，又说同一作者即孔子在继续言论时，发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很大的错误。因为（根据利氏）孔子说，神灵确实与事物完全结合，若是分离即会消灭。利氏说这意见与孔子学说大体符合，因为孔子认为事物的性格与本质是“理”或“太极”，即是它们的第一本原和创造者，也即是称为“上帝”（即至高君王）的；至于统治个别与次等的，有生有灭的东西者，却称为“鬼神”。当然，物质若与形式分离，它们组合成的东西即会消灭，而神灵也一般地与东西结合，若是分开的话，也会遭到毁灭。

我要逐字引述利安当神父的话并加以检讨。我首先应该说，我本人怀疑这并不是孔子本人的学说，而是今人按照自己的解释而假托于他的。因为他留下的话中没有这意思，除非我们声称他故意借宗教名义而欺骗头脑简单的读者，虽然他自己的真正信仰是无神论派；而这种指责不应轻易做，要有坚固的证据才行；但是至今为止我并未发现任何别的基点，除非我们接受现代注释家的暧昧性解释——他们似是不敢明言刊出这意思。若是孔子确有这项关于鬼神的看法，也不见得比我们的经院哲学派论及禽兽的灵魂时——他们认为禽兽死时，其灵魂亦灭——所说的更肯定。不过，若真是如此，他又怎会提到鬼神赋有罕见的德能和完善，又有妙能与其他值得我们承认与崇拜的各种好处呢？

再者，孔子与古人也说某些不相称者，比如人、城镇、省区具有神灵或仙灵。可是，山川身上可能附有神灵吗？四季身上可能附有神灵吗？寒暑的特点也身附神灵吗？所以我们只能说，或是中国古人有意捉弄人民，以欺骗人民——而这项斥责不能轻易地做，必须有证据才行——或是他们相信次等神灵的存在，认此类为神的臣仆，各有所治；再或者，他们用其名义，以崇敬处处都有的神的德能，如同古希腊、罗马人声称自己只拜一神而实则利用多神的名义一样。

我也怀疑利安当神父在说神灵若与其所治的东西分离即会消灭的话时，误解了孔子。孔子好像是说，神灵若与东西分离，东西即会消灭；而我认为这也是龙神父的解释。他引述《中庸》十六章，孔子说神灵能与东西分开，但其后果是这些东西（他没说是神灵）即遭毁灭
〔133〕

 。既然孔子以神灵为东西的部分，可能他并不指所有的神灵，至少凭我引的理由可以这么说。再可能“部分”应指广义，即指什么是东西，并且是为其自存或持续而必须有的。

有许多中国的今人自称为孔子与古人的弟子，却毫不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并且除了物质，即他们认为由运动和偶然性质所变了形状的东西之外，根本不承认任何实体。我说根据这些今人，古中国人授予事物的天神或其他神灵只是有名无实，只代表物质的偶然性质的总和。它们类似经院哲学派说的，组成偶然性质的形式：像一堆石子，或沙堆成的山等——无疑是低于禽兽的灵魂的形式。无论我们听取经院哲学派或是笛卡儿派的意思——后者认为它们的结构很好，但仍只是偶然性质的总和——这类灵魂不值得接受人的崇拜。天之灵，自然因之灵（比如山之灵）皆缺乏感官，所以没有知识，也不可能有知识。建议崇敬这类东西实是欺诈。

根据龙神父一本古而重要的书，即《书经》第一篇第11页有述：自从中国的创国者尧、舜时代以来，中国人一向敬拜神灵，并且有四种祭祀，献给四种不同的神灵。第一种称“类”，是祭天与天之灵、上帝用的；第二种称“禋”，是祭六宗之灵（即四季、寒与暑、日、月、星、水与旱）而用的；第三种称“望”，是祭祀名山大川的诸神灵用的；第四种称“遍”，是祭祀宇宙间次等东西的神灵与名人们用的
〔134〕

 。龙神父也指出文字上载有不同诸神，即他称为“鬼”、“神”或“鬼神”的；并且是管辖山川、河水或阴间诸府的。但是中国的注疏者，将它们解释为自然因或为产生某种成果的性质。

当这些注疏家们不同意古代的无知者的看法，不承认朱庇特（Jupiter）或其他居于空气中的精灵抛出霹雷，或是山中或地洞中有老头们用罐子倒出河流等的话
〔135〕

 ，他们是对的；若是他们相信这一切都凭着物质的本性而自然而来的，他们是对的。不过，若是他们以为古人想敬拜这类无知体，并将第一本原，天的统治者——或宇宙的统治者——化为同类的无知性质的总和的话，他们就错了。因为不认识本身有何所为的个别东西的妙用只能来自第一本原的智慧。所以我们或是认为中国的古圣人们相信当天地之主的臣仆的某些神灵们是管辖世事的，或是说这些人通过个别事物的性质，去崇拜伟大的至高神，但是用的是这些事物精灵的名称，以适应民间的设想。他们也同样地相信“一切即一”，并说个别事物的妙用表达的是一种伟大而独有的本原的功能，而且四季之神灵、山川之神灵都是治天的“上帝”。

这意见最正确。但是，另一意见，即是承认有神仙治理自然物、天体、元素等，也并非不可容忍，也不会破坏基督教义。我在以上也已讲过。不过，若是用万物皆自化为一的力量这个公理，并加上合理的解释，则更容易教导中国人去接受第一真理了。换句话说，所有的无生命的受造物的德能，反映的不是自己的智慧，而是造物主的智慧，并且它们只是它们得自第一本原的力量自然而然产生的成果。只要跟着我们今日所发现的真哲理，就可以了解以下的理则：有生命的实体是不能处处都有的，它们只是在感觉得到的身体内确实存在；它们与人一般，有自己的灵魂或神灵，而且这类神灵多得无限，有比人的灵魂或神灵高的，也有比这低的。较高的称“天使”或“神仙”，他们尤其服侍至高之神灵，既更会了解他的意旨，又更能服从他。连善人的灵魂也与他们有关系，并因而可尊可敬，而不违背我们对至高实体所应有的本份。

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肯定并称扬今日中国的注释家，因为他们将天的统治和别的事理化为自然因，并且通过这做法，与群众的无知划清界限。他们找寻的是超自然的，或超肉体的奇迹和神灵；他们用的可说是突然改观法（deus er machina）。我们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们指导，告诉他们欧洲的新发现，如何为自然的多项妙用加上数学化的理由；也告诉他们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真正体系。可是我们也应同时利用理性来承认，这些在某一个别时刻上，通过很仔细的作用而产生各种妙用的自然因，若不是受造于至高实体而成为机器的话，即不可能这么做；而这实体即是他们所称为“理”的。

可能是由于这原因，孔子不肯解释他对自然物之灵所持的立场。他认为我们在天之神灵中，在四季、山川与其他无生命的事物中只应崇拜至高的神灵，即是上帝、太极、理；但他不信人民能从感官的对象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所以不愿多谈这些事。因此，根据龙神父，《论语》第三章第三节，孔子的弟子子贡似是对孔子有过怨言：“直到夫子死前，我一直未能听到他讲人性与天道的话。
〔136〕

 ”在这本书中，孔子也说：“治民的正道，是使他们敬鬼神而远之。
〔137〕

 ”——可见他不愿检讨鬼神是什么，又做什么。

龙神父由此而得的结论是，儒家持有一种单为老师们而有的秘传学说。但是这并不对，因为孔子本身可能也不了解他不愿意让弟子们研讨的题目。今天的中国，并无此种密宗，除非我们认为伪君子是密宗。就是有这种学派的话，我们也不能只看公开刊行的书。到处都有嘲弄自己的信条的人们。所以，当龙氏说儒者大部分承认活的神灵或受祭祀的神灵们，但是较受人尊重的儒者却只承认生与灭之神（即是简单的物质性质）时，我认为龙氏专要传教士们注意后者，实是值得惊奇的事。我觉得传教士们应认后者为异端，而只注意普遍而公开的学说。

龙氏似乎也定了结论，说孔子本人也有错见；他的全本书，由头至尾都力称中国的古人与今人一般不信神，尤其在第十六篇第84页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孔子的方法腐化了中国学者的心，并蒙蔽了他们，使他们只思考有形有体的事，并因而落入至恶之阱：无神论。我想孔子的静默与方法在这方面可能有所作用，而且他应该多作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今人似是将这方法推到极端。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毫无否认鬼神与宗教的存在的意思，他只是不要弟子们过分争论这事，而叫他们只要对上帝与诸神的存在满足，并表示尊敬，又为取悦神们而做善，但不用深入思考神的性格或神的所作所为的方法。我们西方历史上也有过基督教的作者们，曾经以这般忠心毫无恶意地劝告基督教徒。所以我觉得反对中国古人的话都缺乏证据，只能算是一种“怀疑”。

中国人关于鬼神的共同的官方学说可见于龙氏所报导的一段哲学中。《朱子大哲学》（《性理大全》）卷二十八第2页说：鬼神是气造成的吗
〔138〕

 ？回答是他们似乎不是空气，而更像空气中的力、势与动。在第13页，朱熹辨别赋有明见、正义，并在日、月、朝、夕产生好效果的善神与其他较为暧昧者。他也加上第三种，能回答问题并聆听祈求的神。在第38页，他用以下的推理来证明神存在：若是没有神，古人也不会在斋戒后向他们祈祷，也不会有皇帝祭天地，诸侯（或英雄）祭名山大川，大夫奉五祀等事
〔139〕

 。

同一作者又问：当人们祭祀天地、山川，奉献牺牲，焚烧丝绸，洒酒灌祭时，他们所作所为，只是为表示心中诚意，还是真有接受奉献的“气”（或神）？若是我们说并无接受奉献者，那么，我们向谁祭献呢？高高在上，令人敬畏、祭祀并恐惧的又是什么？若是我们又说他驾云下凡，则是自欺欺人。这作者似是要维持不信神者的怀疑论与民间的粗俗想象之间的中间立场。他要人承认并尊重鬼神，但又不要他们相信鬼神是按照想象中所说的样子存在的。

这聪明的哲学家在论及天之灵，即上帝时，说他称为“神”，因为天之气引申到处处都有
〔140〕

 。龙神父因而说中国人不信“天”是有生命与理智的神灵，而只当他为气的实体，有动力，有作用。不过这里显出，龙神父只看到自己的偏见。中国作者既说鬼神令人敬畏、恐惧，即是除了力量、作用之外，也给他们理智。他将“气”或轻微的身体，当作鬼神们的乘骑。

这作者也要我们在祭祀的对象和做祭祀的“人”之间，寻找一种关系或均衡性。因此皇帝必得祭祀上帝或天主：他也因此而名称“天子”。王子、诸侯则祭祀五种生命的护佑神灵。学者们也在各级学校中，祭祀孔子。这类关系也规定每人要祭祀祖先。由此，朱熹要表示神灵按照理性治人，并协助服从者。但是龙神父却从这些文字中得到鬼神只是气或物质的概念，与作者暗示的恰好相反。

我在中国哲学中，另又找到反驳拜偶像者的有趣理论。根据龙神父的报导，儒者程氏在注释孔子的《中庸》（卷二十八，第37页）时，说过向在寺庙中的土木造成的偶像求雨，而忽略蒸气生雨的山川，实是笨事
〔141〕

 ，他建议祭祀要合乎道理，并遵守事物间的关系和均衡比例。这样做，才会得到神灵、或上帝、或普遍的神灵、或者“理”、或治万物的至高理性的接受。龙神父却认为作者承认的，不是山川神祇的存在，而只是没有意识的、物质性的气。可见他并没有深入了解作者的用意。

孔子在他的《论语》中也有这意思。（根据利安当神父所述）他认为不合乎名位情况而祭祀与自己的地位不称的鬼神，是愚笨的谄媚，也不合乎义理
〔142〕

 。按照张阁老
〔143〕

 的说法，唯有在上的皇帝可以祭天地，国中的英雄可以祭山川，名人可以祭诸神；其余的百姓则有祭祖先之权。《性理大全》说灵魂会寻找相称的与自己最合得来的神祇。比如：若是农民向比他位高者之神灵祈祷的话，即会受斥责，那神灵也无所动。但若是有人向与自己地位相称的神灵祈祷，他一定会感动神祇，得其护佑。利神父又附加说，只有儒者祭祀孔子。这能使我们明白卫匡国神父在1656年在罗马泄露的话：即是只有儒者才能进入孔子的寺庙。利神父说，中国的军人奉祀一位名“太公”的有名的古代武将
〔144〕

 ，医者们奉祀类似阿斯格列比乌（Asclepius）的药王
〔145〕

 ，金匠则奉祀一位古炼金者，名为“朔王”
〔146〕

 。

利神父指出许多细节。根据他，中国人认为至高的上帝与其他诸神都治理世界：前者是身居天堂宫殿的至高之主，后者是他的臣仆，各有其职位。有的掌管日、月、星辰、云、雷、雹、风、雨；有的在地上掌管山、湖、河、禾、果、林；再有的在人间与禽兽间掌管；另有数位在房屋中掌管门户、井水、厨房、炉灶以及很不洁的地方；再有别的掌管战役、学术、医术、农事、行舟与一切技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护佑神，可以向这神祈祷、祭祀并求福。他们也与奉祀家中神祇一般奉祀祖先，但是不顾家庭以外之死者，视这些为不熟识之鬼。他们奉祀孔子与他的大弟子们，如同奉祀掌管学校与学术的神祇一般。利神父又说，中国人类似斯多克派一般地构想了渗遍宇宙的物质性的神，以这神为赋予生命者，并同次等诸神一同治世者，不过我找不到阻挠我们在这里寻到精神体的至高神、物质之主的事。这至高神的智慧与力量，也在无知物界显现，并有具备智力的、像我们自己的天使与灵魂的神祇来侍奉他。因此我们可以说，普通的中国人像异教徒一般，加了许许多多的个别的神灵，而智者则满足于至高神和他的臣仆们，也不为他们固定职权。

我在开始时说过，我并不想检讨中国人的祭祀礼仪，到什么程度可取可舍，我只想检讨他们的学说。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们对圣人是尊敬的，这一点到处都可见的，起作用的是理或至高的理性。要敬“理”，这可能是在受造的无知物中，或是通过与有德的灵魂有关系的，“理”的臣仆的、较低级的神祇。这些圣人要特别注意至高智慧更多出现的东西，并要每人根据规则，奉祀与他相称的对象。皇帝尊敬天地；诸侯大臣奉祀影响食物的产生的大东西，比如，元素、山川；儒者则奉祀哲学家与立法者的灵魂；而每人都奉祀自己家里的已逝者的灵魂。利神父报告一件事：他说注疏者告诉我们，在敬祖时，得说出两字：禘嘗（Ty Chang）
〔147〕

 。解释是：皇帝敬祖时，应该提高精神，回想自己祖先是谁造的，并将两者（我想，应该解释两者并非平等）结合起来，共同奉祀。利神父又说，这两字的古代注疏也有一般意义，因为“禘”（Ty）字表示奉祀者在敬祖时应通过祭祀而反溯他们的本原与死时的归宿，但总是要尊重祖先的先后（昭穆）次序。换句话说，祖先的灵魂，被当作是至高神灵、天地普遍之主之下的低等神灵。





（秦家懿　译）

论中华帝国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制算术中所用的符号
〔148〕



很明显的，我们欧洲人若是熟悉中国文学的话，便可以运用逻辑学、批判性的考思、数学，及比他们的详细得多的表达思想方法，在中国太古的文字中找出许多他们的今人与其他被认为是经典注疏者所不知晓的事情。我与白晋神父两人已发现了似是中国创始人伏羲所造的符号的原本意义。这类符号，只是由断线阴爻与不断线阳爻组合的，并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当然也是最简单的吧。《易经》书中共有六十四项图像。伏羲后数世纪，周文王与其子周公
〔149〕

 和再过5世纪后才来的孔子，都在其中找过哲理。有人甚至于要从中引出讲风水与其他的迷信之类的东西。其实，这六十四卦组成的似是伟大立法家伏羲原有的二进制算术，也是我在他数千年后重新发现的
〔150〕

 。

根据二进制算术，我们只需用两个符号：0与1，去写其他所有数字。（我后来发现它也包含相对性逻辑，这也是很有用的，特别是我们要在除法的数字之间，维持详确的相对的话
〔151〕

 ）。当我将这算术解释给白晋神父听时
〔152〕

 ，他在其中认出了伏羲的符号，因为0与1两个数字与它们完全符合：若是我们以断行阴爻代表0，以不断行阳爻代表1的话（只要在数字前，多置“0”字，使最低的数字和最高的数字有一样多的爻即可）。这算术虽然千变万化，但也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元素。所以伏羲似是在“组合之学术”方面，有他的心得；而我在少年时，也在这方面写过一篇文章，后来未经同意而被人在较长时间后发表出来
〔153〕

 。不过这种算术（与这逻辑……）在后来似乎完全失传，而后代的中国人并没有继续按照这种方式思考，甚至于将伏羲的符号，变成一种征象与象形文字。当人们失去真意义时，常会这么做，就如克尔克（Kircher）神父因不懂埃及尖碑（obelisks）上的文字而给它误解一般。由此也可见，中国的古人不但在忠孝方面（而这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而且在学术方面都远远超过今人。

这种二进制算术，虽在《柏林杂集》（Miscellanea Berolinensia）中有过介绍
〔154〕

 ，但仍是很少人知道的；关于它与伏羲的符号之间的一致性，也只在已故的登柴里斯（Tenzelius）的德文报刊上登载过（1705）
〔155〕

 。既然如此，我认为在这里解释这件事是相当适合的，因为这与证实中国古人的学法，并表明他们远胜今人是有关系的。在做此事之前，我要先提已故的安德列·米勒（Andreas Müller）先生，一位格来森哈根（Greissenhagen）人，柏林的法官。他虽从未离开欧洲，却研究过中国文字
〔156〕

 ，并将阿伯杜拉·白达飞乌斯（Abdalla Beidavaēus）有关中国的著述，加上注解而刊行出来
〔157〕

 。这位阿刺伯作者说伏羲发现了一种特别的文书、算术、合约与会计方式。他的话也证实我以数字化的方法给这位古哲学家的符号的解释。

古罗马人曾用过混合五进制与十进制的算术，我们在他们的算法上仍可看到一斑。希腊人阿基米德（Archimedes）数沙的著作中
〔158〕

 也可看到当时人已略知后来我们得自阿刺伯人的十进制算术。这似是从西班牙来的，尤其是由著名学者热尔贝特（Gerbert），后来成为宗教而称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Ⅱ）而得以传世的
〔159〕

 。十进制算术盛行于世，可能与我们有十个手指有关，但是这数字既是偶然起的，有人建议用一打、一罗
〔160〕

 、十二进制等等算数。另外，已故的埃哈德·魏格留斯（Erhard Weigelius）先生则宁用较小的数字，如同毕达哥拉斯派（Pythagoreans）一般采取四进制或三进制。比如，按照十进制，我们用0，1，2，3，4，5，6，7，8，9写出一切数，他即用四进制的0，1，2，3写一切数。因此为他说，321即是3×4＋2×4＋2×4＋1或者48＋16＋1，即普通制的65。

这使我想到可以用二进制的0与1，写出一切数字。如下：

[image: alt]


这样，数字也可以用下列方法表达：

[image: alt]


这也与假设符合。比如：

111＝100＋10＋1＝4＋2＋1＝7

11001＝10000＋1000＋1＝16＋4＋1＝25
〔161〕



也可以不断增加1字而算出，比如：

[image: alt]


圆点（．）表示一般计算法中默记在心中的单位。

但是若要继续弄表，循序写出一切自然数，就不必计算。只需注意每一数列（column）都是有周期性的（periodic），周期（periods）可以无限制的使用。第一数列是0，1，0，1，0，1等，第二数列是0，0，1，1，0，0，1，1等，第三数列是0，0，0，0，1，1，1，1，0，0，0，0，1，1，1，1等，第四数列是0，0，0，0，0，0，0，0，1，1，1，1，1，1，1，1，0，0，0，0，0，0，0，0，1，1，1，1，1，1，1，1等等；其他数列也一般，只要我们假设数列上面的空处填满零数即可。因此我们可以立即写出这些数列，并不经计算做出自然数表，这叫做命数法（Numeration）。

至于加法，只要在加数时，算一下并用数列，像平常一般加上每一数列即可。先数一下数列的单位，比如单位是29，再看这数字在表上如何写（如11101），然后在数列下写1，在第二、三、四数列下加上点“．”，这些点表示在以后的数列里要算出另一单位。

减法也很简单。乘法则变成简单加法，也不用查“毕达哥拉斯表”
〔162〕

 ，只要知道0乘0等于0，0乘1等于0，1乘0等于0，而1乘1则等于1即可。

除法不用像平时一般计较，只要看除数比以前的余数大还是小。若是大，商的符号是0；若是小，商的符号是1。而除数必须从前面的余数中去掉，以另得新的余数。

这类简化来自一位聪明人，是他将这算术引入某类计算的
〔163〕

 。但是，这二进制的主要用处尤其在于推进数学方面。因为所有计算都是根据周期性算出的，若是将循序的自然数提高的话——无论多高——同一循序的数字从不会比它们的根——即自然数——有更多的周期。

注：庞景仁对莱氏此篇文章的翻译，附加出自“第三机械工业部301研究所”1974年版《电子计算机入门讲座》所讲原理，以补充莱氏所讲的不足（见1982∶1，第107页），如下：

（一）加法　规则是：0＋0＝0，0＋1＝1，1＋0＝1，1＋1＝10

　　　　　　例如：求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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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法　规则是：0－0＝0，1－0＝1，1－1＝0，10－1＝1

　　　　　　例如：求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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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法　规则是：0×0＝0，0×1＝0，1×0＝0，1×1＝1

　　　　　　例如：求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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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0×0＝0，1×1＝1，所以二进制的乘法实是通过加法和移位两种操作而实现的。

（四）除法　和普通算术一样，也是乘法的逆运算。

　　　　　　例如：求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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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的除法实际上是通过减法和移位两种操作而实现的。可见二进制算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用加法、减法和移位操作。在电子计算机中，为简化设备，减法用加负数的加法代替，所以加、减、乘、除就简化为加法和移位两种操作。





（秦家懿　译）

造化之谜
〔164〕



（元旦上书给布伦士维·吕纳堡的路道夫·奥古斯公爵）

通过送信人，上书给路道夫·奥古斯公爵。

至显贵的公爵，至仁厚的王子殿下：

在这刚开始的新年，我以忠实的心，随着习俗与自己的意愿，上书恭贺殿下，今年与以后的许多年中继续享受健康，并能实现您所有对您的国度与封地有益的愿望。我希望显贵的公爵殿下能够接受这点意思。

这次为了不空手而来，我顺便奉上给殿下关于我上次有幸能与您谈到的事的表记。这表记取的形式，是一枚纪念币或纪念章。我做的图案虽然小，而且尚待专家改善，但我却认为这是值得用银铸造出来以引起来世的注意——若是殿下降旨铸造的话。原来基督教的一项崇高信仰，又是哲学家们最不喜欢的、而且最难解释给教外人的，就是无所不能的神，从无中创出世界的道理。

在这方面，世上没有比关于数字之源的理论更能够表示与证明这事，而这里指的，是简单而朴实地用“壹”与“零”或“无”来代表（创世的事迹）。真的，比这造化之谜更好的例子，在自然与哲学中都不易找出。因此，我在图案上写了这些字：“造化之谜。”

不过，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考虑到，这图画多美地表达出来，神不单从“无”中创造一切，并且他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就如我们亲眼能从这造化的模式上看到一样。以这方式表达数字，不仅不阻挠（画中的）特征与记号的秩序或某些效果的出现，并且更能证明一种非常美的秩序与和谐的存在。这不需任何改善，因为我们可以由这种交替性的进展表示的持久性的规则中看出其内在的根本与原来的状况，我们不经计算，不需记忆，即可写出我们要的数字。在右边第一栏中，或在最后处，我们可以交错地写下0，1；0，1；0，1；0，1，等等；然后在由右边数过去的旁边，轮流写0，0；1，1；0，0；1，1，等等，而在第三栏则写0，0，0，0；1，1，1，1；0，0，0，0；1，1，1，1，等等；又在第四栏写上0，0，0，0，0，0，0，0；1，1，1，1，1，1，1，1；0，0，0，0，0，0，0，0；1，1，1，1，1，1，1，1，等等，一直下去，使每一交错性质的循环期每次都可加倍。这样做，这纪念章的小表上，至少到16或17而言（因为地方不够，不能扩大此表）可看出和谐的序列与美，直到32为止。由此我们也可以演绎出一种道理：即人在神的手工中看到的无序只是表面上如此而已；当我们如同通过望远镜一般地从正确的观点观物时，自然会看到左右相称的美。这一切使我们更称扬、更敬爱身为众善、众美之源的至善的智慧与善美。所以我现在要写信给闵明我神父，他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当数学局长。我在罗马时认识了他。他由卧亚航海去中国时也曾写信给我。我认为应该告诉他这类表达数字的方法，并希望这“造化之谜”的例子可能会格外为强大的中国的国王（康熙帝）显现出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而闵明我曾经告诉过我，这位君主酷爱算术，又从闵神父的继承人南怀仁神父（Verbiest）处学过西洋的演算法。

在解释纪念章的其余一切，重要地方我已做了记号（*）。即是10或2，100或4，1000或8，10000或16。只要注意这些数字，即可看到其他数字的来因。比如：为解释1101为何在13之前，我可以提供此项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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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章上的数字表两边，我提供了“加数”与“乘数”的例子，以便大家观看一切动静的基础，与普通演算法则的运用过程。无论如何，这演算法不适于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除非是为了要在数字内观赏与发现数字之谜。

但是为使造化得以更佳地表达出来，而纪念章本身也有数字之外的东西，而更显得好看。图案上也有光与暗的表示，及代表圣灵在水面之上的人为的象征：就如《圣经》所述，深渊充满着黑暗，而上帝的圣灵却在水面之上徘徊；然后上帝说出这些话：“有光吧！”，光即有了。这类话特别有意思，因为空渊与暗沙都属于“零”与“无”，而神的圣灵与他的光则属于无所不能的“壹”。

至于表记上应用的字或是应该刻的“座右铭”，我想了很久，最后认为这样写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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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字说出整个表记的意思及它为何算是“造化之像”。我们也可以将这行字简便地分为两部分，因为字母之形间的区别与其间有的空处能够用以辨别两部分，使人知道最后几个字Sufficit Uwum（“壹”即足）是右边的主要字句，而这主要字句又实际包含某种微旨及深刻意义。至于“‘壹’即足”字句，无论是由数字上看或是它暗示的造化之意，都有更深远的意思：它指向我们的学说与主因，并包含我们生活上与基督教的主要规则，即只要我们握住它的话，“唯一的善”对我们而言是“足够”的。在Omnibus（一切）上面有2，3，4等数字，在“零”上写“0”，“壹”上写“1”，使大家能够从这算术表上演绎到以上所引述过的那句话的意义。

至于纪念章的反面还有空余之处，这就尚待殿下决定应该如何处理。若是您高兴的话，可放您的半身塑像或是手迹，或是随便您的意思。在您名字简写的R与A之间加上Φ，弄成RΦA，又在Φ上加顶冠冕，而Φ即是0＋1，似是适合的。因为Φ也有希腊字母的意思，又是“夫”（Ph），即是您的大名中的字母，即您的第一名字的最后的字母（Rudolph）。至于基督亲自教我们的“唯一即足”（Uwum. Autem. Necessarium）则是一种“象征”，所以在这里也不错，除非有别的好东西的话。

最后，因为数字的多项秘密都蕴藏在纪念章中，我们若有兴致，可以继续算到16000或16384，即如下：

100000000000000//16384

要记下这一切，一整张笔记纸或印刷用的纸也不够用。我还是在信旁加上这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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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写很容易，只要凭着记性，随着某种次序，写出0与1即可。可越写越快，如抄字一般。写出的数字也不会比普通的大过三或四倍。这里隐藏的秘密既宝贵又有用，能扩大知识。若是汉堡数学学会的几位受人称赞的、勤勉而善意的会士们，有热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话，我保证他们可以做到的发现，能为他们本身与德意志民族都带来莫大光荣——因为这是在德意志做到的发现。我本人认为这算术可以提供许多好处，包括可以应用在一般计算上的好处。不过，这还待下次再谈。

若是由铸币所的匠人去做的话，这纪念章应是很容易做的。因为要刻的主要是字母和数字，而工匠可以用已有的字母与数字的版，刻在未硬化的铁质上。这一切，应随殿下裁决。

我永远是

殿下的

最卑下、忠实、顺从的仆人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沃芬布特

（Wolfenbüttel）

1697年元月2日





（秦家懿　译）

注　释


〔1〕
 　本文选自《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夏瑞春，编．陈爱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为莱布尼茨1697年用拉丁文编辑出版的一部书，该书收录了在华耶稣会士关于当时中国以及关于中国与俄国之间关系的报告和信函数篇。“序言”系编者莱布尼茨所做，充分地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3〕
 　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德国来华耶稣会士，生于科隆。


〔4〕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


〔5〕
 　闵明我（Marie Phil ppe Grimaldi，1639～1712），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


〔6〕
 　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1655～1728），法国来华耶稣会士。


〔7〕
 　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彼拉多是罗马委派的犹太国总督，传说他审讯耶稣，当耶稣说“我来到世间是传播真理”时，他问“什么叫真理呢？”


〔8〕
 　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法国来华耶稣会士。


〔9〕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法国来华耶稣会士。


〔10〕
 　拉雪兹（De la Chaize，1624～1709），法国天主教神父，1674年起任法王路易十四的听忏悔神父长达34年。


〔11〕
 　韦尔瑞（Verjus），法国天主教神父拉雪兹的秘书。


〔12〕
 　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


〔13〕
 　巴兰德（Maximil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1835～1920），德国来华外交官。


〔14〕
 　波兰一地名。


〔15〕
 　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明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西郊发现。碑文记述基督教教义，以及自唐太宗时该教传入中国后所受的优待，并有颂词及诸僧署名。署名用汉字和叙利亚文。此碑作为景教很早就传入中国的见证，有其重要的文物和史料价值。


〔16〕
 　本文选自《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夏瑞春，编．陈爱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
 　在科隆德中协会主席赫尔曼·赖因博特的友好批准下，莱布尼茨的这两封信才得以刊印。


〔18〕
 　也指蛮族大迁移，指古罗马帝国后期以日耳曼人为主的各“蛮族”长期迁移，转战和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


〔19〕
 　赫费斯托斯，也译赫斐斯塔司，希腊神话中的火神和锻冶之神。


〔20〕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波兰来华耶稣会士。


〔21〕
 　将艾叶加工成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


〔22〕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约公元前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在西方，他首次发现“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和（勾2
 十股2
 ＝弦2
 ）”的定理，即“勾股定理”。


〔23〕
 　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


〔24〕
 　指康熙皇帝委派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人才。


〔25〕
 　罗马教廷的“传信部”（“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Christiana”）为教皇格列高里十五世于1622年创立。


〔26〕
 　指法王路易十四。


〔27〕
 　《希伯来圣经》最早的希腊文译本。据传是供埃及的犹太人阅读的，其中《律法书》部分，是由七十二位犹太学者应埃及法老之请，在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后统称全译本为“七十子文本”或“七十贤士译本”。基督教最初应用的《旧约圣约》即此译本，现仍为希腊正教会的通行本。


〔28〕
 　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29〕
 　泰国的旧称。


〔30〕
 　卡西尼（Gian Demenico Cassini，1625～1712），法国著名天文学家。


〔31〕
 　主祷文（das Vaterunser），亦译“天主经”。基督教最常用的一篇祈祷经文。


〔32〕
 　萨尔马特人（Sarmatien），曾经生活在俄国（欧洲部分）南部地区至巴尔干东部地区一带的游牧民族。


〔33〕
 　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德国来华耶稣会士。


〔34〕
 　Changtscheu应指中国的常州。


〔35〕
 　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地名。


〔36〕
 　约翰·开普勒（Johann Kepler，1571～1630），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天文学家和占星家，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者，近代光学的奠基人。


〔37〕
 　希吉拉历（die Hedschra），伊斯兰教的历法，中国旧称回历或回回历。该历法以希吉拉（阿拉伯文Hijrah的音译，意为“迁徙”、“出走”，指穆罕默德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发生的那一年阿拉伯太阴年的岁首（公元622年7月16日）为纪元元年元旦。


〔38〕
 　鲁道夫星表（die Rudolfische Tafel），开普勒于1627年主要根据B·第谷的观测资料编制的行星表和恒星表，是望远镜问世以前最好的一本星表。它以开普勒和第谷的保护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1552～1612）的名字命名。


〔39〕
 　雅弗（Japhet，希伯来语：yefet）和闪（Sem，希伯来语：šem），人名源出《旧约全书·创世纪》所载传说，均为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挪亚（Noah）的儿子，其中闪为长子。根据《旧约全书》中家谱所载，闪为闪米特人（Semites，亦称塞姆人）的祖先；雅弗系小亚细亚或印度日耳曼北部民族的祖先；雅完（Javan）、玛各（Maġoġ）、米设（Mesech）、土巴（Thubal）均为雅弗的儿子。


〔40〕
 　迦勒底（Chalda）是巴比伦尼亚南部（今伊拉克南部）的地区，在《旧约》中经常提到。萨拉森人（Saren），中世纪基督教用语，指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阿拉伯人、突厥人等等）。此后几个世纪，则泛指阿拉伯部族。


〔41〕
 　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30～约公元前275），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理》十三卷，是世界上最早公理化的数学著作。他把前人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开始的工作系统地整理在《原理》一书中。


〔42〕
 　黄道带，古人视觉中太阳在一年里运行的轨道，即太阳在恒星之间运行的轨迹。它和天赤道成23°26′的角，相交于春分点和秋分点。


〔43〕
 　二十八星区，即二十八宿。我国古人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选择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标志，用来说明其运行所到的位置。在我国古代文献《尚书》、《诗经》、《夏小正》等书里，已经有二十八宿中部分星宿的记载，它的起源可以远溯到商末周初。


〔44〕
 　皮西亚斯（Pytheas，活动时期为公元前3世纪），希腊航海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生于马赛。


〔45〕
 　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约1353～1415），在西方传播希腊文学的希腊学者。从1394年起，他在欧洲游历并陪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巴列奥略）历访欧洲各国。


〔46〕
 　据史学家岑仲勉考证，宋人称杭州为“行在”，“Changzoy”和“Quinsai”是“行在”的音译。


〔47〕
 　本文选自《德国哲学家论中国》．秦家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3年9月版。


〔48〕
 　所指教父，包括奥利金（Origen）、殉教者尤斯丁（Justin Martyr）与奥古斯丁（Augustinus），他们为解释天使的堕落而有此说。


〔49〕
 　莱氏认为只有至高神是纯精神体的。


〔50〕
 　参看《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句（描述在天堂的人们）。


〔51〕
 　龙氏所撰，只有十七篇，并未写完。莱布尼茨阅后有注：“这篇论文不足于……给我们了解其所提供的资料。”


〔52〕
 　即“五常”。


〔53〕
 　Hisioria do Padre Francisco de Xaviere do que fizerdo na Indiaos mais Retigiosos do Campahhia de Jesu。沙勿略（1506～1552）是耶稣会早期传教士，去过印度、日本，未能入华而死于澳门近海小岛。


〔54〕
 　这是莱氏准备删去的一段。阿那克萨戈拉是古希腊哲学家。“Nous”同是希腊文，指灵性；但“Mens”却是拉丁文（义同）。


〔55〕
 　“太乙”（太一）尤是汉代时用以指至高神的。


〔56〕
 　莱氏在此处用拉丁文。


〔57〕
 　《中庸》二十至二十五章，特别说“诚”。


〔58〕
 　当时人以《中庸》为“孔门心法”，由子思笔下以授孟子（参看《中庸章句》篇首“子程子曰”语）。


〔59〕
 　雷氏是耶稣会士（1554～1623）。


〔60〕
 　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


〔61〕
 　这里提到了“预定和谐论”。参看莱氏英译本《Basic Writings》，译者G. R. Montgomery（La Salle，I11．1968），包括《Discourse on Metaphysics》，第36篇，第61页，《Monadology》，第60～61篇，第264～265页。


〔62〕
 　中国人有以“圆体”喻天，比如陆九渊说过，“天体圆如弹丸”。（《性理大全》卷二十八，第25页）。至于以此比“理”，可能是指邵雍的《太极图说》或是以圆形代表太极之图。


〔63〕
 　莱氏指尼古拉·库撤。（of Learned Ignorance，英译Fr. G. Heron London，1954，第11章，第107～110页）。


〔64〕
 　这是经院哲学（拉丁文）用以代表至高神的主动性的创造力，与受造实体（宇宙＝natura naturata）不同。


〔65〕
 　此处不知所云，可能是龙氏的错。


〔66〕
 　指《旧约·传道书》第九章第二至五句，说义人恶人遭遇一般。


〔67〕
 　指Averroës，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原名lbn Rushd（1126～1198），为欧洲人介绍亚里士多德的。


〔68〕
 　David of Dinant，13世纪泛神论者。


〔69〕
 　参看斯氏的道德论（Eihics, Book1）.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New York, 1930）。


〔70〕
 　这里莱氏用的是拉丁文。


〔71〕
 　Julius Scaliger（1484～1558）。


〔72〕
 　《生出》有别于“引出”（Eduction）。后者说形式由物质的潜力引出，就同石像出自石；前者则有赖于“其他形式”，比如说，在灵魂的形成过程中，至高神有运用人的双亲的地方（而不需每次显奇迹）。莱氏倾向于“生出派”这种看法（Theodicy，第170～171页：Monadolagy，第74篇。）


〔73〕
 　《朱子》书指《性理大全》，明代胡广编（1673序）。


〔74〕
 　关于“预定和谐论”的意思，见上述。


〔75〕
 　《书经·周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类比的说法，不应用来作西方式的论证。


〔76〕
 　《论语》并无此言。不过后代假托的《孔子家语》（参看四部丛刊·初篇）卷四，第49～50页，有以“气”与“魄”论及“鬼神”之处。再者，《论语》却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话。


〔77〕
 　《新约·宗徒录》第十七章三十四句有载保禄传教于雅典，感化的名为丹尼斯的亚略巴古的官之事。第6世纪时，却有一批同名者撰述的论著与书信闻世，想是伪托的，故称此人为“伪丹尼斯”。这位受新柏拉图派影响的哲学与神学家有书论神性为“超然本体”者（hyperousios），参看《The Divine Names》第4篇。


〔78〕
 　《性理大全》卷二十六（论理气、太极、天地等），卷三十四（论道、理、德）。


〔79〕
 　“万物一体”是一种译法，另一种是“一切即一”，出自佛教华严宗。


〔80〕
 　柏拉图《巴门尼德》第137篇，表示巴氏深信万物皆一体，并无真正变化，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Ⅰ，3）却说巴氏允许动力与物质因，即是万物会变的意思。


〔81〕
 　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s）第14条理则，第107～108页。


〔82〕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公元前270），古希腊唯物论哲学家。


〔83〕
 　莱氏在这里用拉丁文，Jovis omnia plena，朱庇特指罗马神话中的至高神。此语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所著《Eclogues》第三部。


〔84〕
 　本文选自《德国哲学家论中国》．秦家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3年9月版。


〔85〕
 　《性理大全》卷二十八，第37页引《诗经》：“文王之什”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86〕
 　朱熹谈到“游魂”时，指“渐渐散”者，包括不得善死而为“妖孽”者。《性理大全》卷二十八，第15～16页。


〔87〕
 　指徐光启（1562～1633）。


〔88〕
 　《书经·尧典》：“……古帝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89〕
 　米格尔可能是指杨廷筠，但不确定。其实龙氏（第262页）指的“序”，不一定是纯谈十诫的书的序。李之藻等编《天学初函》（1628年），见吴相湘主编（台北，1965年）《天主教东传文献》中有两篇杨氏所撰之序，都不对。至于“十诫”即《旧约》梅瑟（摩西）得自上帝的十条诫命。


〔90〕
 　参看柏拉图的《Meno》，80D～81D，《Phaedo》，72E～77A，奥利金的《De Principiis》，Ⅰ。


〔91〕
 　莱氏用的是拉丁文：出自《旧约》圣咏（有时编为“以火焰为仆役”）。


〔92〕
 　参看莱氏的《Discourse on Metaphysics》，第32篇。


〔93〕
 　指道教所奉的神仙。


〔94〕
 　《中庸》十七章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95〕
 　朱熹《通鉴纲目》始自周朝。司马迁《史记》则称尧为第四位皇帝。


〔96〕
 　《中庸》十九章述：“治其国如示诸掌乎。”


〔97〕
 　“炼狱”指天主教认为是人死后灵魂受炼，等待上天堂。


〔98〕
 　本文选自《德国哲学家论中国》．秦家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3年9月版。


〔99〕
 　亚奎那是欧洲13世纪集大成的神学家。


〔100〕
 　以色列民族的族长们，是指亚伯郎（Abraham）以撒克（Iaaac）等民族祖先。至于中国人可能从他们处有所得的话，是某些耶稣会士的假想，白晋神父即其中之一。


〔101〕
 　《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句。


〔102〕
 　龙氏指一位名为V. Pven Lv者，有此言。


〔103〕
 　朱熹认为上帝是理或太极的人格化的描述，莱氏此处以朱熹为“古人”（参看《朱子全书》（1714年），卷四十三与四十九）。


〔104〕
 　实是《性理大全》卷二十六，第1页。


〔105〕
 　“太岁”似指中国的十二年制循环式的纪年法。


〔106〕
 　《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句。


〔107〕
 　拉克坦希乌撰《The Divine Institutes》，第一篇，第5章。（Alexander Roberts/James Donaldson英译本，The Anti-Nicene Fathers，1886年版，第七卷，第13页。有Orpheus曾说至高神“出于无限之气”的话）。


〔108〕
 　这是“天主教”一词之来源。


〔109〕
 　《中庸》并无此语，莱氏似是阅利氏书有误。


〔110〕
 　《论语》为政篇并无此语。


〔111〕
 　莱氏是逐字逐句引述这段话的。


〔112〕
 　阿里斯多芬所撰笑剧《云》抨击苏格拉底不信希腊神话中的至高神，而代之以“云”。


〔113〕
 　郑玄是汉代注释家，而非“经书作者”，参看其《礼记郑注》（四部备要版），卷八“效特性第十一”语：“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第6页）。


〔114〕
 　参看《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篇。


〔115〕
 　“夏氏”似有错。《书经》的《商书·汤誓》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但这是商汤讨夏时之言。另外《论语·尧曰》第二十，引商汤祷天之词：“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116〕
 　参看《礼记》卷十四《祭统》第二十五。（四部备要版，第19页）


〔117〕
 　《论语》八佾第三，13节，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调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118〕
 　除非是指“壤灵”，但我从未听过。


〔119〕
 　朱熹《近恩录》卷一，引张载言：“心统性情者也。”《朱子语类》第101条又说：“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运用之意。”其实心是主宰，与天是主宰，只能算是类比，并不是一个意思。


〔120〕
 　笛卡儿认为禽兽并无灵魂。


〔121〕
 　《Phoedo》85～86，论及人身死后，灵魂是否不灭之事。


〔122〕
 　《中庸》十六章，1～3：“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123〕
 　《中庸》第十六章，4～5：“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


〔124〕
 　塞涅卡，古罗马文人。


〔125〕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七篇第五节论及罪恶起源时，曾说过天使有肉体之事。


〔126〕
 　莱氏在这里用拉丁文。


〔127〕
 　这里莱氏认《性理大全》为“今人”之书。可见他有辨别此书与书内引述古人言之意，虽然他并未能明确分辨出来。其实龙氏所指《大全》可能是《五经大全》，即明·胡广编辑之四大部书之一。另一部则是《四书大全》。


〔128〕
 　指罗马皇帝的敕令，尤其在公元2世纪时定形成文律法的。


〔129〕
 　莱氏指他的“单子”意。


〔130〕
 　指中古时代以来，支配天主教思想的经院哲学。


〔131〕
 　从这里起，到本段终止，似是莱氏后来加上去的。


〔132〕
 　莱氏1697年给白晋的信中也提到医学，并称为“最重要的”自然科学。


〔133〕
 　《中庸》十六章引孔子言：“子曰：鬼神之为德，共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熹《中庸章句》注“体物……”句说：“鬼神无形无声，然物之终始，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是其为物之体，而物所不能遗也。”


〔134〕
 　《书经·尧典》提及，舜接尧位时，以“类”祭祀上帝，以“禋”祭祀“天、地四时”，以“望”祭祀山川，以“遍”祭祀众神：“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众神。”


〔135〕
 　上述指罗马人的神话。


〔136〕
 　《论语·公冶长第五》12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137〕
 　《论语·雍也第六》20节，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性理大全》第二十八卷2～3节即提及此语。


〔138〕
 　“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是朱熹的答复。


〔139〕
 　《性理大全》卷二十八，第37页。


〔140〕
 　宋儒常说“神”即“伸”意，“鬼”即“归”意，见《性理大全》卷二十八。


〔141〕
 　《性理大全》卷二十八第44页有提此事，但无提《中庸》书，程颐的《中庸注》则有如此说。见《四书集注》（四部备要本）卷十六、十九。


〔142〕
 　指《论语》八佾第三，第13节，见上述。


〔143〕
 　指张居正撰《四书集注直解说约》（1573序）卷二，24～25。


〔144〕
 　太公似指关羽（关公）。


〔145〕
 　“药王”所指或是药师佛（药王菩萨），或是道教（或民间信仰）所奉的、神化的历史人物。


〔146〕
 　指东方朔，汉代方士（公元前2世纪），参看《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死后被奉为金、银匠之“护佑神”。


〔147〕
 　这两字可能指“禘”与“嘗”，各是敬祖的一种奉祀。禘是夏季用的，嘗是秋季用的，但是我不明白所谓“说出”这两字的意思。参看《礼记》卷十四“祭统”第二十五所记——凡祭有四时……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四部备要版，24页。）。


〔148〕
 　本文选自《德国哲学家论中国》．秦家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3年9月版。


〔149〕
 　传说八卦来自伏羲。周文王将八卦化为六十四，周公作“爻辞”，而孔子又加上“十翼”，即七种易传（彖、象、系各分上、下两篇，与说卦、序卦、杂卦、文言）合成的，不过此外也有其他说法。


〔150〕
 　参看“造化之谜”译文。


〔151〕
 　参看Loosen and Vonessen, 《Zwei Briefe》第151页，注94。


〔152〕
 　莱氏1701年2月15日致信，白氏1701年11月14日回复。参看L. Dutens，编《Opera Omnia》, vol. 4，152～164页。


〔153〕
 　即《Disseriolio de arie combinatoria》，1666年初刊，1690年二版，但未经莱氏同意。


〔154〕
 　即1701年（第一期）发表的，P. Dangicourt之介绍。


〔155〕
 　Wilhelm Ernst Tentzel。


〔156〕
 　米氏写过一本从来印行的《中国语文之钥》（Clavis Sinica），参看Donald F. Lach, "TheChinese Studies of Andreas Müll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0（1940），564～575。


〔157〕
 　这里可能有错，有关著述可能是中古波斯历史学家巴那卡地所撰之世界史的一部分。


〔158〕
 　阿氏生于公元前3世纪，曾撰书探讨如何计算“宇宙”般大的球体内能容纳多少沙粒，并解释表达巨数的新制度。


〔159〕
 　热氏将罗马数字式重新传入西欧。


〔160〕
 　1663年夏，莱布尼茨在耶那（Jena）大学听过魏氏之课，魏氏曾受毕派影响。


〔161〕
 　这里有错，应以8代4。


〔162〕
 　即指“九九口诀”而言。


〔163〕
 　莱氏是指W. J. Pelican. 《Arithmeticus Perfectrus, qui tria numerare nescit, Seu arith meticus dualis》（Prague，1712）的作者。


〔164〕
 　本文选自《德国哲学家论中国》．秦家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3年9月版。



莱布尼茨论知识







通论知识
〔1〕



斐：到此为止，我们已谈了观念和代表观念的语词。现在让我们来谈知识，那是观念所提供的，因为知识只是在我们的观念上运转。而知识无非是对我们两个观念之间的联系与符合或对立与不符合的知觉。不论我们是想象、猜测或相信，都永远是这样。例如，我们就用这方法察觉到白不是黑以及三角形的三内角与它们等于两直角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

德：知识还被当作更一般地来看待的，所以在达到命题或真理之前，在观念或名辞方面也已有知识。并且我们可以说，那注意地看了更多动植物的图片，更多器械图样，更多关于房屋或堡垒的描写或表现，读了更多精彩的小说，听了更多奇异的故事的人，就比另一个人更有知识，即使人家向他描绘或叙述这一切，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因为他所具有的在心中呈现出很多明确而现实的概念或观念的习惯，就使他更适于来设想别人向他提出的东西，并且他肯定会比另一个什么也没有看过、读过或听过的人更有教养、更能干。只要在这些故事和表现中，他不要把并不是真的东西当做真的，以及这些印象不会妨碍他来分辨实在的和想象的，或现存的和可能的。就因为这样，宗教改革时期多多少少属于拉梅派
〔2〕

 的有些逻辑学家的说法是一点不错的。他们说，那些推论法（Topiques
〔3〕

 ）或发明的顺序（lieus d'inventions）（他们称之为“argumenta”——“论证”），对于解释或很详细地描述一个不复杂的论题，即一件事物或一个观念和对于证明一个复杂的论题，即一个论纲（thèse）、命题或真理，是一样有用的。甚至一个论纲，也可以加以解释以使人很好地认识其意义和力量，而并不涉及它的真理或证明。如我们看到的那种解释圣经的某些段落的说教或布道的讲演，或者那些关于民法或教会法的某些条文的讲义或讲话就是这样，它们的真理性是预先已假定了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些论题是介于观念和命题之间的。这就是有些只问“是”或“否”的问题，这些是最接近于命题的。但也有一些是问“如何”以及有关情况之类的，这些要成为命题就有更多要补充的。我们可以说，在描述（即使是对纯粹理想的东西的描述）中，有一种对可能性的默认的肯定，这是真的。但同样也是真的是，我们也可以从事于解释和证明一种假的东西，这有时是可以用来驳斥它的最好的方法，因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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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技术有时也可以落在不可能的东西上。这就像亚里奥斯多所依照的在斯坎底亚诺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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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虚构小说中所看到的情况，还有在《高卢的阿玛地斯》
〔6〕

 或其他一些老的骑士小说中，在近几年来重新时兴起来的那些童话故事中，在琉善的《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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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在西拉诺的《游记》
〔8〕

 中所看到的也是这样；就不必说有些画家画的那些光怪陆离的景象了。我们也知道，在修辞学家们那里，童话寓言是属于progymnasmata
〔9〕

 或“预备体操”之列的。但就一种较狭隘的意义来看知识，也就是就对于真理的知识来看，如您在这里所做的。真理永远是基于观念之间的符合或不符合，这是很对的，但说我们对真理的知识是对这种符合或不符合的一种知觉，则一般地说是不对的。因为当我们只是经验地认识真理时，即只是经验到它，而并不知道我们所经验者之中所具有的事物的联系和理由时，我们是并没有对这种符合或不符合的知觉的，除非这只被理解为我们只是混乱地感觉到它而并没有察觉到它。可是您的例子似乎表明您始终要求一种知识，其中我们是察觉到那联系或对立的，而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还有，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处理一个复杂的论题，即不只是寻求其真理性的证明，而且还照着推论的顺序（lieux top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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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解释它和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它，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最后我对您的定义还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这定义似乎只适合于那些直言的真理，其中只有两个观念，即主语和谓语；但还有一种知识是关于假言的真理或可以还原为假言的真理（如选言的以及其他的），里面有前件的命题和后件的命题之间的联系，因此其中可以有不止两个观念。

斐：这里让我们只限于对真理的知识，并且把有关观念的联系所说的也应用于有关命题的联系，以便把直言的和假言的都一起包括在内。而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符合或不符合归结为四种，这就是：①同一或差异；②关系；③共存或必然的联系；④实在的存在。因为心灵直接察觉到一个观念不是另一个观念，白不是黑。然后它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而察觉它们的关系。例如，两个三角形底边相等并夹在两条平行线之间的，是面积相等的三角形。在这以后，有共存（或毋宁说联系），如固定性永远伴随着黄金的其他观念。最后，有心外的实际存在，如当我们说“上帝存在”时就是这样。

德：我认为我们可以说，联系无非就是一般地来看的关系或关联。而我以上已指出过，一切关系，或者是比较（comparison）的，或者是协同（concours）的。比较的关系给人以差异和同一，或者是全部的，或者是部分的；这就造成同或异，相似或不相似。协同包含着您所说的共存，也就是存在的联系。但当我们说一件事物存在，或它有实在的存在时，这存在本身就是谓语。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概念和所涉及的观念相结合，而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种联系。我们也可以把一个观念的对象的存在，设想为这对象和我的协同。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只有比较或协同；只是那表明同一或差异的比较以及事物和我的协同，是值得和其他关系区别开来而突出出来的两种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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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些更精确、更深入的研究；但我在这里只满足于指出这样几点了。

斐：有一种现实的知识，那是对观念的关系的当前的知觉，又有一种习惯的知识，当心灵如此明显地察觉到观念的符合或不符合，并以这样的方式放在它的记忆中，以至每当它来反省一个命题，它就立即肯定这命题所包含的真理性而无丝毫怀疑（这时就有这种习惯的知识）。因为人们既然一次只能明白清楚地想着单独一件事物，如果只认识他们思想中现实的对象，那人们就全都太无知了；而那最有知识的人，也会只认识单单一个真理。

德：的确，我们的科学知识，即使是那最属于推证性质的知识，既然往往是得经过一长串的推理步骤而得到的，就得包含着对过去的推证的记忆。这种过去的推证，当结论已达到时，就不再清楚地在我们眼前了；否则就得老是重复这推证。并且即使当这推证过程正在持续进行时，我们也不会一下子全部都把握到它，因为它的所有各部分不会是同时呈现在心中的。这样，老是要把在先的部分重新唤到眼前来，我们就会永远不能前进以达到那得出结论的最后部分。这也就使得我们如果不用书面写下来就很难建立科学，因为记忆总不是十分靠得住的。但把一个长的推证，例如像阿波罗纽的推证那样写了下来，并且对它的所有各部分做了复核，就像我们把一条链条逐环加以考察那样，这样人们就能肯定他们的推理是可靠的；试验对此也是有用的，而最后成功的结果就证实了全部推理的正确。可是我们由此看到，全部信心既建立在对证明或推理的过去观察的记忆上，则相信或不相信就既是我们所无能为力也是我们所不能作主的，因为记忆并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

斐：的确，我们的习惯知识是有两类或者两个等级的。有些时候，那些好像贮藏在记忆中的真理，一到心灵看到有关联的观念之间的关系时，就立即呈现于心中；但有些时候心灵只满足于记得那确信而并没有记住那些证明，甚至当它想要重新来做证明时也往往不能再证明了。我们可以想象着这毋宁是相信他的记忆而不是实在认识所涉及的真理；而我以前也曾觉得这是一种介于意见和知识之间的东西，并认为这是一种确信，超过那种仅根据旁人的做证的单纯信念。可是在经过仔细思考以后，我发现这种知识是包含着完全的确定性。我记得，这也就是说我知道（因为记忆无非是重新唤起一件过去的事物）我有一次曾确知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这一命题是真的。而同样的不变事物之间的同样关系的不变性，现在是那种媒介观念，它使我看到，如果它们曾有一次是相等的，今后也还会相等。就是以此为根据，在数学中，那些特殊的证明提供了一般的知识；否则的话，一位几何学家的知识就不会扩展到他在证题时所画的这一特殊图形之外。

德：您所说的媒介观念，假定着我们记忆的忠实性；可是我们的记忆有时是会欺骗我们的，并且我们其实并未曾做一切必要的努力，虽然我们现在相信是做了。这一点在稽查账目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时有些官方的稽查员，像我们哈尔茨（Harz）煤矿的那些，为了使有些特殊煤矿的收煤者更加小心注意，他们对每算错一笔账就苛以一笔罚款，可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发现有错账。不过我们越是小心，就对我们过去的推理计算越可信赖。我曾设计过一种记账的方式，办法是结算各栏总数的人让他计算过程的笔迹留在纸上，这样他就不会白算。他永远可以复查，并且可以改正后面的错误而不影响前面的；别人要来稽查时用这办法就也不必费什么事，因为他只需用眼来查他原来留下的那些笔迹就行了。此外还有检验每一笔账的办法，是用一种很方便的证明，而不用大量增加算账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使人看到人们可以有写在纸上的许多严格的推证，而这种推证无疑是无限多的。但若不记得曾用了一种完全的严格性，我们心中就不会有这种确定性。这种严格性就在于一种规则，每一部分都遵守这种规则就保证全体是可靠的；正如在检验一个由许多环构成的链条时，每一环都拿来看看是否结实，并且用手摸着不让跳过一环，我们就确信这链条是好的。而用这办法我们就有了人类的事情所能有的全部确定性。但我不同意说在数学中，对人们所画的图形的特殊推证，提供了这种一般的确定性，如您似乎以为的那样。因为要知道，在几何学家那里，给予证明的并不是那些图形，尽管表现的方式使人以为是这样。证明的力量是不依赖于那些所画的图形的，这图形只不过是用来使人容易理解所要说的是什么，并用以使注意力得到固定的。是那些普遍的命题，也就是那些定义、公理和已证明了的定理，造成了推理，并支持这推理，虽无图形也可。就因为这样，一位学有素养的几何学家，如舍伯尔
〔12〕

 ，曾给欧几里得那些图形而不要那些字母，这些字母本来是能把这些图形和他以之相结合的那种证明联系起来的；而另一位几何学家，如赫林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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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曾把同样这些证明还原为一些三段论和那种结论被用作另一三段论中之前提及的三段论（prosyllogismes）。





（陈修斋　译）

论人类知识的范围
〔14〕



斐：我们的知识不超出我们观念的范围，也不超出对观念之间符合或不符合的知觉的范围。它不会始终是直觉的，因为我们并不永远能将事物直接地加以比较，例如将两个底边相等而形状极不相同的三角形的大小直接作比较。我们的知识也不会始终是推证的，因为我们并不是总能找到中介的观念。最后，我们的感性知识只是关于实际触动我们感官的那些事物的存在的。因此，不仅我们的观念是极受限制的，而且我们的知识比我们的观念还更受限制。但我并不怀疑人类的知识是能够大大推进到更远的，只要是人们愿意以完全的心灵自由，并以他们来文饰或支持谬误，维护他们所宣布的一个系统，或他们所参与的某一党派或涉及的某种利益的全部专心和全部勤勉，来真诚地致力于找到使真理更完善的方法。但我们的知识毕竟是永远不能包括涉及我们所具有的观念的各个方面，以及我们可能希望认识的全部东西的。例如，我们也许就永远不能找到一个圆和一个方相等，也不能确实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东西。

德：有些混乱的观念，我们是不能自诩在这里有一种完全的知识的，如有些感觉性质的观念就是这样。但当它们是清楚的时候，则有余地来希望一切。说到与圆相等的方，阿基米德就已经表明是有的。因为其边为半径与半圆周的比例中项的方就是。他甚至曾用一根直线和螺线相切的办法来决定一根与圆周长度相等的直线，就像别人用抛物线的切线那样。这种化圆为方的方法是克拉维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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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感到满意的，就不必说用一根线贴紧圆周然后把它拉直，或用圆周滚动画出摆线再把它变成直线那种方法了。有些人要求只用直尺和圆规来解决这样的作图问题，但大部分几何问题是不能用这办法来作图的。因此问题是要找出方与圆之间的比例，但这比例不能用有限的有理数来表现。因此为了只用有理数起见，就必须用这些数的一个无穷级数来表现这个比例，这级数我曾用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来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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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很想知道是否有某种有穷的量，虽然只是一种无理数，或不止是无理数，却能表示这个无穷的级数，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能正确地为它找到一个简短的式子来表示。但有穷的式子，尤其是无理数的式子，如果我们把无穷尽的式子推进到最长的程度，则变化方式就可能太多，以至我们无法加以如数列举和把一切可能容易地加以决定。如果这种无理数的性质能用一个通常的方程来表明，或甚至用一种非常的方程来表明，其中的指数中引进了无理数或甚至未知数，则也许会有办法来做到上述这点，虽然还是得要作大量的演算来完成这一点，并且不是很容易加以解决的，要不是我们有朝一日找到一种简便方法从中跳出来的话。但要排除一切有穷的式子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自己就知道这一点，并且要正确决定什么式子最好，也是一件极巨大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人的心灵向自己提出了多么奇怪的问题，尤其是当无限性进入其中时更是这样。所以如果要达到结果，有困难也就丝毫不应惊奇，尤其是因为在这些几何学问题上往往全靠一种简便方法，而这种方法并不是我们总能担保会找到的，正如我们并不是总能把分数约到最小的数或总能找到一个数的各个除数一样。诚然这些除数只要是可能的，我们总会有的，因为它们的总数是有限的；但当我们需加考察的东西变化无穷并且越来越升级时，对此就不由我们做主了。尽管我们想能够做主，但要把企图达到简便办法或达到能使我们免于再进行到更远的那种进行规则所必需的一切工作都做完，是太麻烦了。并且由于用处和所费的劳力不相称，我们就把这种工作留给后人去完成。当由于时间可能提供的各种准备工作和新的着手办法使这种劳苦或繁冗得以减轻时，后人就将能享受这种成就。除非不时地致力于这些研究的人们决心恰当地完成为进一步的发展所必需的工作，否则我们不能希望在短时期内有很大的进展。而我们也不应该以为一切工作都做完了，因为甚至在普通的几何学中，当问题稍微复杂一点时，我们就无法决定什么样的是最好的作图法。要获得较好的成功，就得将某种综合的进程和我们的分析混合起来。而我记得曾听说德·维特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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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问题作过一些思考。

斐：要想知道一个纯粹物质性的存在物能否思想
〔18〕

 ，确实是另一个难题，也许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这一点，虽然我们具有对于物质和思想的观念。其所以不能知道的理由是：单凭对我们自己的观念的默察而没有天启，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上帝是否不曾赋予某种适当地安排好的物质团块以知觉和思想的能力，或者他是否不曾把这样安排好的物质和一种能思想的非物质性实体结合起来。因为对于我们的概念来说，设想上帝要是高兴的话就能在我们的物质观念上加上思想的功能，比之于设想他把物质和另一种具有思想功能的实体结合起来，并不更困难，因为我们既不知道思想在于什么，也不知道这全能的存在觉得把这种能力赋予哪一种实体为适宜。这种能力存在于任何被创造的存在物中，都只是由于造物主的乐意和恩惠。

德：这个问题无疑比前一问题更重要；但我敢对您说，先生，我但愿触及灵魂以便为它们带来好处，以及治愈身体的疾病这样的事会和我们有能力来决定这个问题一样容易。我希望您至少将会承认，我能提出这一点而不会违反谦逊态度，也不会毫无正当理由而俨然以大师的态度说话。因为除了我只是照着一般人所接受的和寻常的意见说话之外，我想我还曾对这问题给予不寻常的注意。首先，我向您承认，先生，当人们如通常情况那样对思想和物质只有混乱的观念时，则就无怪乎看不到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办法。这就像我在稍前所指出的，一个人若只是像通常情况那样具有对三角形的诸内角的观念，是绝不会发现它们的和永远等于两直角的。必须考虑到，物质，作为一种完全的东西，也就是和初级物质相对立的次级物质。（初级物质是某种纯粹被动的东西，并因此是不完全的）来看，只是一种堆集，或作为由堆集所产生的结果的东西，而一切实在的堆集都得假定有一些单纯的实体或实在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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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我们又考虑到那属于这些实在单元的本性的东西，即知觉及随知觉而来的东西时，我们就可以说转移到实体的可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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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了，反之在此之前我们是只处在感觉的现象之中的。而这种对物质内部的认识，足以使我们看到，物质自然地能够做什么，以及每当上帝给它适于表现推理作用的器官时，那作推理的非物质实体，由于这种和谐——这也是实体的一种自然的后果——也不会不同时给予它的。物质不会没有非物质性的实体即单元而继续存在。在这以后，我们就不应该再问，上帝有自由来给物质这些实体与否。而如果这些实体本身没有我刚才所讲的这种符合或和谐，那上帝就不是照自然秩序行事了。完全简单地只是说给予或赋予能力，那就是回到经院哲学家们所讲的那种赤裸裸的功能去了，并想象着有一些自己存在的小东西，能够进进出出，就像鸽子进出鸽笼那样。这就是把它们变成了实体而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原初的能力构成了实体本身，而派生的能力，或者您愿意也可以说就是功能，只是一些存在的样式，是应当从实体派生出来的，而它们不是从物质派生出来的，要是物质只是机器，也就是说，要是我们只是凭抽象把它看作初级物质的不完全存在物或纯粹被动的东西的话。这一点我想您，先生，是会同意的，一种赤裸裸的机器是没有能力产生知觉、感觉、理性的，因此它们必须是从别的某种实体性的东西产生出来的。要想上帝照别的方式行事，并给予事物一些偶性，这些偶性不是从实体派生出来的存在样式或样态，那就是求助于奇迹和求助于经院哲学家们所说的服从的能力。这用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抬高的方式，就像当某些神学家以为地狱里的火焚烧了离开肉体的灵魂时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甚至可以怀疑，这究竟是火干的事还是上帝代火行事而自己造成这结果。

斐：您的这些说明使我有点惊讶，并且我将要对您谈的关于我们知识的局限性的许多事，您都预先已经谈了。我已对您说过，我们并不是处在如神学家们所说的神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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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念和概然性，就许多事情来说，特别是就灵魂的非物质性这个问题来说，对我们应该就够了；道德和宗教的一切伟大目标，都建立在足够好的基础上，而并未求助于从哲学中得出的关于这种非物质性的证明。并且显然那曾开始使我们作为能感觉和有理智的东西存在在这里，又使我们多年保持在这状态的造物主，是能够并且愿意使我们在另一生也享受同样的能感觉状态，并使我们能够接受他按照人们在这一生中的行为而注定给予的因果报应；最后，我们由此可以断定，决定拥护和反对灵魂的非物质性这种必要性，并不是如那些过于热情地维护自己意见的人所愿深信的那样大。我将要向您谈到这一切，并在这方面还要谈到更多的东西，但我现在看到，说我们是自然地能感觉、有思想和不死的和说我们只是由于奇迹而成为这样，是多么不同。如果灵魂不是非物质性的，我知道我必须承认事实上这是一个奇迹；但这种关于奇迹的看法，除了毫无根据之外，在许多人心中也不会产生足够好的效果。我也看得很清楚，照您理解这事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对现在的问题作出决定，而不必去享受那神见状态以及去和那些高级的精灵为伍，他们能很深入地洞察事物的内部构造，并且他们那敏锐而深入的眼光以及广阔的知识领域可以使我们凭推测想象到他们当是享受着何等的幸福。我曾认为，要把感觉和一种广延的物质结合起来以及把存在和一种绝对没有广延的东西结合起来，是完全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的。就因为这样，我曾深信，那些拥护这里这一派的人，是遵循着这样一些人的不合理的方法，他们看到一些事从某一方面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就立即闷着头冒冒失失地投向对方，尽管对方也是一样不可理解的。这在我看来是由于一些人心灵可说是太深埋在物质之中了，就不能给不是物质的东西以任何存在；而另一些人又因为看不到思想被包括在物质的自然功能里面，就得出结论认为上帝本身也不能把生命和知觉给予一种有形的实体而不放进某种非物质性的实体。反之，现在我看到，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是出于奇迹，并且看到，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或感觉和物质的结合的这种不可理解性，由于您的关于不同实体之间的前定和谐的假说，似乎已不再存在了。

德：事实上在这新的假说中丝毫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因为它只给予灵魂和身体一些样态，这些是我们在自身中和在它们之中都体验到的；它只是使它们显得比迄今人们所认为的更有规律，更有联系。只有对那样一些人还有困难，他们硬要对那只能理解的东西进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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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他们想要看到声音或听到颜色似的；而正是这样一些人对一切不是有广延的东西都拒不承认其存在，这就会迫使他们对上帝本身也拒不承认其存在，这也就是抛弃了变化和这样一些变化的原因和理由。这些理由既不能来自广延和纯粹被动的自然，甚至也不能来自特殊的和较低级的能动的自然而没有最高实体的纯粹而普遍的现实活动（Facte）。

斐：关于有些事物其物质自然地能有感受这个问题上，我还有一条反对意见。物体，就我们所能设想的来说，只能打动和影响一个物体，而运动也不能产生别的，只能产生运动。所以当我们设想身体产生快乐或痛苦，或者一种颜色或声音的观念时，我们似乎就不得不放弃我们的理性和超出我们自己的观念之外的东西，而把这种产生仅仅归之于我们创造主的善心乐意。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得出结论，认为物质中的知觉不也是一样的呢？我差不多已看到您对这问题能怎样答复了，并且因为您对此已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些，我现在也比以往较能懂得您的意思了，可是，先生，我将很高兴再听听您在这一重要场合将如何回答。

德：您判断得很对，先生，我要说物质是不会在我们之中产生快乐、痛苦或感觉思想的，是灵魂本身和在物质中所发生者相符合地产生了它们。而现代人中有些高明人士已开始宣称他们只是和我一样来理解那种偶因
〔23〕

 了。然而这一点一经确立，就丝毫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只除了我们无法把进入我们混乱知觉中的一切都分解开，这是包含无限的，并且是在身体中所发生的事的细节的一些表现。至于说到造物主的善心乐意，应该说他是按照事物的本性受到规范的，所以他只产生和保持那适合于它们并且至少一般地能用它们的本性得到解释的东西。因为细节往往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就像要有细心和能力来把沙堆成的整座山的沙粒照其形状的秩序来加以排列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一样，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但只是数量太多。否则，如果这种知识本身就超出我们的能力，那么我们甚至一般地设想灵魂和身体的关系的理由都不可能。最后，如果上帝给了事物一些脱离它们的本性，并因此背离一般理性的偶然的能力，那就会打开了后门，重新引进那些任何心灵都不能理解的太隐秘的性质和那些不能有理性的功能的小幽灵。

Et quidquid schola finxit otiosa.
〔24〕



这些很有帮助的幽灵，就像舞台上的神灵或阿玛地斯
〔25〕

 的仙女那样出现，并且在需要时将会做一个哲学家所想要的一切，不用仪式也不用工具。但把它的起源归之上帝的善心乐意，这对于作为最高理性的上帝似乎是不太合适的，在他那里一切都是有规律、有联系的。如果在上帝的能力和智慧之间没有一种永久的平行，那这种善心乐意就甚至将会既不是善心也不是乐意了。

斐：我们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知识，范围和我们的观念一样宽，但对于我们的观念的联系的知识，关于它们在同一主体中的共存的，是很不完全并且几乎什么也没有的，尤其是关于颜色、声音和滋味等第二性的性质更是如此。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和第一性的性质的联系，也就是说不知它们是怎样依赖于大小、形状或运动的。我们对这些第二性性质的不相容性知道得稍多一点。因为一个主体，例如不能同时有两种颜色，而当我们在蛋白石或蔊菜木（lignum nephriticum）溶液中似乎看到两种颜色时，那是在对象的不同部分。对于物体的主动能力和被动能力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必须依赖经验。

德：对于可感觉性质的观念是混乱的，而能产生这些观念的那些能力因此也只提供一些包含着混乱的观念。这样，我们若要凭经验之外的方式来认识这些观念的联系，就只有把它们还原为伴随着它们的清楚的观念才行，就像我们对于虹的颜色和分光镜所做的那样。而这种方法提供了分析的某种开端，这种分析在物理学上是有很大用处的。若遵循这种方法，我毫不怀疑医学将会随着时间的进程而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尤其是如果公众对它比现在更关心一点的话。

斐：说到关于关系的知识，这是我们知识的最广阔的领域，并且很难确定它一直能扩展到多远。其进展取决于找出中介观念的机智，那些不知道代数学的人，是想象不到人们利用这门科学在这类事情上所能造成的令人惊奇的东西的。而我看不出会容易决定一个深思敏察的心灵还能发明出什么样的新方法来完善我们知识的其他部分。至少那些有关量的观念并不是仅有的能加以推证的，还有其他也许是我们思维的最重要部分也将能推演出确定可靠的知识，只要罪恶、情欲和专横跋扈的利欲不来直接阻挡这种所企望事业的实行。

德：没有比您这里所说的更对的了，先生。别的什么，就算它是真的，难道还有比我认为我们关于以下这些问题所已确定了的东西更重要的吗？这些问题就是：关于实体的本性，关于一和多，关于同和异，关于个体的构成，关于虚空和原子的不可能性，关于黏合的起源，关于连续律和其他的自然规律；但主要的是关于事物的和谐，灵魂的非物质性，灵魂与身体的结合，灵魂以及甚至动物的灵魂在死后的保存。而在所有这一切中，我认为没有什么不是已作了推证或可以推证的。

斐：的确，您的假设显得极为连贯并且有一种很大的简单性。法国有一位高明人士本想驳斥它的也公开承认对它怀有深刻印象。而这种简单性就我所见的来说又是极其富于成果的。把这种学说逐步发扬光大是很好的。但说到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曾想到了道德学。我承认您的形而上学为它提供了很了不起的基础，但虽没有挖掘得很深。它的基础确实相当坚实，尽管也许不那么广阔（如我记得您曾指出过的那样），要是没有像您的那样一种自然神学作为其基础的话。可是仅仅对人一生的善的考虑已有助于确立一些重要的结论来规范人类社会了。我们可以像在数学中一样无可争辩地来判断正义和不正义。例如这一命题：凡是没有所有权的地方就不会有不正义，是和欧几里得书中的任何推证一样确定可靠的。因为所有权是对某种物的权利，而不正义就是对一种权利的触犯。这样一个命题也是同样的：没有任何政府会允许一种绝对的自由。因为政府就是确立它所要求执行的某些法律的机构，而绝对的自由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力。

德：人们对所有权（propriété）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和您有点不一样，因为人家是把它理解为一个人对物的权利而排斥另一个人的权利的。这样，如果没有所有权，好比一切都是公共的，却还是可能有不正义的。在所有权的定义中的所谓物，您也应该理解为还包括行动；因为如果没有对物的权利，阻止人们在他们有必要的场合从事行动也始终会是一种不正义。但照这样解释就不可能没有所有权了。至于说到政府和绝对自由的不相容性这一命题，它是属于一种系论，即只要指出来就够了的一种命题。在比较复杂的法学中就有这样一些命题，例如在那涉及所谓jus ac-cresce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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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涉及身份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法学中就有。我在青年时期所发表的关于身份的论文中就曾表明这一点，其中我曾证明了若干这样的命题。而我如果有空闲，还会再回头来把它们修订一下的
〔27〕

 。

斐：这会使好奇的人很高兴，并且可以用来预先对付那可能未经修订就加以重印的人。

德：我的《论组合术》
〔28〕

 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正如我已表示过不满的那样。这是我最初少年时期的一个成果，可是有人在很久以后把它重印出来，既未和我商量，甚至也未标明这是第二版，这就使得某些人有了对我很不利的看法，想着我竟能在成熟年龄发表这样一篇东西；因为虽然其中有些重要思想是我现在也还赞成的，但也有一些是只适合于一个青年学生的。

斐：我发现图解是纠正语词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很好方法，而这在道德观念方面是不可能有的。大多数道德观念都比人们通常在数学中所考虑的图形要更复杂；因此当必须作很长的演绎时要以一种必要的完全的方式记得道德观念中所包含的东西的精确组合对心灵是有困难的。而在算术中如果人们不是把演算中各个不同的步骤用已知其意义的记号写下来，并继续保留在眼前，那要做大数量的计算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道德学中，那些定义，只要人们用它们时保持经常不变，就可以给人某种纠正方法。此外，也不容易预见用代数或其他某种这一类性质的工具还可能提出什么样的方法来克服其他一些困难。

德：已故的厄尔哈德·魏格尔
〔29〕

 先生，是图林吉（Thuringe）耶拿的数学家，曾精明地发明了一些代表道德事物的图形。而当他的学生，已故的撒母耳·普芬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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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发表他的相当符合魏格尔先生思想的《普遍法学要义》时，又在耶拿版中加进了这位数学家的道德的圆球形。但这些图形是一种譬喻的方式，有点像克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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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图表，虽然不那么出名，并且更多的是有助于记忆以便牢记和安排观念，而不是有助于判断以获得推证的知识。它们对于唤起心灵活动也还是有用处的，几何学上的图形似乎显得比道德上的事物简单些；但实际并不如此，因为连续体是包含着无限的，其中必须加以选择。例如，要用两条彼此垂直的直线来把一个三角形做四等分，这个问题看来好像简单其实是够困难的。道德上的问题就不是这样，因为它们是单凭理性就能决定的。此外，这里不是来谈de proferendis scientiae demonstrandi pomoeriis
〔32〕

 和提出把推证的技术扩大到老的界限以外的真正方法的适当场所，这些界限直到现在都还和数学领域的界限几乎是一样的。如果上帝给我必需的时间，我希望有一天能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论文，使这方法能有实际有效的用处而使我不局限于一些规则上
〔33〕

 。

斐：如果您像您所应该做的那样实现这个计划，那您将会使得像我这样的斐拉莱特即真诚地希望认识真理的人无限感奋。而真理是自然地使心灵感到合意的，并且没有什么比谎言更丑陋和更与理智不相容的了。可是不能希望人们会大力从事于这些发现，因为对财富或权力的欲望和推崇会使人们死抱住为时尚所允许的意见，并随之来找出一些理由，或用以使它们被看作是美好的，或用来文饰或掩盖其丑陋。而当各个不同的党派使所有能受它们权力支配的人接受它们的意见也不考察其真假时，我们还能希望属于道德方面的科学中有什么新的光明呢？人类中受羁轭的这一部分，就得期待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不是这种光明而是和埃及的一样的黑暗，要是天主的光明本身不是呈现在人们心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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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神圣的光明是人类一切能力都无法完全熄灭的。

德：我并不绝望，在某个较太平的时期或在一个较太平的国度里，人们会比以往所做的较能献身于理性。因为其实我们对什么都不应绝望；而且我相信是为人们保留着向坏方面或向好方面的巨大变化的，而最终向好方面总会超过向坏方面的变化。假定我们有朝一日看到某一位伟大的君主，像亚述或埃及的古代国王那样的，或者就像另一位所罗门，在一种太平盛世长期在位，并且这位君主，既爱德性和真理又有伟大而健全的心灵，一心想使人们更幸福和彼此更和好，并更有能力支配自然；他将会在短短几年内做出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10年间所完成的事，肯定比让事情像通常那样进行在100年或甚至1000年间所完成的还要多。但即使没有这样，只要道路已经开辟，许多人就会进入其中，就像几何学家们的情况那样，即使这只是出于他们的喜好或为了获得荣誉也罢。更文明的公众有朝一日将会比迄今更致力于推进医学；一切国度的自然史都会出版出来，就像那些历书或《优雅信使》
〔35〕

 那样；任何好的观察都不会被放过而不加以记载登录；致力于这种观察的人将会得到帮助；作这种观察的技术将会得到改进完善，还有用这些观察来确立格言的技术也是这样。会有一个时候，好医生的数量将变得更多，而从事于那时比较不需要的某些职业的人数将会按比例减少，公众将会处于更加鼓励研究自然的状态，尤其是鼓励推进医学；而这门科学那时将立即发展到远远超出现在的状态并飞速成长起来。我相信这一部分公众事务将成为统治者仅次于德行的最大关心对象，而良好道德或政治的最大成果之一将是使我们有一种更好的医学，当人们开始变得比现在更明智，并且当大人物们学会更好地运用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来求得他们自身的幸福时就会这样。

斐：至于有关实在存在的知识（这是第四种知识），必须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存在有一种直觉的知识，对上帝的存在有一种推证的知识，而对其他的事物有一种感性的知识。我们将在以下充分地来谈谈这些。

德：没有比这说得更正确的了。

斐：现在已经谈过了知识，为了更好地发现我们心灵的当前状态，考虑一下黑暗面，并认识到我们的无知，似乎是适宜的；因为无知比我们的知识无限地更大。这种无知的原因是：①我们缺乏观念；②我们不能发现我们所具有的观念之间的联系；③我们忽视了追寻和确切地考察这些观念。至于说到观念的缺乏，我们所有的简单观念只是那些来自内部或外部感官的简单观念。因此，对于宇宙间无限的创造物以及它们的性质来说，我们就像盲人之于颜色一样，甚至连认识它们所必需的功能也没有；而照一切现象看来，人在一切有理智的存在物中是处于最末尾地位的。

德：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没有比我们更低的了。为什么我们要不必要地贬低自己呢？也许我们在理性动物中还处于足够可尊敬的地位呢！因为那些高级的精灵可能具有另一种方式的身体，所以动物这个名称可能并不适用于他们。我们无法说我们的太阳在大量其他太阳中的位置，是否在它之上的比在它之下的要多，而我们在太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很好的；因为地球是处在各大行星的当中的地位，而它的距离似乎是经过很好选择，适合于一种瞻望默想的动物在上面居住的。此外我们也有更多的理由来庆贺我们的命运而不是抱怨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坏事都当归咎于我们的缺点。尤其是我们既然对仁慈的自然提供给我们的知识利用得这样少，如果还抱怨缺乏知识，那就将是很大的错误。

斐：可是，的确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的几乎所有各部分都离我们极远，这就使我们无法认识它们，而看得见的世界显然只是这广大无垠的宇宙的一小部分。我们局限于空间的小小一角，局限在我们的太阳系中，甚至对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环绕着太阳旋转的其他行星上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我们之所以无法具有这些知识是因为大和远，但另外一些物体之所以对我们掩盖着则是因为它们太小，而这些又可能是对我们的认识最重要的；因为从它们的组织构造中我们可以推论出那些可见物体的用处和作用，并知道为什么大黄能泻肚，毒药能杀人，而鸦片能使人沉睡。因此，不论人类的勤勉能使对物理事物的实验哲学推进到多远，我只能倾向于相信我们永远不能达到对这些问题有一种科学的认识。

德：我完全相信我们永不能进到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远；可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在对某些现象的解释方面将有相当大的进步。因为我们被引导去做的大量实验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有余的材料，以至所缺的只是利用这些材料的技术。对这技术我也绝不绝望：无穷小的分析
〔36〕

 已给了我们一种工具来把几何学和物理学结合起来，并且动力学已为我们提供了自然的一般规律，从此以后，人们将会把这种技术的小小开端推向前进。

斐：精神还要更加远离我们的知识，我们对它们不同的等级秩序都无法形成任何观念，可是理智的世界是肯定比物质世界更大和更美的。

德：这两种世界就动力因来说是始终完全平行的，但就目的因来说则不是这样。因为按照精神支配物质的程度，它们就在物质中产生奇妙的安排。这一点由人们为了美化地球表面所造成的那些变化就显示出来，人们就好像一些小的神灵，模仿着伟大的宇宙建筑师，虽然这还只是运用着一些物体和它们的规律。对于那无比众多的超过我们的精灵，有什么是我们不能猜想的呢？而由于这些精灵一起形成了上帝治下的一种国家，它的统治是完美的，我们远不能了解这可知世界的系统，不能设想其中为那些最确切的理由当受赏罚者所准备的赏罚，也不能想象那任何眼睛都未看到过，任何耳朵都未听到过，并且从来未曾进入过人的心中的东西。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使人认识到我们是有为认识物体和精神所必需的一切清楚观念的，但只是没有足够的事实细节，也没有敏锐到足以分辨混乱观念或广阔到足以察觉所有这种观念的感官。

斐：至于说到我们并无认识的那种在我们所有观念之中的联系，我将要告诉您，物体的机械作用和那些色、声、香、味以及苦、乐的观念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而它们的联系只取决于上帝的乐意和任意。但我记得您认定其中是有一种完全符合的，虽然这并不始终是一种完全的相似。可是您承认其中所包含的微小事物的过繁的细节，妨碍了我们去分辨出其中掩盖着的东西。虽然您还是希望我们将能大大地前进，而因此您不愿人们和我那位著名作者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从事于这样的研究是白费力气，只怕这样的信念不利于科学的成长。我应当也曾对您谈到过在解释灵魂与身体之间的联系方面我们迄今所有的困难，因为我们无法设想一种思想怎么在身体中产生一种运动，也无法设想一种运动怎么在心灵中产生一种思想。但当我了解了您的前定和谐假说以后，人们感到绝望的这种困难对我似乎一下子像变魔术似的就解除了。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无知的第三种原因，这就是我们不去追寻我们所具有或能够具有的观念，以及不去尽力找出那些中介观念，就因为这样我们就不知道那些数学的真理，虽然在我们的功能方面并无任何缺点，在事物本身也并无任何不确定性。语词的误用在阻碍我们去找出观念之间的符合或不符合方面起了最大的作用；而数学家们不靠名称来形成他们的思想，并且习惯于将观念本身而不是声音显现于自己心中，因此就避免了一大部分的麻烦。如果人们在有关物质世界的发现方面，也像他们在有关理智世界方面所惯于采取的那种方式行事，并且如果他们完全陷入那种意义不确定的名辞的混乱状态中，那他们就会对地带、海潮、造船、航路这些事争论得没完没了，人们将永远也不会到地平线以外去，而主张有对跖地和有对跖地上的人观点就会被宣布为异端的那时候一样不为人所知。

德：我们无知的这第三种原因是唯一应当受责备的。而您看到，先生，那种对于再向前进的绝望就包含在它之中的。这种泄气非常有害，而有些精明和重要的人物，由于错误地深信在医学方面的工作是白费力气，就阻碍了医学的进步。当您看到过去的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们谈到气象，例如谈到虹时，您将会发现他们认为不应该只是想着清楚地解释这种现象；而莫罗利柯
〔37〕

 以及以后马可·安东尼·德·多米尼斯
〔38〕

 的企图在他们看来就像是伊加利
〔39〕

 的飞翔，但其结果曾矫正了世人在这问题上的谬妄。的确，名辞的误用曾引起了我们知识中的一大部分混乱，不仅在道德学和形而上学中，或在您所说的理智世界中是这样，在医学中也是这样，而且医学中的这种名辞误用也越来越增加了。我们并不能像在几何学中那样始终借助于图形；但代数学使人看到，我们不必永远求助于事物的观念本身也能作出许多大的发现。关于认为有对跖地是所谓异端邪说的问题，我顺便说一说。的确，美茵兹的大主教包尼法斯
〔40〕

 在写给教皇的一封信中曾就这个问题控告了萨尔兹堡的维吉尔
〔41〕

 ，而教皇给他回信用的方式表明教皇对这名辞的用法是十足照包尼法斯所用的意义的；但我们没有发现这控告有什么结果。维吉尔始终还是坚持他的意见。这两位对抗者都被看作是圣徒，而巴伐利亚的学者们，把维吉尔看作是加林底亚及其附近国度的一位使徒，证明了对他的纪念是正当的。





（陈修斋　译）

通论真理
〔42〕



斐：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早已在问：什么是真理？我们的朋友们认为，真理就是随着事物本身彼此间的符合或不符合而定的记号的结合或分离。所谓记号的结合或分离，当理解为人们换个方式所说的命题。

德：但一个带形容词的称号（epithète）并不构成一个命题，例如说贤明的人。可是这里却有两个名辞的结合。否定也和分离不是一回事。因为说人，然后停顿一下，再说贤明的，这并不是否定。符合，或者不符合，真正说来也不是人们用命题所表示的东西。两个鸡蛋是符合的，而两个敌人是不符合的。这里涉及的是完全特殊方式的一种符合或不符合。因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完全没有说明问题的要害之所在。但我在您的真理定义中发觉最不合我心意的，是您在语词中去寻找真理。这样，同一个意思，用拉丁语、德语、英语、法语来表示，就会不是同一真理了。而且我们就得和霍布斯一样，说真理是随人的乐意而定的
〔43〕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说法。人们甚至把真理归之于上帝，他，您将会承认（我相信）是不需要记号的。最后，我已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奇怪，您的朋友们总喜欢把本质、物种、真理弄成是名义的。

斐：不要进得太快，他们在记号之下包括了观念。因此真理将或者是心理的，或者是名义的，随记号的种类而定。

德：如果真理需以记号来区分，那么我们将还有书面的真理，这又可以分为写在普通纸上的真理和写在羊皮纸上的真理，用普通墨水写的真理和用油墨印的真理。所以还是把真理放在观念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上比较好，这种关系使一个观念包含或不包含在另一个观念之中。这完全不依赖于语言，并且是我们和上帝以及天使所共同的；而当上帝为我们显示出一个真理时，我们就获得了那个在他理智中的真理，因为虽然就圆满性及广阔程度来说，在上帝的观念和我们的观念之间有无限的不同，但却永远的确是在同一关系中彼此相符合的。因此，是应该把真理放在这种关系中，并且我们可以把不以我们的乐意与否为转移的真理，和我们所发明而认为是好的表述加以区别。

斐：人们甚至在他们的心中也以语词代替了事物，尤其当观念是复杂的和不决定的时候是这样，这一点只能说是太真的了。但正如您所已指出的，这也是真的，即那时心灵就满足于只是标记出真理而当下并未理解它，深信这全取决于它本身，只要愿意时就可以来理解它。此外，对于人在作肯定或否定的决定时所从事的活动，反省一下那在我们心中发生的情况，还比较容易设想，而要用言语来说明就比较不容易。所以，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们就说结合在一起或分离，您也不要觉得不好。您也会同意，命题至少可以被叫做是口头上的，而当它们是真的时，它们就既是口头上的也是实在的，因为“假”就在于各个名称不是照它们的观念的符合或不符合而是按别的方式结合起来的。至少语词是真理的巨大负载者（Vehicules）。也有一种道德上的真理性，它就在于照我们心灵中的深信来说话。最后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真理性，这就是符合于我们所具有的观念的、事物的实际存在。

德：道德上的真理性，有些人就叫做真诚（Véracité），而形而上学的真理性被形而上学家们通俗地当作是存在的属性，但这种属性是非常无用而且几乎空无意义的。让我们满足于在心中的命题和所涉及的事物之间的符合中来寻找真理性吧！的确，我也曾把真理性归之于观念，说观念是真的或假的；但那时我其实是把它理解为肯定观念对象的可能性的那些命题的真理性。而在这同一意义下我们也还可以说一个存在物是真的，这就是说那肯定其实际的或至少是可能的存在的命题是真的
〔44〕

 。





（陈修斋　译）

论判断
〔45〕



斐：人要是由于缺乏一种确定的知识而没有什么可以来指引自己，就会在生活的大部分行动中处于犹疑不决的状态。

人常常必须满足于一种单纯的概然性的朦胧状态，而在这方面所用的功能就是判断。人常常出于必要得满足于这一点，但这也常常是由于缺乏勤勉、耐心和技巧。人们把它叫做同意或不同意，而当人推定（présume）某种事物，也就是说，当人在一件事物得到证明前就当它是真的时，就用了这种功能。当这样做符合事物的实在情况时，这就是一个正确判断。

德：别人是把人们每当对原因有某种知识以后做出陈述的活动叫作判断；甚至还有人将把判断和意见加以区别，因为判断未必是这样不确定的。但我不想在用词方面责难任何人，而可以允许您，先生，把判断当作一种概然的意见。至于说到推定，那是法学家们用的一个名辞，在他们那里正确的用法是把它和猜测（conjecture）区别开来的。这不止是一种猜测，而是直到有证据证明其相反情况以前应被暂时当作真的事情，反之一种征兆（indice）和一种猜测则常常需以另一种猜测来与之抗衡。就因为这样，一个人承认了向另一个人借过银钱，就被推定为应当偿还，除非他能表明他已经偿还过了，或这债务根据某种别的原则已停止了。因此推定在这意义下，不是在证明以前采取的，这是不允许的，而是先行采取但有根据的，同时等待着一种相反的证据。





（陈修斋　译）

论信仰和理性以及它们各别的界眼
〔46〕



斐：可是让我们适应大家已接受的说法，并忍受人们在某种意义下把信仰和理性区别开来吧。但把这意义解释清楚，并确立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这是恰当的；因为这些界限的不确定，确实已在世上产生了很大的争论，甚至引起了巨大的混乱。除非到了把这些界限加以决定，人们的争论是徒然的，因为在就信仰进行争论时，就必须运用理性。我发现每一教派，当他们认为能从理性得到帮助时，都是喜欢用理性的；可是一旦理性用不上了，他们就喊叫起来，说这是信仰的事，是超乎理性之上的。可是对方有人插手来和他讲理时将也可以用同样的口实，除非能指出为什么在一种显得类似的情况下这对他是不允许的。我设想，理性在这里就是发现从知识得来的命题的确定性或概然性。这些知识是我们用我们的自然功能，也就是通过感觉和反省已获得的；而信仰则是给予一种基于启示的命题的同意，基于启示也就是基于一种上帝的异乎寻常的传递，使这种启示为人所认识。但一个受到上帝的灵感的人并不能把任何新的简单观念传给别人，因为他只使用语词或其他一些记号，这些记号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习惯与之相联系的一些简单观念，或它们的组合；而不论圣保罗被带到第三重天感到眼花缭乱时接受了怎样的新观念，他就此所能说的一切也不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47〕

 ”假定木星上有生物，具有六种感官，并假定上帝以超自然的方式给了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对这第六种感官的观念，他也不能用语言使得在别人心中产生这些观念。因此必须把原始的启示和传说的启示加以区别。前者是上帝直接在心灵中造成的一种印象，对它我们是不能固定任何界限的；后者只是通过通常途径传递来的，并且不会给人新的简单观念。的确，我们能用理性发现的那些真理，也可以通过一种传说的启示传给我们，就好像上帝曾愿把那些几何定理传给人们一样，但这不是像我们具有其从观念的联系得出的推证的真理一样确定的。这就好比诺亚对于那洪水
〔48〕

 有比我们从摩西的书中得到的更确定的知识一样；也好比有人看到摩西实际写了这书，并看到他行奇迹，证实他得到了灵感，这人的可靠性就比我们的大一样。正是这一点使得启示也不能违反理性的明证，因为即使当启示是直接的和原始的时，也必须明明知道我们把它归之于上帝并没有弄错，并且我们确实理解了它的意义；而这种明证绝没有比我们的直觉知识更大的了。因此，任何命题，当它和这种直接知识矛盾地对立时，都不应作为神圣的启示来接受。否则世界上就再没有什么真和假的区别，也没有什么衡量可信和不可信的标准了。来自上帝，这位我们自身的存在的仁慈造物主的一件事物，既被作为真的加以接受，这事物却推翻我们知识的基础，并把我们的全部功能弄成无用，这是不能设想的。而那些只是间接地或通过口头或书面的传说而具有启示的人，就更加需要理性来加以保证了。可是这一点始终是真的，即那些超乎我们的自然功能所能发现的之外的事物，是本当属于信仰的事，如反叛天使的堕落，死人的复活之类。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只听从启示。而甚至对于一些概然的命题，一种显明的启示将决定我们不承认其概然性。

德：如果您把信仰只看作那基于可信性的动机（如人们所称那样），并把它和那直接决定心灵的内心的恩情（la grâce interne）分开，那么先生，您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必须承认有很多判断是比那些依赖于这些动机的判断更加明显的。有些比别的更进一步，而甚至有很多人从来就不知道这些判断，更没有对它们进行过考量，而因此他们甚至连可以被当作一种概然性的动机的也没有。但圣灵的内心的恩情直接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补充了它，而正是这造成了神学家们恰当地称为神圣信仰的。诚然，上帝除了他使人相信的是基于理性，是绝不会给人信仰的；否则他就会毁灭了认识真理的手段，并为狂信打开了大门；但并不必要所有具有这种神圣信仰的人都认识这些理由，更不必他们都永远有这些理由在眼前。否则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和白痴，至少在今天，将绝不会有真的信仰了，而最开明的人在他们最需要信仰的时候也将会没有信仰，因为他们也并不能永远记得那些信仰的理由。在神学中运用理性这个问题，曾经最是争论不休的，既在索西奴斯派
〔49〕

 和那些在一般意义下可称为天主教徒的人之间争论，也在改革派和福音派
〔50〕

 ——如在德国，对那些很多人不适当地叫做路德派的，人们宁愿这样称呼——之间争论。我记得有一天曾读过一个索西奴斯派的斯特格曼
〔51〕

 （不同于约书亚·斯特格曼
〔52〕

 ，他自己也曾写书反对过索西奴斯派）的一部《形而上学》，这书就我所知还未印出来；另一方面，一位萨克森的神学家凯斯勒
〔53〕

 曾写过一部《逻辑》和其他一些哲学作品，明确反对索西奴斯派。我们可以一般地说，索西奴斯派在排斥一切不符合自然秩序的东西方面走得太远了，甚至当他们并不能绝对证明其不可能性时也是这样。但他们的敌手有时也走得太远，而把那奥秘甚至推到了矛盾的边缘。在这方面他们其实危害了他们所要尽力维护的真理，而我很惊讶有一天看到法布利神父
〔54〕

 ，他曾是他那修道会中最高明的人之一，在他的《神学大全》中竟在神圣事物方面否认（如其他有些神学家还在做的那样）这条大原则，即：“两件事物与第三件事物相同，它们彼此也相同。”这是没有想一想就让对手去得分，并且剥夺了一切推理的确定性。毋宁应该说这条原则没有用好。这同一位作者在他的哲学中排斥了司各脱
〔55〕

 派放在被创造事物中的实质上的区别，因为这些区别据他说会颠覆矛盾原则；而当人们反驳他说必须承认这些区别在上帝中时，他回答说是信仰命令这样的。但信仰怎么可能命令任何颠覆了这样一条原则的事呢？要是没有这条原则，则一切信任、肯定或否定都将是徒然的了。因此，两个同时真的命题，必然地应该不会是完全相矛盾的；而如果A和C不是同一个东西，则相同于A的B，就必须和相同于C的B不一样看待。尼古拉·维德尔
〔56〕

 。日内瓦教授，后来是德芬特（Deventer）教授，曾发表过一本书，叫做《Rationale Theologicum》
〔57〕

 。约翰·穆赛乌斯
〔58〕

 ，耶拿（这是在图林吉的一所福音派的大学）的教授，就同一题材即关于理性在神学中的运用写了另一本书反对维德尔。我记得先前对它们进行过考虑，并指出，那主要的争论曾被一些偶然插入的问题搅乱了。例如要问什么是一个神学的结论，以及对它当用构成它的名辞来判断，还是当用证明它的方法来判断，并因此奥康
〔59〕

 说的这话是否有道理，即对于同一结论的知识，不论用什么方法来证明它，都是相同的
〔60〕

 。而他老是抓住其他很多不重要的、只是有关于名辞的琐屑问题不放。可是穆赛乌斯自己也同意，那些理性的原则，凡具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那样必然的，也就是说，它的对立面是蕴涵着矛盾的，应该而且能够在神学中被可靠地应用。但他有理由否认那仅只具有物理的必然性的，也就是说，基于对在自然中所实行者的归纳的，或基于自然法则的，这种法则可以说是属于神的制定的，就足以用来拒绝相信一种奥秘或一种奇迹，因为改变事物的通常过程是取决于上帝的。因此，按照自然的秩序，我们可以肯定同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是母亲又是童贞女，或者一个人的身体是不能不落于感官的范围内的，虽然两者的相反情况在上帝是可能的。维德尔似乎也同意这种区别。但人们有时对于某些原则是逻辑地必然的，还是仅只物理地必然的，是有争论的。和索西奴斯派关于单个的本质不增多时实体是否能增多的争论就是这样的，和茨温格利
〔61〕

 派关于一个物体是否只能在一个地方的争论也是这样。然而必须承认，每当逻辑的必然性未得证明时，我们只能在一命题中假定一种物理的必然性。可是我觉得还剩下一个问题，是我刚才所说到的几位作者都未加充分考察的，这问题如下：假定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一段圣经上的经文的字面意义，另一方面又发现看起来很像有一种逻辑的不可能性，或者至少有一种公认的物理的不可能性。试问，是否认字面的意义还是否认哲学的原则较为合理呢？肯定有些地方背弃字面意义是并不造成困难的，如当圣经上把双手给予上帝和把愤怒、懊悔以及其他各种人类的感情归之于上帝时就是这样；否则就得自列于神人同形同性论者一边，或者和英国的某些狂热者一样了。他们相信，那希律
〔62〕

 ，当耶稣基督叫他狐狸时，就真的变成狐狸了。正是在这里，那些解释的规则就有作用了。如果它们没有提供什么驳倒字面意义以有利于哲学原则的东西，并且此外如果字面意义也没有什么把某种不圆满性归之于上帝，或在虔信的实践方面带来危险的东西，则依照字面意义是更可靠甚至也更合理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位作者还就凯克尔曼
〔63〕

 企图做的事进行了争论。凯克尔曼曾想用理性来证明三位一体，正如雷蒙·鲁勒
〔64〕

 先前也曾想做过的一样。但穆赛乌斯也十分公平地承认，如果改革派作者的证明是有效的、正确的，那就没有什么话说，并且主张在关于这一点上圣灵的光可以被哲学所照亮，这也当是有道理的。他们也还曾争论过这个著名的问题：那些对新约或旧约的启示并不知道，而怀着一种自然的虔敬的思想感情死去的人，是否能以此得救和得到对他们的罪孽的赦免？我们知道，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殉道者尤斯丁以及金口约翰在某种方式下是倾向于这一点的
〔65〕

 ，而我从前甚至曾向贝利松
〔66〕

 先生指出，罗马教会的许许多多杰出的博士，远远不是谴责那些并非顽固不化的新教徒，甚至愿意拯救那些异教徒，并且主张我刚才所讲的那种人，可以通过一种悔悟的行动而得到拯救。所谓悔悟，就是基于仁慈之爱（l'amour de bienveillance）的忏悔，由于这种爱，人们爱上帝超乎一切事物之上，因为这种圆满性使上帝成为至高无上的可爱的。这就使得人们以后要来全心全意地使自己符合他的意志和仿效他的圆满性，以使得我们能更好地和他相结合，因为上帝不拒绝赐恩于抱着这样思想感情的人显得是正确的。不说爱拉斯谟
〔67〕

 和路德维柯·斐微斯
〔68〕

 ，我提出了雅各·贝瓦·安德拉达
〔69〕

 的意见，他是葡萄牙的博士，他那当时是非常著名的，曾是出席特棱特宗教会议
〔70〕

 的神学家之一。他甚至说过，那些不同意这一点的人，就使上帝成为最高度残酷无情的了（neque enim, inquit, immanitas deterior ulla esse potest
〔71〕

 ）。贝利松要想在巴黎找到这本书竟很困难，这正是一种标志，表明在自己的时代很受重视的作者往往在后世被忽视。也正是这一点使培尔先生认为很多人都只是根据安德拉达的敌手钦尼兹
〔72〕

 的证据来引用他的话，这是很可能的；但就我来说，我在引用他的话之前是读过他的书的。他和钦尼兹的争论使他在德国很出名，因为他曾写书支持耶稣会士们反对这位作者，而人们在他的书中发现了涉及这个著名修道会的起源的一些特别的东西。我曾注意到有些新教徒，把在我刚在所说的问题上依照他的意见的人就叫做安德拉达派。有一些作者，曾根据这同样的一些原则写书讲亚里士多德的得救而得到书籍检察官们的许可。柯留斯
〔73〕

 用拉丁文写的和拉·莫特·勒·维耶
〔74〕

 用法文写的论异教徒的得救的书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有一位法兰切斯柯·蒲齐
〔75〕

 ，则走得太远了。圣·奥古斯丁，虽然很高明和敏锐深入，却陷入了另一极端，甚至对未经受洗死去的婴儿也要罚罪
〔76〕

 ，而经院哲学家们放弃了这种观点显得是有道理的。虽然一些在别方面也很高明的人，有些还是有巨大功绩的，但在这方面脾气有点愤世嫉俗，他们曾想复活这位教父的这种学说，并且也许更有过之。这种精神对于许多过于激烈的博士和被差到中国去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之间的争论可能也有影响。这些耶稣会士曾婉转地暗示说古代的中国人也有过他们时代的真正宗教和真正的圣者，而孔子的学说并没有丝毫属于偶像崇拜或无神论的东西，在罗马的人们不要对一个最伟大的民族未经了解就想加以谴责是更有道理的。对我们来说好在上帝比人更慈善。我认识有些人，认为用严厉的想法就表明他们的热心，他们想象着别人要是不采取他们的意见就不会相信原罪，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弄错了。而并不因此那些认为异教徒或其他缺乏通常帮助者也能得救的人，就应该把这仅仅归之于自然的力量（虽然也许有些教父曾持这种意见）。因为我们可以主张，上帝在赐恩给他们激起一种悔悟行为的同时，在他们死之前，哪怕只是最后的时刻，也以明示的或非明示的但永远是超自然的方式，给予他们为得救所必需的一切信仰之光和一切感恩的热情。那些改革派在维德尔那里就是这样来解释茨温格利的意见的
〔77〕

 ，他在关于异教的有德之人的得救这一点上，曾和罗马教会的博士们一样明确地说过。这种学说也丝毫不因此而与彼雷基
〔78〕

 派或半彼雷基派有什么共同之点，我们知道茨温格利和彼雷基派是差得很远的。而既然人们和彼雷基派相反的教人说在一切具有信仰的人方面都有一种超自然的神恩（在这一点上三种公认的宗教都是一致的，也许只除了那些巴戎
〔79〕

 的门徒），并且甚至承认接受了洗礼的婴儿也或者具有信仰，或者至少具有近似信仰的运动，那么同样承认，至少在死亡问题上，那些具有善良意志，而没有幸运像通常情况那样在基督教中受教育的人们也是这样，就不是什么很异乎寻常的事。但最明智的态度是在知道得如此之少的问题上什么也不要决定，而只满足于一般地判断：上帝所做的没有不是充满了善和正义的：melius est dubitare de occultis quam litigare de incertis
〔80〕

 （奥古斯丁，Lib. 8. Genes. ad lit. C. 5.）。





（陈修斋　译）

论错误
〔81〕



斐：在充分说了使我们认识或猜测真理的一切办法之后。让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对错误和坏的判断。既然人们之间有这么多的意见分歧，那么他们一定是常常犯错误的。犯错误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四种：①缺乏证明；②缺少运用证明的技巧；③缺乏利用证明的意愿；④衡量概然性的尺度不正确。当我说缺乏证明时，我所指的还包括那些我们要是有办法和适当机会就能够找到的证明，但正是这种证明最经常为我们所缺乏。那些一生只在谋求糊口度日的人的状况就是这样；他们对世界上经历过的事情所知之少，就像永远走同一条道的一匹驮货的马对全国地图所能熟悉的程度一样。他们也许需要语言文字、阅读、谈话、对自然的观察和技术的实验。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和他们的状况不适合，那么我们就能说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由盲目的偶然机遇导致幸福和不幸的吗？他们就得甚至在有关永恒祸福方面也委身于流行的意见和国内权威的引导吗？或者他们是否由于生在这一国度而不是在另一国度就将永久不幸呢？可是必须承认，并没有什么人是如此忙于谋生，甚至再也没有一点时间来想一想自己的灵魂和使自己有点关于宗教方面的修养的，要是他对宗教也像对那些比较不那么重要的事情那样尽心竭力的话。

德：假定人们不是永远处于使自己有修养的状态和不能有见识地放弃为一家人谋生的操心来追求困难的真理，以致不得不遵循在他们之中具有权威的意见，我们也将永远必须断定，在那些具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并无这方面的证明的人那里，内心的恩情将会补充可信性动机的缺欠。而仁爱也还使我们断定，对于那些具有善良意志却在最危险的错误的浓重黑暗中长大的人，上帝将会给他们做他的善和正义所要求的一切，虽然也许是以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我们有关于这样一些人的在罗马教会中得到称赞的历史，他们得到正式的复活，以便不缺乏一切有益的帮助。但上帝能够用圣灵的内心作用来帮助灵魂而并不需要一个这样大的奇迹；而对人类来说很好和令人安慰的是，要使自己处于和上帝有恩情的状态，只需要善良、真诚和严肃的意志就够了。我承认，要是没有上帝的恩情，是连这样的善良意志也不会有的，因为一切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善都从他那里来；但只要有意志就总是够了的，而上帝竟能要求一种比这更容易的更合理的条件，那是不可能的。

斐：有一些人是十分舒适，足以具有一切适于弄清他们的怀疑的方便条件的，但他们却受到种种阻碍而没有这样干，这些是很容易察觉的，不必在此一一加以展示。

我宁愿来说一说这样一些人，他们缺乏技巧来利用那些可以说就在他们手边的证明，并且不能坚持作一长串的推论，也不能来衡量一切有关情况。有一些人只会用单单一个三段论，也有一些只能用两个。不在此讨论这种缺点究竟来自灵魂本身的还是器官的自然差别，或者是否由于缺乏锻炼来磨炼这些自然功能。这里我们只要说它是显然可见的就够了，并且我们只需从王宫或交易所走到救济院或贫民窟就能看清这种情况。

德：并不是只有穷人才有所需，有些富人比他们还更缺乏，因为这些富人要求太多，并且自愿地投身于一种贫乏状态，这阻碍了他们去专心从事于重大的考虑。榜样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人们总想照着和自己同等的人的样子，这就迫使人们在行事上不要显得有一种乖张别扭的神气，而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自己变得和他们一样了。要同时满足理性和习俗是很困难的。至于说到缺乏才能的人，也许数目并不如您所想那样多，我认为健全理智加上专心致志就能足够对付一切并不要求敏捷的事了。我假定了健全理智，因为我不相信您会硬要那些贫民窟里的居民去追求真理。的确，并没有很多人不能达到这一点。要是我们知道达到这一点的办法的话，而不论在我们的灵魂之间有怎样的原始差别（正如我相信实际上是有的），始终可以确信一个灵魂总可以达到和另一个一样远的程度（不过也许不是一样快），只要它们得到了应有的引导。

斐：另有一类人，只是缺乏意愿。强烈地迷恋于享乐，经常只专心于有关自己的荣华富贵的事，一种一般的怠惰或粗心大意，一种对研究和沉思的特殊厌恶，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去认真地想到真理。甚至有些人还怕一种完全公正无私的研究会不利于更适合他们的偏见和打算的那些意见。我们知道有些人就不愿看一封他们以为会带来坏消息的信，而很多人回避结算自己的账目或了解自己财产的状况，怕知道他们但愿永远不知道的事情。有些人有很大收入，全部用来供养身体，却丝毫不想办法来改善理智。他们非常用心地使自己的服饰永远显得称身、华丽，却毫不在乎地忍受自己的灵魂披着偏见和错误的破衣烂衫，以至赤身露体，也就是显得反常的无知。且不说他们应有的对来世的关心，就是对他们在此世所过的生活所当关心知道的事，他们也同样忽视。而奇怪的是那些把权力和权威看作由自己的出身或命运而得的一种馈赠的人，往往把它们粗心大意地交给那些在地位上低于他们，但在知识上超过他们的人。因为瞎子非常需要明眼人的引导，不然就会掉进沟里，而没有什么奴役比理智上的奴役更坏的了。

德：对于人们有关他们真正利益的事的忽视，没有比这更明显的证据了，这就是不关心去认识和实践那适合于健康的事，而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善之一。尽管那些大人物也和别人一样，甚至更加感到这种忽视的坏结果，他们却并不回头。至于有关信仰方面的事，很多人把会导致讨论信仰的那些思想都看作是魔鬼的诱惑，他们认为能克服它的最好办法，无过于使心灵转向完全另一回事。那些只爱享乐或迷恋于专门干某一件事的人，就惯于忽视其他的事务。一个赌徒，一个猎人，一个酒徒，一个浪子以及甚至一个爱好无聊玩物的人，都会丧失他的财产家业，因为他没有费心去做一安排或给管事的人说一说。有些人就像那何诺留斯
〔82〕

 皇帝那样，有人告诉他说罗马丢失了，他以为说的是他那只也叫做罗马的母鸡，而这竟然比那真事还叫他更恼火
〔83〕

 。最好希望那些有权力的人能有与之相称的知识，但当科学、艺术、历史、语言的详细知识不具备时，则一种健全而受过锻炼的判断力，一种对同等的巨大和一般的事物的知识，总之一句话就是“Summa rerum”
〔84〕

 ，也可能就够了。而正如奥古斯都皇帝有一个关于国家的力量和需要的摘录，他叫做“breviarum imperii”
〔85〕

 的那样。人们也可以有一个关于人的利害相关的事的摘录，当可叫做“enchiridion sapientiae”
〔86〕

 ，如果人们想要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事有所关心的话。

斐：最后，我们的大部分错误来自我们所采取的衡量概然性的不正确尺度，或者是尽管有明显理由而迟迟不下判断，或者是尽管有相反的概然性却下了判断。这些不正确的尺度是：①在于可疑的命题被当作了原则；②在于被接受了的假说；③在于权威。我们通常是以符合于我们看作无可争议的原则来判断真理的，这就使我们轻视别人的见证，甚至我们感官的见证，要是它们是或显得和这些原则相反的话；但在以如此的确信来加以傲视之前，应该以高度的精确性先来对它们加以考察。儿童接受了由他们的父母、保姆、老师以及其他周围的人教给他们的那些命题，而那些命题既在他们心中生了根，就被当作是神圣的，就好像上帝亲自放在灵魂中的乌陵和土明
〔87〕

 那样。凡是和这种内心的神谕抵触的，人们就难以忍受，而只要是和它一致的，最大的荒谬也吞咽下去了。这一点以我们在各种不同的人中所看到的极端固执表现出来，他们把一些直接对立的意见都当作信条强烈地加以相信，尽管它们常常是两边同等的荒谬的。拿一个有正常理智但深信这样一条公则的人来看，这公则就是说：一个人应该相信他的同道中人们所相信的，如在维滕堡（Wittenberg）或在瑞典人们所教导的那样，什么禀性他不会有，来毫无困难地接受圣体共在（consubstantiation）的理论，并相信同一样东西同时既是肉又是面包。

德：很显然，先生，您对福音派
〔88〕

 承认我们的主的身体实在出现在圣体
〔89〕

 中的那种观点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千百次地解释过，他们并不想说面包和酒与耶稣基督的肉和血成为同一实体（consubstantiation），更不是说肉和面包一起是同一样东西。他们只是教导说，在接受那可见的象征的同时，人们以一种不可见的和超自然的方式接受了救主的身体，而它并不包含在面包里面。而那出现（présence），他们并不理解为指地方或可以说空间性的，也就是说受出现的身体的长、宽、高所决定的；所以凡是感官所能与之反对的都和它毫不相干。而为了使人看清人们理性所推出的那些不合适的东西和它并不相关，他们宣布他们所理解的身体的实体是并不在广延空间维度中的；而他们并不难承认，耶稣基督的光荣的身体，仍保持某种通常的在一定地方的出现，不过是适合他的状况在他所在的崇高的地方，和这里所说这种圣礼上的出现是完全不同的，或者和他以之统治教会的那种奇迹般的出现也是不同的，这使他不是到处都作为上帝，而只是在他愿意是这样的地方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比较有节制的观点，所以要表明他们的学说的荒谬性，就必须证明身体的全部本质只在于广延性，和单单以此来衡量的东西，这一点就我所知是没有任何人证明过的。这整个困难也同样涉及那样一些改革派，如遵守高卢信条和比利时信条的，遵守森多米尔（Sendomir）大会宣言的，这大会由两派人组成，一派信奥格斯堡信条（la Confession Augustane），一派信瑞士信条（la Confession Helvétique）。这宣言是与为特棱特宗教会议所决定的萨克森信条（la Confession Saxone）一致的，也涉及参加在波兰国王弗拉地斯拉斯（Vladislas）的权威下召开的托恩会议（le Colloque de Thorn）的那些改革派的信仰誓约，以及加尔文和贝萨
〔90〕

 的固定学说。他们曾最清楚、最强烈地宣布，那些象征实际提供了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并且我们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实体本身的分有者。而加尔文，在驳斥了那些满足于一种思想或印记的比喻式的分有和满足于一种信仰上的结合的人之后，又加上说，为了确立它的实在性，我们不论说什么都不会是足够强有力，和为他所不准备同意的，只要人们避免了一切有关地点的划界和空间范围的扩张方面的东西。所以似乎归根到底他的学说也就是梅朗克统
〔91〕

 甚至路德的学说（如加尔文自己在他一封信中所推想的），只除了在路德所满足的对象征的知觉这条件之外，他还要求信仰的条件，以排除不配者的分有。我发现在加尔文的作品中有成百处对这种实在的共有圣体都这样肯定，甚至在并无如此必要的家信中也是这样，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是作假。

斐：如果我是照通俗的意见说到这些先生，我请您原谅。而我现在记起曾经指出过英国国教会的非常高明的神学家们也是主张这种实在的分有的。但是让我们从确立的原则过渡到被接受的假说吧。那些承认这只是假说的人，却也仍然以差不多对可靠原则一样的热情来加以支持，并且轻视那相反的概然性。一位有学问的教授，看到他的权威被一个驳斥了他的假说的新手顷刻之间就推翻，这在他是受不了的。他的权威，我说，那是实行了30或40年，是熬了许多夜才得来的，是用很多希腊文和拉丁文支撑着的，是受到一种一般的传统和一把可敬的胡子所确证的。人家可以用来说服他说他的假说错了的所有论证，都很少能够在他心中取得优势，就像那北风努力要迫使旅人脱掉他的斗篷一样，那风刮得越厉害，他就把斗篷裹得越紧。

德：事实上哥白尼派就已在他们的敌手方面感受到，被承认为假说的假说，也照样还是以一种强烈的热情得到支持的。而笛卡儿派对他们的带槽形的微粒和第二元素的小球
〔92〕

 ，也就好像是欧几里得的定理一样的肯定；而对我们的假说的热情，似乎只是我们要使自己受到尊敬那种情欲的一种结果。的确，那些谴责伽利略的人，曾相信大地的静止不止是一个假说，因为他们断定它是符合于圣经也符合于理性的。但以后人们已察觉到至少理性是不再支持它了；至于圣经，法布利神父，这位圣彼得的秘书处长，卓越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就在罗马发表了一篇对欧斯塔奇奥·第维尼
〔93〕

 的观察的辩护词。第维尼是著名的光学家，他毫不扭捏地宣称，人们只是暂时地理解圣经经文中所说的一种太阳的真正运动，而哥白尼的观点如果被发现是证实了的，则将毫无困难把它像维吉尔的这段话一样来加以解释：

terraeque urbesque recedunt.
〔94〕



可是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甚至在皇帝的祖传国家，人们还是照样继续压制哥白尼的学说，这对那些民族有很大的损害，要是他们能享受到一种合理的、哲学的自由，他们的精神是可以提高到做出一些更美好的发现的。

斐：好胜心实在如您所说显得是爱假说的源泉，但它还扩展得比这更远得多。世界上最大的概然性对于要使一个贪心的人和使一个有野心的人看到他的不正确也将毫无用处；而一个情人将十分容易让自己受他情妇的欺骗，的的确确是我们很容易地相信了我们所愿信的，并且照维吉尔所指出的：

qui amant ipsi sibi somnia fingunt.
〔95〕



就是说，使人们用了两种逃避的办法，当那些最显然的概然性打击我们的情欲和偏见时就来逃避它们。第一种是想着在别人提出反驳我们的那些论证中，可能掩盖着某种诡辩。第二种是假定我们可以事先提出完全一样好或甚至更好的论证来打败对手，要是我们曾有找到这些论证所必需的技巧或帮助的话。这些用来防卫自己免受制服的办法有时是好的，但当问题已充分得到阐明，并且已把一切都计算进去了时，这些办法也是些诡辩。因为在那样以后，就有办法知道，就全体来说，概然性是在哪一边。像这样，就没有什么余地来怀疑，动物究竟是由一位有心智的原动者所指挥的运动形成的，还是由于原子的一种偶然的协同动作而形成的。就正如没有人会有世界上最少的一点犹疑，怀疑构成一篇可理解的言辞的字母，究竟是由一个专心致志的人把它们排在一起的，还是由一种乱七八糟的混合放在一起的一样。因此我认为，在这些场合，是不由我们迟延不予同意的；但当概然性较不明显时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并且我们也可以甚至满足于较适合于我们倾向的较弱的证据。我觉得，一个人倾向于他看到较少概然性的一边，这就真是不行的。知觉、认识和同意并不是任意武断的；正如当我的心灵转向它时，看到或不看到两个观念的符合，是不由我做主的一样。可是我们却可以随意地停止我们研究的进程，要不然无知和错误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一种罪过了。我们就是在这一点上行使我们的自由。诚然，在我们并无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些场合，我们就持普通的意见，或最初来到的观点，但在祸福攸关之点上，心灵就更严肃认真地致力于来衡量概然性。而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所注意时，我们在决定自己愿取哪一边方面是无可选择的，要是在双方之间有完全显然可见的差别的话，而这时将是最大的概然性决定我们的意见。

德：我归根到底是同意您的意见的，并且在以前我们谈到自由问题时已充分说明过这一点了。我那时曾指出，我们绝不是相信我们所愿信的，而是相信我们所看到最显然的；可是我们也能通过把注意力从一个不喜欢的对象转向另一个使我们喜欢的对象，而间接地使我们相信我们所愿信的，这就使得我们由于优先看到所偏爱一边的理由而最终相信它是最为概然的了。至于说到那些我们并无多大利害关系，以及我们根据一些轻微的理由就接受下来的意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既看不到有什么与之相反的东西可以使我们偏向于它的意见，和对立的意见比起来也是一样，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立的意见在我们的知觉中并没有什么可偏向某一方的东西，只觉得双方都有很多理由，因为0与1之间或2与3之间的差，是和9与10之间的差一样大的，而我们察觉到这种好处，并没有想到要加以考察，这种考察对于下判断还是必要的，但并没有什么迫使我们去这样做。

斐：我打算指出的最后一种衡量概然性的不正确尺度，就是被不正确地理解的权威，由它而陷入无知和错误的人，比其他那些尺度所造成的合在一起还多。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他们的看法除了自己的朋友或同行、同党、同国的人们所接受的意见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根据呢？这样一种学说是可敬的古代所赞成的，它是执着过去若干世纪的通行护照来到我这里的；别的人们都信奉它，这就是为什么我接受它得免于犯错误的理由。照这样的规则来选择意见，就会和抛钱打卦看正反面来决定采取什么意见一样无根据。而除了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之外，我认为要是我们能看到促使学者和党派首领们行事的秘密动机的话，就会发现那往往不是什么纯粹的对真理之爱，而是完全另一回事。至少可以肯定，没有什么意见是如此荒谬，竟不能以此为根据来加以采取，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错误意见会无人赞同的。

德：可是必须承认在很多场合我们是无法避免服从权威的。圣·奥古斯丁曾写过一本叫《De Utilitate Credenti》
〔96〕

 的很好的书，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一读。至于说到大家所接受的意见，它们有它们自己的接近于法学家们称为推定（presomption）的那种东西；而虽然我们并不是永远没有证据也非遵照它们不可，我们却也同样无权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在别人心中来摧毁它们。达就是不允许毫无理由地改变任何东西。关于从一种意见的赞成者的大多数得出的证据，从已故的尼柯尔先生发表了他的有关教会的书以来就曾进行了很大的争论
〔97〕

 ，但能从这论据所得出的一切，当问题是涉及证明一种理由而不是确证一件事实时，只能归结为我刚才所说的。而正如一百匹马并不比一匹马跑得更快，尽管它们能拉得更多；一百个人比之于单单一个人也是同样，他们并不能进行得更正确，但他们能工作得更有成效；他们并不能判断得更好，但他们将能提供更多的材料使判断在其中得以实施。这就是谚语“plus vident oculi quam oculus”
〔98〕

 所说的意思。我们在那些大会上就看到这种情形，在会上大量的考虑真正被提到了桌面上，其中也许会漏掉一两件，但往往冒一种风险就是在对所有这些考虑作出结论时没有采取最好的一边，要是没有高明的人负责来对它们加以安排和衡量的话。就是因为这样，有些罗马教会方面的精明神学家，看到这教会的权威，也就是说那具有最崇高尊严并且最为多数人所支持的教会的权威，在推理的问题上并不能确实可靠，就把它归结为仅仅是在传统的名义下对事实的确证。这就是亨利·霍尔顿
〔99〕

 的意见，他是英国人，是苏尔邦的博士，一本叫做《信仰的分析》的书的作者。在这书中，依照勒林斯的文生
〔100〕

 的commonitorium
〔101〕

 的原则，他主张在教会中并不能作出新的决定，而参加宗教会议的主教们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确证学说在他们的主教管区内被接受这一事实。这原则，只要我们停留在一般性上，看起来像是很不错的；但当我们来看事实时，就发现不同的国家长期以来就接受了不同的意见；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尽管有阿尔诺的反对感觉不到的变化的论据，人们也还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此外人们也往往不限于确证事实而是夹杂着判断。这骨子里也是格莱斯特
〔102〕

 的意见，他是巴伐利亚的一位有学问的耶稣会士，是另一本《信仰的分析》的作者，这书是得到他那修道会的神学家们的赞同的。他认为教会可以通过制定新的信条来对争论做出判决，因为圣灵的帮助对它是允许的，虽然人们最通常竭力掩盖这观点，尤其是在法国，好像教会只是说明了已确立的学说似的。但说明或者是一种已被接受的陈述，或者是一种新的陈述，是人们认为从已被接受的学说中得出来的。实际作法最通常是和第一种意义相反，而就第二种意义来说，所确立的那新的陈述，除了是一个新的信条之外又还能是什么呢？可是我并不赞成人们在宗教问题上轻视古代，我甚至认为我们可以说，上帝曾保持使那些真正的万国宗教会议迄今未犯一切与健全学说相反的错误。此外，那种宗教偏见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曾看到有些人热情地抱着一种意见，唯一的理由就在于它是他们那团体中人所接受的，或甚至仅仅因为它是和他们所不喜欢的一种宗教或一个民族中的一个人的意见相反的，虽然这问题和宗教信仰或人民利益几乎并没有什么联系。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那才真正是他们热情的源泉，但我知道他们一听到某某人已写了这样或那样的东西的消息，就会找遍图书馆，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以求找到点什么来反驳它。那些在大学里为学位论文进行答辩的人以及那些在敌手面前寻求自我突出的人，往往也是这种搞法。但对于那些为各宗派，甚至在新教之中的各宗教的信条书中所规定的，人们往往不得不发誓来信奉的学说，我们又将怎么说呢？有些人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有义务发愿信奉这些书或信条汇编中所包含的圣经中所讲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别的人们和他们的说法却相反。而在罗马教会方面的宗教团体中，人们不满足于他们的教会中已确立的学说，还对那些宣教的人规定了更狭隘的限制，如耶稣会会长克劳德·阿夸维瓦
〔103〕

 （如果我没有弄错）禁止在他们的学校中教授的那些命题就可以为证。顺便说一说，把那些为历次宗教会议、历任教皇、各主教、各修道院长、各神学院等所决定和谴责的命题作一系统的搜集汇编是好的，这对教会史会很有用处。我们可以在教授一种意见和保持一种意见之间加以区别。世界上没有任何誓言也没有任何禁令能强迫一个人继续保持同样意见，因为观点本身是不随人意的；但他可以而且应该不去教一种被看作危险的学说，除非他觉得良心迫使他非这样做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当真诚地公开宣布，并且当他负有教授责任时就应该离开他的岗位。不过要假定他能够这样做而不冒一种极端的危险，即迫使他不名誉地离职，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来调和公众和个人的权利。一方面是应该要禁止自己断定为坏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则不能推卸自己的良心所要求尽的责任。

斐：这种公众与个人之间以及不同派别的公众意见之间的对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但这些对立本身往往只是表面上的和只是在公式提法上的对立。为了对人类公平起见，我也不得不说，并没有如通常所设想那样多的人陷入了错误。这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保持了真理，而是因为事实上对于那些喧嚣不已的学说，他们绝对没有什么积极的意见，而对所说的事情上那些最表面的观念既未考察也没有存在心中，他们就决心紧紧依附他们的党派，就像那些当兵的毫不考察他们所保卫的事业一样；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表明他对宗教毫无真诚的考虑，那他只要有手和舌头随时准备着支持大家的意见，就足以使自己在那些能对他提供支持的人中成为可称许的了。

德：您对人类所说的这种公平话，并不成其为对他的称赞；而人们真诚地遵循他们的意见，比之于为利害关系而加以伪装，将是更可原谅的。可是在他们的行事中，也许有比您所让人理解的更多的真诚。因为虽对其因由并无任何认识，他们有时是一般地，有时是盲目地，但常常是具有良好信心地遵从他们曾一度承认其权威的其他人的判断，而达到一种默示的信仰（foi implicite）。的确，他们在其中所看到的利害关系，也有助于这种遵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最终形成了意见。在罗马教会中人们就满足于这种差不多是默示的信仰，也许是没有任何归因于启示的信条被断定是绝对基本的和被看作必然的necessitate medii
〔104〕

 ，也就是说，相信它是得救的绝对必要条件。它们全都是necessitate praecepti
〔105〕

 ，凭这种必然性，人们在那里教人要服从教会，如他们所说那样，以及要对在那里所提出的一切必须给予全部应有的注意，这一切全都是要受死罪的惩罚的。但这必然性，照这教会中那些最有学问的博士的意见，都只要求一种合情合理的顺从，而并不强迫绝对同意。可是贝拉明红衣主教（Le Cardinal Bellarmin）自己就认为没有什么比那种服从一种已确立的权威的儿童的信仰更好的了，并且他以赞许的口吻讲到了一个临死的人所讲的话，用这样一种兜圈子的说法逃避了魔鬼。这话是人们常常听他重复背诵的，就是：

　　我相信教会所相信的一切，

　　教会相信我所相信的。





（陈修斋　译）

论科学的分类
〔106〕



斐：现在我们的进程已到结束，并且理智的一切作用都已得到阐明了。我们的计划不是要进入知识的细节本身。可是，在结束之前，在这里通过对科学分类的考虑来对知识作个一般的回顾，也许是适宜的。凡能进入人类理智领域的，或者是物自身的本性；或者是作为原动者趋向于他的目的的，特别是趋向于他的幸福的人；或者是获得和沟通知识的各种手段。照这样科学就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它不仅包括物体及其属性，如数和形，而且也包括精神、上帝本身以及天使。第二种是实践哲学或伦理学，它教人获得良好和有用的事物的办法，并且不仅给自己提出对真理的认识，而且还有对正当的事的实践。最后第三种是逻辑学或关于记号的知识，因为λóγοζ
〔107〕

 本意指言语，而我们需要观念的记号（signes），以便能够彼此沟通思想和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自己所用。也许如果我们清楚地和尽可能细心地考虑到这最后一种科学是涉及观念和语词的，我们将会有和我们迄今所见到的不同的一种逻辑和一种批评。而这三种，即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就好像理智世界的三大领域，彼此完全分开并且各自有别。

德：这种分类在古代人那里就已经是很有名的了，因为在逻辑学名义下，他们如您所做的那样，还包括了一切有关于言语和我们思想的解释的“artes dicendi”
〔108〕

 。可是这里面是有困难的，因为关于推理、判断、发明的科学和那关于语词的语源学以及语言的用法的知识是很有区别的。语言用法是一种不确定的和武断的东西。还有，在解释语词时我们就不得不侵入那些科学本身，就像在词典中所表现的那样；而另一方面，在处理科学时我们又不能不同时给那些名辞下定义。但在这种科学分类中所发现的主要困难是：每一部分都似乎吞没了全体。首先，伦理学和逻辑学就都落入了物理学的范围，要是把物理学的范围像您刚才所说那样一般地来看的话，因为在谈到精神，也就是具有理智和意志的那些实体，以及把这理智深入说明到底时，您就会把全部逻辑学都放进去；在说明关于精神的学说中属于意志的东西时，就必须谈到善与恶、福与祸，那只要您把这学说推进到足够充分的地步，就可以把全部实践哲学都包括进去。反过来，一切也都可以作为有助于我们幸福的东西而被包括进实践哲学之中。您知道人们有道理把神学看作一门实践的科学，而法学以及医学也都同样是这样的科学。这样，在关于人类幸福或关于我们的善恶的学说中，当我们想把有助于理性所提出的目的的一切手段充分加以说明时，就将把所有这些知识都吸收进去。就是这样，茨温格在他那有关人生的系统汇编
〔109〕

 中就把一切都包括了进去，贝耶林克
〔110〕

 曾把这书打乱了照字母顺序重新加以排列。而在词典中把一切材料都照字母顺序加以处理时，那关于语言的学说（这您和古代人一样，是把它放在逻辑学中的），也就是说，在那论理的《科学》（Discursive）中，又把别的两门科学的领土侵吞了。因此您那百科全书的三大领域就继续在不断地打仗，因为每一个总是在侵犯另外两个的权利。唯名论者曾认为，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特殊的科学
〔111〕

 ，这些科学以后照着人们的安排而构成了一些整体；另外一些人则把我们知识的全体比之于一个海洋，它本是一整片，只是由武断的界线而被分成加尔多尼亚海
〔112〕

 、大西洋，埃塞俄比亚海
〔113〕

 、印度洋。通常发现，同一条真理，可以按照它所包含的名辞，同样也可按照它所依赖的词或原因，或按照它可能有的推论和结果，而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一个简单的直言命题只有两个名辞；但一个假言命题就可以有四个，且不说那些复杂的陈述语句了。一件值得记载的重大历史事实，可以放在世界通史的编年史中或放在它所发生的那个国家的国别史中，也可以放在一个有关人物的生平历史中。而假定其中牵涉到某种很美好的道德条规、某种战争的战略、对那些有助于生活的方便或人的健康的技术有用的某种发明，则这同一件历史事实就将和它所涉及的科学或技术联系起来。并且我们甚至可以在这门科学的两个地方提到它，即在这门学科的历史中，为的是来讲它的实际过程；或在那些条规中，作为例子来确证或阐明这些条规。例如，在红衣主教克西美尼（Ximénes）的生平中人们就很适当地讲到，一个摩尔人的妇女仅用按摩就治好了他的几乎已经无望了的消耗热，这事也值得在医学系统中占一席之地。这既可在消耗热一章中讲到，也可以在介绍包括这些锻炼方法在内的一种医学上的养生法时讲到，而且这种观察还有助于更好地发现这种病症的原因。另外，还可以在医学的逻辑中谈到它，这里涉及找出治疗法的技术；又可以在医学史中讲到它，为的是使人看出这些治疗方法是怎样进入人们的认识中的，这往往是借助于一些简单的经验方法，甚至是一些江湖方术。贝维洛维克
〔114〕

 曾写过一本很漂亮的书，讲古代医学，全部取材于非医学家作者，他要是一直讲到那些近代的作者，就会使他的作品更完美了。因此，同一条真理，按照它可能具有的不同关系，可以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而那些搞图书分类编目的人，对有些书就往往不知该往哪里放，因为两三个地方都同样适合，煞费踌躇。但现在让我们只来谈谈一般的学说，而把特殊的事实、历史和语言撇在一边。我发现对一切学说的真理有两种主要的处理法，其中每一种各有其价值，而把它们结合起来将是很好的。一种是综合的和理论的，把那些真理照证明的顺序加以排列，像数学家们所做的那样，这样就使每个命题都在它所依赖的那些命题之后。另一种处理法是分析的和实践的，从人的目的开始，也就是从那些善开始，善的最高点就是幸福，并顺次寻求用以得到这些善或避免相反的恶的种种手段。这两种方法在一般的百科全书中有其地位，同时有些人在各门特殊科学中也曾实行这些方法。就几何学本身而言，欧几里得是将其作为一门科学综合地加以处理的，有些人也曾将其作为一门技术来处理，却又还可以在这种形式下以推证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形式甚至可表现出某种发明。好比有人提出要来度量一切种类的平面图形，并从直线图形开始，想着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割成几个三角形，而每个三角形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一半，平行四边形又可以化为矩形，而矩形的度量是很容易的。但同时使用这两种处理法来编写百科全书时，我们可以采取参照的措施来避免重复。这两种处理法应该再结合第三种按照名词的处理法，这其实只是一种索引，或者是有系统地分类性质的。把名词按照一定的范畴来加以排列，这将是对一切概念
〔115〕

 都共同的，或者是按照学者们接受的语言照字母顺序排列。而这种索引，对于一起找到一个名词并以足可注意的方式出现于其中的所有命题，是必需的。因为按照前两种途径，各条真理是按它们的起源或用途排列的，那些相关于同一名词的真理，是不能全都在一起找到的。例如，对于欧几里得，当他教人如何平分一个角时，就不允许在这里加上如何三等分一个角的办法，因为这样就必须讲到圆锥截线，而在这地方还不能有关于圆锥截线的知识
〔116〕

 。但索引可以而且应该指出有关同一题材的各个重要命题所在的地方，而在几何学上我们还缺少这样一种索引。这种索引有很大用处，甚至可以使发明变得更容易，从而推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因为它将解除记忆之劳苦，并常可使我们免于吃那种重新去找本已找到了的东西的苦头。而这些索引，在其他一些推理技术比较无能为力的科学中，还以更强有力的理由有其用处，而在医学中是极其必需的。但作出这样一些索引的技术，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在考虑这三种处理法时，我发觉很奇怪的是，它们正相当于您所重新提出的那种古代分类法，即把科学或哲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论理的，或分为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因为综合的处理法相当于理论的，分析的相当于实践的，而那种按照名词的索引的处理法，相当于逻辑学。所以这种古代的分类法也完全能行，只要把它照我刚才对这些处理法所解释的来理解，也就是说，不是作为各自不同的科学，而是作为同一些真理的不同安排，就我们断定把它们加以重复是适当的这一范围而言。还有一种把科学按照学科和专业来分的民事的分类法（division civile），在大学里和在图书编目方面就用这种分类法；而德劳德
〔117〕

 和他的后继者李本纽斯
〔118〕

 ，曾给我们留下了最庞大但并不是最好的图书目录。他们不是按照格斯纳
〔119〕

 的《汇编》（Pandectes）的方法（那是完全照系统分类的），而是满足于用题材的大分类法（差不多就像图书馆的一样），按照（如人们所称的）四大学科，即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分类，然后把每一学科的书名按所包含的主要名词的字母顺序加以排列。这就使这些作者大为轻松了，因为他就不需要去看这书也不必懂书中所讲的问题，但这对别人就没有足够的用处，除非是注出这些书参考了其他同类意义的哪些书。因为且不说他们造成的大量错误，我们看到往往同一件事被叫做不同的名称，例如，observationes juris, miscellanea, conjectanea, electa, semestria, probabilia, benedicta
〔120〕

 ，以及许多其他类似名目。法学家们的这样一些书只意味着罗马法的一些杂拌。这就是为什么对资料做系统分类的处理无疑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和很充分的、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名词和作者的索引结合起来，而按照四大学科的那种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民事的分类法也并不是可轻视的。神学处理永恒的幸福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是就其依赖于灵魂和良心的范围内而言的。这就好像是一种相关于人们所说是de foro interno
〔121〕

 ，以及用那些看不见的实体和心智的法学。法学是以政府和法律为对象，它的目标也是人的幸福，而这是就我们可以用外部的、感觉得到的东西来促进它的范围来说的。但它主要的只是相关于依赖精神的本性的东西，而并不深深进入物质性事物的细节。物质性事物的本性是它所假定的，为的是用它们作为手段。这样它就立即摆脱了很大的一点，就是有关人的身体的健康、强壮和完善的问题，而把这一点让给医学学科去处理。有些人曾不无理由地认为，我们可以在其他学科之外再加上经济学学科，它包括数学和力学的技术，以及一切有关人的生计以及生活的方便等方面的细节，其中将包括农学和建筑学。但人们把不包括在那三个被称为较高级的学科中的一切都留给哲学学科。这种做法很坏，因为这并没有给那些属于这第四门学科的人什么办法，来像教其他学科的人所能做的那样，通过实践使自己完善起来。这样，也许除了数学之外，人们就把哲学学科只看作其他学科的一种引论
〔122〕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希望青年人学习历史和说话的技术，以及初步学点神学和自然法学，这是和在形而上学或精神学（pneumatique）、伦理学和政治学名义下所讲的神圣的法和人类的法彼此独立的；还稍稍学一点物理学，以供年轻医生之用。这就是依照教授科学的学者的团体和专业所作的科学的民事分类法，且不说那样一些人的专业，他们是用言辞之外的其他方式为公众工作的，并且是应该受真正的学者指导的，要是知识的尺度得到很好理解的话。甚至在较高贵的手工技术中，“知”也曾经是和“行”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并且将能更进一步这样做。正如事实上在医学上人们就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不仅从前在古代人那里是如比（那时医学家也同时是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而且今天，尤其在那些化学家们那里也是这样，这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在战争方面，在那些教所谓体操的人那里也可以看到，正如在画家或雕刻家以及音乐家和其他若干种类的精通艺术的人（virtuosi）那里也可看到一样。而如果所有这些专业和技术乃至手艺的原则，是在哲学家们或某种其他能够这样的学科的学者那里被实践地教授，这些学者就将真正成为人类的导师。但文化和青年教育的现状，以及政治的现状方面许多事情因此都得改变。而当我考虑到从一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在知识上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并且在使自己更为幸福地进展到更远时，我毫不失望地预期，在一个更太平的时期，在上帝为了人类的善可能降生的某一位伟大君主的统治下，人们将会得到很大的改进
〔123〕

 。





（陈修斋　译）

注　释


〔1〕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人类理智新论》是莱布尼茨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对洛克《人类理智论》的反驳，文章中“斐拉莱特”（简称“斐”）代表洛克观点，“德奥斐勒”（简称“德”）代表莱布尼茨的观点。本文莱布尼茨站在唯心主义唯理论和维护天赋观念说的立场，从“单子论”和“前定和谐”的观点出发，对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虽然莱布尼茨在本文中总的原则和立场是错误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但也包含合理辩证法因素，一定范围内克服了唯理论的片面性。


〔2〕
 　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拉丁名Petrus Ramus，1515～1572，法国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竭力反对经院哲学家所讲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想制订一种把逻辑和修辞结合起来的更简单而更有根据的逻辑学。在他之后逻辑学家就长期分为“拉梅派”和“反拉梅派”，也有一些“半拉梅派”，如亚尔斯台德（Alsted，1588～1638）等。这里所指的也许就是亚尔斯台德·他就把argumentum分为argumentum simplex（即莱布尼茨所说的Thème incomple——不复杂的论题）和argumentum complexum（Thème complexe——复杂的论题）。


〔3〕
 　“Topiques”一词源出希腊文“Tοπíεω”，本义通常是指有关于位置或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的一篇逻辑著作，名为“Topiques”，通常译作《正位篇》。据他自己说这是指从得到一般认可的事物得出结论的方法或理论，这里姑且译作“推论法”。


〔4〕
 　这里所说的“描述”，是就所谓“名义的定义”的意义下来说的，对实际不可能的东西也可以下“名义的定义”。


〔5〕
 　斯坎底亚诺伯爵（Comte de Scandiano），据英译者注系指Matteo Maria Boinardo，约1434～1494，是《奥兰多·英纳莫拉多》（Orlando Innamorato）一书的作者，该书有人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合乎骑士风的诗歌”，是“一部创造发明天才的杰作”，它就是亚里奥斯多（Ariosto，1474～1533，意大利作家）的《奥兰多·富利奥索》（Orlando Furioso）一书所据的蓝本。


〔6〕
 　《Amadis de Gaula》，被认为是中世纪骑士小说中最好的，据说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宫廷中的一个骑土罗贝拉（Vasco de Lobeira）所作，约发表于1390年。原书已失，现在留下的最老版本是西班牙文的散文译本，有意、德、英等各国文字译本。


〔7〕
 　琉善，公元2世纪希腊哲学家和讽刺作家。所谓《真的故事》是一部很机智的讽刺作品，所写的完全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些故事，对以后拉伯雷、斯威夫特、西拉诺等人的同类作品很有影响。


〔8〕
 　西拉诺（Cyrano de Bergerac），约1620～1655，法国作家，著有哲理性的幻想小说《太阳上的国家和帝国的喜剧故事》，还写了《月亮上的国家和帝国喜剧故事》。


〔9〕
 　拉丁文，意即“预备体操”。


〔10〕
 　参阅本文关于“Topiques”的注（第68页注①）。


〔11〕
 　莱布尼茨把洛克的四种符合或不符合归结为“比较”和“协同”两种，因而对“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并把存在看作对象和自我的协同。这种协同的关系，莱布尼茨是用“前定和谐”的学说来说明的。


〔12〕
 　Johann Scheybl，拉丁名Scheubelius，1494～1570，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数学教授。


〔13〕
 　Christian Herlinus，生平不详，莱布尼茨在《Meditationes de Cog, verit. et ideis》的末尾曾提到他和达西波德（Conrad Dasypodius，1532～1600，斯特拉斯堡大学数学教授）合编《欧几里得六卷几何分析》（Analysis Geomctriae Sex Librorum Euclidis, etc.）一书。


〔14〕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15〕
 　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是一位耶稣会士和杰出的数学家，罗马的数学教授。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曾任用他来改革历法，“格里高利历”的主要计算工作就是他做的，有“16世纪的欧几里得”之称。


〔16〕
 　据英译本转引德译者夏尔许米特的注释，莱布尼茨的这个无穷级数，就是[image: alt]
 它表示圆和外接正方形之间得到的比例。这无穷级数是莱布尼茨在认识惠更斯之前，也在他发明微积分之前就发现的。

莱布尼茨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求出和曲线等长的直线的方法以及“化圆为方”，即求出和一个圆的面积精确地相等的正方形的方法问题，或π的计算和作图问题。对此他把一种“通常的”或代数的和一种“非常的”或现在所谓“超越’（transcendental）方程区别开。问题是要证明π不能是任何有整数作为系数的方程的根，或者说π是非代数的。“化圆为方”很久以来就已知道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莱布尼茨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它的不可解只是到后来才得到证明的。因为当时高等代数还未发展到这一步。直到1882年，柯尼斯堡的林德曼（Lindemann）才第一次确切证明了π的非代数的性质，并证明了用直尺和圆规做出和一个已知的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是不可能的。


〔17〕
 　Ie Pensionaire Jean de Witt，1625～1672，17世纪荷兰的著名政治家，坚决反对奥兰治王室，后在一次政变中和他的兄弟Cornelius一起被杀。德·维特兄弟都是当时荷兰的民主政治家，他曾领导尼德兰共和国达20年，与斯宾诺莎也有交往。


〔18〕
 　这个问题是莱布尼茨和洛克之间所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洛克的观点虽基本倾向唯物主义，但十分含糊、动摇，很不彻底，而莱布尼茨的观点则是彻底唯心主义的。


〔19〕
 　“单元”原文为“unité”，通常译作“统一性”或“统一体”，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实即指“单子”，姑且译作“单元”，以暗示其与“单子”实为同一个东西。


〔20〕
 　le monde intelligible des substances，“可知”也译作“可理解的”，与“可见的”或“可感觉的”相对。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是与“可见世界”即感性的物质世界相对的“可知世界”。这里也显然表明莱布尼茨的哲学是和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一脉相承的。


〔21〕
 　Etat de vision，这是指有些宗教迷信者那种自以为直接见到了上帝或神灵的神秘状态。


〔22〕
 　这里所谓“想象”（imaginer），就是指所谓“形象思维”或“图画式的思想”，是与“理解”即抽象的理论思维相对立的。莱布尼茨的意思是他的“前定和谐”学说和“单子”之类都只能靠抽象的理论思维来把握而不能用“形象思维”来把握。


〔23〕
 　les causes occasionnelles，这本是指以笛卡儿派的唯心主义者马勒伯朗士等为代表的所谓“偶因论者”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身体和灵魂是不能相互影响的，是上帝借身体做某种运动的机会在灵魂中引起某种思想或观念，又或借灵魂中产生某种思想的机会在身体中引起某种运动，因此身体对于灵魂或灵魂对于身体都只起“偶因”的作用，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原因。


〔24〕
 　拉丁文，意即：“以及所有那些经院中捏造出来的无聊玩意儿。”


〔25〕
 　见“通论知识”一节中，“德”及注（第68页注④）。


〔26〕
 　拉丁文，意为“递增法”。这是指这样一种法律；例如一个人生前已立下遗嘱将遗产分给他的四个子女，而其中一个子女在他死之前就死了，则已死的遗产继承人所应得的一份，就由其他三个子女按本身应得份额的比例继承，即分别按比例“递增”了那一份中的一部分。这就叫“递增法”。


〔27〕
 　莱布尼茨这里是指他的《论身份》（De Conditionibus）这一学位论文，这是他1665年在莱比锡在舒温登道夫（L. Schwcndendörfer）教授主持下进行答辩的。原稿已遗失，现存的是他在1672年经过修订的稿子。在他关于法学的一个集子中可以找到。见Dutens编的《全集》第四卷第三部分。


〔28〕
 　《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 》，见G本第四卷第27页以下，E本第6页以下，是莱布尼茨1666年在莱比锡发表的。这里所说的盗印本是1690年在法兰克福出现的，莱布尼茨在1691年2月号的“Acta Erud.”上对它作了评论。


〔29〕
 　Erhard Weigel，1625～1699，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1653年以后在耶拿任数学教授，1663年莱布尼茨在耶拿学习时，他是莱布尼茨的第一位数学老师。魏格尔也是一位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曾以毕达哥拉派的原则为依据，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从而企图以一种数学方法来阐述道德哲学。


〔30〕
 　Samuel Puffendorff，1632～1694，德国史学家和法学家，公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也曾在耶拿就学于魏格尔，并与他有密切友谊，在治学方法上深受他的影响。莱布尼茨曾对普芬道夫及其作品作了尖锐批评。在自然法和公法的观点上和他有分歧，但也受其影响。


〔31〕
 　Cebes，希腊哲学家，是苏格拉底的门徒之一，原属毕达哥拉派，苏格拉底死时在场的人之一，见柏拉图《斐多篇》59c、60c以下等处。他的“图表”据策勒（Zeller）的《希腊哲学》认为“肯定是伪造的”。


〔32〕
 　拉丁文，按字面意思为“关于推证城墙内外空地的高级科学”，意指烦琐的推证。


〔33〕
 　莱布尼茨曾计划要把推证的科学或逻辑学中有关证明的方法那部分加以扩大和改进。逻辑中的证明方法部分，他觉得到他那时为止都太狭窄，并且实际上和数学方法是一样的。他这计划和他要搞一种“普遍的文字”的计划是密切联系的，但并不是一回事。可是他的计划始终并没有实现，只留下了一些初步的纲要式的草稿，可看出他的一些想法。可参看其《推进科学的规则》（Préceptes pour avancer les sciences），见E本第165～171页，G本第七卷第157页以下（较完全）。


〔34〕
 　参阅《旧约·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35〕
 　“Mercure Galant”，是好几种期刊的名称，内容有政治的、文学的和各种消息、广告。特别是1672年由De Visé创办的一种期刊，以后除短期中断外，曾一直延续到1853年。莱布尼茨在给人的一封信中表明曾想搜集到他那时为止的全套这种期刊。


〔36〕
 　莱布尼茨这里用的名辞是“l'analyse infinitésimale”（“无穷小的分析”），实即指微积分。莱布尼茨和牛顿谁是微积分的最初发明人的问题曾经长期争论不休，现在已可确定两人是各自独立发明的。本书英译本注认为是牛顿继伽利略以其关于落体的加速度的定律为万有引力的学说开辟了道路之后，在其《原理》中第一次将微积分系统地应用于物理学。


〔37〕
 　Francesco Maurolico （Maurolycus），1494～1575，意大利的著名数学家，他的父亲原是希腊人，在意大利各地教授数学。他曾研究了眼球构造，寻求解释视觉现象，并正确地描述了光线通过角膜、水晶体等的过程，但当他发现他的理论将导致承认在视网膜上的物象是颠倒的时，就大为惊骇而停止研究了。莱布尼茨这里所指的是他关于透视和虹的一篇论文《关于透视和虹的问题》（Problcmata ad Pcrspectivam et Iridem Pertincntia），附载于他的《关于火光的明暗及透视的理论》（Thcoremata dc Lumine et Umbra ad Perspectivam Radiorum Incidentium），威尼斯，1575年。


〔38〕
 　Marc Antoine de Dominis，1566～1624，是意大利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教授，也是一个大主教，但在教会政治观点上却是个共和派，强烈反对教皇权力至上的理论，因而他的书被宣布为异端，本人被投入监狱，可能是被毒死的。他也曾第一次企图提出关于虹的理论，正确地论述了光线通过雨点折射的情况，因而曾受到牛顿的称赞。但他还未能正确地说明观察者看到虹的光线的角度问题。


〔39〕
 　Icare（Iearus），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曾以腊黏羽翼飞上高空，因离太阳太近，腊熔化，羽翼脱落，堕入爱琴海而死。常用以比喻计划野心过大，因而失败牺牲的人。


〔40〕
 　Bonifacc，本名Winfrid，是盎格罗萨克森的本笃会僧侣，教皇格里高利二世赐名为Bonifacius，680～755，是被派往日耳曼人中的使徒，在748年被任为美茵兹（Mayence，即Mainz）的大主教。


〔41〕
 　St. Fergil，以其拉丁化名字“Virgilius”为人所知，本是爱尔兰的一位教士，来到巴伐利亚，最初为萨尔兹堡（Salzburg）的圣彼得修道院院长，最后在755年包尼法斯殉教，又在萨尔兹堡的主教约翰死后，于766或767年被任命为萨尔兹堡的主教。死于789年。他作为主教的最后一次活动就是访问他的整个主教管区，曾在加林底亚（Carinthie）作了长期访问，他和包尼法斯之间在两个问题上曾有冲突。一个是关于一种仪式不完备的非正式的洗礼是否有效的问题，维吉尔主张有效，包尼法斯认为无效。另一个就是关于“对跖地”的问题，维吉尔发表了一篇哲学论文，主张大地是球形的，因此有地球对面的“对跖地”、“对跖人”，包尼法斯认为这会意味着有两个人类，其中一类人不是亚当的子孙，因此没有“原罪”，也就无需乎“救赎”，所以这学说当被宣布为异端。教皇札克利（Zachary）在给包尼法斯的一封信中也肯定认为有另一世界和地下的另一人类的学说是异端。但维吉尔表明他的思想完全是科学上的，根本不涉及神学上的“原罪”和“人类的统一性”问题，因此得免于被判为异端，并在1233年由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追认为“圣徒”。


〔42〕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43〕
 　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第一部分第四章）中有这样的一些话：“‘真’和‘假’”是语言的属性而不是事物的属性……”；“有鉴于真理就在于我们的肯定命题中诸名称的正确安排，因此一个寻求确切真理的人必须记得他所用的每一个名辞代表着什么，并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莱布尼茨曾认为“奥康本人也未尝比现在的托马斯·霍布斯更是一个唯名论者，我觉得其实霍布斯比一个唯名论者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霍布斯虽在当时是个比较彻底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但由于其唯名论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许多地方常常背离了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并且在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斗争中，他虽然基本上是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但也表现出折中主义的倾向，容纳了许多唯理论的观点。他的学说中是包含着许多矛盾的。莱布尼茨虽然是个唯心主义者，但由于有些辩证法观点，有时倒是能抓住霍布斯以及洛克等经验论者一些形而上学观点的弱点。像这里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其他地方也有不少。


〔44〕
 　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第二卷第三十二章中是和亚里士多德在《前解释篇》Ⅰ，16a，12中所说的观点一样，主张真和假不能对单个观念而言而只能是就观念在判断或命题中的结合而言的，而莱布尼茨在这一段本质上也是持同样的观点的。他说他归之于观念的真理性，其实是指肯定观念对象的可能性的那命题的真理性，就是表明这个意思。这样的“真”或“假”的观念，应该被看作只是一个缩短了的命题，或者看作是隐含着命题的。如“正十边形”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假的，虽然我们可以有它的名义的定义，但这图形是不可能的。


〔45〕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46〕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47〕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48〕
 　参阅《创世记》第六至八章。


〔49〕
 　les Sociniens，追随16世纪意大利神学家Faustus Socinus的教义者，他们否定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魔鬼的人格、人类的原罪等。


〔50〕
 　这里所说的“改革派”（les Reformés）是指天主教本身一些主张做适当改良的派别，而不是指将天主教改为新教的各派；“福音派”（les Evangeliques）则指“路德派”等新教派别。


〔51〕
 　Stegmannus。莱布尼茨在《神正论》前言§16中也提到他叫“Christopher Stegmann”，是Joachim Stegmann最小的弟弟。Joachim写过许多数学和神学著作，死于1632年。Christopher写过一部作品《Dyas philosophica》，也许就是这里莱布尼茨所说的《形而上学》。


〔52〕
 　Joshua Stegmann，1588～1632，一位德国路德派教士，在来比锡等地当过教授，写过很多神学著作。莱布尼茨在《神正论》前言§62也提到过他。


〔53〕
 　Keslerus，即Andreas Kessler，1595～1643，一位德国路德派教士，曾在耶拿等地读书，后来在爱森纳赫、柯堡等地当牧师，写过许多著作反对索西奴斯派。莱布尼茨在《神正论》前言§16中也提到他。


〔54〕
 　Honoré Fabri，1607～1688，法国数学家、哲学家，是一位耶稣会士，曾在耶稣会于里昂办的学校中教授哲学和数学，后来当了罗马教廷的秘书处长。莱布尼茨把他看作是当时最杰出的人之一，在其著作中曾屡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到他，并曾与他多次通信。他所作的《神学大全》（Summula Theologiae），1669年于里昂出版。


〔55〕
 　Duns Scot．，约1274～1308，英国著名经院哲学家，和托马斯阿奎那相敌对的。


〔56〕
 　Nicolas Vedel（或Nicolaus Vedelius），死于1642年，是一位德国的加尔文派教士，曾在日内瓦教授哲学，又在德芬特教授神学和希伯来文，最后在法兰克尔教神学直到去世。参阅《神正论》前言§20，§67。


〔57〕
 　拉丁文，意即《神学的理性化》，1628年发表于日内瓦。


〔58〕
 　Johannes Musaeus，1613～1681，德国路德派教士，曾在耶拿教授历史和神学，是他那时代最重要的路德派神学家之一，并被公认为十分博学。参阅《神正论》前言§20，§67。


〔59〕
 　William of Occam（或Okam），生年不详，死于1347年，著名的英国唯名论哲学家，对唯名论学说作了发展，接近于“概念论”。


〔60〕
 　照原文，作“quel moyen qu'on employe”，也有版本作“que le moyen qu'on emploie”；若照后者，则此句当译作：“对于同一个结论的知识和用来证明它的方法是相同的。”夏尔许米特译本此处加注说：“换句话说，我们在推理中是必然在兜圈子的。”究竟以何者为正确，需核查奥康的原文，但迄今尚未能找到，姑存疑。


〔61〕
 　Ulrich Zwingli，1484～1531，瑞士的宗教改革家，与路德在德国从事宗教改革约略同时，他在瑞士也进行了宗教改革，主张废除教士的独身制及废除弥撒等。他死后，他的信徒就分别与加尔文派及路德派合并了。


〔62〕
 　Hérode，当系指Hérode Antipas，他在公元前4年至公元39年为犹太人的王。据《圣经》所说，耶稣在死前受审时曾被彼拉多送给希律去审，希律又送回给彼拉多。参阅《路迦福音》第二十三章。


〔63〕
 　Bartholcmew Keckermann，1573～1609，德国学者，曾在海德堡教授希伯来文，后在但泽的大学预科教授哲学，曾为教学编了许多书，把各门科学都表现得很有系统，《神正论》前言§59也提到他。


〔64〕
 　Raymond Lulle（或Lully），1234（或1235～1315），西班牙作家和炼金术士，以其《大技术》（Ars Magna）闻名。曾致力于以理性来证明三位一体，这种思想和奥古斯丁有密切联系。他也企图证明基督教的理论具有内在固有的合理性，以反对阿威罗伊主义者的论断。


〔65〕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ément d'Alexandrie，生于约150～160年，死于约220年），基督教会早期的博士，3世纪时最重要的护教者之一；殉教者尤斯丁（Justin Martyr，生于约114年，约165年殉教）为《为基督教辩护》一书的作者，也是一个著名的护教者；金口约翰（Jean Chrysostome，因其以雄辩闻名，称为“金口”，约347～407），也是基督教的著名教父之一。克莱门和尤斯丁都是作为受过希腊哲学训练的思想家进入基督教会的，他们把希腊哲学看作是上帝所赐予以准备更好地信基督教的礼物。金口约翰也受过希腊修辞学、演说术的训练，他也认为希腊文化是来自上帝的。这些情况自然使他们有以理性来论证基督教义的倾向。


〔66〕
 　Paul Fontanier-Péllison，1629～1693，法国学者，最初学法律，后来弃而从事于文学，曾被任命为路易十四的史官。他本来是新教徒，为担任这史官职务就不得不改信天主教。他曾和莱布尼茨有大量通信，讨论宗教和神学问题。Dutens编的和Foucher de Careil编的莱布尼茨著作集中都收集了这些通信，后者尤为完备。这里所提到的这信，见Dutens本的卷一，第634～681页，Foucher de Carcil本的卷一，第55～66页。


〔67〕
 　Didier Erasme（或Erasmus），1467～1536，荷兰的作家和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著有《愚神礼赞》等。


〔68〕
 　Juan Ludvicus Vives，1492～1540，西班牙的学者和哲学家，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主张依靠经验和理性直接研究自然，为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先驱之一。


〔69〕
 　Jaques Payva Andradius（或Diego Payva d'Andrada），1528～1575，葡萄牙神学家，出身于葡萄牙一个最大的贵族家庭。在其著作中也曾支持茨温格利和爱拉斯谟关于异教徒也能得救的意见，因而常被新教徒所引用。


〔70〕
 　Concile de Trente，1545～1563年，在意大利特棱特城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宗教会议上因面临新教徒的挑战决定了对天主教作一些改革。


〔71〕
 　拉丁文，大意是：“他说，不要使他越来越残酷。”


〔72〕
 　Martin Chemnitz（或Chemnitius），1522～1586，德国路德派的神学家，曾被看作是紧接路德之后时期的最能干的神学家，对路德教的教义和组织曾做出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贡献。


〔73〕
 　Francesco Collio，拉丁名Collius（原书各版本均作Collins，系误），？～1640年，意大利神学家，在其《论异教徒的灵魂》（De Animabus Paganorum）中讨论了异教徒得救的问题。


〔74〕
 　Francis de la Mothe le Vayer，1588～1672，法国作家和哲学家，曾做路易十四的教师，这里所提到的书是指他的《论异教徒的德性》（Dela Vertu des Paiens），1642年初版于巴黎。


〔75〕
 　Francesco Pucci，拉丁名Puccius，死于1660年，意大利神学家。他最初接受很多新教观点，并曾采取索西奴斯派“异端”观点，后来又变成天主教徒。他主张任何人凭理想的自然力量或对造物主的自然信仰，即使不知道耶稣基督，也都能得救。并企图引用圣经和教父们的言论来论证他的观点。


〔76〕
 　奥古斯丁的著作中许多处都表明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由于人生而具有“原罪”，若未经受洗以“赎罪”，则虽是婴儿死去也当因“原罪”而受罚，只是受罚最轻就是了。


〔77〕
 　茨温格利在他的《论天道》（De Providentia）一文中，提出一条原则，认为承认真正的神并且过有道德生活的异教徒，像苏格拉底、塞涅卡那样的人，虽不信基督教也是能得救的。他把这原则也扩充到一切并不知道福音的人。


〔78〕
 　Pelagius，5世纪英国教士，他所创立的“异端”教派否认“原罪”，主张人的意志自由和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得救。


〔79〕
 　Claude Pajon，1626～1685，法国的新教神学家。他主张：在改信宗教的活动中，圣灵并不直接地或不可抗拒地作用于人心，而是灵魂自身主动地让自己为在圣经上所发现的真理的有效词句所说服，圣灵的影响是和这种词句密切联系着的。他的观点是路德派和天主教改革派都反对的。


〔80〕
 　拉丁文，意即：“对隐秘的事物犹豫比对不确定的事物进行争论要好些。”


〔81〕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82〕
 　Honorius，395～423的西罗马帝国皇帝，最昏庸的末代皇帝之一。


〔83〕
 　这逸事见于乔凡尼·巴蒂斯塔·伊纳爵（Giovanni Batista Egnazio，1473～1553）的《论罗马人的君主》（De Romanis Principibus）, Lib［1］，威尼斯，1516年，近第一卷之末。


〔84〕
 　拉丁文，意即：“诸事的总结。”


〔85〕
 　拉丁文，意即：“国事简录。”


〔86〕
 　拉丁文，意即：“记录各种知识的袖珍笔记本。”


〔87〕
 　Urim et thumin，见旧约《利未记》第八章第八节。


〔88〕
 　les Evangeliques，即指路德派。


〔89〕
 　l'Eucharistie，也作“圣餐物”，即指基督教会中做弥撒举行“领圣餐”仪式时，用来当作耶稣的肉和血的面包和酒，特别是指面包。关于“圣体”，天主教和新教各派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曾争论不休。


〔90〕
 　Theodore de Bèze（或Beza），1519～1605，加尔文的门徒和继承人，继加尔文之后为法国和瑞士加尔文派教会的首领。


〔91〕
 　Melancthon，1497～1560，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路德的朋友，奥格斯堡信条（见本段上文）的编纂者之一，他后来一生效力于建立新教各派乃至与天主教的联合。


〔92〕
 　参阅笛卡儿《哲学原理》第三部分§48以下。这些是笛卡儿关于宇宙形成的“漩涡”理论的一部分。


〔93〕
 　Eustachio Divini，约1620～约1660，意大利的力学家、光学家和天文学家，以擅长制作光学仪器，特别是望远镜著名，被认为是一本企图驳斥惠更斯的关于土星的理论的拉丁文小书的作者，但这书很可能其实是法布利作的。


〔94〕
 　拉丁文，意即：“大地城堡都隐退。”


〔95〕
 　拉丁文，意即：“他们自己都喜欢做梦。”


〔96〕
 　拉丁文，意即《论信仰的益处》。


〔97〕
 　Pierre Nicole，1625～1695，是最著名的王港（Port Royal）逻辑学家之一，仅次于阿尔诺（Arnauld）和巴斯噶（Pascal），和阿尔诺合著著名的《思维术》或《王港逻辑》。他的最重要著作是《道德论》（Essais de Morale, Paris，1671～1674年）。莱布尼茨这里所指的神学上的争论，见于他的《论教会的统一对茹利安的新系统的驳斥》，其中讨论了罗马天主教会是否可允许自己采取“宣称信教者占大多数”的论据的问题。这论据无疑是成问题的，培尔在其《历史批判辞典》中有关于他的《论教会的统一》的论述。


〔98〕
 　拉丁文，意即：“几只眼睛比一只眼睛看见的更多。”


〔99〕
 　Henry Holden，1596～1662，是英国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在苏尔邦毕业后就在那里任神学教授。在1647年他曾向英国下议院提出请愿，要求对天主教徒实行宽容，只要他们发誓忠顺。他的《神圣信仰分析》（Divinae Fidci Analysis）是简明叙述与意见问题有区别的天主教信条的，1652年出版于巴黎，附有一篇讨论宗教分裂问题的论文。


〔100〕
 　St. Vincent de Lerins，死于约450年，出身是高卢人，早期天主教的一位“圣徒”。他的《反对一切叛教的新贵族的指令》（Adversus profanas omnium novitates haereticorum commonitorium），写于434年，强烈主张传统的权威，反对一切宗教和学说上的革新，在其中第二章提出了著名的检验正统天主教信仰的三重标准，即“到处相信，永远相信，和所有的人都相信的。”


〔101〕
 　即指本页注④中文生的著作。


〔102〕
 　Jac. Grester，1561～1625，一位博学的耶稣会士，曾多年在英果尔斯塔特（Ingolstadt）任哲学和神学教授，他著作很多，虽很博学，但缺乏批判能力。


〔103〕
 　Claudius Aquaviva，1543～1615，于1581～1615年间任耶稣会会长。


〔104〕
 　拉丁文，意即：“中介的必然性。”


〔105〕
 　拉丁文，意即：“命令规定的必然性。”


〔106〕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107〕
 　希腊文，通常即音译为“逻各斯”，或译作“道”，“逻辑”（logique）一词本从此词变化而来。


〔108〕
 　拉丁文，意即“论断的技术”。


〔109〕
 　即指Zwinger的《人生的舞台》（Theatrum Vitae Humane），这是一位瑞士的著名医生温格所编的一部书，是将他岳父李柯斯泰尼所搜集而托付给他的材料编辑而成的，是一部包含很多历史事实、逸事以及好奇和激动人的观察的巨编。


〔110〕
 　Laurent Beycrlinck（或Beierlynck），原书作Beyerling，1578～1627，是一位佛兰德斯的学者，曾任Vaulx的诗学和修辞学教授。曾把茨温格的《人生的舞台》加以修改补充，并改照字母顺序排列重新出版。


〔111〕
 　照一些极端唯名论者的观点，一切共相既都只是抽象名称而不是实在的东西，因此我们只有对个别或特殊的事物才有真正的知识或真理，并从而主张有多少特殊的真理就有多少门科学。


〔112〕
 　Calédonien，本为苏格兰古称，疑指北海。


〔113〕
 　疑指红海。


〔114〕
 　Jan Van Beverwyck，拉丁名Beverovicius，1594～1647，一位著名的荷兰医生，医学教授，也曾任Dordrecht市长等多种公职。他曾致力于简化治病处方的方法，并曾发表过很多著作，配有铜版插图和荷兰著名诗人卡茨（Jakob Cats）的诗，当时曾很轰动，其中之一就是莱布尼茨这里所指的《古老的医学观念》（Idea Medicinae Veterum）Lugd, Bat. ，1657年。


〔115〕
 　在这里“notions”译成“概念”，也有译成“民族”。


〔116〕
 　按欧几里得继承了柏拉图的传统，认为只有直线与圆是完善的图形，因此作图时规定只许用直尺和圆规，在这样的规定下，三等分角就成了一个难题，为所谓古希腊三大难题之一。到19世纪才发现，用圆规直尺三等分任意一角是不可能的，但若准许用双曲线，则此问题可以解决。“圆锥截线”（sections coniques）即椭圆、双曲线、抛物线之总称。


〔117〕
 　Georg Draud，拉丁名Draudius，1573～1630或1635，德国的目录学家，曾在马堡大学学习，做过校对等工作。他是最早企图编纂一本范围广泛的系统书目的。他在1611年所编写出版的图书目录是到当时已印出的图书中最完备的一本目录。


〔118〕
 　Martin Lipenius，1630～1692，德国博学的目录学家，他在1679～1685年间先后出版了法学、医学、哲学、神学四本图书目录，都是照书名而不是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编排的。


〔119〕
 　Conrad Gesner，1516～1565，德国学者，因其博学，有“德国的普林尼”之称。他所编纂的古今图书总目录，包含着所知的一切现存或已散失、已发表的希伯莱文、希腊文、拉丁文的书籍目录，并有许多评论。第一部是照作者姓名字母的顺序编排的，第二部共分21卷，是照题材编排的，其中医学的一卷因作者认为太不完备始终未发表。


〔120〕
 　拉丁文，词义顺次为：“法律上的观察，杂录的、猜测的、选择的、掺半的、概然的和祝颂的。”


〔121〕
 　拉丁文，意即：“属于内心的。”


〔122〕
 　这里所说的“哲学学科”是广义的，相当于所谓“人文科学”或“文科”。欧洲从中世纪以来在很长时期内，在大学中都习惯于分为神学、法学、医学、哲学等四科或四个“学院”，而以文科或“哲学”作为其他各科的“引论”，即作为其他较高级专业课程的预备课程。


〔123〕
 　莱布尼茨经常谋求一些君主的同情和帮助，来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例如他就曾向波兰的国王、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以及奥国皇帝等等建议，在各国首都建立科学院。据说也曾向我国清朝的康熙皇帝提过类似的建议。特别对于彼得大帝，他曾希望他能成为“俄国的梭仑”。由于欧洲当时的统治者正忙于彼此争权夺利的战争，他的企图大都以失败告终，只是经过许多周折最终在柏林建立了一所科学院，他本人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莱布尼茨论现念







通论观念并考察人的心灵是否永远在思想
〔1〕



斐：在考察了观念是否天赋的问题以后，让我们来考察观念的本性和它们的区别。观念是思想的对象，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德：我承认这一点，只要您加上一点，说这是一种内在的直接的对象，并且这对象是事物的本性或性质的表现。如果观念是思想的形式，那么它将是和与之相应的现实的思想同时产生和停止的；而如果它是思想的对象，那么它就会在思想之前和之后都可能存在。外在的可感觉的对象只是间接的，因为它们不能直接地作用于灵魂
〔2〕

 。只有上帝是外在的直接对象。我们可以说灵魂本身是它自己的直接的内在对象；但这只是就它包含着观念或相应于事物的东西这个范围内来说的。因为灵魂是一个小宇宙，在其中的清楚的观念是上帝的一种表象，而那些混乱的观念是宇宙的一种表象。

斐：我们那些假定灵魂在开始时是一块白板，空无一切字迹且无任何概念的先生们，要问它是怎么接受观念以及用什么办法获得这么丰富的大量观念的？他们对此用一句话来回答：来自经验。

德：人们谈论得这么多的这个白板，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虚构，是自然所不容许的，是建立在哲学家们那些不完全的概念的基础上的，就像虚空、原子和静止，或者是绝对的静止，或者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相对的静止，或者像那种人们所设想的没有任何形式的原始物质那样。不包含任何花样变化的齐一的事物，从来就只是一些抽象，就像时间、空间以及其他一些纯数学上的东西那样。没有什么物体，它的各部分是静止的，也绝无一个实体是没有什么可以和其他一切相区别的。人类的灵魂不仅和别的灵魂有区别，它们自己彼此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虽然这种差别不是属于那种所谓种差的性质。而按照我认为我们所具有的证明，每一实体性的东西，不论它是灵魂或身体，都有它和其他每一个实体性东西的本当有的关系；而这一个和那一个之间应该永远是以内在固有的名称相区别的。且不说这样谈论白板的那些人，把概念都从它去掉之后，就说不上还给它留下什么了，就像那些经院哲学家什么也没给他们的原始物质留下一样。也许人家会回答我说，哲学家们提出的这个白板，是想说灵魂自然的原本只有一些赤裸裸的功能，而没有任何现实活动的功能。一句话就是经院哲学家中所讲的那种纯粹的潜能，也只是一些虚构，是自然所不知道的，只是由人们抽象得来的。因为世界上哪里去找一种功能，只是把自己关闭在潜能之中而不做任何现实活动的呢？永远有一种要活动的特殊禀性，并且毋宁是要这一个活动而不要另一个活动的。除了禀性之外，还有要活动的倾向，并且每一主体都永远同时具有无数这种倾向；而这些倾向又绝不会没有某种效果。我承认，要使灵魂被决定作这样或那样的思想，以及要使它注意到在我们心中的那些观念，经验是必需的；但经验和感觉用什么办法才能给予观念呢？灵魂有窗户吗？它们是像一些小木板吗？是像蜡块吗？很显然，凡是对灵魂有这样想法的人，骨子里都是把灵魂作为有形体的东西的。人们将会提出哲学家们所接受的这条公理来反对我，这就是：凡是在灵魂中的，没有不是来自感觉的，但灵魂本身和它的那些情性应该除外。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fuerit in sensu, excipe: nisi ipse intellectus
〔3〕

 。而灵魂中包含着：是、实体、一、同、原因、知觉、推理以及大量其他概念，是感觉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和您那位《理智论》的作者是相当一致的，有一大部分观念他是从心灵对它自己本性的反省中去寻找的。

斐：那么我希望您将会同意这位高明作者的观点，即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或反省，也就是说，来自我们所作的对外在可感觉对象的观察或对我们灵魂内部活动的观察。

德：为了避免那种我们已停留得太久的争论，我事先向您声明，先生，当您说观念来自这些原因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时，我把它理解为它们的现实的知觉。因为我相信我已经指明，这些观念，就其具有某种清楚的东西这个范围来说，为我们所察觉之前，它们就在我们心中的。

斐：其次让我们看看，什么时候我们得说灵魂开始知觉到并且现实地想到了观念。我知道有一种意见是说，灵魂是永远在思想的，并且现实的思想是和灵魂不可分的，就像现实的广延性是和物体不可分的一样。但我不能设想，灵魂永远在思想，比物体永远在运动有什么更多的必然性，对观念的知觉对于灵魂和运动对于物体的关系是一样的。这在我看来至少是非常合理的，我倒很愿意听听，先生，您对这一点有什么意见。

德：您已经说了，先生，活动与灵魂的联系，并不多于它和物体的联系。灵魂的无思想状态和物体的绝对静止状态，在我看来是同等地违反自然，并且在世界上没有实例的。一个实体，一旦有了活动，就将永远活动，因为一切印象都继续留在那里而只是和其他新的印象相混合。击打一个物体，我们就在其中激起或毋宁说决定了无数的漩涡，就像在一种流体中一样。因为归根到底，一切固体都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而一切流体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坚实性，而这些内部的漩涡是永远无法使它们完全停止的。现在我们可以相信，如果物体是永不静止的，则和它相应的灵魂也同样永远不会没有知觉的。

斐：但这也许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持者的一种特权，他既是无限圆满的，因此是不眠不休的。对任何有限的存在，或至少对任何一个像人的灵魂这样的存在，这是不适合的。

德：确实，我们是要睡眠而上帝是不睡眠的。但并不因此能得出结论，当我们睡觉时就没有任何知觉。如果我们注意考察一下，情况正好相反。

斐：在我们之中是有某种东西具有思想的潜能，但并不因此就能说我们永远有现实的思想活动。

德：真正的潜能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可能性，它们永远是具有倾向和活动的。

斐：但这个命题：灵魂永远在思想，并不是自明的。

德：我也不说它是自明的。要发现它必须要加一点注意和推理。普通人是不大察觉到它的，也正如他们不大察觉到空气的压力和地球是圆的一样。

斐：我怀疑我昨夜是否在思想。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它得靠感性经验来决定。

德：已决定了这一点就像已证明了有不可知觉的物体和不可见的运动一样，虽然有些人当它们是荒谬可笑的。同样也有一些很不突出的知觉，没有足够的区别可以使人察觉或记起它们，但它们通过某些后果就为人所认识了。

斐：有某一位作者对我们提出了一种反驳意见，说我们主张因为当我们睡眠时不感觉到灵魂的存在，灵魂就停止存在了。但这种反驳只能是由一种奇怪的成见引起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在睡觉时感觉不到灵魂的存在，在人之中就没有灵魂了，而只是说人不能在思想而又不察觉到在思想。

德：我没有读过包含着这一反驳的那本书。但人家对你们提出这样的反驳也许并没有错，就是说，不能因为人没有察觉到在思想，就说思想因此而停止了；否则照同样的道理人家也将可以说，当我们没有察觉到灵魂时，也就没有灵魂了。而要驳斥这种反驳，就必须指出，特别对于思想来说，它要被察觉到这一点是它的本质性的东西。

斐：说一个东西能够思想而又不感到它在思想，这是很不容易设想的。

德：这无疑是事情的症结和使高明人士困惑的困难所在。但这里下面说的就是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必须考虑到，我们是同时想着许许多多东西的，但只注意到那些最突出的思想；而事情也不可能照别的方式进行，因为如果我们注意到一切，那我们就得在同一时刻注意地想到我们所感到的一切以及对我们的感官造成印象的无数事物了。我说甚至还不止于此，所有我们以往的思想也都还遗留下某些东西，它们全都不可能完全抹掉的。而当我们熟睡无梦时，以及当我们由于挨了闷棍、跌跤、急病症状或其他意外事件而陷于昏迷时，在我们之中就形成无数混乱的微小感觉，而死亡本身对于动物的灵魂也不会造成别样的效果，这些动物的灵魂无疑迟早当重新获得清楚的知觉的，因为在自然中一切都是有秩序地进行的。可是我承认，在这种混乱状态之中，灵魂是没有快乐和痛苦的，因为苦乐是能注意到的知觉。

斐：我们现在正和他们打交道的那些人，也就是笛卡儿派，他们相信灵魂是永远在思想的。他们把生命赋予和人不同的一切动物，却不给它们一个从事认识和思想的灵魂。而同样的这些笛卡儿派的人，又说灵魂能够不与一个身体相结合而从事思想，而并不发现这说法中有任何困难，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德：就我自己来说，我是持另一种意见的，因为我虽然同意笛卡儿派所说的灵魂永远在思想，但对他们的另外两点我是不同意的。我相信禽兽是有不灭的灵魂的，而人和其他一切的灵魂是绝不会没有某种身体的；我甚至主张唯独上帝，作为一种纯粹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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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完全不具形体的。

斐：如果您曾经是抱着笛卡儿派的意见的，我将由此推论：卡斯多或包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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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身体能够一时有灵魂一时又没有灵魂，虽然他们仍旧永远是活的，而灵魂也能够一时在这个身体中一时又在别的地方，这样这两个人的身体就可以共有一个灵魂，它轮番在时醒时睡的这两个人的身体之中活动。这样，这一个灵魂就可以是分明的两个人，正如卡斯多和赫尔库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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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分明的两个人那样。

德：轮到我，我将为您提出另一个假定，这看来会更自然些。我们永远得承认，在经过某种中断或某种巨大变化之后，一个人可以陷入一种一般的遗忘状态，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据说斯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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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死之前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忘光了，还有大量其他这类悲惨事件的例子。假定这样一个人又重新变年轻了并且重新学得了一切，他难道因此就成为另一个人了吗？所以并不是记忆使人恰好成为同一个人。可是，幻想着一个灵魂轮番在不同的身体中活动，而在这个身体中时所发生的一切又和它在另一个身体中时毫不相干，这是那些和事物的本性相反的虚构之一，这些虚构都是从哲学家们的那些不完善的概念来的，如没有物体的空间，没有运动的物体之类。当我们稍微向前深入一步时，这些虚构就消失了；因为要知道每一个灵魂都保持着以往的一切印象，而不能像刚才所说那样是把自己对半分开的。在每一个实体中未来都和过去完全联系着，这就是造成个体的同一性的东西。而记忆并不是必需的，甚至也并不是永远可能的，因为当前的印象以及和我们当前的思想合流的过去的印象都太多了。因为我不信在人之中会有一些思想没有某种效果，至少是混乱的效果，或是没有某种残余和随后的思想混杂着。我们可能忘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也能在很久以后还追忆起许多东西，要是作必要的回想的话。

斐：那些正熟睡了一觉而完全未做梦的人，是绝不能使他们深信他们的思想在活动的。

德：当人睡着时并不是没有某种微弱的感觉的，即使无梦时也是如此。醒来的过程本身就表明这一点，而你越是容易醒过来，你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就越有感觉，虽然这感觉并没有强烈到足以把你弄醒。

斐：说灵魂这一刻在一个睡着的人之中在思想，而下一刻在一个醒了的人之中又不记得他的思想，这是很难设想的。

德：不仅这是很容易设想的，而且某种和这类似的事情甚至是当我们醒着时每天都能观察到的。因为永远有一些对象打动着我们的眼睛或耳朵，并因此也触动了我们的灵魂，但我们却并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被另外一些对象吸引住了，直到那对象通过加倍增加了它的活动或通过其他原因而变得足够强烈了，才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它。这就好比是对这一对象来说的一种特殊的睡眠，而当我们的注意力对于全部对象一起全部停止了时，这种睡眠就变成一般的睡眠了。这也就是当我们分散注意力以便削弱它时用来自己催眠的一种方法。

斐：我曾经从一个人那里知道，他在年轻时曾致力于研究学问并且记忆力相当好，他在得一次热病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梦。当他和我谈这件事时他的热病才好不久，那时已是25或26岁。

德：有人也跟我谈起过一个研究学问的人，年纪还大得多，也从来没有做过梦。但灵魂的知觉的经常性，并不应该是单单建立在做梦的基础上的，因为我已经指出，灵魂甚至在熟睡时，对于在外面所发生的事怎么也有某种知觉。

斐：常常思想而又连一刻也没有保持对所想的东西的记忆，这是用一种毫无用处的方式来进行思想了。

德：一切印象都有其效果，但并不是一切效果都永远能被注意到的。我毋宁转向这一边而不转向另一边，这常常是由于一连串我没有察觉到的微小印象，使得这一种运动比起另一种运动来稍微不适意一点。所有我们未经深思的行动，都是一些微知觉的一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甚至对我们的深思熟虑有如此巨大影响的那些习惯和情感，也是从这里来的。因为这些习惯是一点一点养成的，因此，要不是这些微知觉，我们是不会达到这种显然可见的禀性的。我已经指出过，那种在道德学上否认这些效果的人，是在步那些在物理学上否认感觉不到的微粒子的无教养的人的后尘；可是我看到，在那些谈论自由的人之中，有些人没有注意到这些察觉不到的印象能够使天平倾向一边，就想象着在道德行为中有一种完全无差别的状态，就像布里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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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驴把两边的草地作对半分毫无差别那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更充分地谈到。不过我承认，这些印象只是造成倾向而并不起必然的决定作用。

斐：也许人们可以说，在一个醒着并在思想着的人之中，他的身体是有点作用的，而记忆是由大脑中的痕迹保存着的，但当他睡着时，灵魂就分离，独立地由自己进行思想了。

德：我远远不是这样说，因为我相信在身体和灵魂之间永远有一种密切的符合，又因为我用我们不论在醒时或在睡眠中都察觉不到的一些身体上的印象，来证明灵魂自身也有同样的这些印象。我甚至主张，在灵魂之中也有某种东西在进行，相当于身体中血液的循环和脏腑的一切内部运动，对这些我们却是察觉不到的，正像那些住在水磨附近的人听不到水磨发出的噪音一样。其实，如果当睡着或醒着时在身体中有一些印象，而灵魂并不为它们所触及或并无任何感受，则就得给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一些限制，好像身体的印象需要有一定的形状和大小才能使灵魂得以察觉到它们。这种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要是灵魂是无形体的话，因为在一个无形体的实体和物质的这样或那样的性状之间，是无比例关系可言的。总之一句话，认为在灵魂之中除了它所察觉到的之外就没有任何知觉，这是种种错误的一个巨大根源。

斐：我们记得的梦大部分都是荒诞不经和不相连贯的。那么我们就该说灵魂得靠身体才有合理地进行思想的功能，否则它的任何合理的独白都保不住。

德：身体是和灵魂的一切思想相呼应的，不论它们合理与否。而那些梦也和醒着的人的思想同样在大脑中有它们的痕迹的。

斐：既然您是这样坚信灵魂是永远现实地在进行思想的，那么我倒很想您能告诉我在灵魂和身体结合以前，或在它刚刚结合而还没有通过感觉接受观念以前，如在一个小孩的灵魂中的那些观念是什么。

德：用我们的原则是很容易满足您的要求的。灵魂的知觉永远自然地和身体的构造相符合，而当在大脑中有很多混乱而很难分别的运动时，就像在那些只有很少经验的人之中发生的情况那样，灵魂的思想按照事物的秩序也不会更清楚些。可是灵魂是永不会没有感觉的帮助的，因为它永远表现着它的身体，而这身体是永远以无数的方式受着周围的东西打动的，但这常常只给予一种混乱的印象。

斐：但这里还有《理智论》作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他说，我但愿那些以如此自信主张人的灵魂或人（这是同一回事）永远在思想的人，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

德：我不知道，要否认在灵魂中有某种我们察觉不到的事物在进行，是否还需要更大的自信；因为察觉得到的东西是由那些察觉不到的部分所合成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突然一下产生的，思想和运动也都一样。最后，这也好比有人到今天还来问，我们是怎么认识那种感觉不到的微粒子的。

斐：我不记得那些告诉我们说灵魂永远在思想的人，也说过人永远在思想。

德：我想这是因为照他们的理解，这说的是分离独立的灵魂。可是他们也很愿意承认人当灵魂与身体结合时是永远在思想的。就我自己来说，我既有理由主张灵魂是绝不会和一切身体分离的，我就相信我们绝对能够说人不论现在和将来都是永远在思想的。

斐：说物体有广延却没有部分，和说一个东西在思想却不察觉到它在思想，这两个断语显得是同等地不可理解的。

德：请原谅，先生，我不得不告诉您，当您提出来说在灵魂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它所不察觉的时，您是在做以未决论点作为论据的论证，这种论证方法在我们以前的全部讨论中已经是很盛行的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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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想用它来摧毁天赋的观念和真理。如果我们同意这一原则，则除了我们认为是触犯经验和理性之外，我们还将毫无理由地放弃我认为已使之足可理解的意见。但我们的对手，尽管他们那样高明，却对他们如此经常又如此肯定地提出的这方面的论点没有提出证明。除此之外，我们还很容易给他们指出正好相反的情况，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一切思想永远明确地进行反省是不可能的；否则心灵得对每一反省又进行反省以至无穷，而永不能过渡到一个新的思想。例如，我察觉到某种当前的意见，我就得永远想着我想着它，又想着我想着我想着它，这样以至无穷。但我一定只得停止对所有这些反省进行反省，而最后得有某种思想我们就让它过去而不去想它；否则我们就会永远停止在同一件事情上了。

斐：但我们岂不是也同样有根据来主张：只要说人可能饥饿而不察觉到它，人是永远饥饿的吗？

德：这是很有区别的；饥饿有一些特殊的因由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可是，即使当你饥饿时你也并不每时每刻都想到它，这也还是真的；但当你想到它时你就察觉到它，因为这是一种很容易被注意到的情状。在胃中永远有一些刺激，但它们要变得足够强烈才能引起饥饿。在一般的思想和能被注意到的思想之间也永远应该作同样的区别。因此，人家想拿来使我们的意见变得可笑的东西，倒可用来进一步印证它。

斐：现在我们可以问，人在什么时候开始在他的思想中有了观念，而在我看来我们得回答说是从他有了某种感觉开始。

德：我也是抱同样的意见；但这是由于一条有点特别的原则，因为我认为我们是从来不会没有思想，也从来不会没有感觉的。我只是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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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思想之间作了区别；因为我们永远是独立不依于感官而具有一切纯粹或清楚的观念的；但思想永远和某种感觉相呼应。

斐：但心灵在对简单观念的知觉中只是被动的，这些简单观念是知识的原料或素材，而当它在形成复杂观念时则是主动的。

德：既然照您自己所承认的，有一些简单观念其知觉是从反省得来的，并且心灵至少给了自己那些反省的思想，因为是心灵自己在反省的，又怎么可能心灵就其对于一切简单观念的知觉来说只是被动的呢？心灵是否能够拒绝这些简单观念，那是另一个问题，而无疑要是没有某种原因，在适当时机使心灵从这些观念那里转开，它是不可能拒绝它们的。

斐：到此为止，我们的讨论显得都是ex prof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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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将要来讨论观念的细节，我希望我们将会有更多的一致意见而只是在某些特殊之点有所分歧。

德：我将很高兴看到高明人士采取了我认为真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很适于使这些意见增加价值并使它们得以发扬光大的。





（陈修斋　译）

论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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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现在让我们来谈特别属于反省的观念。知觉是充满着我们的观念的灵魂的第一种功能。它也是我们通过反省所接受的最初和最简单的观念。思想常常是指心灵当其主动并以一定程度自觉的注意力考虑一件事物时对它本身的观念的一种操作；而在所谓知觉中，心灵通常是纯粹被动的，对它实际察觉的东西就不能不察觉。

德：我们也许可以加上一点说禽兽也有知觉，但没有必要说它们也有思想，就是说也有反省或可以是反省的对象的东西。我们自己也有那些我们在当前状态下察觉不到的微知觉。诚然，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被这些微知觉之多分了心而转了向，或者如果它们不是被较大的知觉抹去或毋宁说弄模糊了，我们是很能够察觉到它们并对它们作出反省的。

斐：我承认，当心灵极度忙于思考某些对象时，它对于某些物体在听觉器官上造成的印象就怎么也察觉不到，尽管那印象足够强烈，如果灵魂对它不作任何认知的话，也不发生任何知觉。

德：我毋宁更喜欢对知觉（perception）和察觉（s'appercevoir）加以区别
〔13〕

 。例如，我们察觉到的光或颜色的知觉是由我们察觉不到的一些微知觉构成的。又如一种噪音，我们对它是有知觉的，但是没有注意，只要再稍为增加一点就变得是可察觉的
〔14〕

 了。因为如果在加这一点以前的东西对灵魂什么也没有造成，那么加这一点也造不成什么，而这整个也同样不能造成什么了。我在上面本卷第二章
〔15〕

 第11、12、15等各节已经接触到过这一点。

斐：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点是适宜的，这就是：来自感觉的那些观念，常常不知不觉地为成年人的心灵的判断所改变。一个同一颜色的圆球的观念代表着一个具有不同明暗的平面的圆。但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区别物体的种种影像和区别光线的反射随着物体表面形状而形成的种种变化，我们就用这影像的原因本身来代替了那向我们显现的东西，而把判断和视觉的现象混同起来了。

德：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并且正是这一点使得绘画能有办法人为地造成一种极广阔的远景来欺骗我们。当物体的外沿是平的时，我们要表现它就可以不用明暗阴影而只用轮廓，就简单地像中国画那样的画法，不过比他们的更合比例些。在画纪念章之类的图样方面也有这样的习惯，以便画图者尽量能少脱离那种物体的精确的轮廓线条。但我们只画轮廓而不求助于明暗阴影，就不能把一个圆的内部和以这圆为界的一个球面的内部精确地区别开来，这圆和这球面的内部就既无被区别的点，也无作区别的轮廓线条，虽然两者却是有应该表明的巨大区别的。就是因为这样，笛萨格先生
〔16〕

 才提出了一些关于浓淡明暗的力量的条规。因此，当一幅画骗了我们时，我们的判断中是有双重的错误。因为第一，我们是以原因代替了结果，以为直接看到了那作为影像的原因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点像一只对镜中影吠的狗。因为真正说来我们只看到影像，而且我们仅只是感受到光线。并且，既然光线的放射需要时间（不管它是多么短暂），则那对象在这间隙中就可能已毁灭，而当光线到达我们的眼睛时这对象已不再存在，而已不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成为当下显现于视觉的对象的。其次，我们以一种原因代替了另一种原因，把那仅只是从一幅平面的画来的东西认为是从一个物体派生出来的，这样就进一步自己骗了自己，以致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判断中是同时既有一种转喻又有一种隐喻；因为即使是修辞学上的比喻词藻本身，要是使我们强以为真时也就变成了诡辩。这种或是真的或是假装的因果混淆，在其他方面也常常进入我们的判断。就是像这样，我们感觉到了我们的身体或触及身体的东西，并且用一种直接的物理上的影响移动我们的手臂，这我们就断定是构成了灵魂和身体的交感，而真正说来，我们其实只是感觉到了并且以那样的方式改变了在我们心中的东西
〔17〕

 。

斐：在这个时机，我要向您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有学问的莫邻诺先生
〔18〕

 传给著名的洛克先生的，莫邻诺先生曾非常有益地运用他卓越的天才来推进科学。以下差不多就是他自己的原话：假定有一个生来盲目的人，现在已经成年，并学会了用触觉可以区别出用同样金属制成的差不多大小的一个圆球和一个立方体，以致当他摸到一个或另一个时能够说出哪一个是立方体，哪一个是圆球。再假定那立方体和圆球都放在桌子上，而那盲人已变得能看见了。现在要问：如果他只是看到这两个东西而没有触摸到它们，他能否加以辨别而说出哪一个是立方体，哪一个是圆球。我请您，先生，告诉我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法。

德：得给我时间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问题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但既然您逼我要马上回答，我只好冒失地在我们两人之间说说。我认为，假定那盲人知道他所看到的两个东西的形状是立方体和圆球，他是能够加以辨别，并且不用手摸就能说出哪个是圆球哪个是立方体。

斐：我怕您得放在那对莫邻诺先生答错了的一堆人中间去了。因为他在包含着这个问题的那封信中说到，当他借谈论洛克先生的《理智论》的机会把这问题向各个不同的心灵敏锐的人提出时，他发现几乎没有一个立即就能给出他认为正确的答案，虽然听了他说明理由以后他们都深信自己错了。这位敏锐机智的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又说）虽然这位盲人凭经验已经知道圆球和立方体是以怎样的方式刺激他的触觉，但却还不知道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刺激他的触觉的，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刺激他的眼睛，也不知道那立方体的突起的角，那使他的手感到不平的角，在他眼里应该显出的是怎样在那立方体上显现出来的。《理智论》的作者宣布他也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德：也许莫邻诺先生和《理智论》作者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也并不是像最初看来那样相差很远。他们提出意见的那些理由，显然是包含在前者的信中的，他曾成功地用它们来说服人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在后者那里，为了让读者的心灵作更多的锻炼起见，故意把这些理由都删掉了。如果您愿意权衡一下我的答案，先生，您将发现我是在其中提出了一个条件的，这条件也可以看作是包含在那问题之中的，这就是：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辨别，而那盲人是知道他要来辨别的那两个有形状的物体是在那里的，并且他所看到的每一个现象因此就是那立方体或那圆球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那已不再是盲人的盲人，用理性的原则，结合着触觉以前提供给他的感性知识，毫无疑问是能够把它们加以辨别的。因为我并不是说，在当时他被那种崭新的情况弄得眼花缭乱了，也弄糊涂了，此外或者也很不习惯于通过推理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他事实上并且马上可能会这么干。我的意见的根据是：在圆球中是没有从球本身边上突出的点的，全部是一样平而没有角的；但在立方体则有8个突出的点和所有其他的不同。如果没有这种方法来辨别形状，一个盲人就不能靠触觉来学习几何学的初步知识。可是我们看到那些生来就盲目的人是能够学习几何学的，并且甚至永远总有一种自然几何学的某些初步知识，而最常见的情况是人们只靠视觉来学习几何学而不用触觉，就像一个疯瘫者或其他几乎全无触觉的人所可能甚至应该做的那样。而这两个几何学家，盲人几何学家和疯瘫的几何学家，应是互相遇合和彼此一致的，甚至归到同样的观念上来的，虽然他们并无任何共同的影像。这也进一步表明如何区别影像（images）和精确的观念（idées exactes），后者是在于由定义形成的。确实，好好考察一下一个天生盲人的观念来了解他对形状所作的描述，将是一件很令人好奇也非常有教益的事情。因为他能够达到这一点，并且他甚至能够懂得光学理论，只要这光学理论是依靠清楚的数学观念的，虽然他不可能达到设想那有混乱的光亮（clair—confus）的东西，就是说，光和各种颜色的影像。就是因为这样，有一个天生盲人，听了光学的课以后，也似乎很能理解，而当有人问他认为光是什么样的时候，他回答说他想象着这该是某种和糖一样令人适意的东西。考察一下天生聋哑的人对那些不具形状的东西可能有的观念也很重要，这些东西我们通常是用言语来描述，而那聋哑人应该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的，虽然它可能和我们的描述等值，就像中国文字的写法和我们的字母的写法有等值的效果，虽然它和我们的字母的差别简直大得无限，并且可能显得像是一个聋子发明出来的。我叨惠于一位伟大的王公，知道在巴黎有一个生来聋哑的人，后来终于达到能够运用听觉了，现在已经学会了法国语言（因为这是不久前由法国宫廷里的人传他去说的），而且能够说到有关他在先前状态中所具有的概念，以及当听觉开始起作用时他的观念的改变等方面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这些生来聋哑的人能够达到比人们所想的更远的地步。在奥尔登堡
〔19〕

 ，在前伯爵在位时期，有这样一位生来聋哑的人，已经成了一位很好的画家，并且也表现得非常通情达理。有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就民族出身来说是不列塔尼人
〔20〕

 ，曾告诉我说，在离南特
〔21〕

 10法里的布兰维尔（Blainville），是属于罗昂公爵（Due de Rohan）的领地。那里在1690年前后有过一个穷人，他住在城外靠近城堡的一所茅屋里，是生来就聋哑的。人们常雇用他送信和送其他东西到城里去，他能照着惯常雇用的人们指示的某些记号找到要去的房子。最后这穷人又变瞎了，他仍不放弃做些服役的工作，照着人家用触觉指示他的，把信送到城里指定的地方去。他的茅屋里有一块板，一头伸到门边，一头伸到他放脚的地方，要是有人进他屋里来，这板一动，他就知道了。人们没有留心去获得对这样人的思想方式的确切知识，是极大的疏忽。如果他已不再活着了，或许也还有当地的什么人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使我们知道人家是怎么样指示他，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的。但还是回头来谈那位天生盲人，开始看得见时，看到而没有摸到一个圆球和立方体，对它们是怎样判断的。我的回答是，如我刚才所说他是能够对它们作出辨别的，要是有人告诉他，他对它们所具有的知觉或现象中这一个或那一个是属于立方体或属于球形的；但如果不是这样先教过他，我承认他不会贸然立即就想到，在他眼底造成的、并且可能是来自桌上一幅平面的图画的这些画面，是代表着两个物体，直到触觉使他相信了这一点才罢，或者是直到这样一步：依靠按照光学对这些光线进行推理的力量，他由那些光亮和阴影懂得了有一样东西阻住了这些光线，而那一定正是他在触觉中还遗留着的东西。这结果到这样一个时候就会最后达到，就是：他看到这圆球和这立方体转动了，并且随着这转动而改变着阴影和现象；或者甚至是这样的时候：这两个物体仍旧不动，而照亮它们的光改变了位置，或者是他的眼睛改变了地位。因为这差不多就是我们从远处来对一幅表现一个物体的图画或透视图和这物体本身加以辨别时所用的方法。

斐：让我们回头来谈一般的知觉。它是使动物有别于低等生物的东西。

德：我倾向于认为植物也有某种知觉和欲望，因为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类似；而如果像普通所假定的那样有一种植物灵魂，那么它一定得是有知觉的。可是我仍旧把在植物和动物体内所发生的一切归之于机械作用，只是它们的最初形成除外。因此我还是同意那被称为有感觉的植物的运动是出于机械作用，并且我不赞成问题在涉及解释植物和动物的现象的细节时求助于灵魂。

斐：我自己的确不禁要认为像牡蛎、淡菜一类的动物是有某种微弱的知觉的。因为鲜明敏锐的感觉只会不便于这样一种动物，它永远只能停留在一个地方，碰巧把它放在哪里就是哪里，在那里又受着水的浇灌，不论是冷水或热水，清水或盐水，来什么就是什么。

德：很好，而且我认为对植物差不多同样也可以这样说，但说到人的情况，则他的知觉是伴随着反省的潜能的，当有机会时就会过渡到现实的活动。但当他被弄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好像是在昏睡病中，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了时，反省和察觉就都停止了，也不想到普遍真理了。可是那些天赋的和获得的功能和禀赋，以及甚至他在这种状态中所接受的印象，却并不因此而停止，也没有被抹掉，虽然他把它们忘记了，而且甚至有一天会轮到它们来贡献某种值得注意的效果。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徒然无用的，一切混乱状态都要自行发展，那些达到愚钝状态的动物，有一天也当回到更高级的知觉，而既然单纯的实体是永远继续存在的，我们不应该根据若干年的情况来对永恒的情况作出判断。





（陈修斋　译）

论复杂观念
〔22〕



斐：理智有点像一间一片漆黑的小房间，只有几个小孔能让一些外部的可见的影像进入，像这样，要是在这暗室中的这些影像能够停留在那里并且照次序在其中安排好，以致人们在适当时发现它们，那么在这小房间和人的理智之间就会有一种很大的相似性。

德：要使这种相似性更大些，就应该假定这暗室中有一幅幕布来接受这些影像，这幕布不是一色平平直直的，而是有各色各样的许多折皱，这就代表着各种天赋知识；还有，这幕布或薄膜既然是绷紧的，就有一种弹性或活动的力量，并且甚至对于已有的折皱也和对新来的影像所造成的印象一样都有一种相应的作用或反作用。而这种作用就在于某种颤动或振动，就像当人拨动一根绷紧的琴弦以使它发出一种乐音时所看到的那样。因为我们并不只是在大脑中接受这些影像或痕迹，而是当我们考察那些复杂观念时还自己造成新的影像。因此那代表我们大脑的幕布应该是能动的和有弹性的。这一比喻相当好地说明了在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至于灵魂，则是一种单纯的实体或单子，它并无广延性，但它们有知觉，用来表象精神世界的广延性和变化多端
〔23〕

 。

斐：复杂观念或者是关于样式
〔24〕

 的，或者是关于实体的，或者是关于关系的。

德：把我们思想的对象这样区分成实体、样式和关系，我很满意。我认为性质（lcs qualités）只是实体的一些样态（modifications），而理智在其中加上了关系。它所导致的后果超出人们所想的。

斐：样式或者是简单的（如“一打”、“二十”，它们是同类的简单观念，即一些单位的复合），或者是混合的（如“美”），进入其中的是不同类的简单观念。

德：也许一打或二十只是一些关系，并且只是通过与理智相联系而构成的。那些单位是分离的，而理智把它们合在一起，不管它们是多么分散的。可是，关系虽然来自理智，却不是没有根据和没有实在性的。因为首先理智是事物的根源；而且甚至一切事物的实在性，除了那些单纯的实体，归根到底只在于单纯实体对现象的知觉。对那些混合的样式来说常常也是一样，就是说应该把它们归之于关系。

斐：实体的观念是一些简单观念的某种组合，这些简单观念被假定是代表一些自身继续存在的、特殊的、分明的事物的。在这些观念中，人们永远把那实体的模糊概念看作是第一和主要的，这种实体是人们所假定的，却并不知道它本身究竟是什么。

德：实体的观念并不是像您所想那样模糊，人们能够知道它应该是什么，以及它在其他事物中认识自己的是什么。甚至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永远是先于对抽象事物的认识的，人们对热的东西比热本身更知道些。

斐：对于实体也有两类观念：一类是对单个实体的观念，如一个人、一只羊的观念；另一类是对集合在一起的多个实体的观念，如一车人和一群羊的观念；这些集合体也形成一个单一的观念。

德：这种集合物的观念的统一性是很真实的；但归根到底必须承认这种集合体的统一性只是一种联合或关系，它的基础是在那每一个分离独立的单个实体中所能找到的东西中的。因此，这些集合成的东西，除了心理上的之外并无其他完成的统一性，所以它们的实质（entité）在某种方式下也只是心理的或只是现象，就像天上的虹似的。





（陈修斋　译）

论思想的诸样式
〔25〕



斐：让我们从来自感官的样式过渡到反省给我们的样式吧。感觉可以说是观念通过感官进入理智中的现实入口。当同样的观念重新来到心灵中，而并没有最初使这观念产生的外界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这种心灵的活动叫做记忆（reminiscence）；如果心灵尽力要重新唤起这个观念，并且在经过某种努力之后终于找到了它并且使它呈现在眼前，这就是回想（recueillement）
〔26〕

 ；如果心灵很长时间注意地凝视着它，这就是默想（contemplation）；当观念在我们心中漂浮，而理智并未加任何注意时，这就叫做遐想（rêverie），当心灵反省自行呈现的观念，并且可以说把它们登记在记忆中时，这是注意（attention）；当心灵以很大的专心固定于一个观念，考虑它的一切方面，并且虽有其他观念来打扰也不转向时，这就叫做研究（étude）或潜心（contention d'esprit）。睡眠而没有做什么梦，是所有这些事情的停止；做梦则是有这些观念在心中，而当时外感官都已关闭，以致丝毫没有以通常那种鲜明生动的方式接受外界对象的印象。这，我说，是具有这些观念，而它们并不是由任何外界对象或任何已知的机缘提示给我们的，也不是以任何方式由理智作了选择或决定的。至于我们所谓出神（extase），是否睁着眼睛做梦，就让旁人去判断吧。

德：对这些概念来作一番清理是很好的，我也将对此来尽力提供一些帮助。那么我要说，当人察觉到一个外界对象时，这是感觉，记忆（reminiscence）是感觉的重复而并没有对象重新回来的；但当人知道曾经有过这对象时，这是回忆（souvenir）。人们通常对回想（recuillement）是了解为和您所说不同的另一种意义，这就是人们摆脱了各种事务以便专心来作沉思的一种状态。但既然我不知道有什么词能适合您的概念，先生，我们可以就照您的用法来用它。对那些我们和其他对象加以别择并特别偏重的对象，给以注意。注意在心中继续下去，而不管外界对象继续与否，甚至也不管这对象在心中发现与否，这是考虑（consideration）；考虑延伸到了与行动无关的认识，就是默想（contemplation.）；注意的目的是学习，就是获得知识以求保持它，就是研究；为了形成某种计划来作考虑，这就是沉思（méditer）；但遐想（rêver）似乎不是什么别的，只是随心所欲而毫无目标的胡思乱想，就是因为如此，遐想可能导致疯狂：忘了自己，忘了die cur 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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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于做梦和怪诞，在西班牙筑起了城堡。我们能把做梦和感觉区别开，只是因为它是不和感觉相联系的，这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睡眠是感觉的停止，而在这种方式下，出神是一种很深的睡眠，很难使他醒过来。这来自一种内部的暂时的原因，加上这种原因是为了排除这种沉睡，它是由于某种麻醉药所致，或者是由于对功能的某种持久的损害，如在昏睡病中的情况。出神有时伴随着幻觉（visions），但也有并不出神的幻觉，而这幻觉似乎不是什么别的，无非是一种梦境，它被当作了感觉，好像我们得到了对象的真相似的。而当这种幻觉是神圣的时，它们实际是包含着真理的，例如当它们包含着某种特殊的预言而后来被事实所证实时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斐：从心灵有专注或松懈的各种不同程度，就可以推论出思想是灵魂的一种活动而不是它的本质。

德：无疑的，思想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本质；但这是一种本质的活动，而一切实体都是有这样的本质的活动的。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我们永远有无数的微知觉而我们并不察觉到它们。我们是永远不会没有知觉的，但我们必然是常常没有察觉的，这就是在没有清楚的知觉的时候。就是由于没有考虑这重要之点，才使得一种松弛的、既不高尚也不坚实的哲学，在这么许多优秀的人心中流行，以至使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对灵魂中最美好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而那种教人说灵魂按其本性是有死亡的错误理论，为什么看起来又这样像是对的，其原因也在这里。





（陈修斋　译）

论快乐和痛苦的样式
〔28〕



斐：由于身体的感觉也和心灵的思想一样，或者是无差别的，或者是伴随着快乐或痛苦的，我们对于这些观念，也和对其他一切简单观念一样是不能描述的，对于人们用来指这些观念的语词，也不能下任何定义。

德：我认为没有一种知觉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无差别的，但只要它们的效果是引不起注意的，我们也就可以这样来称它们了，因为快乐和痛苦似乎是在于一种能引起注意的帮助或阻碍。我承认这个定义根本不是名义上的定义，并承认我们是不能给它一个这种名义上的定义的。

斐：善是适于在我们之中产生和增加快乐，或减少和缩短一些痛苦的东西；恶是适于在我们之中产生或增加痛苦，或减少一些快乐的东西。

德：我也是同样的意见。善分为有德的、适意的和有用的，但归根到底我认为，它必须是或者它本身就是适意的，或者能用于别的东西，那东西能给我们一种适意的感觉。这就是说，善是适意的或有用的，而有德的本身就在于心灵的一种快乐。

斐：快乐和痛苦产生各种情感。我们对那些能产生快乐的东西有爱，而对一种现在或不在的原因所能产生的悲伤或痛苦的思想，就是恨。但对于那些能够幸福或不幸的生物的恨或爱，常常是由于考虑到他们的存在或他们所享受的幸福在我们之中产生的一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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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愉快。

德：当我在我的《Codex Juris Gentium Diplomat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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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序言中说明正义的原则时，也已对爱下过一个和这差不多的定义，就是说，爱是倾向于从所爱对象的圆满、善或幸福中得到快乐。而为了这个，人们除了在所爱者的善或快乐中所找到的快乐本身之外，并不考虑也不要求其他的快乐。但在这个意义下，真正说来，我们是不爱那不能有快乐或幸福的东西的，并且我们是享用这类性质的东西而并不因此就爱它们的，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拟人法，好像我们自己想象着它们自身也享有它们的圆满性的话。因此，当我们感到一幅画的完美而得到快乐，因而说爱这幅美的画时，这并不真正是爱。但扩大名辞的意义是允许的，而名辞的用法是变化多端的。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甚至区别两种爱，一种他们叫做自得的爱（l'amour de conquiscence），这不是什么别的，无非是对那种能给我们快乐的东西的欲望或感情，而我们是不关心它是否接受我们的爱的；另一种是仁慈的爱（l'amour de bienveillance），这是对那种以其快乐或幸福也给了我们某种快乐或幸福者的感情。第一种爱使我们着眼于我们自己的快乐，而第二种则是着眼于他人的快乐，但这他人的快乐正是造成或毋宁说构成我们的快乐的。如果它不是以某种方式返回我们身上，我们是不会对它感兴趣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要脱离好处本身是不可能的。而这样就可看到应该怎样来理解那不计利害的爱或不图利的害，以便对它的高尚有很好的概念而同时又不落于怪诞。

斐：一个人由于一件东西的不在——如果它在是会给他快乐的——而在自身中感到的不安（inquiétude），就叫做欲望（désir）。这不安是促使人勤奋和积极活动的主要的，且不说是唯一的刺激物。因为向人提出的某种善，如果这善不在也并不随之产生任何不快或痛苦，而被剥夺了这种善的人也能够满意并且不占有它也感到舒服，他是不会对它有欲望，更不会作出努力以求去享受它的。他对于这一类的善只感到一种纯粹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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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辞用来指那种最低限度的欲望，它最接近于灵魂对于一种对它完全无所谓的东西所处的状态，这时一种东西的不在所引起的不快是如此不足为道，以至只引起很微弱的愿望而不会使人去想办法去得到它。欲望还会被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意见所熄灭或减缓，这种意见就是认为那所愿望的善，是不可能比照灵魂的不安由于这种考虑而被平息或减弱的程度而被得到的。此外，我对您所说的关于不安的话，我在那位著名的英国作者那里找到了，他的意见是我常常向您转述的。对英语里“uneasiness”这个词的意义，我感到有点困难。但那位法文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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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尽职完成这任务的精明能力是不会引起怀疑的。他在该页（第二十章§6）底下脚注中指出，作者的这个英文词语，是指一个人的这样一种状态，他感到不舒服，灵魂中缺少安适（aise）和平静，它在这方面是纯粹被动的，这词得译作“inquiétude”（“不安”），它并不确切地表现同样的观念，但是最接近于它。慎重指出这一点，对于下一章《论能力》是尤其必需的。在那一章中作者对这一类的不安讨论得很多，因为如果对这个词不附以刚才所指出的观念，就不可能确切地理解那一章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而这些在全书中是最重要也是最细致的问题。

德：这位译者是对的，而读了他这位卓越的作者的书使我看到，对于不安的这一考虑，是这位作者特别表现出他那敏锐和深刻的精神的一个主要之点。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予它某种注意的原因，而在仔细考虑了这事之后，我几乎觉得“不安”（“inquiétude”）这个词，如果没有充分表达作者的意思，在我看来倒是充分适合事情的本性的，而英语的“uneasiness”这个词，如果是表示一种不快（déplaisir）、忧愁（chagrin）、不舒服（incommodité），一句话，一种实际的痛苦，并不适合其本性的。因为我宁愿说，在欲望本身之中，毋宁是有一种安排好准备受痛苦的状态，而不是痛苦本身。的确，这种知觉和那在痛苦中所有的知觉，有时只是较多和较少的区别，但正是这程度，是痛苦的本质；因为这是一种能注意到的知觉。我们由食欲和饥饿的区别也看到这一点，因为当胃的刺激变得太强烈时它就不舒服，所以这里又得用我们那关于太小而察觉不到的知觉的学说，因为当我们有食欲和欲望时，在我们之中所进行的东西如果足够粗大，就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就是因为这样，那创造了我们的存在的无限智慧的造物主，为了我们好而这样做。他安排好使我常常处于不知道的状态并在混乱知觉中，以便能凭本能更迅速地行动，并使我们不会被大量对象的太过清楚的感觉弄得不舒服，这些对象是完全不会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并且它们的本性是不能进行下去以达到其目的的。我们吞下了多少虫子而并没有察觉到它们，我们看到有多少人由于嗅觉太灵敏而感到不舒服，而如果我们的视觉十分敏锐又将会看到多少讨厌的对象呢？也是出于这种巧妙安排，自然给了我们一些欲望的刺激，就像是一些痛苦的原料或要素，或者可以说是一些半痛苦，或者（要是您想用夸张说法以便更强烈地表达您的意思的话）就是一些察觉不到的小痛苦，以便使我们享受恶的好处而不接受它的不舒服；否则这些知觉要是太清楚，我们将永远期待着善而陷于悲惨境地，反之对于这些半痛苦的这种继续不断的胜利，那我们在追求欲望并以某种方式满足了这种欲念或这种心痒状态时所感到的，给了我们大量的半快乐，它的继续和积聚（正如一个往下落并达到猛烈下降的重物的冲击力的继续那样），最后就变成一种完全的和真正的快乐。而归根到底要是没有这些半痛苦也就不会有快乐，并且我们也就无法察觉到有某种东西，作为阻止我们处于安适状态的障碍，同时帮助我们和使我们感到解除了痛苦。也是在这一点上，人们认识到了快乐和痛苦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柏拉图的《斐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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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苏格拉底，当他脚痒时就曾指出这一点。考虑到这些小的帮助或小的解救以及察觉不到的摆脱固定倾向的解脱状态，它们最后是达到一种能注意到的快乐——这种考虑也能用来给我们某种对我们所具有并当有的对快乐和痛苦的混乱观念的较清楚的认识。正如对热和光的感觉是大量微小运动的结果，这些运动是表现着对象的运动的，并且它们和对象的运动的区别只是表面上的，以及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到这种分析；反之今天有许多人认为我们对可感觉性质的观念是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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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在对象中所发生者在种类上（toto genere）有区别的，并且是某种原始的和不可解释的东西，甚至是任意武断的，好像上帝使灵魂感觉到他觉得好的东西而不是在物体中所发生的东西，这是和对我们观念的真正分析相距很远的。但还是回头来谈不安，这就是说，那种微小的、知觉不到的激动，它使我们永远像悬在空中，那是一种混乱的决定，以至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反之，在倾向或情感中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要什么，虽然那些混乱知觉也进入它们的活动方式中，并且同样这些情感也引起不安或那种心痒状态。这些冲动就像许多小弹簧，它们尽力要自己放松，并使我们的机器运转起来。而我在上面已指出过，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永远不会无差别的，即使当显得最像是无差别的时候，例如当到了三岔路口是转向右还是向左这种情形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采取哪一方，是出于这些感觉不到的决定，混合着对象的活动和身体内部的活动，它使我们觉得这样办比那样办要安适些。在德语里把钟摆叫做“unruhe”，意思就是不安。可以说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它永不会完全安适。因为当它这样时，在器官中、内脏中、血脉中的一点微小变化，立刻就会改变平衡而使它们作出某种微小的努力以求重新回到尽可能最好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一种经常的斗争，它造成了我们这座钟的不安，所以这称呼是很合我的心意的。

斐：愉快（joie）是当灵魂考虑到占有一种当前的或将来靠得住的善时它所感到的一种快乐；而当一种善是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内，以至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享用它时，我们就是占有了这种善。

德：各种语言缺乏足够适当的词来区别那些接近的概念。也许拉丁文中“gaudium”这个词比“laetitia”这个词更接近愉快的这一定义，那“laetitia”也是译作“joie”（愉快）的。但这样一来，在我看来它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快乐在我们之中占优势，因为在最深切的悲哀和最揪心的忧愁中人也能够得到某种快乐，就像喝酒或听音乐那样，只是不快是占优势的；而同样在最尖锐的痛苦中心灵也可以是愉快的，在那些殉道者就有这种情形。

斐：悲哀（tristesse）是灵魂想着一种本来可以享受更长时间而却失去了的善，或当它受当前现实的恶折磨时的一种不安。

德：不仅是当前的、现实的，而且还有对将来的一种恶的恐惧也能使人悲哀，所以我认为我刚才所给的对愉快和悲哀的定义，更适合于习惯用法。至于说到不安，在痛苦中，并因此也在悲哀中，是有某种比不安更多的东西的；而不安甚至也在愉快中，因为它使人觉醒，使人活跃，充满希望，以求更向前进。愉快也能由于情绪过于激烈而致死，而这样在它之中也就有比不安更多的东西。

斐：希望是灵魂想着它也许当能享受一种适于给它快乐的东西时的满足，而恐惧是当灵魂想着一种未来可能发生的恶时的一种不安。

德：如果不安意味着一种不快，我承认它是永远伴随着恐惧的；但把它作为推动着我们的那种感觉不到的刺激，我们也能把它应用在希望上。斯多葛派把情感也作为思想（opinion）。这样希望在他们就是对于一种未来的善的思想，而恐惧就是对于一种未来的恶的思想。但我宁愿说这些情感既不是满足，也不是不快，也不是思想，而是一些倾向，或毋宁说是倾向的一些样态，它们是从思想或感觉来的，并且是有快乐或不快伴随着的。

斐：失望是一个人想着一种善不能得到时的思想，它有时能引起愁苦，有时则使人平静。

德：失望作为情感是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发现自己被完全阻住了，这会引起剧烈的斗争和重大的不快。但当失望是伴随着平静和无痛苦状态时，它毋宁是一种思想而不是情感。

斐：愤怒是我们在受到某种伤害后所感到的这种不安或烦乱，它伴随着一种要复仇的当前的欲望。

德：愤怒似乎是某种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因为禽兽在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时也会动怒。在愤怒中有一种想要消除那恶的强烈的努力。复仇的欲望是当一个人热血已经冷却并且毋宁是有仇恨而不是愤怒时还能继续存在的。

斐：妒忌是灵魂的这样一种不安（不快），它起于这样的考虑，即考虑到我们想有的一种善，却为另一个人所占有，而在我们看来他是不应该比我们优先占有它的。

德：要是照这个概念，妒忌就会永远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情感了，并且永远是基于正义的，至少照我们的意见是这样。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常常对那种公认的功勋也心怀妒忌，要是他们能做主的话就会毫不迟疑地糟蹋它。他们甚至对于别人有了一种他们自己并不在乎的善也心怀妒忌。他们只要看到别人的善被夺去就满意了，并不想到别人被剥夺了他们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甚至也不可能希望得到好处。因为有些善就像是壁画，你可以摧毁它，但却拿不掉它。

斐：大部分的情感在许多人的身体上造成印象，并在其中引起各种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永远是可以感觉到的。例如羞耻，这是当人正考虑到已做了什么失礼的事或可能使人家看轻自己的事时所感到的灵魂的不安，它并不总是伴随着脸红。

德：如果人们能寻求更密切地去观察伴随着情感的外部运动，这些将会是很难掩盖的。至于说到羞耻，值得考虑一下，有些谦逊的人，有时当他们仅仅看到旁人的一件失礼的行为时也会感到那种和羞耻相似的运动。





（陈修斋　译）

注　释


〔1〕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2〕
 　本书英译者注中认为这里所提出的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的对立，相当于康德所讲的先天知识和后天知识的区别。


〔3〕
 　拉丁文，意思就是：“凡是在理智中的，没有不是先已在感觉中的，但理智本身除外。”


〔4〕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歪曲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质料”或物质只是“潜能”，“形式”才是“现实”的，上帝作为最高的存在，是“形式的形式”或“纯形式”，因此也说他是“纯粹的现实性”。莱布尼茨这里所宣扬的就是经院哲学的这种传统观念。


〔5〕
 　Castor, Pollux，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莉达所生的双生子。


〔6〕
 　都可以译成Hercule或Hercules，但英译本译作Pollux（包鲁斯）。


〔7〕
 　John Sleidan，原名Philipsohn，约1506～1556年，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曾编写了一部记述宗教改革史的大部头著作，其中包含着大量当时的文献资料。


〔8〕
 　Jean Buridan，生卒年不详，是14世纪著名的唯名论者，曾在巴黎就学于另一著名的唯名论者威廉·奥康（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后来多年任巴黎大学哲学教授并曾任校长。他对意志自由问题的观点，结论是和洛克近似的。所谓“布里丹的驴”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典故，据说是布里丹提出作为犹豫不决的一个例子的，大意是说：一头驴，又饥又渴，但被放在等距离的一桶水和一堆荞麦中间，它不知道先吃好还是先喝好，而根据莱布尼茨在这里所说，则这驴应该放在两块等距离的草地中间，而不知先吃哪一边的好。据有人考证，在布里丹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找到这个典故。


〔9〕
 　原文各本均作“ou”（“或者”），疑是“où”（“在那里”，即指在以前的全部讨论中）之误。


〔10〕
 　本文译作“观念”（“idécs”），有些译作“感觉”（“Sensations”）。


〔11〕
 　拉丁文，是古典文献中的一个专门用语，意思是指“以肯定的、确切的方式”，“断然宣布的前述的方式”等。莱布尼茨在这里意思是说：到此为止我们已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思辨的观点并为它作了辩护，现在要来讨论某些种类的观念，将会比此前有较多彼此同意之点。


〔12〕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13〕
 　可参阅莱布尼茨的《基于理性的自然和神恩的原则》（Principes de la nature et de la grâce fondés en raison）一文§4：“最好是在知觉和察觉之间作一区别，知觉是单子表象外界事物的内部状态；察觉则是对这种内部状态的意识或反省的认识，它不是赋予一切灵魂的，也不是永远赋予同一个灵魂的。”该文也是莱布尼茨对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一个简要的概述。


〔14〕
 　按“察觉”或译作“统觉”，但在用作动词时似乎不通，故在本书中一律译为“察觉”，既作名词，也作动词用。


〔15〕
 　当为“第一章”之误。


〔16〕
 　Gaspard Desargues, 1593～1662，法国的几何学家和工程师，和笛卡儿、伽森狄、巴斯噶等都曾交往过，写过有关几何学在艺术上的应用等方面的作品，讨论了有关透视等方面的问题，其作品已散失，笛卡儿在给梅塞纳（Mersenne）的信中曾提到他的这一著作并给予很高评价。


〔17〕
 　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身体和灵魂是不能互相影响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或“会合一致”是“由于一切实体之间的前定的和谐”，可参阅后文《单子论》，特别是《关于实体的本性和它们的交通兼及灵魂和身体之间的联系的新系统》一文。


〔18〕
 　William Molyneux, 1656～1698，是英国的一位数学家，他曾在都柏林仿照伦敦的皇家学会建立了一个哲学会。这里所引的他给洛克在一封信中所提出的问题，除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所引述者外，贝克莱在《视觉新论》§132也曾加引用。原信见《洛克全集》，伦敦1824年第12版，第9卷第34以下。


〔19〕
 　Oldenbourg，德国北部一个邦。


〔20〕
 　Breton，法国西北部不列塔尼（Bretagne）半岛的人。


〔21〕
 　Nantes，法国西北部一城市。


〔22〕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23〕
 　这是根据莱布尼茨所提出的所谓“前定和谐”的原则。


〔24〕
 　“样式”原文为“modes”，笛卡儿《哲学原理》中译本及洛克《理智论》中译本“modes”均译作“情状”，斯宾诺莎《伦理学》中译本则译作“样式”，有时也译作“样态”，现在将“modes”一律译作“样式”，而把“modifications”译作“样态”。


〔25〕
 　本文选自《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26〕
 　按“回想”在洛克原文为“recollection”，法文译作“recuillement”，但“recuillement”在法文中通常是有“专心”“一心”等意义，现在只能照洛克原意一律译成“回想”。


〔27〕
 　拉丁文：意即：“为什么在这里”，全句意即“忘乎所以”。


〔28〕
 　本文选自《人类智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29〕
 　照洛克原书为“uneasiness”（“不安”），英译本也作“uneasiness”，照上文看，既是“恨”与“爱”并提，这里似也以作“不安”为较妥。


〔30〕
 　拉丁文书名，意即《外交国际公法法典》，是一本公法、条约等的集子，莱布尼茨为该书所作序言的摘录，题为《论法律和正义的概念》（De Notionibus Juris et Justitiae）。


〔31〕
 　原文是“velleité”，这是从经院哲学名辞“velleitas”借来的一个词，意思是“不坚决的意志”或“不完全的意志”，既虽有意但还不足以促使人去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


〔32〕
 　指洛克《人类理智新论》的法文翻译者柯斯特（Pierre Coste）。


〔33〕
 　《斐多篇》（le Phédon）60. B。


〔34〕
 　原文均为“mouvemens”（“运动”），英译作“notions”（“概念”），疑为“motions”之误。



莱布尼茨的认识论







综合科学序言
〔1〕



既然幸福在于心灵的宁静，既然心灵的持久的宁静依靠我们对未来的信心，既然那一信心建立在我们应有的关于上帝和灵魂的本性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为了真正的幸福，科学是必需的。

但科学依靠论证，而通过一个确定的方法来发现这些论证并非人人皆知，因为尽管人人都能判断论证（如果任何专心考虑它的人，并不确信它时，它就不应被称为论证），然而，如果缺乏空闲或方法的话，并非人人都能主动地发现这些论证。而当这些论证一旦被发现时，也并非人人都能清晰地表述它们。

真正的方法，就其整个范围来说，对我一直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东西。除了在数学中以外，它尚未被运用过。由于我曾经有过好运，用意外的证明，揭示出本世纪一些最好的数学家们所曾考虑过的某些方法，因而，我认为，即使在数学自身中，这种方法也是非常不完善的。我希望对它提供一些实例，也许这不会被认为对后世是毫无价值的。

可是，如果数学家们的方法还不足以使他们发现他们所希望发现的一切，至少也能把他们从错误中挽救出来；如果他们未曾说明他们被期望说明的一切，那么，他们也未曾说明并未希望他们说明的任何东西。

如果修习过其他科学的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早已仿效过数学家们的话，我们应该十分满足，我们可能早已有了一个牢固的形而上学和依靠它的伦理学，前者包含关于上帝和支配我们生活的灵魂的知识。

此外，我们还应当有运动的科学，它是物理学从而也是医学的关键。确实，我相信我们当前正准备追求它。从那些最有学问的人那里，由于那惊人的简明的引导，我曾经以那样的赞赏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使我相信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是：根据一个审慎的计划和规模，作出某些实验（而不是通过那样常见的偶然的摸索），借以在其上建立一个稳当的和论证的物理学堡垒。

何以论证的技术迄今仅仅在数学中才被找到的原因，尚未为一般人所揣摩。因为如果这个麻烦的原因被了解的话，补救之方也就会被发现出来。原因是这样的，数学本身带有对自己的检验。当我提出一个错误原理时，我不需要去检查甚至去了解其论证。因为我将会通过一种简易的试验，由果推因地（a posteriori）发现它的假值，那就是通过计算，而不用浪费笔墨，就会指出不管是多么微小的错误。如果在其他事物中也同样容易通过实验来检验推理，那就不会有如此多分歧的意见了。但麻烦的是，那些物理学的实验是困难的、所费颇多的。在形而上学中，这些实验又是不可能的，除非上帝出于对我们的爱，行使一种奇迹，使我们能认识到那些模糊的非物质的东西。

这个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尽管开始时似乎是这样。如果人们不惮其烦地考虑我将要说明的东西，就会很快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务必注意到，这些在数学中防止推理错误的考察或实验（例如，掷出九点
〔2〕

 的检验，库洛格勒的卢道尔夫
〔3〕

 关于圆的量值、正弦表等），并非由事物自身所构成，而是由我们事先用以代替事物的字所构成。举一个数字的计算为例：设1677×365＝612105。如果必须把365堆的每堆1677块卵石逐个数完，才能得出上述数字，那么，我们将很难达到这个答案。那正是我们对用字在纸上来检验九点感到满意的缘故，以及其他等等。同样，当我们在一个圆积法的问题中
〔4〕

 ，提出π的近似精确值时，我们不需要作一个大的实体的圆并用一根线圈住它，才能了解这根线的长度或圆周对直径的比率是否具有上述的值，那样太麻烦了，即令误差是直径的千分之一或更小，我们也需要一个用很大精确度构成的大圆。然而我们仍然能通过实验和计算或使用数字考察来驳倒π的假值。这个考察只是通过书写来进行的。因而，是通过代表事物的字而不是通过事物自身来进行的。

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许多很有才能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也许已经宣称他们在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甚至政治学、法学和医学的问题中，提供了许多论证。然而，他们会有错误（由于每个步骤都是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除非为某些明确的方向所指引，否则，难免不失败），即使当他们成功时，也未能用他们的推理去说服任何人（由于至今尚没有一种方法，用对人人有效的某些简易的考察去检验这些论证）。

由此可见，倘若我们能找到一些字或符号适宜于表述我们的全部思想，像算术表明数字或几何学的分析表明线那样明确和正确的话，我们就能在一切科目中，在它们符合推理的范围内，完成像在算术和几何学中所完成的东西。

所有依靠推理的探究都要通过字的变换和某一种演算，它们会直接促进完美答案的发现。我们没有必要像今天所需要的那样绞尽脑汁，在已知的论据所容许的范围内，我们会确有把握地完成一切。

此外，我们应该能说服世人我们将会发现或作出结论，因为不论是通过演算完毕，或是通过类似的用算术检验九点那样，去核查计算结果都是容易的。如果有人怀疑我的答案，我将告诉他：“先生，让我们演算一下。”这样通过笔墨，我们就会立刻解决这个问题。

我还要补充：这一切都是在推理所容许的已知论据的范围之内，因为尽管经常需要某些实验作为推理的基础，可是一旦这些实验成为已知，我们就会从其中推衍出任何人都能推衍出的一切，甚至还会发现那些实验对所有更进一步的疑问的阐明还有许多用处。即使在政治学和医学中，去坚定和完善对于已知的征候和情况的推理，也将是一件值得赞羡的事。因为即使还没有足够的已知情况来构成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也总是能在已知数据的基础之上，决定什么是最可能的，那正是理智所能做到的一切。

这样，那些表达我们全部思想的字将构成一种能写能说的新语言；去创立这种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但学会它却是非常容易的。由于它的巨大的效用和惊人的灵巧，它将很快被人人所接受，它还会在接受它的不同民族的交往中，极好地服务。那些用这种语言写作的人，将不会造成错误，只要他们能避免计算错误、不规范、不通顺以及其他语法和结构的错误。此外，这种语言还会具有使无知的人哑口无言的惊人的特性，因为人们除非理解那个东西，否则就绝不能说或写。倘若他们硬要这样做的话，两者之一将会发生：要么人人会看出他们的徒劳无益；要么他们会从此学会写和说。确实，那些学会写和说的人，有时会把得到的从未想象过的成功脱口而出。由于我们的语言的精确性，这一点尤其会碰到。就这样，再不会有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用那种语言讲述出来的一切，都将被认为用语贴切。这种语言肯定是理智的最伟大的工具。

我敢说，这是人类心灵的最高成果，这个方案一旦被完成，将完全适合于人类幸福，从此人们将会有一种新工具，这种新工具之提高理智绝不亚于望远镜之改善我们的视力。

如果上帝给我以足够的时间，我的志向之一就是去完成这个方案。这一点，不是从任何人而是从我自己那里得来的，对此，我最早的想法是在18岁的时候，稍后，在一篇发表的论文（《论组合的艺术》）中作了阐明。由于我确信没有任何发明能与此类似，我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如此使发明者名垂不朽。我有更坚强的理由这样想，因为我一心信奉的宗教向我确保，上帝的爱在于获得普遍福利的热望，而理智又教导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理智的完善那样对人类的普遍福利做出更多的贡献。





（祖庆年　译）

人类学说的前景
〔5〕



各门科学的整体可以看作一个海洋，它到处延伸而没有终止和分界，尽管人们想象其中的各个部分，并按照自己的方便给它们以各种名称。由于有许多海洋，或者尚未为人所知，或者只有少数小船，出于偶然性，冒险到那里航行过，所以可以说，有一些科学，我们只是出于偶然性而无计划，对它们才有一鳞半爪的了解。其中之一是组合术，它对我的重要性，就像关于形式或公式的科学，要不就是一般变化的科学一样大。总之，它是普遍语文或普遍文字（Universal Specious or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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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那种关于同一和多样，相似和不相似，绝对和相对的科学，像通常数字论述一和多，大和小，整体和部分那样。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符号逻辑或代数也隶属于这门科学，因为当我们不注意地使用几个符号，在计算一开始时，这些符号可以被调换或相互替代而不至损害推理（在这一方面，字母表的各个字母有时是有用的），还有当这些字母或符号表明量值或一般数字时，其计算结果是代数，或更恰当地说，是韦达的语文。那正是韦达和笛卡儿的代数胜过前人的地方，使用这些字母来代替已知和未知的数字，我们得到其中有某些联系和顺序的许多公式，它为我们的心灵带来一种获得重要原理和一般规则的方法。因此，代数的最大的优点是字的艺术这一唯一的实例，后者用途不限于数字或量值。因为如果这些字母表明许多点时（实际上常为几何学家所采用），我们可以构成某一种计算或运算，它完全不同于代数，但仍然具有和代数同样的优点（我将对此另作说明）。当这些字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用以表明项或观念时，我们得到逻辑的那一部分，它论及式和格
〔7〕

 。我在一开始进行研究时，就想到这一点，当时我曾冒昧地发表了一篇关于组合术的小小的论文，它和我的愿望相反，受到好评并再版了（1690年在法兰克福）。我一直对这个题目有许多其他看法，我还可以完全不同地论述它们。我可以顺带说，从那以后，我就注意到逻辑学的一般原理：三段论的四个格，其中每个格有同样数目的有用的式，即在每个格中有六个式。最后，当字母或其他的字表明字母表或语言的实际字母时，组合术和语言的知识一起，产生密码学的释读。

我也曾注意到，有一种组合的计算，其中成分不是一个集体，而是一个由个别组成的总体，那就是，其中组合的东西除了替换而外，并不结合在一起，这个计算也有完全不同于代数的六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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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普遍语文包含无数的表达方式，而代数只包含一种。我们用不着对那些使语文变化的规律进行特殊的讨论，就能用算术通过对可能变化的数字进行演算，把它们组合起来，这是普通符号可以胜任的。这些变化可以包括不同的方式，在书写中，我们用字母表的字母来构成，字母的变化几乎和它们的排列、空隙或间隔一样多（因为我们不能书写一切而不用标点，我们必须在字与字之间留下一些间隔）。这样，全部人类知识都能通过字母表的字母表达出来，我们可以说，凡是懂得字母表的用法的人就能认识一切，随之而来的是，我们能计算人类所能表达的真理的数目，我们能确定可能包含所有可能的人类知识的一部著作的规模，在人类知识中会有能被认识、书写或发现的一切，甚至比这些还要多，因为它不仅可能包含那些我们所能断言的真命题，也包含那些假命题，甚至还可能包含那些并不意味任何东西的表述。这个探究帮助我们很好地了解到，和无限实体比较起来，人类是何等的渺小，因为纵然有无数的人，世世代代在各门科学的进展中不断提高他们自己，全人类总共能认识的所有真理的数目也是极其寻常的，在这里，假定人类本性从来不比今天更加完善，当然我们并来考虑未来的生活，那时人类的心灵将会提高到一个更加崇高的状态。这个悖论在重要性上和阿基米德向英雄国王（King Hero）的宠妓提出的那个悖论完全不同，他用这个向她们说明那些不仅充满整个地球和从地球伸向星球的宇宙很大一部分空间的沙粒的数量，只不过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易于书写的数目。这个数目和真理的数目比较起来，几乎等于零，因为每个沙粒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它不能提供许多真理，更不必说从其他事物导出的那些真理了。可是，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果，如果世界和人类长久持续下去，我们除了早已认识的真理而外，什么也不能发现。由于人类在整个永恒中，往往满足于某些微小数量的真理，而这只是人类能够达到的那些真理的一部分，因而将总是遗留下某些东西。但是假定人类总是尽可能前进，尽管可能始终是缓慢地和平稳地向前发展，最终一切也必然会竭尽，一个未曾早已写成的小说再也不能被写成，一个新的梦也同样不可能。因而，这一点也必然是真实的，即未曾早已说明过的东西，再也不能被说明。因为既然人类认识的真理是有限的，正像我们不久以后将要论证的那样，我们将要说明的东西其实是我们早已说明过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去说明新的东西，我们将会竭尽那个留待我们去说明的东西。于是，问题是，如何才能给予一个数目，它大于一切能被说明或断定的事物的数目，那正是我们将要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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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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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智慧
〔10〕



智慧是所有科学原理以及应用它们的技术的完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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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说的原理，是指通过某些努力和某些少量应用，就足以使我们得出我们所需要的任何结论的所有基本的真理。总之，是指那些有助于心灵去规范举止，去过正直生活，在任何地方（即令为野蛮人所包围）保有自己健康，精通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事物。最后，还提供生活的多种方便，对各种境况应用这些原理的技术包括恰当的判断或推理的技术，发现尚未了解的真理的技术，以及在一瞬间和必要时唤起人们识别能力的技术。

恰当的推理技术由下列诸准则所组成：

1．除了那个显然不容置疑的事物而外，我们不承认任何事物是真实的。我们在进行探索时，最好一开始就能设想我们自身位于反面，借此使我们了解，这样做是否促进我们发觉某些可靠的东西能被说成对反面有利。我们必须免除偏见，只把事物本身包含的东西归之于事物。我们也永远不能武断。

2．如果无法达到这样的确信，我们在等待更大的启发时，必须满足于可能性。我们要区分各种可能性的程度，同时记住，凡是从仅仅可能的原理中推衍出来的东西，都仍然保留其来源的不完善，尤其是在我们必须假定几种可能性才能达到某一结论时，因为后面的可能性比作为其根据的每个可能性总是更加难于确信些。

3．从一个真理推衍出另一个真理时，我们必须不间断地保持一定的链条。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能确定一个链条，只是由于我们能确定其每个个别的环都由完善的材料所构成，它扣住前后两个邻近的环。同样，我们之所以能确定判断的精确度，只是由于问题是完善的，不包含任何可怀疑的东西，其形式是由一个众多真理的不断的环节所构成而没有中断。例如，A等于B，B等于C，以及C等于D，因此A等于D。这样一个连结的链条告诉我们，绝不能把前提所没有的东西放进结论中去
〔12〕

 。

发现的技术由下列诸准则所组成：

1．为了认识一个事物，我们必须考虑它的全部先决条件（prerequisites），即是，足以使之区别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一切东西。这就是被称作定义、性质和根本特性的那个东西。

2．在我们发现使之区别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一种方法之后，我们必须应用这个同样的规则去考察涉及这个方法的每个条件或先决条件，以及每个先决条件的所有先决条件。那就是我称之为真正的分析的东西，或者叫做把难点周延到若干部分。

3．当我们把分析推向结束，那就是我们考察了涉及被提出的事物的各种先决条件，甚至是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最终达到只能通过事物自身才能理解的若干性质的考察，既不需要先决条件，也不需要设想超出事物自身的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就达到了这个被提出的事物的完全的知识。

4．当事物达到这一步时，我们必须力图使这个完全的知识立即全部呈现在我们心灵之中，这一过程的完成，是通过几次反复的分析，直至能够在心灵的一次活动中，似乎能把它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领会它。这一结果之获得，必须在反复分析中遵守某些进展的过程。

5．完全的知识的标志是，被考察的事物必须是能被计算的，并且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它的出现不能被事先预见。去完成一个对诸事物的分析是十分困难的，但去完成我们需要了解的诸事物的分析并不是如此困难。因为在我们一经发现命题的证明之后，真理的分析就被完成了。常常是对事物的分析一开始，就足以使我们分析出或完全认识到被认识的事物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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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我们必须经常从最一般和最简易的事物开始探究，也就是为那些易于进行实验和计算的事物，如同数、线和运动。

7．我们必须循序而进，为了使自然本身作为标准或保证，既要通过从简易的东西到困难的东西，也要力图发现我们在推理活动的顺序中的某些进步。

8．在我们的所有分类或计算中，必须力图不忽略任何东西。这正是何以具有对立成分的二分法（dichotomies）是十分有效的道理。

9．对不同的个别的问题各自分析的结果，将会是那些简易的思想或接近简易的思想的细目。

10．有了简易的思想的细目之后，我们就要从它们的根源出发，用完整的顺序和完全彻底的组合或综合，再次开始由因推果地说明事物的根源。这是在当前状况下，我们的心灵所能做到的一切。

在一瞬间和必要时唤起人们识别能力的技术，由下列诸观察所组成：

1．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保持心灵沉着，既使在动乱中，在仓促间和在危险关头，都和在书斋一样能进行思考。那正是何以我们有时必须考验我们自己，甚至小心翼翼地去寻找那样机会的缘故。当然，我们不能使自己面临不可弥补的损害。当危险很小或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时候，例如：在游戏、讲演、会话、操练和幽默故事中，最好力图使自己随时置身于外。

2．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计算。我们最好对以下作出记录：观察中的问题的所有可能情况，同一种里的所有可能的类，一种方法的所有合适和不合适之处，以及达到某一目的所有可能的方式。

3．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进行区分，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极其相似的事物，立即找出它们之间的所有差别。

4．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进行类比，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极其不同的事物，找出他们的相似点
〔14〕

 。

5．我们必须立即看出和已知事物极其相似或完全相异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当有人向我否定一些一般准则时，最好我能立即举出一些例证；当有人提出一些准则来反对我时，最好我能提出反面例证；当我听到一个故事时，最好我能立即联想到另一个相似的故事。

6．当一些真理或常见的事实，其中主语与其谓语的自然联系我们尚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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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像实际生活和经验中所常有的那样，这时我们必须使用一些技能来保存它们。例如，把它们和自然界的、民事间的，或在教会历史、地理、习惯、法律、教规和语言中的简单事物的特性联系起来。我认为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幽默的诗文甚至图解那样好地保存上述的事物，那些模仿自然事物面编造的用来阐明事物的假说，也是同样的，正如适合多种语言的一个真实的或摹造的语源学那样——根据想象中历史的天道（providence）的某种秩序而来的宇宙尺度（regula mu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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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最后，最好写下一个已经熟知的事物的目录，并附以索引或字母表，这是极其有用的。我们还应该制订一个最必需和最常用的轻便指南。





（祖庆年　译）

论牛顿的《哲学的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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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塞缪尔·克拉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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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先生的第一篇文章：

1715年11月所写的一封信的摘要

1．自然宗教本身似乎正日趋衰落（在英国），许多人总是坚持人类灵魂是物质的，另一些人则使上帝本身成为一个有形体的存在。

2．洛克先生及其信徒们，对灵魂是否是物质的，还是自然地可毁灭的这一点，至少是摇摆不定的。

3．伊萨克·牛顿爵士说，空间是一个器官，它是上帝利用它来觉察事物的。但是，如果上帝迫切需要任何器官去觉察事物的话，那么，这些事物就不是完全依赖他，也不是由他创造出来的。

4．伊萨克·牛顿爵士及其信徒们，对上帝的产品还有一个古怪的看法，按照他们的学说，全能的上帝需要不停地上紧他的钟的发条，否则它就会停止走动。看来，他不曾有充分的预见去使它永恒地运动。不仅如此，按照这些先生们的说法，上帝制作的机器是如此不完善，以至他不得不时常用一种非常的协助去擦净它，甚至去修理它，正像一个制造钟的工匠修理他的产品一样。从而他是那样不熟练的一个工匠，因为他不得不经常去修理他的产品才能使它正常。按照我的看法，同一的力和活力总是在世界上继续存在，它只是从物质的一部分进到另一部分，同自然的规律和美妙的前定秩序相一致。我还认为，上帝创造奇迹时，他并不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要才这样做，而仅仅是为了神恩的需要。任何人不承认这一点，肯定对上帝的智慧和权力有一种非常低劣的想法。

莱布尼茨先生的第二篇文章：

对克拉克博士的第一封回信的答复

在我呈给英国皇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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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蒙她殿下惠赐给我的信件中，曾正确地评述到，唯物主义者的那些原理，和他们的方法的讹误相近，极其有助于坚持不虔诚。但我相信《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作者，没有理由去补充说，他的这些原理是反对唯物主义者的那些原理的。恰恰相反，它们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唯物主义者模仿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霍布士，把他们自己完全局限在数学的原理里，仅仅承认物体，反之基督徒的数学家们还承认非物质的实体。为此，唯物主义者所反对的，应该不是数学的原理（按照那个词的通常含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原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部分地还有亚里士多德，多少认识到这些原理，但是我要宣称，在我的《神正论》一书中，已经论证地确立了这些原理，尽管我是用一种通俗的方式来完成的。数学的伟大基础是矛盾或同一的原则，那就是，一个命题不能同时是真的又是假的，因此A是A，而不能是非A，只要这一条原则就足以证明算术和几何学的所有部分，即全部的数学原理。但是，为了从数学进到自然哲学，还需要另一条原则，正像我在《神正论》中所已经评述过的，我意指的是充足理由原则，也就是，若不是有一个何以事情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理由，那么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因此，阿基米德在他的《论平衡》（De Aequilibrio）一书中，由于向往从数学进到自然哲学，而不得不利用充足理由的伟大原则的一个特殊的事例。他认为以下情况是当然的，假定有一架天平，两边完全一样，又假定在那个天平的两端再挂上相等的重物，则整个天平将是静止的，这是由于没有致使一边下沉而另一边不下沉的理由。那么，只有用这一条原则，即是事情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应该有一个充足理由，才可以证明有一个上帝存在，以及证明形而上学或自然神学的所有其他部分；甚至多少可以证明那些独立不依赖于数学的自然哲学的原理，我意指的是动力学原理或力的原理。

作者继续讲到，按照数学的原理，亦即按照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哲学（因为数学的原理在当前情况下，不能确定任何东西），物质是宇宙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理由是，由于它，除了物质而外，承认空洞的空间（empty space）；由于它，按照他自己的概念，物质仅仅充满空间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主张同样的东西，他们和伊萨克·牛顿爵士所不同的是，只是在指物质的量的时候，也许他们相信在世界上有比伊萨克·牛顿爵士所容许的更多的物质，在这一点上，我想他们的意见应该是较可取的，因为有愈多的物质存在，上带就会有愈多的时机去行使他的智慧和权力。这正是何以我主张根本无真空（no vacuum）的许多理由之一。

我发现，在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光学》的附录中，曾用明确的言词指出空间是上帝的感觉中枢（sens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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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感觉中枢”这个词总是表示感觉的器官。他和他的朋友们，假如认为恰当的话，也许现在完全另作解释，我对此将不会反对。

作者设想灵魂的出现足够使它觉察到在头脑中所经过的东西。但这正是马勒佑朗士神父和所有笛卡儿学派所否认的那个东西，他们的否认是正确的。去使得一个东西去觉察在另一个东西中所经过的东西。除了起码的出现而外，还必须有更多的东西。为了这个目的，某些交通或许能作为解释，某些种类的影响也是必需的。按照伊萨克·牛顿爵士，空间紧密地出现在包含它的物体之中，并和它等量。从那里岂不带来这样的结果，即空间觉察那个在物体中所经过的东西，而当物体离去以后，还要记住它？此外，既然灵魂是不可分割的，人们所能想象的灵魂在物体中的直接呈现就只能在一点上，那么，它如何能觉察到那个发生在那一点以外的东西呢？我声明我是首先表明灵魂如何觉察到在身体中所经过的东西的人。

何以上帝觉察到一切事物的理由，不仅在于他的单纯出现，而且也在于他的作用。这是由于他通过一个行动来保持事物，这个行动不断地产生凡是在事物中是善的和完满的一切。但是灵魂对身体并无直接的影响，身体对灵魂也是如此，它们的相互协调，不能被解释成是由于它们彼此的相互出现。

我们之所以称赞一部机器的真正的和主要的理由，与其说是在于它的原因，不如说是在于这部机器的结果。对工艺家的才能，我们并不像对他的作品的技巧那样做过多的查考。因此，被作者指称为赞美上帝创造的机器的理由应该在于他已经完全创造了它，而不在于他需要任何材料去制成它。但我认为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作者曾经被迫去求助的，只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何以上帝超过任何其他工艺家的理由，不仅是由于他创造了整体，而所有其他的工艺家却必须去寻找材料来进行工作。上帝的这个卓越仅仅由于能力，但是上帝的卓越还来自另一个原因，即是智慧，凭此，他的机器才比任何其他的能工巧匠的机器更经久些，运转得更正常些。一个买表的人，如果这块表走得正常的话，他并不介意表的每个部分是否是这个工匠亲手制造的，或者是否他从别的工匠所制造的那里取得几个部分，而由他装配在一起。如果这个工匠从上帝那里只接受了创制齿轮的材料的天赋才能，表的购买者是不会满意的，除非这个工匠也接受了使它很好地装配在一起的天赋才能。同样，如果没有除了作者在这里所赞美的以外的某些其他的理由的话，一个人是不会对上帝的作品感到满意的。

这样，上帝的技巧必须不低于一个工匠的技巧，不仅如此，还必须无限地超过工匠的技巧。单纯产生一切诚然能表明上帝的能力，但不足以充分地表明他的智慧。那些主张相反的人，将正好陷入唯物主义者和斯宾诺莎的错误，尽管他们自称和他是不同的。在这里，他们对所有事物的原理或原因，总是只承认能力而不承认充分的智慧。

我并不是说，物质世界是一部机器或一块表，它可以不用上帝的插手而运转自如，我曾经充分地坚持过，创造物需要它的创造者不断地施加影响，但是我主张创造物犹如一块表，它照常行走而不需要上帝的矫正；否则，我们必然会说，上帝想要对他自己的工作再次作出改进。否，上帝已预见一切事物，他为一切事物都事先提供了一个补救之方，那就是在他的作品中，早已有一种前定的和谐、前定的美。

这个意见并不排除上帝的天道，或他对世界的统辖，相反的，它使后者臻于完善。上帝的真正的天道需要一个完善的预见。但它更加需要的，不仅是他应该早已预见任何事物，而且也应该预先为一切事物准备好适当的补救之方，否则，他必然既缺少预见事物的智慧，又缺少为事物作预防的能力，他就会像索其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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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帝那样，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儒利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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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正是这样讲的。诚然在索其诺派看来，上帝甚至不能预见不合适的事物。反之，正和我进行辩论的先生们，却把上帝放在一个改进他的作品的位子上，仅仅说他并没有为它们作预防。但这对我似乎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不完善，因为按照这个学说，上帝必然既缺少能力，又缺少善良意志。

我并不认为我曾说过上帝是超世界的心智（intell igentia supramundana）这样的话，而理当受到谴责。他们难道要说他是世界的心智（intelligentia mundana），即是世界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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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我希望不会。可是，为了当心不至无意中陷入那个概念，他们这样做将会是很好的。

和一个国王来比较，在这个国王的统治下，一切都自己进行下去而用不着他的干预，这个比较并不切题，因为上帝不断地保持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他的王国不是一个名义上的。这正像某些人所说的，一个国王，他从一开始就关心他的臣民受到很好的教养，同时，通过对他们的财产提供的照管，在适合他们的各自的职位上，和在他们对他的善良的爱慕之情中，使他们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好像他再也没有理由在他们之中去改进任何东西，那么，这样的国王将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国王。

最后，如果上帝不得不不时地去改善自然的进程，那必然或者是超自然地完成的，或者是自然地完成的。如果它是超自然地来完成的话，我们必然要求助于奇迹才能说明自然的事物；而这是把一个假说归结为荒谬。因为每个事物都可以容易地通过奇迹来说明其原因。但是，如果它是自然地来完成的话，那么，上帝就不会是超自然的心智，他就会包含在事物的本性之中，即是，他就会是世界的灵魂。

莱布尼茨先生的第三篇文章：

对克拉克博士的第二封回信的答复

按照通常的说法，数学的原理只涉及纯数学，即数、图形、算术、几何，而形而上学的原理则涉及更普遍的概念，诸如原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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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赞同我这个重要的原则，即要是没有一个何以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充足理由，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发生。但是，他只是口头上赞成，实际上却否定它。这正表明他未能充分理解这个原则的力量。因此，他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恰好同意我的反对真正的绝对的空间的许多证明之一，真正的绝对的空间是某些当代英国人的一种偶像。我称之为一种偶像，并不是在神学的意义上，而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正如大法官培根说的有种族偶像、洞穴偶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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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先生们坚持空间是一个真正的绝对的存在，这使他们陷入巨大的困难，因为这样一个存在必须是永恒的和无限的。因而，有些人相信它就是上帝本身，或者是他的一个属性，他的广阔无垠。但是，既然空间由部分所组成，就不能是属于上帝的东西。

至于我本人的看法，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空间只是某种相对的东西，正如时间一样，它是一个并存的秩序，正如时间是一个接续的秩序一样。因为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说，空间概指同时存在的那些事物的一种秩序，这些事物被认为是并存的，而无须探究它们的特殊存在方式。当我们看到许多事物在一起时，就会察觉到事物彼此之间的秩序。

我有许多证明足以驳倒那些人的空想，他们把空间当作一个实体，或者至少当作一个绝对的存在。但目前我只使用一个证明，这是作者在这里给我机会去坚持的。我主张，如果空间果真是一个绝对的存在，那么，将会发生某种不可能有一个充足理由的事情。这是违反我的公理的。我能如此证明它。空间是某种绝对均匀的东西，如果没有事物放置在其中的话，空间的一点在任何方面都绝不可能和空间的任何另一点相异。从这里随之而来的是，假定空间除了是物体之间的秩序而外，其本身还是某种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理由说明以下事实，即何以上帝在保持物体之间同样位置的情况下，何以把它们用某一种独特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放置在空间之中；何以一切不是用完全颠倒的方式放置的，例如把东换成西。但是，如果空间除了是秩序或关系而外什么也不是，同时，它除了是放置物体的可能性而外，要是没有物体就根本什么也不是，那么，两种状况，一种像现在这样的，另一种假定是完全相反的，根本就会无法显出彼此差别。因此，它们的差别只能在对空间本身实在性的荒诞不经的设想中找到。但实际上，这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是完全同一的东西，它们是完全难以辨别的，因而没有理由去追问何以宁取此而不取彼。

关于时间，情况也是一样。假定有人问：何以上帝没有早一年创造一切，假定他又从那里推论出，上帝曾做了某些事情，关于它们，不可能有一个理由来说明何以他是这样做的而不是别样。回答是：如果时间果真是和存在于时间中的事物不同的任何东西的话，那么，这个推论可能是对的。因为在事物的接续次序保持同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来说明何以事物应该适用如此独特的一些一刹那，而不适用另外一些一刹那。但同样的论点正证明：被认为在事物之外的那些一刹那，简直什么也不是，它们只存在于事物的接续的秩序之中，只要这个秩序保持不变，则两种状况中的一种，即是，如所设想的预先的那一种，和现在的那一种将完全没有差别，也难以辨别。

从我所说过的一切，可以看到我的公理似乎还未被充分理解，尽管作者好像赞同它，实际上却否定它。他说，确实，要是没有一个充足理由表明何以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就什么也没有。但他接着又说，这个充足理由往往是上帝的单纯的或仅有的意志，正如，当有人提出，在物体之中的同样位置保持不变时，何以物质不以另一种样子被放置在空间中。但这是明显地主张上帝愿望某种东西，却没有任何充足理由说明他的意志何以要违反一切事物发生的公理或一般规则。这是陷入空泛的无区别状态之中，这一点我曾经充分驳斥过，即使在创造物中，它也表明是完全荒诞不经的，因为它违反了上帝的智慧，好像他不凭理性行事而能有所作为似的。

作者反对我，他说，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单纯的和仅有的意志，我们就会从上帝那里夺去选择的权力，并将陷入一种定命。但恰恰相反，我是维护上帝的选择的权力的，因为我是把它建立在和他的智慧相一致的一个选择的理由上的。我们所应该避免的，并不是这一种定命（它无非就是天道的最智慧的秩序），而是那种全然没有智慧和选择的盲目的宿命论或必然性。

我早就观察到，通过物质的量的减少，上帝能在其上行善的对象的量也将会减少。作者回答说，在空无所有的空间，代替物质的还有其他东西，可供上帝行善。就算这样吧，尽管我并不赞同它，因为我认为，每一个被创造的实体都伴随着物质。可是，即便如此，我的回答是：更多的物质是和那些同一的东西相容的，因而，上述对象将仍然会随物质的量的减少而减少。大量的人类和动物的例子对这一点并不剀切，因为它们排除其他事物而填补位置。

要使我相信，在通常的意义上，感觉中枢并不表示感觉器官是困难的。请看鲁道尔夫·戈克林纽斯在他的《哲学词典》中所说的话，见sensiterium词条，他说：“Barbarum Scholasticorum qui interdum sunt simiae graecorum. Hi dieunt'Διθηιηριον ex quo illi fecerunt sensiterium pro sensorio, id est, órgano sensationis.”感觉：经院哲学家们的不规范用词，他们有时模仿希腊人。希腊人说’Διθηιηριον（感觉），经院哲学家们由此把“sensiterium”（感觉）当作“sensorium”（感觉中枢），即感觉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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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仅一个实体的出现，即便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其知觉也是不充分的。一个盲人，甚至一个神志恍惚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作者必须阐明灵魂是如何觉察外在于它本身的东西的。

上帝不是通过位置在事物中出现，而是通过本质，他的出现因其直接作为而显著。灵魂的出现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说它扩散到全身，就是使它是延伸的和可分割的；说它整个都是在身体的每一部分之内，就是使它本身成为可分的了。把它固定在一点，把它扩散到所有众多的点，都只是被滥用的说法，种族的偶像。

如果活动力由于上帝所曾建立的自然规律在宇宙中必须减少，以至需要由他赐予一种新的影响，才能恢复那个力，正像一个工匠去改进他的机器的不完善那样，则不仅对我们发生混乱，而且对上帝本身也是如此。他是本可以预防它，并用更好的措施去避免这样一个麻烦的，而且，实际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当我讲到上帝针对这样的混乱曾预先提供了补救之方，我并不是说上帝容许混乱发生，而接着又为它们寻找补救之方，而是说他已经预先找到了一种方法去防止任何混乱的发生。

作者力求非难我的上帝是超世界的心智的说法，这是徒劳的。说上帝是在世界之上，并不否认他是在世界之中。

我从未引起任何怀疑上帝的恒存是对所有事物的存在、能力、秩序、倾向和运动的一个实际的保持和继续，我想也许我已经比其他很多人更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但作者认为：“This is all that I contended for（这正是我所争论的一切）”。对此，我的回答是，先生，您的卑下的仆人正是主张这个。我们的争论还在于许多其他的东西。问题是：是否上帝不用最有规律的和最完满的方式来行事？是否他的机器易于陷入混乱，使他不得不用特别的方法去修理它？是否上帝的意志能够不用理性而行动？是否空间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物？还有涉及奇迹的本性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都在我们之间引起广泛的分歧。

神学家们将不会同意作者反驳我的立论，即是，对于上帝来说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并无区别，这一点，大多数哲学家们一直很少赞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别，但却显然还未受到充分考虑。超自然的东西胜过所有创造物的能力。我想举一个我经常很成功地采用过的例子。如果上帝想使得一个物体围绕某一固定中心在空中自由运动，若没有任何创造物对它施加作用的话，我认为，除非有一个奇迹，否则它就不可能做此运动，因为这不能通过物体的本性予以解释。因为一个自由物体要自然地沿着切线方向从一条曲线逸去。因此，我主张物体间的引力，严格说来，乃是一种奇迹般的东西，因为它不能用物体的本性来解释。

莱布尼茨先生的第四篇文章：

对克拉克博士第三封信的答复

在绝对无差别的事物之中，没有选择的基础，因而既没有挑选，也没有意志，因为选择必须以一些理由或原则为依据。

一个没有任何动机的单纯的意志是一种虚构，它不仅违反上帝的完满性，而且也是荒诞不经的和矛盾的。它和意志的定义不相符，我在《神正论》中曾充分地加以驳斥。

把三个相等的和完全同样的物体安排成不论任何的次序，这就是一种无差别的事情，因此它们绝不会被只凭智慧行事的人安排成任何次序。而对造物主来说，完全不会产生这样的东西，因而在自然中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两个个体是无法分辨的。我所认识的一位精明的绅士，曾和我在赫伦豪森花园（Herrenhausen Gardens）里谈话，苏菲娅选帝侯夫人殿下也在场，他认为他能找到两片完全同样的树叶，选帝侯夫人也逗着他去找。他花了很长时间跑遍花园去寻找它们，但结果是完全徒劳。通过显微镜观察，两滴水或乳液也会发现是彼此可以辨别的。这是反对原子的一个论据，这些原子和真空一样，受到真正的形而上学原则的驳斥。

充足理由和无法分辨者的同一性这两条伟大原则，改变了形而上学的状况。依靠这些原理，那门科学才成为实在的和论证的科学，而在这之前，它总是由一些空洞的词语所构成。

假定两个东西是无法分辨的，即是假定同一的东西用两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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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假定宇宙在一开端，除了过去实际存在的而外，还会有过另外的时间和地点的位置，以及宇宙的所有部分在它们自身中，还会有同样的场所，如同它们实际所有的那样，这样一个假定，我说是一个不可能的虚构。

那个表明超世界的空间是想象的同样的理由，证明所有空洞的空间也是一个想象的东西，因为它们只有像较大和较小的区别。

如果空间是一种特性或属性，它必然是某些实体的特性。那有界限的空洞的空间，和我争论的那些人，假定为在两个物体之间的，它究竟将是什么实体的情状或特性呢？

如果无限空间是广阔无垠（immensity），有限空间则是广阔无垠的对立面，即它将是可量性（measurability）或有界限的广延，而广延必须是某些延伸的东西的情状。但如果空间是空洞的，它将是一种没有主体的属性，一种没有任何延伸的东西的广延。因此，由于作者把空间当作一个特性，他就同意我的把空间当作一种事物的秩序而不是任何绝对的东西的看法。

如果空间是一个绝对的真实，而远远不是一个和实体相反的特性或偶性，它将比实体本身有一个更大的实在性，上帝不能毁灭它，甚至也不能在任何方面改变它。它不仅在整体上是广阔无垠的，而且每一部分都是不变的和永恒的。这样，就将在上帝之外还有一个无限多的永恒的东西了。

说无限空间没有部分，即是说它不是由许多有限空间所构成，尽管所有有限空间都归于无之后，无限空间还能继续存在。这正如笛卡儿派的一个假说所说的，尽管构成世界的所有物体都归于无之后，一个物质的、延伸的、没有界限的世界仍然能继续存在。

作者在他的《为反对多德威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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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证辩护》第3版第19页中，把部分归之于空间，并且认为它们彼此是不可分离的。但在他的第二篇辩护第30页中，又说它们被不适当地称之为部分，这只能为一个较强的辨别力所理解。

说上帝能使整个宇宙沿着一条直线，或沿着任何其他路线向前运动，而又在其他方面毫无变化，这是另一个荒诞不经的假定。因为两种无法分辨的状态是同一种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变化的变化。此外，在其中既无规律，又无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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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上帝是不做毫无理由的行事的，在这里是不可能有任何理由的。此外，正如我刚刚说过的，由于这种无法分辨性，这将是做了却一事无成（agendo nihil agere）。

这些都是种族的偶像，纯粹的妄想和浅薄的想象。所有这些只是以想象的空间是实在的这个假定为依据的。

假定上帝本可以早几百万年创造这个世界，这同样是一个虚构，那是不可能的。那些陷入诸如此类的虚构的人，对那些将为世界的永恒性作论证的人，不能作出回答。因为既然上帝不做毫无理由的事，又提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明他没有更早创造这世界，这将会带来要么他根本什么也不曾创造，要么他在任何选定的时间以前就已经创造出世界，即是世界是永恒的。但是一经指出那开端，不论何时，总是同一回事，那么，何以它不是被别样安排的问题就成为多余的和毫无意义的了。

如果空间和时间是任何绝对的东西，即是，如果它们是事物的某种秩序之外的别的什么东西，那么，我的论断确实会是一个矛盾。但既然它不是如此，空间和时间是任何绝对的东西这个假设就是矛盾的，即它是一个不可能的虚构。

在几何学中，情况也是一样。在那里，根据假说本身证明一个图形比它实际上是什么大一些，我们有时证明它不是大一些。这诚然是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是在这假设之中，这假设正是由于那个理由而显得是假的。

空间既是均匀的，就没有任何外在的和内在的理由用来区别它的诸部分，也不能在它们之中作出任何选择。因为辨别它们的任何外在的理由只能以一些内在的理由为依据。否则，我们就是去辨别那个不可辨别的东西，或者不作辨别就加以选择。一个没有理由的意志，会是伊壁鸠鲁派的那种偶然性（chance）。一个上帝，如果他会通过这样一个意志而行事，就只会是一个名义上的上帝。这些错误的原因来自对避免贬低神圣的完满性缺乏注意。

当两个互不相容的事物是一样好时，并且不论就它们本身或者就它们和其他事物的结合来说，都是如此时，其中一个就没有什么胜过另一个。上帝是不会产生它们任何一个的。

上帝绝不受外在的事物而总是受在他之内的东西的决定，即是，先于任何在他之外的事物，受他的关于事物的知识所决定。

没有可能的理由能限制物质的量，因此这样的限制是不能立足的。

假定对物质的量的一个任意的限制最合适现在事物的结构，从早已存在的这些事物的完满性中，为了按照神的作为的完满性的原则而行动，因而必须经常增添一些东西。

因此不能说，现在的物质的量对事物的现在的结构是最合适的，假定它果真如此，随之而来的是，如果事物的现在的结构妨碍上帝去使用更多的物质的话，它就不会是绝对最合适的。因此，最好能选择另一种能容得更多事物的结构。

我将会高兴地看到任何哲学家的一段话，在任何别的意义上，他对感觉中枢的使用和戈克林纽斯不同。

如果斯卡普拉
〔31〕

 说，感觉中枢是理智所在的地方，他指的是内部感觉的器官。因此他和戈克林纽斯并无区别。

感觉中枢总是表示感觉器官。按照笛卡儿的说法，松果腺
〔32〕

 就是上述斯卡普拉的那种意义上的感觉中枢。

几乎没有任何表达方式比这个题目即认为上帝有一个感觉中枢更不妥当的了。它似乎使上帝成为世界的灵魂。按照伊萨克·牛顿爵士的用法，很难对这个词给以一个正当的含义。

尽管问题是牛顿爵士给予那个词的含义，而并非是戈克林纽斯的，但我不应因引用那个作者的《哲学词典》而受到责备，因为词典的目的正在于表明词类的用法。

上帝觉察在他自身之中的事物。空间是事物的场所，而不是上帝的观念的场所：除非仿效人们所想象的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把空间看作某种使上帝和事物相结合的东西，这将仍然使上帝成为世界的灵魂。

当作者把上帝的认识同灵魂的认识加以比较时，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灵魂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是由于上帝在其中纳入一个表象外在事物的原则；而上帝认识事物，则是由于他不断地产生它们。

按照我的看法，除非由于上帝在灵魂和身体之间早已前定的和谐，使身体本身适应于灵魂的欲望，否则，灵魂对事物是不能起任何作用的。

但是有些人幻想灵魂能给身体一个新的力，而上帝为了去改进他的机器的不完满，也同样如此。由于他们把过多的东西归之于灵魂，过少的东西归之于上帝，这就使上帝过多地和灵魂相似。

这是由于除了上帝外，没有东西能给自然一个新的力，而他只是超自然地这样做的。如果在事物的自然的过程中需要他这样做的话，那他就会是做了一件非常不完满的事。这样的话，他之于世界，将犹如通常被认为灵魂之于身体那样。

有些人用上帝对在他之外的事物的作用来说明灵魂对身体的影响那个通常的看法，并为之进行辩护，这仍然是使上帝过多地和一个世界的灵魂相似。对此，我补充说，作者老爱对超世界的心智这些词吹毛求疵，似乎也倾向于那种方式。

灵魂直接感受的那些影像，是在他自身之内的，但它们和身体的那些影像一致。灵魂的出现是不完满的，只能通过那个一致才能说明。但上帝的出现则是完满的，并且通过他的作为而显示。

作者反对我，他错误地假定灵魂的出现是和它对身体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知道我是拒绝那个影响的。

说灵魂扩散于脑，和说它扩散于全身是同样无法解释的，其差别仅在于较多和较少。

那些幻想活动力在世界上自行减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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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未充分认识自然的主要规律和上帝的作品的美。

他们如何才能证明出，这个缺点是事物的依存性的后果呢？

我们的机器的这种使得它们需要修理的不完满，正是来自这件事，即它们没有充分依赖工匠。因此，自然对上帝的依赖，远远不是这样不完满的原因，而毋宁是在自然中没有这样不完满的原因，因为它是如此之多地依赖一个工艺家，这个工艺家又是如此的完满，以至使一个产品不需要修理。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的每一个特殊的机器多少容易被弄得失调，但不是整个宇宙，后者在完满性上是不会减少的。

作者坚持空间并不依赖物体的位置。我的回答是，确实它并不依赖物体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位置，但它是使诸物体能被定位的那个秩序，通过它，当诸物体并存时，在它们之间就有一个位置，正如时间是关于它们的接续的位子的那个秩序一样。但是如果没有创造物，空间和时间就只是在上帝的观念之中了。

作者在这里似乎承认，他对奇迹的概念和神学家们及哲学家们通常所有的不同。只要我的对手不得不求助于那个通常被称为奇迹的东西，对我的论题来说也就够了。

我担心作者由于改动通常所理解的奇迹这个字的意义，会陷入一个不合适的看法。奇迹的本性根本不在于寻常或不寻常，因为这样的话，千头怪兽就会是奇迹。

一个天使能作出一些较低级一类的奇迹。例如，他能使一个人行走在水上而不至沉没。但唯有上帝才能作出许多奇迹，这些奇迹胜过所有自然的能力。不断创造和不断消灭就是那样一种。

诸物体在一个距离之内会相互吸引，而没有任何中介的手段；还有一个物体做环绕运动，而没有沿切线逸去，尽管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它做此运动，这也是超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作用都不能通过事物的本性予以说明。

何以不可能通过自然的力来说明动物的运动？尽管实际上通过自然的力对动物的开端和对世界的开端是一样难以说明的。

附言：所有那些坚持有一个真空的人，他们更多地受想象而不是受理性的影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时，也曾热衷于真空和原子的概念，但理性把我从那个曾长期使我愉悦的想象中引向正道。原子论者们所进行的探究没有超过那两件事：他们（可以说是）把他们的思想束缚在原子上，他们幻想他们已经找到了事物的第一元素，一种终极之物（non plus ultra）。我们想让自然不要走得太远，并让它像我们的心灵那样是有限的，但这是忽略造物主的伟大和尊严。最小的微粒实际上可细分至于无限，并包含另一个创造物的世界，如果那个微粒果真是一个原子，那就是，它是一个整块的不能细分的物体，在宇宙中，就会缺乏另一个创造物的世界。用同样方式，承认自然有真空，就是把一个非常不完满的产品归之于上帝，这是违反充足理由的必然性的伟大原则的。对此，许多人曾说到过，但并未理解其真正意义，像我最近所表明过的，通过那个原则，证明出空间只是一种事物的秩序。同样，时间也是如此，完全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物。这里，我姑且省略掉反对真空和原子的许多论据，只提及以上帝的完满性和充足理由的必然性为依据的那些东西。作为一个原则，我断言，上帝能授予事物的每个完满性，实际上已经授予了它们，而没有减损它们的其他的完满性。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完全空洞的空间，上帝能在其中放置一些物质，而没有在任何方面使所有其他事物有所减损，因此，他实际上已经在那个空间中放置了一些物质。因此，没有完全空洞的空间，一切都是充满的。同样的论据证明没有微粒，只有那个能被细分的东西。我将以充足理由的必然性为依据，补充另一个论据。不可能有任何原则，能越出从充实到真空或从真空到充实的所有可能的等级，去确定物质应有的比例。或许有人会说，这一个应该和另一个相等；但是，由于物质比真空更完满，当前者理当优先于后者时，理性要求人们遵守几何学的比例，同时要求应该有比真空多得多的物质。但这样必然无真空，因为物质的完满性之于真空的完满性，正如某些东西之于没有东西。对原子也是同样情况。能提出什么理由，在细分的连续中限制自然呢？这些只是纯粹独断的虚构，和真正的哲学是不相称的。主张有一个真空的那些理由是纯粹的诡辩。





（祖庆年　译）

论事物的最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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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世界或有限事物的聚集外，有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统一体（unum），它不仅像灵魂在“我”之中居统治地位，或更像自我本身在我的身体之中居统治地位，而且是在一个更高得多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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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由于宇宙的居统治地位的统一体不仅支配世界，而且还创造和形成了它。它比世界更高，可以说，超越世界之上，因而是事物的最后理由。这是由于存在的充足理由既不能在任何个别的事物中被发现，也不能在事物的整个聚集和系列中被发现。让我们假定有一本几何学基础的书永远存在，而其他的书都逐次地照抄它，显然，尽管我们能通过被抄的那本书来说明当前的这本书，然而，不管我们通过多少本书追溯下去，绝不能达到对它们的完全理由，因为我们总是会提问何以这些书一直存在，那就是说，何以这些书竟然存在，以及何以它们是这样写成的。对这些书是真实的，同样对世界的不同状态也是真实的，因为不管变化的某些规律，一个继承的状态，总是用某种方式只作为先于它的状态的抄本。不论你回到什么早先的状态，你绝不会从其中发现事物的完全的理由，那就是说，何以竟然有这样的世界以及何以宁愿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某一别的。

尽管你设想世界是永恒的，然而由于你只能设想状态的连续，从其中任何一个，你都发现不了充足理由，甚至任何数目的状态都不能对你说明这些状态有丝毫的帮助，显然，理由必须在别处去寻找。因为在永恒的事物中，即使没有原因在那里存在，也必然会有理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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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由在永久的事物中是必然性自身或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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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变化着的事物的系列中，如果它被设想为它们永恒地互相继承，正如我们即将认识到的，这个理由将是倾向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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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必然的理由。那就是说，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其反面包含着矛盾，而是倾向的理由。从这里，结果是：即使我们把世界设想为永恒的，也不能避开事物的最后的超越世界以上的理由，即上帝。

因此，世界的理由隐藏在超越世界以上的某些事物中，它们不同于状态的连锁（concatenation）或事物的系列，后者的聚集构成了世界。这样，我们必须越过自然的或假设的必然性——世界的事物正是按照这个必然性，后者为前者所规定，而达到具有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的某些事物，对于它不能给以理由。因为就自然的假设的来说，当前的世界是必然的，但却不是绝对的或形而上学的
〔40〕

 。那就是说，世界的本性既是照它的原来的样子，结果是，事物也必然照它们原来的样子在其中发生。因此，既然最后根源必须在具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的某些事物中，既然存在着的事物的理由只能在存在着的事物中被找到，就必然存在某一具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的东西，这个东西的本质即是存在，不同于众多存在物的多元性或世界的某些事物就这样存在，这个众多事物的多元性和世界，正如我们已经承认和表明过的那样，并不具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

但是，为了较清楚地说明如何从永恒的或本质的或形而上学的真理那里产生出暂时的或偶然的或自然的真理，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正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即宁愿有某些东西存在而不愿什么也没有，在可能的事物中，或者在可能性或本质自身，有一个存在的迫切需要，或者可以这样说，一个要存在的要求，总之，那个本质自己趋向于存在。从这里，进一步产生的结果是，所有可能的事物，亦即表示着本质或可能的实在性的事物，有同等的权利趋向于存在，这和它们的本质或实在性的量相称，或和它们包含的完满性的等级相称。因为完满性除了是本质的量而外，不能是别的。

因此，最明显不过的是，在这些无限的可能的组合物和可能的系列之外，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东西，通过它，最大量的本质或可能性得以产生。诚然，在事物中，经常有一个按照极大和极小来考虑的规定原则，那就是极小的支出达到极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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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地点，或简言之，世界的容受性或容量，在这里可以当作是支出或场所，在它上面，世界能被尽可能适宜地（quam commodissimo）建成，而形式的多样性则和这个建筑物的适宜（commoditas）和住室的数目与雅致相一致。物质自身可以比作某种棋类比赛，纸板上所有的间隔都被根据一定的原则填满了，因而，除非你使用某种技巧，你最终会发现你自己被置于一些难以驾驭的间隔之外，同时被迫留下比你原先所打算要多得多的间隔，而其中有些可以另外设法加以填满。当然，有一个限定的方法可以使间隔的完全填满最易于完成。正如在不给予其他规定的条件时，假使要我们去画一个三角形的话，它将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又如在没有更多的条件被指定时，假使我们从一点到另一点画一条直线的话，它将选择最容易和最短的路线。正如一旦被提出存在比不存在优越些（亦即有一个何以宁愿有某些东西而不愿什么也没有的理由），或者可能性必然变成现实性，那么，产生的结果是，尽管没有东西被进一步规定，但就时间和空间的容量来说（亦即存在的可能的秩序），也必然会尽可能多地存在，正像砖瓦以这样的方式被放置在一起，即尽可能多地容纳在一个被给予的面积之内。

这样使我们惊异地了解到，在事物的真正根源中，某种神性的数学或形而上学的机械学是如何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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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存在的最大的量的规定是如何产生的。因此在几何学里，所有角中被确定的角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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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把液体注入异类的介质会取得最大容量的形状，即球状体的形状。但首先是我们在通常的机械学里得到的例证，在那里，当几个重的物体相互作用时，其合成运动是那个从全体来看产生最大落体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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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所有可能的事物都以同等的权利和它们的实在性相称而趋向于存在时，所有的重量也同样以同等的权利和它们的重力相称而趋向于下落。因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包含那些重的物体的最大可能的落体的运动；这样产生了世界，在世界中最大多数的可能的事物得以产生。

这样，我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得出自然的必然性。因为尽管就形而上学说来，世界不是必然的，以至其反面包含着矛盾或逻辑的悖理，但就自然说来，它仍然是必然的，或这样被规定为其反面包含着不完满性或道德的悖理。同时，由于可能性是本质的原则，因而完满性或本质的等级是存在的原则（这个等级愈大，通过它组成的事物就愈多）。虽然世界的创造者创造一切事物是有规定的，因为他是按照一个智慧或完满性的原则而行动的，但从那里，我们同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自由的。无情来自无知，一个人越是聪明一些，他就在接近那个最完满的东西时受到越多的规定。

但是，你会说，某种形而上学的规定的机器和重的物体的自然的机器比较起来，尽管似乎是何等的巧妙，它仍然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即重的物体真实地存在和活动，而可能性或本质则先于或离开存在，它们仅仅是想象的或虚构的，因而在其中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我的回答是：这些本质和那个关于这些本质的被作为永恒真理的东西，两者都不是虚构的，但它们存在于观念的某个领域（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说，存在于上帝自身，这是所有本质和其他所有事物的存在的源泉。我的这个并非只是毫无必要的断言为现实的事物的系列的存在所证明。因为既然系列的理由在其自身中无法找到，正如以上所证明的，就必然在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或永恒的真理中找到，同时，既然存在着的事物只能从存在着的事物中产生，正如我们早已注意到的，那么，永恒的真理必然会存在于某个主体之中，这个主体，就绝对的或形而上学的说来，是必然的，那就是上帝，通过它，这些在其他方面是想象的事物才能被实现（这样说尽管不规范，但却意味深长）。

我们发现世界上所有事物都遵照规律而发生，这些规律不仅是几何学的，也是形而上学的，它们是永恒真理的规律。那就是，不仅遵照物质的必然性，也遵照形式的必然性。关于这个理由（我们刚才说明过），即何以宁愿有一个世界存在而不愿没有，以及何以宁愿它是这样存在而不是别样（其理由只能在可能的事物存在的趋向中被发现），不仅在总的方面是真实的，而且当我们下降到特殊的事物时，我们了解到原因、能力、活动的形而上学规律，在整个自然界，以一个奇妙的方式呈现出来，它们甚至比物质的纯粹几何学的规律还优越。更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当我在说明运动的规律时，像我曾在别处充分说明过的那样，我被迫放弃几何学的力的合成的规律，这个规律在我青年时代曾坚持过，因为那时我更加相信物质的观察。

从而，我们在一个实体中得到既是本质的又是存在的实在性的最后理由，这个实体必然比世界本身更大、更高和更古老，因为通过它，不仅世界所包含的存在着的事物，而且可能的事物都具有实在性。由于所有这些事物互相联系，这个最后的理由只能在一个源泉中被找到。显然，正是从这个源泉中存在着的事物不断流出，它们是并且早已是它的产品。因为何以宁愿世界是这样一种状态而不是别的，何以宁愿是昨天的状态而不是今天的状态，看来不会从世界本身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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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同样清楚地了解到，为何上帝不仅自然地而且也是自由地行动，为何不仅事物的有效原因而且也是终极原因是在他那里，以及为何他不仅在早已建成的世界的机器中显示其伟大和权力，而且也在创造它的时候，显示其智慧和善。

为了避免有人会认为我们在这里把道德的完满性或善和形而上学的完满性或伟大混淆起来，承认了后者，会否认前者，因而要注意的是，从以上所说过的只能得出，不仅从自然上说来，世界是最完善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从形而上学说来也是如此，因为那个事物的系列被产生，其中实际上有最大量的实在性，而且从道德上说来，世界也是最完善的，因为真正的道德的完善是精神自身的自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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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世界不仅是最巧妙的机器，而且也是最好的国家，这是就它是精神所组成来说的，通过它，赋予精神以最大可能的幸福或快乐，其中存在着它们的自然的完满性
〔47〕

 。

但是你会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往往是其反面，因为经常有好人蒙受不幸，不论动物和人，那些无辜者却遭受折磨，甚至被虐待至死。最后，这个世界，尤其是假如我们考虑到人类的政府时，似乎与其说是被一个最高智慧所恰当安排的东西，倒不如说是一个混乱的混沌。我承认从第一眼看，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更接近地加以考察时，这个反面的结论显然是先天地从我们已经列举的那些事物而来，那就是，所有的事物，因而也是精神，都达到可能的完满性的最高阶段。

诚然，正如法学家所说，如果我们不曾考察过全部的法律，就不适宜去进行裁决。我们只能认识永恒的非常微小的部分，而这个永恒在它的广度上是无法计量的，因为历史留传给我们的几千年的记载是何等短暂的事情！然而，从如此短暂的经验出发，对这个无法计量的永恒的东西，我们却轻率地进行裁决，这岂不正像出生和成长在监狱中或萨尔马丁
〔48〕

 的地下盐矿里的一些人，竟然会认为除了那个十分艰难地指引他们的阶梯的微弱的路灯而外，在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光亮。如果你看一幅非常美的图画，它的整体被覆盖起来，只露出很小的部分，那么，不管你怎样仔细地端详它（而且，更有甚者，当你更接近地察看它），呈现在你眼前的，除了是由未经挑选和缺乏艺术而涂下的五颜六色的一个混乱的块体而外，还能是什么呢？可是，假使你移去覆盖物，并从一个正确的观察点去看整幅图画时，你将会看到那个似乎是被漫不经心地涂抹在画布上的东西，原来是被具有很大艺术才能的画家所认真完成了的。眼对画的经验是和耳对音乐的经验相符的。最卓越的作曲家们经常把杂音与和声交织在一起，以此去激发或者可以说去刺痛听者，使他变得急切想知道什么将要发生。当不久一切都恢复秩序时，他又是何等的愉快，正像我们庆幸已经度过了很小的危险或轻微的不幸那样，这既是由于我们有一个解脱的感觉，也由于我们在可怕的想象中找到快乐。那是走绳索或跳刀丛（sauts p'erilleux）
〔49〕

 的表演；像我们戏弄地摇晃笑着的儿童，好像要把他从我们之中远远扔走；像演出中抱着丹麦国王克里斯琴
〔50〕

 的粗野大汉。把这么一个仍然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抛向屋顶，当每个人受到惊恐时，又诙谐地把他安全地放回到他的摇篮。根据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们经常吃甜的东西，也会淡而无味；而辣的、酸的，甚至苦的东西必须搅拌在一起，才能刺激味觉。那个没有尝过苦的东西的人不配得到甜的东西，因为他实在辨别不出它们。这正是快乐的规律，愉快并没有一个平坦的进程，因为这个平坦的进程只会招致厌恶，并使我们迟钝、不快乐
〔51〕

 。

但是，按照我们的说法，部分可能扰乱但并不损害整体的和谐，这情况绝不能理解为它意味着可以略去部分不计，或者把世界当作一个完满的和谐就足够了，不用去管人类可能是不幸的。在宇宙里，没有对公正的尊重和对我们命运的关心。有些人对事物的总体的判断就是这样不够正确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像在一个组织得十分完好的国家，对每个个人的利益都给予尽可能的关心。同样，除非每个个体的利益得到照顾，宇宙将不会充分地完满，而只有在这个时候，宇宙的和谐才得到保持。对于这个，再没有比那个公正的规律能够作为更好的标准被树立起来：这个规律宣称每个个体都应该按照他自己的德行和他对于共同幸福的善良意志的程度的比例，共享宇宙的完满性和他自己的幸福，同时，由于这个，才完成了那个我们称之为博爱和上帝的爱，按照一些最聪明的神学家们的意见，只有在这里面，才构成了基督徒的信仰自身的力量和权力。也不应该对在宇宙中给予精神以这样大的作用而显得惊奇，因为它们反映了最高创造者的最可靠的形象，它们和他的关系，不是如同机器和制造者的关系，而是如同公民之于他们的君主，精神同宇宙自身一样万古长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在自身中表现和集中整体，甚至可以说精神是整个的部分（parts totales）
〔52〕

 。

但对于好人的不幸这个特殊的问题，它将被确认为这些不幸会给那些遭受不幸的人带来更大的好处，这不仅在神学上是真实的，而且在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像一颗谷粒被撒进泥土，在它结谷之前要经受折磨一样。总之，可以断言不幸是暂时的恶，但实际是善，因为它们是通向更大的完满性的捷径。正像在物理学中，液体要经过长时间的缓慢的发酵，才能达到净化，而那些经过更大激动的要用更大的力量抛掉其成分中的某些东西，才能更迅速地达到精馏。我们可以称之为：为了更有力地向前跳跃你必须先向后退（qu'on racède, pour mieux sauter）
〔53〕

 。因比，这些事物不只能被看作是令人愉快的和令人鼓舞的，而且也是最真实不过的。总之，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幸福更真实，也没有任何东西比真理更幸福和更可爱。

此外，为了在上帝的作品的成就中，认识其普遍的美妙和完满性，我们必须承认整个宇宙的某一种永久的和十分自由的进步，这就是它经常前进以便得到更大的改善（cultum）。真的，即使现在我们地球的大部分受到耕作和将要受到越来越多的耕作，但确实有时地球的某些部分又成为荒芜之地，或再次遭到破坏和退化，可是这只能被理解为像上述的不幸那样，也就是说，正是这个破坏和退化得到一些更大的结果，使我们以某种方式从损失本身得到益处。

可是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假使果真如此，世界早该成为天堂了，对此有一个及时的回答。尽管许多实体早已获得了大的完满性，但由于连续体的无限可分性，在事物的深渊中，总是留下一些沉睡着的部分，它们有待于唤醒，并变成更大和更好，总之，向一个更加完满的状态（ad meliorem cultum）前进。因此永远达不到进步的终点
〔54〕

 。





（祖庆年　译）

论权利和正义的概念
〔55〕

 
〔56〕



被自然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权利学说，已被人类理智加以无限扩充。尽管有那么多杰出作家已对权利和正义的概念作过论述，我仍然不能肯定这些概念是否已可认为足够清楚。权利是某一种道德的能力，义务则是一种道德的需要。对一个善良的人，我所说的“道德的”是和“自然的”含义相当，因为，正如一个著名的罗马法律学家所说：不能相信我们能做出与善的道德相反的事情。而且一个善良的人是那个在理性容许的范围内爱一切人的人。因此，正义是支配心灵倾向的德行，希腊人称这种倾向为人类的爱（φιλαυθηωπια）。因此，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正义可以最恰当地被定义为聪明人的仁爱，那就是，仁爱遵循智慧的支配。所以卡尔尼德
〔57〕

 曾说过这样的话：正义是最大的蠢事，因为它要我们去照看别人的利益，却忽视我们自己的利益，这种话出自对正义的定义的无知。仁爱是普遍的慈善，而慈善是爱或尊敬的习惯
〔58〕

 。但是，去爱或去尊敬是从别人的幸福中取得快乐，或者，换言之，是把别人的幸福当作我们自己的。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神学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即怎样才能有一个无私的爱
〔59〕

 ，在这种爱中，既摆脱了期望，也摆脱了恐惧，更摆脱了对利害关系的一切考虑。显然从别人的幸福中，我们取得快乐，并成为我们自己的幸福的一部分，因为给我们快乐的东西，为了它们自己的缘故而被追求
〔60〕

 。正如对美的东西的默想，本身就是快乐的
〔61〕

 ，一幅拉斐尔的画使那个领会它的人心醉神迷，尽管这幅画除了令他重视和喜悦而外，并未给他带来其他的好处，但却激起他产生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
〔62〕

 。所以，当美的东西能令人感到幸福时，对美的感受也就变成真正的爱。但神的爱
〔63〕

 胜过其他一切的爱，因为爱上帝会带来最幸福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被设想得比上帝更幸福、更美好和更值得享受幸福。而且，既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智慧，他的幸福不仅成为我们的幸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是聪明的，亦即如果我们爱他的话），而且还构成了它。但是，既然智慧应当去指导仁爱，智慧同样需要加以定义。如果我们说智慧除了是那个幸福的科学而外
〔64〕

 ，不能是别的，我想这将最符合人们关于它的概念。这就使我们再次想起幸福的概念
〔65〕

 ，这里用不着加以解释。

就这样，从这个源泉里涌出自然权利（自然法，jus naturae），它有三个等级：在交换的正义中的狭义的权利，在分配的正义中的公平（或是狭义的仁爱），最后是在普遍的正义中的虔诚（或正直）
〔66〕

 。由此相应地产生了以下三条规则：不伤害任何人，把每个人所有的给予他自己，正直地生活（或相当虔诚地生活），这些普遍的和通常为人们接受的关于权利的规则，在我年轻时写的小书《论法律学的方法》（De Methodo Juris）
〔67〕

 中曾提出过。起码的权利的规则，或狭义的权利，是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为了避免处在被伤害的状态，人应当有按照法律进行活动的范围，如果不是这样，他就应当有战争的权利
〔68〕

 。从这里，产生了哲学家们称之为“交换的”那个正义，以及格罗蒂斯称之为正当权利（facultas）的那个权利。较高的等级，我称之为公平，或者，你愿意的话，称之为仁爱（那是更加狭义的）。我把公平的含义延伸到超出起码的权利对那些义务的严格性，也由于公平的原因，被我们感激的那些人，才没有行动的理由来迫使我们去履行诸如感恩以及像格罗蒂斯所说的具有不完满权利而不具有正当权利的那些事情
〔69〕

 ，由于最低等级的规则是不伤害任何人，那么中等等级的规则是对人人行善，但是鉴于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而只能在适合每个人或每个人应得的范围内。因此，分配的正义和要我们把每个人所有的给予他自己的权利的规则应归入此范围。国家的政治法律与此有关，这些为国民幸福而起作用的法律，这些通常给那些只具有道德上的权利的人带来幸福的法律，得到了一个法律上的权利，那就是，他们被授予了要求别人应当给予公平待遇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在最低等级的权利中，对人们中间的差别并不重视（那些由于特殊的事情而引起的差别除外），而所有的人被看作是平等的。但在较高级的权利中则不同，是非曲直要受到衡量，这就出现了特权、奖赏和惩罚。色诺芬曾经通过少年赛勒斯国王的案例
〔70〕

 ，巧妙地表明了这个不同等级的权利的差异。赛勒斯被要求对两个少年进行裁决，其中较强的一个迫使另一个和他调换衣服，因为他发现对方的长袍对他自己的体形更合适，而他自己的却对对方的体形更合适。赛勒斯作了有利于抢劫者的裁决，但他的塾师向他指出，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谁最合适这件长袍，而是这件长袍归谁所有，还指出，将来当他自己要去分配这些长袍时，他将会更正确地应用这个审判的方法。由于公平自身总是指导我们在日常事务中按照狭义的权利而行动，那就是人人平等，除非有一个更好的重大理由要求我们不这样做。此外，那个被称为“因人而异”的情况，并不发生在和别人交换财物之际，而是发生在分配我们自己的或公共的财物之际。

我曾经用正直或更确切地用虔诚来称呼最高等级的权利。以上所述，只限于在人类生活的诸关系的范围内才能理解。诚然，起码的权利或狭义的权利，来源于保持和平的需要，而公正或仁爱则为更多的东西而奋斗，即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对别人行善，每个人都能通过别人的幸福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总之，狭义的权利回避不幸，更高意义上的权利趋向幸福，这是那些属于世人的幸福。但我们应当把生命自身和凡是使生命值得向往的东西从属于别人的巨大的善，使得我们理所当然地为别人而耐心地忍受最大的痛苦
〔71〕

 。这一点，与其说曾被哲学家们不厌其烦地证明过，倒不如说曾被他们美妙地谆谆教诲过。虽然道德的尊严和荣耀以及由德行带来的我们心灵的喜悦的感觉——哲学家们将它命名为“正直”，肯定都是思想或精神的善良品德，而且也的确是巨大的善，但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地为想象所激动，因而，它们不能用以去说服一切人，也不能用以去克服一切罪恶的刻毒，尤其是对那些经过通才教育，高尚的生活方式或方法的训练，仍然未能逐渐习惯于荣誉感或鉴赏心灵的善良品德的人。但是，为了能通过一个普遍的证明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任何高尚的东西都是有益的（omne honestumutile），而任何卑贱的东西都是有害的（omne turpe damnosum），我们必须设想灵魂的不朽和上帝是宇宙的统治者。于是我们想到一切人都好像住在最完满的城里，这个城为一个君主所统治，对这个君主，由于他的智慧，谁也不能欺骗他；由于他的权力，谁也不能躲开他。这个君主是如此地值得爱戴，以至人人都把侍奉这样的主人当作福分。因此，正像基督所教导的，凡为他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72〕

 。由于他的权力和先见，一切正义得以变成事实（omne jus in factum tran Seat），即是没有人会受到伤害，除了由于他自己。没有做了正当的事得不到报偿，没有罪恶不受到惩罚。正如基督像神一样地教导说，我们所有的头发都被数过了，甚至没有一杯水白白地给予那个口渴的人
〔73〕

 。因而，在宇宙的国度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受到漠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公正被称作普遍的，并包含了全部其他的德行，这对并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益的事，也完全适用。例如，当我们糟蹋我们自己的身体或我们自己的财产时，就超出人类法律的范围，但它们仍然为自然的法律（jus naturale）所禁止。那就是，为上帝的王国的永恒律法所禁止。因为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和我们全部所有的都归功于上帝，任何人都不应当对自己所有的加以滥用，这对国家的利益固然是重要的，而对宇宙则更为重要。因此，从这里，衍生出权利的最高规则的力量，它要我们正直地生活（即是虔诚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已经在人们企求的东西中，正确地写下了这一点：自然法和国际法都应当遵照基督教的教义而制定，那就是（按照基督的教导）γà àνωτερα崇高的事物，即聪明人的神圣事物。这样，我认为我已经非常恰当地阐明了权利的三条规则或正义的三个等级，同时也指出了自然法的源泉。

除了来自神的源泉的理性的永恒权利之外，还要注意到有一个自发的权利，这是从习俗中衍生的，或是由前辈制定的。诚然，在国家中，公民的权利从最高权力者那里得到它的力量，而在国家之外，或在那些最高权力的分享者之间（在同一国家里，有时只有几个人），有一个各国的自发的法律的范围，被不同民族的默许所接受。

但是，基督门徒又有另一个共同的契约，即是确定的上帝的律法，它包含在《圣经》之中，此外，还要增添一些为全体教徒所接受的神圣的教规，后来，在西方，又增添了罗马教皇的法律
〔74〕

 ，国王和臣民都要服从它。一般说来（在确实不违反理性的情况下），它们似乎曾长期被接受过。16世纪新旧教分裂之前，还应了解到有某一个由许多基督教国家组成的共同的国家，这个国家中，处理宗教事务的首领是教皇，处理世俗事务的首领是罗马皇帝，他为了教徒们的公益的需要，似乎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古罗马帝国的法律，并不使国王们的权利和诸侯们的自由受到损害。





（祖庆年　译）

单子论
〔75〕



单子是自然界的真正原子
〔76〕



我们这里要说的单子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单纯，就是没有部分的意思。既然有复合物，就一定有单纯的实体；因为复合物无非是一群或一堆单纯的东西。在没有部分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广延、形状、可分性的。这些单子就是自然的真正原子，总之，就是事物的元素。也根本不用害怕它们会分解，根本就不能设想一个单纯的实体可以用什么方式自然地消灭。根据同样理由，也根本不能设想一个单纯的实体可以用什么方式自然地产生，因为它是不能通过组合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单子是只能突然产生、突然消失的，这就是说，它们只能通过创造而产生、通过毁灭
〔77〕

 而消失，至于复合物则是通过部分而产生或消失的
〔78〕

 。

也没有办法解释一个单子怎样能由某个别的创造物在它的内部造成变化或改变
〔79〕

 ，因为在单子里面不能移动任何东西，也不能设想其中可以激起、引导、增加或减少任何内部运动，这在复合物中是可以的，那里有部分之间的变换。单子并没有可供某物出入的窗户。偶性不能脱离实体，不能漂泊在实体以外，像过去经院学者们的“感性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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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因此不论实体或偶性都不能从外面进入一个单子。

然而，单子一定要有某种性质，否则它们就根本不是存在的东西了。单纯的实体之间如果没有性质上的差别，那就没有办法察知事物中的任何变化，因为复合物中的东西只能来自单纯的组成部分，而单子没有性质就会彼此区别不开来，因为它们之间本来没有量的差别。因此，既然假定了“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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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地点在运动中就只会接受与它原有的东西等价的东西，事物的一个状态就无法与另一状态分清了。而且，每一个单子必须与任何一个别的单子不同。因为自然界绝没有两个东西完全一样，不可能在其中找出一种内在的、基于固有本质的差别来。

我还认为毫无疑问，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有变化，因此创造出来的单子也是这样，而且这种变化在每个单子里都是连续的。根据以上所说的看来，单子的自然变化是来自一个内在的本原，因为一个外在的原因不可能影响到单子内部。但是除了变化的本原以外，还要有一个变化者的细节，这个细节，可以说，造成了各个单纯实体的特异性和多样性。这个细节应当包含着单元或单纯物里面的繁多性。因为既然一切自然变化都是逐渐的，就有的东西变，有的东西不变；因此在单纯的实体中一定要有多方面的牵涉和关系，虽然它并没有部分。

这个包含着、代表着单元或单纯实体里的繁多性的过渡状态，无非就是知觉；我们应当把知觉与统觉或意识仔细分开，这是下面就会看到的。就是在这一点上，笛卡儿派有非常严重的缺点，他们认为觉察不到的知觉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认为只有心灵才是单子，既没有什么禽兽的灵魂，也没有什么别样的“隐德来希”，他们同普通人一样把长期的昏迷与严格的死亡混为一谈，而且陷入经院学者的偏见，以为灵魂完全与肉体分离，甚至赞同那些思想乖谬的人的意见，主张灵魂有死。

使一个知觉变化或过渡到另一个知觉的那个内在本原，可以称为欲求；诚然，欲望不能总是完全达到它所期待的全部知觉，但它总是得到一点，达到一些新的知觉。

当我们发现自己所觉察到的最细小的思想也包含着对象中的多样性时，我们就在自己身上经验到单纯实体中的繁多性了。因此，凡是承认灵魂是单纯实体的人，都应该承认单子中的这种繁多性；贝尔先生也不应当在这一点上发现什么困难，像他在《辞典》里的“罗拉留”条中所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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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也不能不承认，知觉以及依赖知觉的东西，是不能用机械的理由来解释的，也就是说，不能用形状和运动来解释。假定有一部机器，构造得能够思想、感觉，具有知觉，我们可以设想它按原有比例放大了，大到能够走进去，就像走进一座磨房似的。这样，我们察看它的内部，就会只发现一些零件在彼此推动，却找不出什么东西来说明一个知觉。因此，应当在单纯的实体中，而不应当在复合物或机器中去寻找知觉。因此，在单纯实体中所能找到的只有这个，也就是说，只有知觉和它的变化；也只有在这里面，才能有单纯实体的一切内在活动。

我们可以把一切单纯实体或创造出来的单子命名为“隐德来希”，因为它们自身之内具有一定的完满性（[image: alt]
 χονσι τò [image: alt]
 ντελ[image: alt]
 ζ），有一种自足性（α[image: alt]
 τ[image: alt]
 ρκεια）使它们成为它们的内在活动的源泉，也可以说，使它们成为无形体的自动机。

如果我们愿意把一切具有我刚才所说明的一般意义下的知觉和欲望的东西都统统称为灵魂的话，那么，一切单纯的实体和被创造出来的单子就都可以称为灵魂。可是，既然感情是一种比一个单纯的知觉为多的东西，所以我同意认为“单子”和“隐德来希”这两个一般的名称对于单纯的实体是足够了。单纯的实体仅仅是有知觉的，而我们只是把那些具有比较清晰的知觉而且有记忆伴随着的单纯实体称为灵魂。

因为我们在自身之内经验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什么都不记得，也没有任何清楚的知觉，像我们陷入昏迷或酣睡而无梦时就是这样。在这种状态中，灵魂与一个单纯的单子并无显著的区别，不过这种状态不是持久的，所以当它摆脱这种状态时，它仍然是一种较高的东西。

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时单纯实体是没有任何知觉的，根据以上所说，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单纯实体是不能消灭的，它也不能没有特殊状态而存在下去。特殊状态不是别的，就是它的知觉。可是当我们有许多细微的知觉，而其中一个清楚的也没有时，我们就是昏迷了。譬如当我们向同一方向继续旋转若干次，便发生一阵晕眩，可以使我们不省人事，使我们什么都分辨不出。死亡可以使动物在一段时间内处在这种状态中。

既然一个单纯实体的任何现在状态都自然地是它以前状态的后果，那么，现在中就包孕了未来。因此，既然我们从昏迷中醒来时觉察到自己的知觉，所以我们在觉醒之前应当是有知觉的，虽然我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因为一个知觉只能自然地从另一个知觉而来，正如一个运动只能从另一个运动而来一样。

由此可见，我们的知觉中如果没有什么突出的、高级的和有较高趣味的东西，我们就总是处在昏迷状态之中。这就是一切赤裸裸的单子的状态。

我们也见到，自然给予了动物一些高级的知觉，特别关怀它们，给它们配备一些器官，可以收集很多光线或很多空气波动，以便使它们凭着结合作用而具有更大的效能。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嗅觉、味觉和触觉中，甚至发生在我们并不知道的大量其他官能之中。我在下面即将说明，为何灵魂中所发生的事就代表着这些器官中所发生的事。

记忆供给灵魂一种连接性，这种连接性与理性相仿，但是应当与理性分开。我们就曾见到，动物遇到某个东西刺激它，而它对这个东西在过去又有过相似的知觉，它就凭借着它的记忆中的表象，期待着过去那个知觉中所遇见过的事，并且怀抱着与当时相似的情绪。例如，当我们拿棍子对着狗时，狗就想起棍子给它造成的痛苦，叫着跑了。刺激并推动动物的那种强烈的想象，或者是由于过去的知觉的巨大而产生，或者是由于过去的知觉众多而产生。因为一个强烈的印象每每立刻造成一种效果，和长期的习惯或许多反复出现的知觉所造成的一样。

人们的知觉的连接，只是根据记忆的原则而造成的。就这一点说，人的活动是和动物一样的，很像经验派的医生，只有单纯的实践而没有理论，我们在四分之三的行为上，只不过是经验派。例如，当我们期待明日有白天时，就是经验派的做法，根据的乃是一向总是如此。只有天文学家才用理性来对这一点作出判断。使我们与单纯的动物分开、使我们具有理性和各种科学、将我们提高到认识自己和上帝的东西，则是对于必然和永恒的真理的知识。这就是我们之内的所谓“理性灵魂”或“精神”。

也是凭着关于必然真理的知识，凭着关于这些真理的抽象概念，我们才提高到具有反省的活动。这些活动使我们思想到所谓“我”，使我们观察到这个或那个在“我们”之内；而由于我们思想到自身，我们也就思想到存在、实体、单纯物或复合物、非物质的实体和上帝本身，理解到在我们这里是有限的东西在上帝那里则是无限的。这些反省的活动给我们的推理提供了主要的对象。

我们的推理建立在两个大原则上，即：①矛盾原则。凭着这个原则，我们判定包含矛盾者为假，与假的相对立或相矛盾者为真。②充足理由原则。凭着这个原则，我们认为：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

也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当一个真理是必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分析法找出它的理由来，把它归结为更单纯的观念和真理，一直到原始的真理。数学家们就是这样用分析法把思辨的定理和实践的法则归结成定义、公理和公设的。

最后，有一些单纯的观念，我们是不能给它们下定义的；也有一些公理和公设。总之，有一些原始的原则，是不能够证明的，也不需要证明的。这就是“同一陈述”，其反面包含着显然的矛盾。

但是充足理由也必须存在于偶然的真理或事实的真理之中，亦即存在于散布在包含各种创造物的宇宙中的各个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在创造物的宇宙中，由于自然界的事物极其繁多，以及物体可以无穷分割，所以对特殊理由的分析是可以达到无穷的细节的。有无数个现在和过去的形相和运动，构成了我现在写字的动力因，也有无数个现在和过去我的心灵的倾向和禀赋，构成了目的因。

既然这全部细节本身只包含着另外一些在先的或更细的偶然因素，而这些因素又要以一个同样的分析来说明其理由，所以我们这样做是不能更进一步的。充足的理由或最后的理由应当存在于这个偶然事物的系列之外，尽管这个系列可以是无限的。所以事物的最后理由应当在一个必然的实体里面，在这个实体里，变化的细节只是卓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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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着，和在源泉中一样，而这个实体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这个实体乃是全部细节的充足理由，而这种细节也是全部联系着的；只有一个上帝，并且这个上帝是足够的。

我们也可以断定，这个唯一、普遍和必然的最高实体，既然没有任何东西在它以外独立存在，既然是从可能有的存在物得出的一个单纯结论，就应当不可能有任何限制，并且应当包含着全部可能有的实在性。

由此可见，上帝是绝对完满的，完满性不是别的，就是严格意义下的最高量的积极实在性，它排除有限制的事物所具有的限度或限制。在没有限制的地方，就是在上帝之中，完满性是绝对无限的。创造物有由于受上帝影响而得来的完满性，但是它们也有由于它们自己的本性而来的不完满性，所以不能没有限制，因此创造物与上帝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上。这些创造物的原始的不完满性的一例，就是物体的自然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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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真实的是：上帝不仅是存在的源泉，而且是本质的源泉，是实在事物的源泉，也同样是处在可能性中的实在事物的源泉。这是因为上帝的理智乃是永恒真理的所在地。或永恒真理所依赖的理念的所在地。因为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任何处在各种可能性中的实在的东西；不仅没有任何实存的东西，而且没有任何可能的东西。

然而应当说，如果在本质中或可能性中，或者在永恒真理中有一种实在性，则这种实在性便是建立在某种存在的和现实的事物中，因而也就是建立在必然实体的存在中。在必然的实体里面，本质是包含着存在的，换句话说，在必然的实体中，凡是可能的都是足以成为现实的。所以，只有上帝（或必然的实体）有这种特权，即是：如果它是可能的，它就应当是存在的。既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那不包含任何限制、任何否定、因而也不包含任何矛盾的东西的可能性，那么，仅仅由这一点便足以先天地认识上帝的存在了。我们也曾经用永恒真理的实在性证明过上帝的存在。我们在上面也曾后天地证明过上帝的存在。因为偶然的事物是存在的，而这些偶然事物只有在必然的实体中才能得到它们的最后理由或充足理由，必然的实体则是从自身而具有其存在的理由。

然而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想象，以为永恒的真理既是依赖上帝的，所以是任意的，是依赖上帝的意志的，像笛卡儿似乎就是这样主张，以后波瓦雷先生也是如此。这种看法只不过对于偶然的真理说是正确的，偶然真理的原则是“适宜”或“对最佳者的选择”，至于必然的真理，则只是依赖上帝的理智，乃是上帝的理智的内在对象。因此，只有上帝是原始的统一或最初的单纯实体，一切创造出来的或派生的单子都是它的产物，可以说是凭借神性的一刹那的连续闪耀而产生的，神性是受到创造物的容受性的限制的，对于创造物说，有限乃是它的本质。

在上帝之中有权力，权力是万物的源泉；又有知识，知识包含着观念的细节；最后更有意志，意志根据那最佳原则造成种种变化或产物。这一切相应于创造出来的单子中的主体或基础、知觉能力和欲望能力。不过在上帝之中这些属性是绝对无限或完满的，而在创造出来的单子或“隐德来希”（赫尔谟劳·巴尔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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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作“perfectihabies”，即具有完满性者）中，则只是按照具有完满性的程度而定的一些仿制品。

创造物之被称为对外活动，是就它具有完满性而言；它之被称为受另一物影响，是就它的不完满而言。因此说单子具有能动性，是就它具有清晰的知觉而言；说它具有被动性，是就它具有混乱的知觉而言；说一个创造物比另一个创造物更完满，意思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创造物中有一种成分，可以用来先天地说明另一创造物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因由。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说它对另一创造物起作用。

但是在单纯的实体中，只有一个单子对另一个单子所发生的理想的影响，它只是通过上帝为中介，才能产生它的效果，因为在上帝的观念中，一个单子有理由要求上帝在万物发端之际规范其他单子时注意到它。因为一个单子既然不能对另一个单子的内部发生一种物理的影响，那就只有靠这种办法，一个单子才能为另一单子所依赖。因为这个缘故，在创造物之间，能动与被动是相互的。因为上帝比较两个单纯实体，发现每一个中间都有使它适应于另一个的理由，因此就某个方面说是能动的，从另一个观点看来则是被动的。说它能动，是由于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有一种成分，可以说明另一个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说它被动，是由于其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因由在另一个我们清楚地知道的成分中。

既然在上帝的观念中有无穷个可能的宇宙，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这就必定有一个上帝进行选择的充足理由，使上帝选择这一个而不选择另一个。这个理由只能存在于这些世界所包含的适宜性或完满性的程度中，因为每一个可能的世界都是有理由要求按照它所含有的完满性而获得存在的。其所以最佳者存在，理由就在于智慧使它为上帝所认识，上帝的善使上帝选择它，上帝的权力使上帝产生它。

这种一切事物对每一事物的联系或适应，以及每一事物对一切事物的联系或适应，使每一个单纯实体具有表现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并且使它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镜子。正如一座城市从不同的方面去看便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好像因观点的不同而成了许多城市。同样情形，由于单纯实体的数量无限多，也就好像有无限多的不同的宇宙，然而这些不同的宇宙乃是唯一宇宙依据每一个单子的各种不同观点而产生的种种景观。这就是获得最大可能的多样性和可能最大的秩序的方法；也就是说，这就是获得最大可能的完满性的方法。也就是这个假设（这个假设我敢说已经得到了证明），恰当地表扬了上帝的伟大。这一点贝尔先生在他的《辞典》中（“罗拉留”条）提出各种反驳时也是承认的，他在《辞典》中甚至倾向于认为我加给上帝的太多，比可能加的还要多。但是他不能提出任何理由来说明何以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和谐，使每个实体凭借着它与其他一切实体的关系确切地表示出其他一切实体。

此外我们还看到，在我方才所说的话中，有一些先天的理由说明何以事物不能是别样的；因为上帝在规范全体时注意到每一个部分，特别是注意到每一个单子。单子的本性既是表象，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能限制单子只表象事物的一部分，虽然这种表象确实在整个宇宙的细节方面是混乱的，而只能在事物的一个小部分中是清晰的。就是说，只能在那些对于每一个单子说或者最近或者最大的事物中，才是清晰的，要不然单子就会是一个神了。单子之受到限制，并不是在对象方面，而是在认识对象时所采取的方式方面。单子都以混乱的方式追求无限，追求全体，但是它们都按照知觉的清晰程度而受到限制和区别。

复合物在这一方面乃是单纯实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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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既然全体是充实的，因而全部物质是连接的，既然在充实中所有的运动都按距离的比例对远处形体发生影响，因而每一个形体都不仅受到与它相接触的形体的影响，并以某种方式感受到这些形体中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而且还以这些事物为媒介，感受到与它所直接接触到的这些事物相接触的事物的影响——所以，这种传达一直达到一切遥远的距离。因此，一切物体都感受到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因而观看全体的人能够在每一个物体中看到各处所发生的事，以至过去或未来所发生的事，即在现在观察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甚为遥远的事。希波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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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说过：“σ[image: alt]
 μπνοια πáντα（万物一致）。但是一个灵魂只能在自身中看到清晰地表象于其中的东西，而不能一下发挥出它的全部奥秘，因为这些奥秘是趋于无穷的。

所以，虽然每个创造出来的单子都表象全宇宙，它却特别清晰地表象着那个与它关系特别密切的、以它为“隐德来希”的形体：这个形体既是以“充实”中的全部物质的联系来表现全宇宙，灵魂也就以表象这个以一种特殊方式附属于它的形体来表象全宇宙。

形体既然附属于一个单子，而这个单子乃是它的“隐德来希”或灵魂，所以它与“隐德来希”一起构成所谓生物，与灵魂一起构成所谓动物。一个生物或动物的形体永远是有机的，因为每一个单子既是一面以各自的方式反映宇宙的镜子，而宇宙又是被规范在一种完满的秩序中，所以在表象中，亦即在灵魂的知觉中，应当也有一种秩序。因此在形体中也应当有一种秩序，而宇宙是随着形体而被表象于灵魂中的。

因此，每个生物的有机形体乃是一种神圣的机器，或一个自然的自动机，无限地优越于一切人造的自动机。因为一架由人的技艺制造出来的机器，它的每一个部分并不是一架机器，例如一个黄铜轮子的齿有一些部分或片断，这些部分或片断对我们说来，已不再是人造的东西，并没有表现出它是一架机器，像钢轮子那样有特定的用途。可是自然的机器亦即活的形体则不然，它们的无穷小的部分也还是机器。就是这一点造成了自然与技艺之间的区别，亦即神的技艺与我们的技艺之间的区别。

自然的创造主之能够行使这种神圣而且无限神奇的技巧，是因为物质的每一部分不仅如古人所承认的那样无限可分，而且实际上被无限地再分割，部分更分为部分，这些小部分中的每一个都有其固有的运动，否则便不可能说物质的每个部分都能表象宇宙了。

由此可见，在物质的最小的部分中，也有一个创造物、生物、动物、“隐德来希”、灵魂的世界。

物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设想成一座充满植物的花园，一个充满着鱼的池塘。可是植物的每个枝丫，动物的每个肢体，它们的每一滴体液，也是一个这样的花园或这样的池塘。虽然花园中植物与植物之间的泥土和空气、池塘中鱼与鱼之间的水，并不是植物也不是鱼，然而却包含着植物和鱼，不过常常极为细微，是我们觉察不到的。因此宇宙中没有任何荒芜的、不毛的、死的东西，根本没有混沌，根本没有混乱，而只是看起来如此。这有点像远处池塘中所显示的情况：人们在远处可以看见池中的鱼的一种混乱的运动和骚动，而分辨不清鱼本身。

由此可见，每一个活的形体有一个统治着的“隐德来希”，这就是动物中的灵魂，但是这个活的形体的肢体中又充满了别的生物、植物、动物，其中的每一个又有其统治着的“隐德来希”或灵魂。但是不可以像某些误解我的思想的人那样想，认为每个灵魂有一块或一份物质，永远为它所固有或附属于它，并且认为它因此便拥有另外一些低级的生物，注定永远为它服务。因为一切形体都在一个永恒的流之中，好像河流一样，继续不断地有些部分流出和流进。

因此，灵魂只是逐渐地和逐步地更换其形体，在动物中经常有形态的改变，而绝无灵魂的更替，绝无灵魂的轮回；更没有完全与形体分离的灵魂，也没有无形体的精灵，只有上帝才完全没有形体。也就是由于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完全的生，也没有严格意义下的绝对的死存在于与灵魂的分离之中。我们所谓生乃是发展与增大，而我们所谓死乃是隐藏和收敛。

哲学家们曾经对形式、“隐德来希”或灵魂的起源十分迷惑。但是如今人们由于对植物、昆虫和动物所作的精确的研究，已经知道自然界的有机形体绝不是混沌或一种腐化作用的产物，而总是由于精子；在精子中无疑地已经有某种预存的形构，人们判定不仅有机的形体在受胎之前已经存在于其中，而且还有一个灵魂在这个形体里面。总之，已经有了动物本身，而凭着受胎的方法，这个动物仅仅是被安排来迎接一个巨大的变形作用，以便变成一个完全另一种的动物。人们还在生殖作用之外见到近似的事情，例如当蛆虫化为苍蝇和毛虫化为蝴蝶的时候。

动物中有一些凭借着受胎的方法而上升到大动物的等级，这些动物可以称为精子动物，但是其中那些仍然保持原来的种类不变的，亦即其中的大部分，也和大动物一样诞生、繁殖和消灭，而只有极少数特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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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走上一个更大的舞台。但是这只是真理的一半。所以我曾经判定：如果动物从来不自然地发生，它也就绝不自然地终结；不仅不会有产生，也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下的完全毁灭。这些后天作出来的、从经验中引申出来的推理，是与我以上先天的推演出来的那些原则相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不仅灵魂（反映一个不可毁灭的宇宙的镜子）是不可毁灭的，动物本身也是不可毁灭的，虽则它的机体常常部分地销毁，常常脱去或取得有机的皮壳。

这些原则给予我一种方法，来自然地说明灵魂与形体的结合或一致。灵魂遵守它自身的规律，形体也遵守它自身的规律，它们的会合一致，是由于一切实体之间的预定的和谐，因为一切实体都是同一宇宙的表象。

灵魂依据目的因的规律，凭借欲望、目的和手段而活动；形体依据动力因的规律或运动而活动。这两个界域，动力因的界域和目的因的界域，是互相协调的。

笛卡儿曾经承认灵魂不能给予形体以力量，因为在物质中永远有着同样数量的力。然而他认为灵魂可以改变形体的动向，不过这是由于在他的时代人们还不知道一条自然律，即物质中的全部动向本身也是守恒的。如果他知道了这条规律，他是会投入我的预定和谐体系的。这个体系使形体好像（自然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灵魂似的活动着，使灵魂好像根本没有形体似的活动着，并且使两者好像彼此互相影响似的活动着。

说到心灵或理性灵魂，虽然我发现归根结底一切生物和动物情形是一样的，像我们方才所说的那样（即动物和灵魂只是与宇宙一同发生，也只是与世界一同终结）——然而在理性动物中却有特殊之处，就是它们处在精子状态中的小动物当仅仅是精子时，只是具有普通的灵魂或感性灵魂，但是当那些可以说特选的小动物凭借实际的受胎作用而获得人性时，它们的感性灵魂就上升到了理性的等级，进而取得心灵的特权。

普通灵魂与心灵之间的其他一些区别，我已经指出过一部分。此外还有一种区别，就是：一般的灵魂是反映创造物的宇宙的活的镜子，而心灵则又是神本身或自然创造主本身的形象，能够认识宇宙的体系，并能凭借建筑模型而模仿宇宙体系的若干点；每一个心灵在它自己的范围内颇像一个小小的神。

就是这个道理，使精神能够以一种方式与上帝发生社会关系，上帝对于精神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发明家对于他的机器的关系（如同上帝对其他创造物的关系），而且是一位君主对他的臣民的关系，甚至是一个父亲对他的子女的关系。

由此很容易得出一条结论，即是：一切精神总合起来应当组成上帝的城邦，亦即最完善的君王统治之下的尽可能最完善的国家。

这个上帝的城邦，这个真正普遍的王国，乃是自然世界中的一个道德世界，乃是上帝的作品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部分。就是在这个王国中真正包含着上帝的荣耀，因为如果上帝的伟大和善不为精神所认识和崇拜，就根本没有上帝的荣耀可言。也正是由于对这个神圣的城邦的关系，上帝才特别具有善，至于上帝的智慧和权力则是无处不表现的。

既然我们在上面已经在每个自然界域之间，亦即动力因与目的因之间，建立了一种完满的谐和，我们现在就应当指出另一种谐和，存在于自然的物理界与神恩的道德界之间，亦即存在于制造宇宙机器的上帝与君临精神的神圣城邦的上帝之间。

这种谐和使事物通过自然的途径本身而引向神恩，例如，当精神的政治要求毁灭和重建地球以惩罚一些人和奖励另一些人时，这个地球就通过自然的途径本身而得到毁灭和重建。

我们还可以说，作为建筑师的上帝，在一切方面都是满足作为立法者的上帝的。因此罪恶必然凭借自然的秩序，甚至凭借事物的机械结构面带来它的惩罚。同样的，善良的行为则通过形体方面的机械途径而获致它的报偿，虽然这是不能也不应当经常立刻达到的。

最后，在这个完满的政府之下，绝不会有善良的行为不受报偿，也不会有邪恶的行为不受惩罚，一切都应当为了善人的福利而造成，亦即为了那些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中毫无不满的人，尽责而后听任天命的人，恰如其分地爱戴和模仿全善的创世主、遵从真正的纯爱的天性而在观照上帝的完满性中怡然自得的人。这种纯爱，可以使人从所爱的对象的幸福中取得快乐。就是这个道理，使贤明有德的人为那看来合乎预定的或先行的上帝意志的一切而工作，然而却满足于上帝凭借其秘密的、一贯的和决定的意志所实际带来的一切。如果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宇宙的秩序，我们就会发现宇宙实在超出了所有贤明的人的愿望，并且承认，如果我们归附那创造一切的创世主，不但像归附那位建筑师和那个使我们存在的动力因那样，而且像归附我们那位应当作为我们意志的全部目的、并且唯一能造成我们的幸福的主宰和目的因那样，那么，这个宇宙秩序就是不可能比现在更好的了，不但一般地对全体说是如此，就是特殊地对我们本身说也是如此。





（王太庆　译）

注　释


〔1〕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2〕
 　掷出九点（casting out nines），可能是指一种掷骰子的赌博，以掷出九点算赢。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曾说人类心灵在赌博方面比在那些最严肃的事情上似乎显得更精明，因此他希望数学家能对各种赌博作详细的很好的推理论证，这对于使发明的技术完善化是有很大用处的。


〔3〕
 　库洛格勒的鲁道尔夫（Ludolph of Cologne, 1539～1610），荷兰数学家，曾计算圆周率π的值达小数35位，在德国π被通称为鲁道尔夫数。


〔4〕
 　圆积法：即化圆为方，系指求出和一个圆的面积精确地相等的正方形的方法问题，或π的计算和作图问题。这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随着高等代数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882年才由柯尼斯堡的林德曼（Lindemann）证明用圆规和直尺作出和一个已知的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是不可能的。莱布尼茨在这里显然早已知道这一问题的不可解。


〔5〕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6〕
 　“普遍语文或普遍语言”，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写道：“……代数要成为发明的技术还差得很远，因为它本身也还需要一种更一般的技术；而我们甚至可以说，那种普遍语文（La Speciense Général）即关于符号的技术对此是一种了不起的帮助，因为它有助于解放想象力。”（中译本，第587页）在《论普遍性的方法》（1674年）残篇第4节中写道：“……我习惯于称呼这门伟大的科学为文字，对于它，我们称之为代数或分析的那个东西，只是极其微小的分科，由于它是文字，它给语言以词，给词以字母，给算术以数字，给音乐以音符。它教导我们如何去确定我们的推理，可以说，为了从容不迫地检查记录下来的明显的线索，我们需要它。最后，它还使我们合算地通过用字替代事物来进行推理，并借以摆脱空想……。”在《论逻辑句法的残篇》中，他写道：“全部文字在于一个词组的构成和从词组到词组的过渡。一个简单的或被很好地构成的词组，是通过同格或结合而构成的。通过同格而形成规则，通过结合而形成新字。”（维纳本，第4、28页）


〔7〕
 　三段论的式和格：由于三段论的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质量的不同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三段论形式，叫做三段论的式。由于大项、中项和小项在前提中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三段论形式，叫做三段论的格。


〔8〕
 　代数的六条规律，可能系指有理式、无理式、整式、分式、单项式、多项式的若干公式。


〔9〕
 　文章在此终止。但至少在另一残篇中，莱布尼茨计算出，通过包含24个字母的其中一个字母开始构成的全部陈述的数字，达到1后加73万兆个零的数字顺序。参见古兑拉：《莱布尼茨未刊的文章及残篇》，第96页及注脚3，古兑拉在这里提到另一残篇，其中莱布尼茨主张相反的看法，即项的数目，从而也是原始命题的数目是无限的。阿基米德的沙粒估计表明如何说明一个数字像1后加80000个零一样大。（维纳本注）


〔10〕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11〕
 　莱布尼茨在《致阿尔诺的信》（1690年3月23日）中给“智慧”下的定义是：“智慧是关于幸福之科学，或关于达到永久满意的方法之科学。”“所谓永久的满意，就是继续不断地越来越得到更大的完全。”（《形而上学序论》中译本，第344页，台湾，陈德荣，译。）


〔12〕
 　这是著名的“莱布尼茨定律”，即如果A＝B，则对A是真实的，对B也必然是真实的。反之亦然（参见Antony Flew：《哲学辞典》1979年版）。


〔13〕
 　“哲学的功用，就是要造成一些语词，以求给人确切的概念，并求其在一般命题中表达确定的真理。”（《人类理智新论》，中译本，第375页）。


〔14〕
 　这里的3、4两点，似即后来黑格尔所说的“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


〔15〕
 　莱布尼茨最早提出，每个命题都是主一谓结构，即谓语概念统统被包含在主语概念之中，否则，那个命题就是不真实的。这一思想，后来因康德的使用而为人熟知，但康德只是指那些逻辑上是真实的命题。而莱布尼茨则把它应用于一切真实的命题。


〔16〕
 　莱布尼茨认为一切民族都是同源的，并且有一种原始的根本语言，语言中的新词根是由于偶然，但基于自然的理由而形成的。在《人类理智新论》第三卷“论语词”中，他举出多种语言的许多实例，证明“在语词的起源方面，有某种自然的东西，标志着在事物和声音以及发声器官的运动之间有一种关系……”（中译本，第289～310页）。这里可能是这个含义。


〔17〕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本文主要内容是莱布尼茨写给克拉克五封信的前四封，虽然是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论战，但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和支持者，因此，实际是莱布尼茨与牛顿关于空间和时间本性观点的论战，莱布尼茨用唯心主义观对牛顿进行了批判，其中对绝对时空观的批判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18〕
 　伊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是近代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上都有卓越的贡献。他所创立的经典力学体系，集中代表了早期自然科学的主要成就，《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全名为《Philesophiac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s》（1686年），是牛顿的主要代表著作。


〔19〕
 　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1729），是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一位英国学者，牛顿的学生和友人，1697年将法国物理学家雅各·罗奥（Jacques Rohsult, 1620～1675）的《物理学》译成拉丁文出版，并根据牛顿的观点详加注释。1706年将牛顿的《光学》译成拉丁文出版，对阐明和推广牛顿的光学理论起了较大作用。1715年11月，莱布尼茨把对牛顿《原理》一书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寄交英国皇太子妃，后者转交给克拉克，从此两人开始通信。莱布尼茨的五封信由克拉克译成英语，和克拉克的五次答复一起，在莱布尼茨逝世后由克拉克编辑出版。中译本《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198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根据1951年维纳本，选择其前四封信。由于克拉克的某些用语不够精确和有些过时，维纳本曾有所改动。


〔20〕
 　英国皇太子妃（Princess of Wales, 1683～1737, 即英王乔治二世的妻子卡罗琳Caroline of Anspach, 乔治二世于1727～1760年在位）曾从德国汉诺威聆受莱布尼茨的学说，与莱布尼茨友谊甚笃。


〔21〕
 　牛顿在《光学，或关于光的反射、折射、弯曲和颜色的论文》一书中说：“空间是神灵的感觉中枢，空间是上帝用他的权力和意志来指挥并控制物质世界的场所。”空间是“上帝无所不在的表现”，而“物体也并不因为上帝无所不在而受到阻碍”。但是除空间外，上帝还有其他的属性，牛顿把它们列举了出来。因此莱布尼茨认为牛顿主张空间就是上帝，显然是误解了。（参阅《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中文版，第220～221页）。


〔22〕
 　索其诺派（Socinian），16世纪意大利神学家索其诺（Faustus Socinus）所创立，其教义为否定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魔鬼的人格和人类的原罪等。


〔23〕
 　儒利欧（Jurien Pierre, 1637～1713），法国新教神学家，以与鲍修埃、阿尔诺、倍尔等人论战而著名。


〔24〕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3编《总释》中说：“这个主宰者不是以世界的灵魂而是以万物的主宰者的面目出现来统治一切的，因为他有统治权，所以人们称他为‘我主上帝’或‘普天之君’……。”又说：“上帝能见、能言、能笑、能爱、能恨、能有所欲、能授予、能接受、能喜、能怒、能战斗、能设计、能工作、能创造……以上就是我关于上帝所说的一切……”从自然神学出发，莱布尼茨攻击牛顿认为上帝是“一个有形体的存在”，是“创造万物而且主宰万物的”即是指此。这是作为半个基督教徒的莱布尼茨（借用费尔巴哈的用语）对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牛顿的责难。


〔25〕
 　克拉克宣称牛顿的数学原理是反驳唯物主义者的一个充足的形而上学的根据，这是莱布尼茨对他的答复。（维纳本注）


〔26〕
 　即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哲学家，近代唯物主义和经验归纳法的创始人。他认为存在四种偶像：种族偶像、洞穴偶像、市场偶像和剧场偶像，阻碍人们认识真理，必须用归纳法来清除这些偶像，才能使精神用完全净化了的理性重新研究事物。偶像（idol）亦译幻象，见所著《新工具》第1卷，第38～67节。


〔27〕
 　鲁道尔夫·戈克林纽斯（Rudolphus Godlenius），生平不详。由于当时解剖学尚未发展，把感觉器官和感觉中枢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按照现代解剖学，感觉器官是指能接受各种刺激并通过感觉神经向脑传递刺激的外围器官；感觉中枢是指接受来自感觉神经的这些刺激的信号脊髓某些部位。这句话引自克拉克的英语来信。


〔28〕
 　名称（name），莱布尼茨在别处常常称之为数目和号数（solonumero），例如，他说：“两个实体可以完全同样而仅在数目上不同，这种见解是不对的。”（《论形而上学》第9节）“两件个体事物不会完全一样，并且应该永远不止是号数不同……”（《人类理智新论》，中译本，第13页）。


〔29〕
 　多德威尔（Henry Dodwell, ？～1711），英国自然神论者，接近唯物主义的哲学家。


〔30〕
 　既无韵律又无理由（neither rhyme nor reason），译法很多，为了与下句的“理由”相应，此处系直译。


〔31〕
 　斯卡普拉（Scapula），生平不详。


〔32〕
 　松果腺（clandula penealis, 即松果体，脑上腺，系一种内分泌腺。人的松果腺位于丘脑后上部。有柄与丘脑相连，形似松果。幼年发达，至成年渐趋退化。目前对其功能了解尚少，有人认为它在受到某些感觉传导后，有改变其激素的合成与释放以调节内分泌的功能。但显然它不同于感觉中枢，更与智力、思维、精神无关。


〔33〕
 　克拉克从牛顿的《光学》一书中，引用下列一段话：“既然世界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永远地不断减少，为了保持和更新那些运动，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某些活动的原则，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维纳本注）。


〔34〕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35〕
 　本文原文是拉丁语，可能莱布尼茨原打算为《学术纪事》写的，但直到1840年，即在他逝世后124年，才由艾德曼（Erdmann）编辑出版。在本文中，莱布尼茨说明了充足理由原则在他哲学系统中的作用。《单子论》第36～48节可当作本文的主要论点的压缩。


〔36〕
 　《单子论》第70节：“每一个活的形体有一个统治着的隐泰来希，这就是动物中的灵魂……”。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在《论人的随笔》（Essay on Man）一诗中，有以下两行诗：“一切都只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的部分，自然是身体，上帝是其灵魂”。（英译本注）。


〔37〕
 　如果一个事物是永恒的，在时间上它不可能有一个原因，但仍需有一些作为它自身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与时间上的原因不同，亚里士多德称之为“aitlor”，相当于德语的“grund”，即理由、根据，它的意思比“原因”更广泛些（英译本注）。


〔38〕
 　所谓“永久的事物”是指那些不是偶然的事物。在莱布尼茨的用语中，也是那些“可能的事物”，它等于“必然的事物”，等于“本质”（英译本注）。


〔39〕
 　变化中的或偶然的事物的充足理由，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其反面是自我矛盾。这里所谓“倾向的优势”系指上帝在创造偶然的事物时，倾向于他的意志的善。参阅《单子论》第36节。


〔40〕
 　所谓“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是指独立于现实事物之外的必然性。“自然的或假设的必然性”是指有条件的、相对的必然性。前者是从现实事物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


〔41〕
 　“支出”或译“费用”，是指自身的损耗或限制。世界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损耗或限制，否则，将没有多样性，一切将只是一个“极好的但没有个性的”完满性。可是，照莱布尼茨看来，世界是一个最好的可能的世界，它含有完满性超过限制，或善超过恶的最大差额（平衡），这就是用极小损耗得到极大利益。莱布尼茨称之为“极度节约的规律”（英译本注）。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写道：“以往在哲学家们之中有两条格言：唯实论者的格言似乎把自然说成是挥霍浪费的，而唯名论者的格言则似乎宣布它是吝啬小气的。一条说自然不能忍受虚空，另一条说它绝不做徒劳无益的事。只要我们很好理解，这两条格言是很好的，因为自然好比一个好管家，它在当节俭的地方就节俭，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和地方能豪华。它在结果方面是豪华的，而它所用的原因方面是节俭的。”


〔42〕
 　莱布尼茨在他的一本数学著作的旁注中写道：“当上帝计算和审核时，世界才被造成。”


〔43〕
 　直角总是90°，但锐角或钝角则大小不同，直角是这样被确定的，它是一条直线和另一条直线相交的最大角。


〔44〕
 　例如机械学中的滑车原理。


〔45〕
 　这里含义不够清楚。雅纳特（Janet）译为“从世界本身”，柯尔歇曼（Kirchmann）译为“从这个源泉”，前者认为这段含义是世界的所有状态必然来自上帝，在上帝的本性中，才能找到全体的或各自的充足理由，而不是来自世界本身，因为世界本身不能提供任何充足理由。后者认为这段含义是世界的每一状态，来自上帝的“不断创造”，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何以上帝应该宁愿创造这一种状态而不是另一种。两者解说都是可能的，但以前者较自然些。


〔46〕
 　这里的“自然的”是和“形而上学的”相对比的，前者是指“按照事物的特殊的本性”，后者是指“绝对地独立于事物的特殊的本性之外”。“从自然上说来世界是最完善的”意思是世界的个别的成员或要素是像各自的本性所允许的那样完善。而“从形而上学说来世界是最完善的”意思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最可能完善的。因此，这里“真正的道德的完善是精神自身的自然的完善”，意思是精神的特有的自然的完善是道德的完善（英译本注）。


〔47〕
 　“它们的”，指“精神的”。


〔48〕
 　“萨尔马丁”一词较含糊，有时泛指整个东欧平原，有时是“波兰”的同义语。这里指波兰南部及匈牙利北部的喀尔巴阡山一带，当时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古老的地下盐矿所在地。工人们长期生活在地下，那里有一些极简陋的街道和房舍。


〔49〕
 　莱布尼茨在这里用了一个法语成语来说明拉丁语。


〔50〕
 　可能指当时的丹麦国王克里斯琴五世（1646～1699）。


〔51〕
 　参阅《以理性为基础，自然和神恩的原则》第18节。莱布尼茨在《神正论》第124节中写道：“有一千本装订精致的维吉尔诗集在你的图书室里，你经常吟咏歌剧卡德摩斯和海尔梅斯中的歌曲，打碎你所有的瓷器，使你只剩下几只金杯，只用钻石作纽扣，除了鹧鸪外什么都不吃，只饮匈牙利或没拉子的美酒——你能称呼那是理性吗？”


〔52〕
 　按照斯宾诺莎的观点，部分是以一种完全分析的方式从整体中演绎出来的，而按照伽森狄等原子论者的说法，整体是以一种完全综合的方式从原始的部分中构成的。莱布尼茨则认为整体和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整体，部分无法被规定或被显示其特征，而整体也不仅是各自独立的部分的笼统的聚集，在某种意义上，每个部分在其自身中包含着整体，每个单元必然包括着一个无限的繁多，整体不仅仅与部分不同，而且以某种方式进入部分，并通过它表现自己。


〔53〕
 　参阅《以理性为基础，自然与神恩的原则》第12节。莱布尼茨在《致波居叶的信》（Lettre à Bonrlguet, 1715年）中说：“你这样说是正确的，即我们的地球本该是有点像天堂，我要进一步说的是，如果果真如此，它能很好地成为一个天堂，同时为了更好地向前跳跃，它也许要先向后退却。”


〔54〕
 　莱布尼茨在《致苏菲娅王妃的信》（Lettre à la Princesse Sophie, 1706年）中写道：“由于有理由认为宇宙本身越来越发展，一切都趋向于某一个终点，因为一切都来自一个创造者，他的智慧是完满的，我们能同样相信那个和宇宙一样万古长存的精神至少是自然地越来越好，而它们的完满性不断增加，尽管经常是难以觉察地进行的，有时还要向后迂回。”另外，在《致波居叶的信》（1716年）中写道：“虽然宇宙经常是同等地完满的，宇宙的每一个短暂的状态和其他的状态是同等地完满的，但它绝不会是最高的完满，因为它经常变化并得到新的完满性，不过要失去旧的完满性。”


〔55〕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56〕
 　本文是莱布尼茨为当时德意志帝国编辑的《国际外交法典》（Code Jue is Gontium Diplomaticus）一书的序言，亦译“论法律与正义的概念”。这部书是国际公法、条约和国家法集子。莱布尼茨原计划出版三卷。1693年第一卷问世，内容包括公元1100～1500年的文件，其附录出版于1700年。序言中概括了莱布尼茨的主要伦理学观点。


〔57〕
 　卡尔尼德（Carneades，公元前213～公元前129），古希腊一种提倡享乐主义的伦理原则的克兰尼学派的奠基人，公元前156年，他作为雅典大使访问罗马，曾由于其成功地赞成和反对正义的论调的技巧而引起震惊。


〔58〕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认为慈善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或心灵的强烈的倾向，它是我们从先天禀赋、上帝的特殊赏赐或反复的实践中得来的。


〔59〕
 　“真正的纯爱”即无私的爱，这是17世纪末，西欧神学家争论的一个大题目。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有没有纯粹无私的爱？双方代表人物是鲍修埃和费纳隆，后者坚持上帝的无私爱是可能的，这种爱与报偿和惩罚无关，争论从1694年持续到1699年，最后以教皇尹洛逊十二世谴责了费纳隆的观点，同时又训斥了鲍修埃的方法而结束。


〔60〕
 　这是一个可转换的陈述。即每个快乐的东西都为了它自己的缘故而被追求，而凡是为了它自己的缘故而被追求的东西，都是快乐的（参考英译本注）。莱布尼茨在别处说：“我们寻求美的东西，因为它们是令人快乐的。我把美的东西定义为对它们的观照是快乐的。”莱布尼茨所提出的“美”的定义，可与洛克所提出的以下定义相比较：“美”就是由引起观看者的快感的颜色和形象的某种组合所构成的（《人类理智新论》第2卷，第12章，第5节）。


〔61〕
 　默想（Contemplation），旧译观照、静观。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借斐拉莱特和德奥斐勒的对话，把默想分别定义为：“如果心灵很长时间注意地凝视着它，这就是默想”，“考虑延伸到了与行为无关的认识，就是默想。”（中译本第145～146页）他在别处说：“我们寻求美的东西，因为它们是令人快乐的。我把美的东西定义为对它们的默想是快乐的。”（转引自英译本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他把“美”看作是不同类的简单观念的混合。


〔62〕
 　莱布尼茨在《致尼克赛的信》（Lettre à Nicaise, 1698年）中说：“当一个人，从对一幅美的图画的默想中得到快乐时，如果看到它被糟蹋，将会感到痛苦，即使这幅画属于别人，这就可以说，他对这幅画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爱。另一种情况是，他只想到要卖掉这幅画去赚钱，或展出它去得到称赞，而当这幅画不再归他所有时，就再也不担心它是否被糟蹋，这就不是一种无私的爱了。”


〔63〕
 　应为对神的爱。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莱布尼茨写道：“……这种快乐，当以上帝为基础时，是最大的一种快乐。”又写道：“对神的爱（grace divine）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64〕
 　莱布尼茨在《政治证明实例》（Specimen Demonstrafionem Polit: carum, 1669年）一文中说：“智慧是最好的科学，慎思是好的科学。”又在《致阿尔诺的信》（Lettre à ArnRold, 1690年）中说：“智慧是关于幸福的科学，或关于达到永久满意的方法的科学。所谓永久的满意，就是继续不断地越来越得到更大的完满性。”


〔65〕
 　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说：“幸福就其最广范围而言就我们所能有的最大快乐，正如苦难就其最广范围而言就是我们所能感到的最大痛苦一样。”又说：“幸福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又说：“理性和意志，引导我们走向幸福，而感觉和欲望只是把我们引向快乐。”


〔66〕
 　所谓“在交换的正义中的权利”，即个人的权利，一切权利都是相互的，没有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利，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任何人不得侵犯别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所谓“在分配的正义中的公平”，即公共的权利，人们在社会和国家中，不得不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的权利，而把它交给社会和政府，由后者按照人们的实际上不平等的情况加以分配。所谓“在普遍的正义中的虔诚”，即内心的权利，指给人们带来永久幸福的对上帝的完全的德性和自然的义务。这些名称都是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来的，但莱布尼茨作了一些不同的应用。


〔67〕
 　书的全名是《法学研究和讲授的新方法》（Methdus Nova Discendae Decendaeque Juresprudenliae, 1667年），当时莱布尼茨只有21岁。


〔68〕
 　莱布尼茨在别处说：“对那个没有必要而有意伤害别人的人，应当有一个战争的权利。”（转引自英译本注）。这句话可能是针对当时正对德国进行侵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的，这也正是他编辑《国际外交法典》的目的。


〔69〕
 　格罗蒂斯（Hugo Grotins, 1583～1645），荷兰政治家和法律学家。这里所谓“不完满权利”，指道德上的权利，即法律上难于实施的权利；所谓“正当权利”，指法律上的权利，即得到法律承认的权利。


〔70〕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5～约公元前355），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这个故事是格罗蒂斯所引用的。赛勒斯（Cyrus，约公元前？～约公元前529）波斯国王。


〔71〕
 　莱布尼茨在别处说：“仁爱的原则是克制自己，尊重别人。”


〔72〕
 　见《马太福音》第16章第25节。原句是：“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73〕
 　上半句见《马太福音》第10章第30节。原句是：“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下半句见《马太福音》第9章第41节。原句是：“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


〔74〕
 　即教会法，包括教皇敕令、宗教会议及由世俗法律转借而来的条例等。12世纪开始出现综合汇编的教会法规集，直到16世纪末，才由罗马教廷正式编写《宗规大全》。


〔75〕
 　本文选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本文主要内容是论述各个单子的知觉中的主观空间和各种单子的立足点集合而成的客观空间，把物质的无限和精神的无限巧妙地完全结合在一起。“单子论”是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即“前定和谐系统”，它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在与机械唯物主义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76〕
 　这是作者1714年写的一篇无题手稿，共90节，1840年版《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编者Erdmann代拟了“单子论”这个标题。这里选录的是全文。


〔77〕
 　指上帝的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


〔78〕
 　指通过部分的聚集而产生，通过部分的分散而消失。


〔79〕
 　指质变。


〔80〕
 　经院哲学认为物质性的性质抛出一个非物质性的形相，进入知觉主体，构成该性质的观念。


〔81〕
 　即充实的空间，与虚空相反。


〔82〕
 　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哲学家，著有《历史的、批判的辞典》，在“罗拉留”（Rorarius）（意大利16世纪人）条中批判了莱布尼茨的预定谐和说。


〔83〕
 　经院哲学名词，与“形式地”相对，意即存在于上帝之中，亦即原因大于结果。


〔84〕
 　这一句是作者校阅后加上的。


〔85〕
 　Hermolaus Barbarus，15世纪意大利学者，以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而著名。


〔86〕
 　意即：复合物在这一方面情形是与单纯实体相仿的。


〔87〕
 　Hippocrates，古希腊医生，西方医学之祖。


〔88〕
 　指人类。



莱布尼茨的方法论







发现的技术
〔1〕



人类已经认识通向确证之路的某些东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斯多葛派即是证明，但最重要的是数学家们所树立的榜样，我还可增加罗马法律学家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的汇编
〔2〕

 中的某些论据，在任何程度上，都和证明无异。

可是，这条路后来不为人所遵循，这是由于它略有不便，又由于它采用计数的步骤而不得不进展缓慢。但我相信对它的忽视乃由于对它的结果的无知。我们还未曾考虑到，如果能以和数学原理同样的确证去建立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的原则，它该是何等的重要。

现在我已发现，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会达到种种重要真理的可靠的知识，也会取得令人惊叹的发现的技术，以及一种分析的方法，它和代数用数所完成的一样，在其他问题中完成某些东西。

我甚至还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那就是我们能用数字表达各种各样的真理和推断。远在20多年前，我曾对这个重要发现提出证明，并设想出一种方法，它把我们导向对人类知识的全面分析，这是我在一篇不长的论文中加以判断的。不久之后，它付诸出版《论组合的艺术》（De Arte Combinatoria，1666）。在这篇论文中，有些地方还带有年轻人和初学者的稚气，但它的基础是可靠的。自此之后，只要条件许可，我一直以之为依据。

我从而发现有某些基本的语词，它们即使不是绝对地至少也是相对地能为我们所断定，然后全部推理的结果都可用数字的式样加以确定，甚至对那些推理的形式，其中已知的情况或数据对问题还不足以作出完全回答时，我们仍然可用数学的方式确定其可能性的程度。

我也曾注意到，何以在数学范围之外我们如此易于发生错误的缘故（在那里，几何学家在他们的推理中是何等的适当），只是由于在几何学和抽象数学的其他部分之中，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把整体简化为数字，对试验或考查不断提供结论，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能提供从前提做出的每一步。但在物理学中，经过多次推论得出的实验，往往和结论大相径庭，甚而不能校正推理，也不能指出我们的错误产生自何处。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情况更加不妙，除非用一种非常含糊的方式，我们往往不能使实验提供任何结论，而每当接触到形而上学的主题时，往往在我们毕生中实验都是不可能的。

校正我们推理的唯一途径是使它们像数学家的推理那样明确，使得我们能一眼就找出我们的错误。当人们发生争论时，我们只不过说：让我们计算一下，立即就会看出谁是对的。

如果词是按照我认为是可能的一个设计而构成的，那些曾经建立普遍语言的人却并未发现我们能通过词的本身达到向往的结果，一个将会对人类生活起到难以置信的效用的功绩。但同时有另一条雅致稍逊的道路早已向我们打开，而其他的道路将不得不完全从头建立。这条向我们打开的道路在于使我们像数学家所做的那样使用文字，这些文字适合于确定我们的观念，并补充以数字的证明。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在把伦理学、物理学、医学或形而上学中的推理简化成这些语词或字之后，我们就能在任何时候引进数字的考查，用这种方法将不可能产生错误，除非是有意为之。这或许是长期以来人们所曾做出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对那些曾经试图超出数学范围之外作出论证的人说几句话，将会是适当的。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的第一人，我们可以说他是成功的。但和他所探讨的其他科学比较起来，远远说不上他是同样幸运的。如果我们有克吕西普
〔3〕

 的书或其他斯多葛学派的书，就会发现某些尝试。我们还可以说罗马法律学家已经给了我们关于论证的推理的某些杰出的标本。

在经院哲学家中，有一个叫做吉恩·修索（Jean Suisset）的人，他被称作计算者（Calculator）。他的著作我一直未能找到，只看到他的几条戒律。这个修索开始在经院哲学的辩论中使用数学，不过很少人仿效他，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会为了簿记学和推理而被迫放弃论争的方式，而用笔一挥会免除大量的喧嚷。使我惊异的是，约翰·邓斯·司各脱
〔4〕

 为了想要说明一个天使何以能在天上和地上，像维吉尔
〔5〕

 的著名诗句所写的“踽踽独行，藏其首于云端”，竟运用了欧几里得的关于平行四边形相等的命题。

雷蒙·鲁勒
〔6〕

 也研究了数学，并多少发现了组合术。如果鲁勒的那些主要的语词：善、量值、绵延、力、智慧、意志、德行和荣耀不是那样含糊，使得它们只能说明真理，而完全不能发现真理的话，那么，他的技术无疑将是一个惊人的东西。

如果不考虑到下列这些人，我实在想不起还有哪些属于前世纪的论证的哲学家要受到注意，他们是，研究了运动的某些方面的塔尔塔格利亚
〔7〕

 ，讲到比例的卡尔丹诺
〔8〕

 ，以及弗朗契斯科·帕特里齐
〔9〕

 。帕特里齐是一个具有令人赞佩的见解的人，但却缺乏追求它们的必要的学识，他想要改正几何学中的论证事物的方式，他确实看到了其中某些东西，他也想要对形而上学做某些事情，但他缺乏力量。他奉献给费拉拉公爵（Duke of Ferrare）的《新几何学》的序言是令人赞佩的，但内容却是贫乏的。

我们自己的世纪已经大规模地致力于论证。伽利略在他的运动的新科学中首先打破了沉默。我曾看到过林赛学会的一个名叫斯台利奥拉（Stelliola）的成员的论屈光学的著作，我注意到其中在物理学中进行论证的方法的一些东西，它们超出纯粹数学的范围。对开普勒、吉伯尔特、卡贝斯和西奈尔
〔10〕

 也同样是真实的，这些人的屈光学著作尚未发表，但显然他们的发现曾打开了笛卡儿的眼界。

马林
〔11〕

 出版了一本论光的著作，用几何学家的风格插入某些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同时，笛卡儿为麦尔欣的有说服力的见解所推动，用一个论证的形式去整理形而上学，要不是他总是表示出他的弱点的话，他会完成这一工作的。几乎同时，汤姆斯·霍布斯在《伦理学》中，像在物理学中那样，用一个论证的方式去写作。在霍布斯那里，存在着一个心灵的混合状态，它表明心灵本身既是惊人的敏锐，又是罕有的软弱，两者相互交替，这是由于他未能利用数学把自己从谬论中拯救出来。

与此同时，法伯拉神父
〔12〕

 开始论证地进行写作。我们可以说他是那个阶层中最有才华、最博学和最具有多方面智能的人之一，但他缺乏真正的分析方法。他常常大胆地进行证明，如果他能避免作出如此之多的命题，同时更加确切地论证他所假设的那些命题的话，他的成就可能大得多。

在英国，一个匿名作者（Seth Ward，塞斯·瓦尔德）出版了一本非常巧妙的《形而上学的尝试》（Tentamen Metaphysieum），用来证明世界绝不会是永恒的，但他设想一个无限的东西绝不会大于另一个，否则那个无限就是不确定的。

狄格比爵士
〔13〕

 也从事于论证灵魂的不朽，他的信徒艾查塔斯（Achates）和汤姆斯·怀特（Thomas White）在几何学和形而上学的卓越成就和狄格比先生在学术界和化学上一样，狄格比曾提供了几本用论证的方式写成的值得赞赏的著作。我只看到过他的形而上学的《欧几里得》，它确实包含了一些深刻的思想，但它过于晦涩，在它的论证达到有说服力或明白易懂之前还有不少欠缺。

最后，斯宾诺莎也从事于进行论证，它们被充分地包含在他所出版的《笛卡儿哲学原理》的部分论述之中。但他的其他观念却是如此的混乱，完全缺乏数学家的明晰，当他想要使它们作为无可辩驳的论证为人所接受时，往往令人不知所云。他所作的论证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他所使用的借以论证另一个命题的命题，往往比结论更加棘手。

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非常有才能的人曾经从事于论证。其中有两人不容忽视，一个是阿伯狄亚斯·特伦（Abdias Trew），他是阿尔特道夫的一位数学家，他曾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De Physics Audito）八卷简化成论证的形式；另一个是约翰·费尔敦（John Felden），他因一本评述格劳修斯
〔14〕

 的著作《论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e et Pacis）的书而著称于世。费尔敦提供了一些法学的原理，其中确实有一些可靠的思想。在耶拿有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教授名叫魏格尔
〔15〕

 ，他曾出版过一本精彩的著作《欧几里得的分析》（Analysis Euclidea），其中有许多为了改进逻辑学和在哲学中作出论证的美妙的思想。另外，他曾寄给友人一篇论文，论证上帝的存在，其所依据的论点是所有其他存在都必须不断地被创造。他还提出过一个颇具独创性的道德的圆球形（moral sphere），用比喻的方式，通过和天文学家的圆球形学说关系来说明所有的伦理学。这个道德的圆球形附在耶拿版普芬道夫
〔16〕

 的《普遍法学要义》上。普芬道夫也用几何学的式样插入一些定义和公理，它们是非常巧妙的。

拉梅
〔17〕

 用如下的方式从事于更新欧几里得，即在遵循论证的严格性的同时，抛弃那个似乎最适宜于指导心灵的方法。但是这个曾经改变了欧几里得的方法的好心的拉梅，不仅失去了严格性，而且也失去了准确性。杰出的《几何学新论》的作者安东尼·阿尔诺
〔18〕

 曾用一种方式把顺序的明晰和确证结合在一起。当代最有才能的几何学家之一麦尔凯图
〔19〕

 ，也提供给我们一本《几何学原理》，在其中几个章节里，他表明我们怎样才能在几何学中把明晰和确证结合在一起。可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同时获得两者的话，那么，我们最好以牺牲顺序来达到精确，而不能以牺牲真理来顾全顺序。我们可以说许多东西都有利于欧几里得所使用过的顺序。

我也注意到在那些试图论证地写作的人中，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他们把主题切割成如此之多的琐碎的命题，使得心灵为此徒劳无益。这正说明我们必须识别最重要的命题和最不重要的命题。

还有一点缺点是，有些作家在着手写出命题时，并不知道何时应该结束，因而命题趋向无限。我发现理性为我们规定了两个极限：①我们必须持续进行综合，直到我们能把它变换成分析；②在我们发现趋向无限的数列之前，持续进行综合是有用的；③当一些美妙的定理具有特殊的实践用途时，需要对它们加以标明，但首要的规则是满足所需。

连欧几里得本人也未能免除的最一般的缺陷是，假定被论证的东西都能像公理一样加以论证。诚然，当这些公理被无限的实验证明是正确的时候，这个缺陷并不有害于去进行确证，正像数学家们早已解决过的那样。但这个缺陷对改进心灵是有害的，这正是何以几何学家的综合尚未能变换为分析的主要原因。这样说似乎是令人惊讶的，但必须知道韦达
〔20〕

 和笛卡儿的代数和分析与其说是对线的分析，毋宁说是对数的分析。尽管就所有量值都能用数来表示这一点而言，几何学是间接地由数简化而成的，但那个需要长期的迂回，而几何学家能用少数的词论证计算的方法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当在某些难题中发现一个方程式之后，在我们得到这个问题所要求的构图之前，仍然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几何学中的代数的方法是可靠的，但却不是最佳的。正好像从一地到另一地，有人总是想沿河而行。我认识的一个意大利旅行家，他总是尽可能驾小艇沿水路从乌尔茨堡（Wurtzburg）到魏尔萨姆（Wertheim），两地沿莱茵河相距12德国里格
〔21〕

 ，而走陆路只需5小时。在几何学中，当我们越出这些元素时，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如果没有代数的帮助，使我们对几何学建立一个像算术表示量值那样表示空间诸关系的文字本身的话，那么，在大量图形中，我们将会失去想象力。这样做是适宜的，它会像有助于想象力那样，对新发现非常有用。

有人曾寄给我一部已故巴斯噶的名为《几何学的心灵》的著作，在书中，那个卓越的人观察到几何学家有给凡是最模糊的东西下定义和凡是最可怀疑的东西加以论证的习惯。我很想从他那里得到检测什么是可怀疑的或模糊的一些提示。我还认识到，为了科学的完善，甚至需要对我们称之为公理的一些命题加以论证。确实，阿波罗纽
〔22〕

 曾不厌其烦对欧几里得设想过而未加以论证的一些命题加以论证。欧几里得是对的，但阿波罗纽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样做并不是必要的，但依然是重要的，因为它对确定一些观点是必需的，已故罗伯伐尔
〔23〕

 曾计划写一本《几何学新原理》，在书中，他曾打算严格地论证欧几里得所采用或假设过但未经证明的一些命题。我不知道他在逝世前是否已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我了解到不少人曾嘲笑过它，如果他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他们将会另作判断。这本书对初学者或者甚至普通教师是没有必要的，但为了使科学前进并越过赫丘里斯石柱
〔24〕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重要了。





（祖庆年　译）

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的对话
〔25〕



甲：假使要你去弯曲一根线，使它的长度能圈起最大可能的面积，你将怎样弯曲它呢？

乙：圈成一个圆。因为正如几何学说明的，在所有图形中，圆以相等的周长圈起最大的面积。假使同时环行两个岛，其中一个是圆形的，另一个是方形的，则圆形的那个包括更多的土地。

甲：即使当你不在思考它的时候，你相信这仍然是真实的吗？

乙：哦，对的，即使在几何学家们尚未证明出它的时候，或是在人们尚未注意到它的时候。

甲：那么，在你看来，真理和谬误两者都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是在思想之中了？

乙：是的，当然这样。

甲：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把任何事物叫做谬误的呢？

乙：不，我设想唯有关于一个事物的思想或陈述，才能被叫做是谬误的。

甲：那么，谬误是在思想之中，不在事物之中了。

乙：我必须承认你说得对。

甲：还有，照这样，真理也是一样的吗？

乙：看来是这样，但我还不能完全确信那个，对你的结论还有些怀疑。

甲：当你遇到一个问题时，你还没有完全确定如何处理它，你是不是会被人说成是你对这个事情是真理还是谬误还有所怀疑？

乙：当然。

甲：那么，你承认对一个问题作出决定是和我们对它作出一个真实的或谬误的回答是同样的意思了。

乙：现在我懂得并承认真理和谬误两者都从属于思想，而不从属于事物。

甲：但这个和你前面的意见有矛盾，即一个命题甚至当你不在想它时，仍然是真实的。

乙：现在你把我完全弄糊涂了！

甲：好，那么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命题之中找出一个共同的基础，它是否是：可能是真实的思想其实是在某处被实现了的思想，或者让我更清楚地说，你相信每一个可能的思想是实际上被人想的思想吗？

乙：不。

甲：那么你了解真理确实属于那一类可能的思想，而唯有当有人把他的思想中这一个或另一个矛盾形式当作真实的或谬误的时候，那才是确定无疑的。

乙：看来你已经找到对我们的争论的正确回答。

甲：可是，既然需要假定一个思想会被称为真实的或谬误的，请问，我们将到哪儿去寻找这个真实的思想呢？

乙：好，我设想通过对事物本性的思考而来。

甲：如果它是从你自己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话，那又会怎样？

乙：但肯定不仅仅从它产生，因为在我自己的本性之外，还必然有我正在对它们思考的诸事物的本性，从而通过寻求正确的方法，我可以发现最终达到的命题是否是确定的和真实的。

甲：完全对，但仍然留下许多难点。

乙：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甲：许多学者有这样的看法：真理来源于人类的意志，又属于名称或文字。

乙：一个十分自相矛盾的主张。

甲：虽然如此，他们通过以下方式去证明它，即一切证明的基础是定义。

乙：当然，我们仅仅通过与定义的联系，就能证明出许多定理。

甲：那么这些定理的真理也依靠定义吗？

乙：当然是的。

甲：但是定义依靠我们的意志？

乙：那是怎样的？

甲：仅仅是数学家的独断的意志才使得他使用“椭圆”这个词来指称一个限定的图形，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吗？还有，难道不是由于拉丁学者的独断的意志，才导致他去选择确定的词给“圆”下定义吗？

乙：好，那怎么样？没有词，思想就不能存在吗？

甲：没有一些符号或其他，思想就不能存在。问问你自己，是否能演算任何算术的计算而不利用任何数字符号。

乙：你使我十分困惑，因为我的确同样认为文字或符号在计算中是不可缺少的。

甲：那么算术的真理是通过某种符号或文字表示出来的吗？

乙：我不能否认那个。

甲：那么它们依靠人的意志吗？

乙：你决心用一种稀奇古怪的词变戏法来戏弄我！

甲：并不是我，而是一些十分敏锐的思想家提出来的。

乙：既然同样的几何真理在希腊、拉丁和德语中都能确切地得到表达，人怎么能如此荒谬，竟认为真理是独断的，并使它依靠名称呢？

甲：那是正确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然会遇到困难。

乙：这一点才使我认识到，在我进行思考时，如果头脑中没有想起词或某些其他种类的符号，我就永远不能辨认、发现或证明任何真理。

甲：的确如此；是的，如果没有符号，我们就永远不会明白地思考或推断出任何东西。

乙：可是当我们察看几何学图解时，仅仅通过研究这些图解，我们常常就能前进，并揭示出不少真理。

甲：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务必不要忘记这些图解也同样被当作是文字。因为在纸上绘制的圆绝不是真正的圆；但圆的绘图足够替代圆，因此没有必要应该是真正的圆。

乙：既然它和真正的圆是确切地相似，那就不是独断的了。

甲：当然，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图解才成为最普遍的文字。可是在10个东西的数目和“10”这个记号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呢？

乙：在记号之中，存在着一种和事物的顺序相一致的关系或顺序，这里且不说这些记号是否经过适当的选择。

甲：或许是这样，但最初的元（elements）对它们所指称的对象究竟有什么相似。例如“0”之于零，或字母“a”之于线“a”？你必须承认，至少这些元用不着对事物有什么相似。例如这对于词“Lux”（光）和“fero”（产生）也是适用的，因为它们合成的字“Lucifer”（发光），肯定对它们有一个限定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是由“光”这个词干和“发光”这个合成词，以及由词干和合成词所指称的对象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

乙：可是，在希腊语中，φιώ∂[image: alt]
 σρσs对φώξ和φέρω有同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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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甲：是的，但希腊人在这里也能用其他的词。

乙：完全对。我的意思只是说，当那些文字用作论证时，它们必须表明在诸对象中所同样发现的某种联系、组合和顺序，这就需要，如果不是在单独的词之中（尽管它最好这样），那么至少也要在它们的结合和联系之中加以说明。这个顺序和一致至少必须在所有语言中呈现，尽管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给了我解决困难的希望。因为即使文字是如此独断的，但在应用和联系中，仍然有确定的而不是独断的某些东西，那就是，在它们和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属关系、使得在所有不同的文字之中的限定的关系习惯于表达同样的事物，这个亲属关系、这个联系是真理的基础。因为它说明何以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文字，结果都是同样的，或者至少我们发现的结果，在限定的方式中，彼此是相当的和相符的。在进行思考时，无疑地总是需要某种文字。

甲：好极了！你已经惊人地从困难中自拔出来。你的观点为分析的和算术的计算所证实。因为就数来说，不管用十进位制或十二进位制，我们都能得到同样的答案。如果我们把不同种类的计算制的答案应用到谷类或任何其他可计算的材料上，结果总是同样的。这对代数的分析也是真实的，尽管在这里，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使用各种文字要比变动事物本身方便得多，在这里，真理的基础也明确地在于文字的联系和顺序。假设我们用a2
 表示a的平方，并令a＝b＋c，则我们得出a2
 ＝b2
 ＋2bc＋c2
 ；假设我们令a＝d－e，则我们得出a2
 ＝d2
 －2d2
 ＋e2
 。第一种形式表示整体（a）对其部分（b，c）的关系，第二种形式表示部分（a）对整体（d）以及它和整体之间之差（e）的关系。通过置换，我们发现两者都达到同样的东西。假使我们在公式d2
 ＋e2
 －2de中（早已等于a2
 ），用a＋e的值置换d，则我们得出d2
 ＝a2
 ＋e2
 ＋2ae，以及得出－2de＝－2ae－2e2
 ；通过相加：

d2
 ＝a2
 ＋e2
 ＋2ae　　　　　e2
 ＝e2


　－2de＝－2e2
 －2ae　　　总和＝a2


你看出，不管我们任意选择什么文字，只要我们在使用它们时，遵循一个确定的顺序和规则，答案总是相符的。尽管真理往往需要预先假定一些文字，甚至有时还要有一些文字作为对象（像我们推算掷九点的规则那样）。但真理并非以文字中的任意的东西为其根据，而是以其中恒定的东西为其根据，即是在它们之间的符号所有的对事物的亲属关系。哪怕我们的意志对这些关系连最微小的影响也没有，通过确定的文字的使用，也肯定会得出一个计算的确定的形式。它是在对确定的东西的已知关系中，通过使用其他标记而得出的。它不同于它们，但仍然对它们保持有一个恒定的亲属关系，这个亲属关系是由对已知的东西的文字的关系而产生的，是由作出置换或比较而形成的。





（祖庆年　译）

论哲学和神学中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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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把求知的热忱从对《圣经》和对神和人的法律的研究转向数学之后，不久我就因后者那些十分明白的指导而感到高兴，我仿佛为峭壁上海妖的诱人余音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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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展现在我面前的一些惊人的原理曾受到别人反对，我却从其中找到通向更多更大的成果的途径，并从我的心灵中，悄悄地涌现出一个接一个构思。它们似乎对我有结出果实的希望。人们心灵中充满一个美好的原理时，究竟有何等愉快，只能为那些能用纯洁心灵来理解这样内在和谐的人所判断。与此同时，神学的记忆使我精神苦恼，我痛惜这个事实，即它竟然放弃了相当的明晰和顺序。我看到那些杰出人物，像圣·托马斯、圣·博纳梵图拉、威廉·杜朗、里米尼的格雷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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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前一时代许多其他作家。他们如何向第一哲学提供了不少令人惊异的精妙原理。这个第一哲学原理是能够用最大的严格性来加以证明的。我认识到，被这些人极其光辉地创立的自然神学早已淹没在野蛮的黑暗之中，而且通过词的混乱的使用，它在含糊的区别之间踉跄。因此，为革新的责任所激励，我实际上常常在神学中扮演一个数学家的角色。我曾提出过一些定义，并试图从其中推演出某些原理，这些原理和欧几里得的原理比较起来，在明晰这一点上，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在它们的结果的重要性上，还远远超过它们。因为我考虑到以下这些方面：几何学阐明形状和运动，它是作为我们已经发现的土地丈量的地理学和星球的行程的结果，机器则克服了许多巨大的负担，这些负担来自文明和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差别，但是，那个识别正直人和不正直人的学问却受到忽视，而唯有通过它，心灵的奥秘才得以揭示，通向幸福之路才得以铺设。我们有许多关于圆的证明，但对于心灵却只有猜想，运动的规律是用数学的严格性来表现的，但却没有人使用类似的勤奋去探究思想的奥秘。人类的不幸的源泉在于以下事实，即人们对一切事物付出足够的关心，但对生命中的至善却不是如此。这正像一个疏忽的商人，开始时整天睡大觉，随着账目的增加，越来越缺乏清晰的条理直到他无法把所有账目的收支归拢在一起。正是从这里，秘密的无神论才在人们心中生了根。对死的恐惧，对灵魂本性的怀疑，那些最软弱的人，至少对公开承认上帝表示踌躇，以及许多人与其说是由于他们的公正的德行成为正直人，毋宁说是由于习惯或需要。

我看到某些哲学家们，不能恪守他们过高的诺言，因为他们是用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写作，或是口头上宣扬了数学的严格性，而他们自己的实践却是另一回事，他们采用了轻率的、迎合人心的说话方式，借此获得人们的喝彩，而远远不是赞同。正好举一个例子，如果十分杰出的勒内·笛卡儿哪怕只有一次从自己的自由意志出发，把他的沉思改变为命题，把他的论述改变为证明，他自己将会看见在其中有大量的瑕疵。之所以用数学的外衣来乔装打扮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与其说是出于他自己的信念，毋宁说是由于他的友人们的压力。如果我假定他本人采取了这样的证明，这将是我对他的天才的侮辱。

许多人认为在通常被称作数学科学之外，数学的严格性是没有位置的。但他们忽略了以下事实，即用数学方式来写作是和那些逻辑学家们按照形式而称为推理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一个单独的定义可以取代许多似是而非的差别，在后者那里往往浪费了很多时间。由于经院哲学家们在工作中都具有同一样的缺点，那就是，他们充分表明的全部顺序的绝大部分，可以说是用数学的三段论法来进行推理，他们所留下的是不确定的词的使用。从那里，作为一个从许多定义中产生的一个定义，作为一个从许多论证的辩论中产生的一个难以驳倒的证明，经院哲学家们的关于上帝的教义，以及他们经常令人钦佩的反省，能够不费力地被一个受过数学训练的头脑所净化和廓清。

我想我这样做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观察到有不少危险的表达方式偷偷地溜进了人们的心里，它们是数学的幼虫，从那里产生了伪哲学，为此整个经院哲学的学说将要被否定。

在现世纪的习惯中教育出来的人，究竟能有多少人真正认为这些为经院哲学称之为琐事的东西值得一读呢？我庆幸自己在年轻的日子里，在我的头脑还没有受到数学的影响之前，也有机会去研究这些，我正是这样获得耐心地从事其他研究的习惯。对这些研究有一个历史时期。有一段时间，唯独经院哲学的神学占据首要地位，但今天除了在教会和修道院而外，它已很难到处保持其生气。透过对人文主义的研究的热情的光辉，我们发现有一个相反的极其重要之处，即是经常有一个对共相和模式的差别所造成的混乱，它和对浦劳塔斯和艾普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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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节加以更正所造成的混乱几乎一样多。

现在我们已经治好了这个弊病，我们又面临一个更大的危险。随着判断力的成熟，我们进入了成年，犹如抛弃了全部少年时代的衣服一样，随着岁月的进展，产生自野蛮状态的世界而今具有了智慧。我们知道，人类为了获得认识自然的权利和证实时间与空间的规律，经过了多么长的时间，而唯有通过这些，才使我们的力量得以增强。而且，正像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人们大部分为了他人，小部分为了自己而工作，我们通过成功的考查以后，收集到最佳的材料，许多世纪以后，真理的大厦才赖以建立。我看到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他们年轻时代，从事数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往后他们对自然进行实验，或者参与世界的事务，随着老年的到来，又返回来促进科学和心灵的发展，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和它结合在一起。卓越的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这样充满智慧的格言：“一点儿哲学使人的心灵倾向无神论，而深究哲理则会把人的心灵转向宗教。
〔31〕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是一样，宗教哲学的价值将会被那些皈依它的人所认识，而数学的研究部分是用来当作更为严格的判断的范例，部分是为了和谐的知识和美的观念，对自然的实验将会把人引向对自然创造者的赞美，他已经在可感觉的东西里，表明了观念世界的影像，以致我们所有的研究最终都将通向幸福。

大体说来，我赞赏那些通过数学的盛装，以神学的真理为代价，来迎合他们哲学的新颖的人。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样为亚里士多德所承认，即任何事物实质上都是从体积、形状和运动中派生出来的。体积和形状的原理已经通过卓越的方式得到发展，而运动的最深入的性质则还未能揭开，这是由于对第一哲学的忽视，从那里才派生出运动的规律。由于形而上学的任务是讨论宇宙中连续的短暂的样态（modifications），而运动只是这些样态之一。在运动的本性还没有被人理解的情况下，许多有地位的哲学家们总是把物质的实质仅仅归之于广延，并由此得出一个物体的概念，这在先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不论对自然的现象还是对信仰的奥秘都不能公正处理。因为能够证明不用附加其他品质的广延，既没有能力去活动，也没有能力去被动地接受活动，也能够证明在极大程度上，任何物体能变成流动的，也就是，变成虚空的；还能证明物体的内聚力以及那个被感触到是固体的东西，不能被广延的理论加以解释，因此，在那里，运动规律的构成是和经验相反的。所有这些，在笛卡儿的原理中，似乎都作了明白的阐述。他把运动单纯当作是相对的，并且设想出一种物体，它和虚空绝无区别，他从单纯静止中推导出物体的内聚力和固态，这是由于在他看来，物体在相互接触之后必然立即达到静止，只要没有力量来分开它们的话。此外，他还对运动和物体的碰撞规定了一些定律，这些使得最精确的实验也成为陈旧的。他也曾宣称宁愿去追求哲学而不去追求神学，来巧妙地回避信仰的奥秘，似乎哲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或者似乎真正有一种宗教，它和在别处被证明的真理相对立。一次，当他不得不去讨论圣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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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一个貌似的东西来代替真正的圣餐，这样就使为神学家们的普遍舆论所拒绝的一种学说复兴了。但这个意义倒不大，如果他的哲学能够容许物体同时间内在几个地方存在的话。因为假使物体和空间是一个东西或是同样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回避在不同的空间或地方必须有不同的物体这一结果呢？那些人在建立形体的本性的理论时，附加给广延以某一种阻力或不可入性，或者，他们称之为模拟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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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type）或容积（伽桑狄和其他学者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诚然已经正确地探究了这个哲理，不过并没有摆脱困难。因为在分析物体的观念时，需要的是一种确定的概念，而不可入性则不具备这个，因为在自然界不表现物体的可入性这一点并未能加以证明，凝聚提供了一个争论，许多人认为它是来自可入性，对于它的其他的解释倒没有什么异议。最后，物体的绝对的不可入性既和我们信仰的教义又和πσλνισπγα（同时在几个地方存在）的学说相矛盾。要理解一个物体如何能在几个地方存在，正像理解几个物体如何能在同一地方存在是一样困难的。

那么，为了去完成物体的概念，我们究竟必须给广延增添些什么呢？除了那些为感觉自身证实的之外，什么也不用。它们同时告诉我们三件事：首先，我们进行观察；我们对物体进行观察；以及我们进行观察的是多样化的事物，它们是复合的或是延伸的。因而，必须对广延或多样化的概念加上活动。物体是延伸的活动力（广延的动因，agens extensum），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个实体都是活动的，而每一个活动的物体被称作实体的话，那么，一个实体可以说是延伸的。这样，我们可以从形而上学的内在的真理表明：没有活动就没有一切，因为并没有只作为单纯的潜在的活动而没有任何原初的活动的那种东西。绷紧的弓的力绝不是一个很小的力，只是我们说它尚未活动。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力在弓发射之前早已存在，因为弓是用力拉着的，而每一个力都是一种活动。此外，确实有许多重要的东西，被说成是作用力（conatus）的本性或活动力的原则，或者，正如经院哲学家们称之为实体的形式，这些东西同样阐明了自然神学和信仰的奥秘，驱散了由于哲学家们的蒙昧主义的非难所带来的黑暗。

结论是：只要通过它们活动的原则的作用，不仅灵魂而且所有的实体都可以说存在于一个地方；灵魂不能为任何物体的力所毁灭，所有的力都为那个最高心灵而活动，这个最高心灵的意志是一切事物的最后理由，是宇宙和谐的原因，作为造物主的上帝能够把肉体和灵魂结合起来。实际上，每一个有限的灵魂都是被肉体化了的，即使是天使的也不例外（在这里，真正的哲学和教会神父的教义相一致）；最后不论是同一物体在几个地方（πσλγισπια），还是几个物体在同一地方（μειοανκαμσν），都不包含任何矛盾的东西。因此，从这个事实，我们能发现一些令人惊异的事情，即物体的圣体共存
〔34〕

 解体于化体之中；另一方面，凡是说身体包含在面包中的人，并未认识到他这样说，无异坚持面包的实体虽已毁灭，但它的性质却未受到损害，仍然保持了原样。一旦实体的真正的和必然的概念被理解时，所有这样的谬论就能避免。上述这些原理对于宗教信仰的牢固基础和对于教会间的和睦究竟有何等巨大的意义，理智将会正确评价。





（祖庆年　译）

通向一种普遍文字
〔35〕

 
〔36〕



一个古老的谚语说：上帝依照重量、度量和数量创造了万物
〔37〕

 。可是有许多东西，即凡是不受力或动力影响的东西，并不能加以估量，任何不可分割成部分的东西也难以度量。另一方面，没有东西不被包含在数量之中。因此，数量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的形式，算术是一种宇宙的静力学，在其中显示出事物的诸动力。

在数之中隐藏了最深奥的秘密，这一直是从毕达哥拉斯时代以来的人们所确信的
〔38〕

 。毕达哥拉斯本人曾依照一个可靠的来源，把这个以及其他许多直观知识从东方传播至希腊。可是，由于未能掌握打开这个秘密的合适的钥匙，人类的好奇心被引向各种各样的虚无和迷信，从其中产生过一种世俗的秘密结社，远离此真实的东西，也产生过（在巫术的化名下）许多书中所充满的丰富的幻想。同时，仍然有不少人坚持那个古老的信念，即惊人的发现往往借助于一种新的语言的数、字或符号而来临，对此，“亚当后裔”雅各·波墨
〔39〕

 称之为自然语言。

虽然如此，或许还没有人识破过这个真正的原理，即是，我们可以对一切对象指派其确定的特征数字（characteristic number）
〔40〕

 。因为大部分有学问的人，每当我向他们流露这方面的某些东西的时候，使我相信他们对我所意指的那个东西一无所知。确实，长期以来，不少杰出的人已经宣布了一种“普遍语言”或“文字”，在其中，各种各样的概念和事物都能用一个合适的顺序加以组合，借助于它，不同民族的人才有可能相互交流思想，把一种外来语的书写符号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已经掌握到这样一种语言，它既能包含发现新命题的技术，又能包含对这些命题的批判的考察的技术。一般说来，这种语言的符号和文字，将会起到像计数的算术符号和计量的代数符号一样的作用。真好像在上帝把这两门科学授予人类时，他要我们去认识在我们的理智中隐藏着一个极其深奥的秘密，这是通过这两门科学预示出来的。

由于某种命运，我从孩提时起，就早已被引入这些反思。此后，正像人们对待最初的癖好那样，它们一直极其深刻地烙印在我的心上。这对我在两个方面有着极大的帮助，尽管对其他许多方面既是含糊的，又是有害的。首先，我是完全自学的；其次，当我一开始研究任何一门科学时，常常在我尚未完全了解它的已知的、熟悉的内容之前，我立即寻找出某些新的东西。这样我在两个方面有所收获：我并不把一些空洞的论断塞进头脑（这些空洞的论断与其说是依据实际的证明，毋宁说是依据学术的权威），它们迟早会被遗忘掉；此外，在我透彻了解每一种理论的根源和结构并达到这些原理本身之前，我从不停步，从这些理论和原理之中，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找出我能认为是恰当的一切。

在我的青年早期，曾表现出对历史和修辞学的偏爱，在散文和诗的写作上，也表现出如此的敏捷，使得我的老师担心我以后中止这些爱好。因而我被引导向逻辑和哲学。在我刚刚理解所有这些科目的任何东西之前，我在纸上写下了从我脑海中浮现出的许多富于想象力的思想。当我把它们递给老师时，他们被震惊了。我所探索的其中之一是范畴的问题。我特别想要说明的是，正如我们有许多范畴来判断简单概念的类别一样，也必然有一种新的范畴，以其自然的顺序包摄命题本身或复合的诸项。当时我对运用证明的方法还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我提出的东西早已为几何学家们所完成，他们按照一个连贯的顺序把命题分类，使得通过证明，一个命题能以一种有规则的方式从其他诸命题中产生出来。这样，我的反思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既然我的老师没有中止对我的鼓励，我就完全独立地去承担建立上述复合的诸项的范畴或原理的工作。作为我对这个问题勤奋努力的结果，我终于通过内在的必然性，达到一个令人惊奇的重要的反思：我思考出，必然会创造出一种人类思想的字母，通过由它组成的联系和词的分析，其他一切都能被发现和判断。当时这个灵感给了我一种非常难得的喜悦。当然，这是十分早熟的，因为我当时尚未弄通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可是后来，随着我的知识的每一步增长，这个判断本身迫使我不得不去进一步追求一个具有如此意义的对象。当时作为一个20岁的青年人，幸运使我必须写一篇大学学位论文。就这样我写了关于《论组合的艺术》（De Arte Combinatoria）这篇论文
〔41〕

 ，它在1666年以书的形式出版，从此我的令人惊奇的发现就公之于世了。人们注意到这篇论文是一个初出茅庐和尚未熟悉科学的年轻人的作品。由于我是生活在一个数学尚未得到培养的地方，如果我的早年生活能像巴斯噶
〔42〕

 那样生活在巴黎的话，我肯定会在追求科学上早些得到成功。但我仍然不后悔曾写过这篇论文，其理由有二：首先，由于它曾受到许多才智极高的人的赞许；其次，由于它早就暗示了我的发现，而它所觉察出的那种疑难直到最近还得不到支持。

我常常感到惊奇的是，就任何书面证据所指出的而言，何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着手于如此重要的题目。如果一个人只要从一开始一步一步地遵循程序的严格的方法，就会及时地促使他去考虑这种题目。那时我只是一个既未学好逻辑也完全不熟悉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少年，这些考虑之所以打中我的心，单纯由于我总是追求那些第一和原始的原理。可是，人们迄今未能前进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个事实，即抽象的原理通常是枯燥的和不很动人的。在一度接触后，人们就不再理会它们，但是，特别有三个人，使我惊奇何以他们未能涉及这个有意义的问题，他们是亚里士多德、约阿希姆·荣格
〔43〕

 和勒内·笛卡儿。亚里士多德在《工具篇》（Organon）和《形而上学》（Metaphyssics）中，以智能的最大的锐敏考察了概念的最内在的性质，可是，卢卑克的约阿希姆·荣格——当然他本人在德国几乎不为人所知——是一个具有这样透彻的判断力和如此广泛的智能的人，假如他被了解和支持的话，人们会从他那里期待一个从别人那里期待不到的（甚至笛卡儿也不除外）对各门科学的根本的革新。当笛卡儿的工作已见成效时，他早已进入老年，遗憾的是他俩未能结识。这里无须指出什么是笛卡儿学说中应当受到赞扬的东西，他的智能远远超过任何赞扬。在观念的领域里，他确实踏上了真实的和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可能通向我们的目标，但后来的事实，正如在他的论文（《方法论》）中所表明的，他卸下了关于方法问题的担子，而自满于形而上学的沉思和他的解析几何学的应用，对此引起他那么多的注意。另外，他还决心为了医学的目的去研究身体的特性。如果他首先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即判断和观念的顺序化，那么他这样做倒确实是对的。因为从后者，也许会出现一个比人们所可能相信的更大的智力的启发，它也会对实验科目投射出光辉。他之所以未能把他的努力引向这个目标，只能通过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即他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如果他了解到有一种方法，能以和算术中同样的无比明晰来建立一种理性的哲学，那么，除了这条道路外，他将不会选择别的道路来建立他是那样热切地为之奋斗的一个学派。在哲学中，遵循这样一种方法的学派，将会和几何学一样，在理性的王国里，从初学者那里赢得同样的指导地位。即令作为侵略的结果，在一个新的野蛮时代，科学本身与人类一同没落，这个学派也不会动摇和崩溃。

恰恰相反，不管我是如何忙碌或闲散，我总是坚定不移地持续在这方面的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我总是单干的，因为我早已直觉到它的全部意义，并觉察到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惊人的和简易的方法。对我来说，它耗去了我的艰苦的反思，但我终于发现了这个方法，为了建立这种文字，换言之，我以后为了建立对所有观念都适用的特征数字（至少在关于这个惊奇的普遍语言的语法上和对于最大量和最重复的情况都适用的词典上），完全需要按照一种新的方法，去创立一种数学——哲学的研究过程。我所提供的这一新的方法，并不比任何其他程序包含更大的困难，也不过于远离熟悉的概念和通常的书写方式。它也不比当前早已花费在讲课和各门百科全书方面需要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有几个经过挑选的人，在五年内，就去完成全部的工作，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两年工夫，就会精通这个在实际生活中最必需的学问，那就是，按照一个确实可靠的计算方法，掌握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命题。

一旦人们对最大部分的概念建立起特征数字，那时人类将会拥有一种新工具，它提高智能的能力，远胜过光学工具之加强人眼，而理智之优越于视力，将和显微镜及望远镜之取代视力一样。它的用途之大，犹如给水手以指南针，它比星座带给所有在海上从事调查和实验的人的用途更大得多。从其中会进而产生出什么，这取决于命运之手，但它肯定会带来重要的和卓越的结果。所有其他的天赋只会使人堕落，唯一有真正的理智对人才是绝对有益的。当这种特征数字能以其明晰和确定在所有事物中显示出理智的时候，它的权威才不再受到怀疑。这种明晰和确定，迄今只是在算术中才具备。它会结束那样一种使人们彼此厌烦的冗长单调的争议，这种争议，一般说来，夺去许多人进行推理和辩论的乐趣。当我们对一个论点进行考察时，争论一方往往会作出下列反驳：“你怎么知道你的理由比我的更好些？你持有哪一种真理的标准？”假若另一方再次提出他的理由，他的对手会缺乏考察这些理由的耐心，因为就绝大部分而言，必然会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有待解决，如果他遵循传统的正当的程序和推理的规则的话，这些将会用去一周的勤劳。代替这个，在长时间进行辩论之后，绝大部分时间，与其说是由于理智，毋宁说是由于情绪来宣告胜利，斗争的结局与其说由于和解，毋宁说是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而不了了之。这一点对于必须最后作出某些决定的实际生活中的评议尤为适当。这里很少有这样情况，争论的双方经常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加以平衡。一个当事人，按照他的变化无常的意向，用鲜明的形象和对比的色彩的修辞效果，对这一点或那一点作出的表述或毋宁是误述愈强烈，那么，为了说服别人反对他的对手，他自己所下的决心或灌输给别人的东西，就愈加独断，尤其是在他灵巧地对待各自的成见的时候。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人，总是能估量和计算出双方的全部辩论表，那就是，不仅去列举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而且还要去精确地估量彼此的反对意见。因此，我把争论的双方当作是彼此欠了各种债的商人，他们从未制订各自的平衡决算表，反而经常勾销其未偿债务的各种过账单，并坚持登载他们各自的关于其债务的合法性和重要性的声明。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冲突永远不会中止。我们对此无须惊奇，最大部分争论的产生只是由于在事物中缺乏明晰，即由于没有做到把它们简化成数字。

可是，我们的文字能把所有的问题简化成数字，并提出一种静力学，根据它，合理的证据可以得到估量。此外，由于可能性总是以判断和证明为根据的，从而我们能经常判断在已知的情况下哪一件事能以最大的可能性被预料到。任何确信宗教真理及其含义，同时在他对人类之爱中渴望皈依宗教真理的人，无疑地将不得不了解到，一旦他掌握了我们的方法（除了圣人的奇迹和行动或一个伟大统治者的征服而外），就不能再有其他有效的方法被设想为比这里讨论的发现更加能传播信仰。因为一旦传教士采用这种普遍文字，则和理性有着内在和谐的真正宗教将会建立，也没有理由去担心未来的任何背教行为，正像人们一旦学习了算术和几何之后，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否认它们一样。因此我一再重复我所经常说过的话，没有人，不论是先知或君王，能像对上帝的荣耀那样，对人类幸福给自己提出一项比这个更具有伟大意义的任务。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应当满足于词（words）。可是，由于所有事物的奇妙的相互联系，使得明确地用公式阐述各个事物的特征数字极为困难。为此，我曾创制了一种精美的技巧
〔44〕

 ，通过它，确凿的诸关系可以用数字加以表述和固定，然后又能在数字计算中进一步加以确定。我作出一个独断的假定，即有些特殊的特征数字早已是已知的，其中有些特有的一般的性质是可以观察到的。因而，我抓住那些和特有的性质相关联的数字，然后借助于它们，用惊人的灵巧直接在数字上证明全部逻辑的规则，并且能查明一个已知的论证是否在形式上是确定地提供一个标准。不管怎样，一旦我们占有了事物本身的真正的特征数字，一个证明是否实质上是确定的，就可以第一次得到判断，而没有任何困难，也没有陷入谬误的危险。





（祖庆年　译）

关于实体的本性和交通
〔45〕



——兼论灵魂和身体结合的新系统 
〔46〕







几年前，我曾设想过这一系统，并和一些学者们交换过意见，特别是和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之一Mous Arnauld
〔47〕

 ，他曾从一个身份极高的人那里得知我的一些意见
〔48〕

 ，他发现这些意见是十分自相矛盾的。但自从接到我的说明之后，他收回了曾用豁达大度的方式说过的话，并承认了我的许多主张，他还中止了对他所仍然未能同意的我的其他主张的责难。从那时起，只要一有机会，我就继续我的思考，借此我可以把很好地证明过的意见公之于世。我同时力图与那些针对我的力学论文的反对议论进行交锋
〔49〕

 ，因为后者和前者是有着关联的。总之，出于一些重要人物渴望了解我进一步阐明的意见
〔50〕

 ，我大胆地进行思考，尽管它们绝不是通俗易解的，也难于为任何人所欣赏。我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我希望能通过那些在这些事情上有所启发的人的评价而获益。它是如此麻烦的工作，对那些打算给我提意见的人，我很难给以个人的帮助，但对他们的意见。我总是乐于接受，只要表明他们是热爱真理的，不会因为怀有成见而感情用事。

尽管我是一个在数学上下过不少工夫的人，但从青年时代起，就始终没有中止过在哲学上进行思考。因为在我看来，总似乎有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清楚的论证，在哲学上建立一些可靠的东西。我曾进入经院哲学家的藩篱很深，但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数学和当代作家们，使我跳出那个圈子。他们那种机械地解释自然的美妙方式吸引了我。我正当地鄙弃那些只使用形式和机能来解释自然的方法，因为从那里什么也学不到。此后，为了去发现一种因经验而使人认识的自然规律，我对力学原则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我发觉仅仅考察到一个有广延的质量是不够的，还必须使用“力”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十分明了的，虽是它属于形而上学的范围
〔51〕

 。同时，就我看来，那些要把低等动物改变或退化成单纯机械的看法，也未必是正确的，尽管它似乎可能，但却违反了事物的秩序。

起初，当我刚从亚里士多德的羁绊下摆脱出来时，我沉湎于虚空和原子，因为那是能最好的满足想象的观点。或者在那些只是被动的东西中，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统一体的原则，因为在那些东西中，一切只不过是可以无限分割的一些部分的聚集或堆集。复多只能从许多真正的单元（unites）中得到存在。这些真正的单元另有来源，它们和数学上的点是完全不同的。数学上的点仅仅是广延的极限和样态，连续（连续体）肯定不能由它们所组成。因此，为了发现这些实在的单元，我不得不求助于一个实在的有生命的点，也就是说，求助于一个实体的原子，这一实体的原子只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存在，就必然包含某种形式或能动的原则，那么，这就需要恢复和还原实体的形式
〔52〕

 ，它们当前正遭到不少的诋毁，但在某种程度上要使得它明白易解，并把它们的正当用法和因被滥用而受到损害分别开来。接着，我发现实体的形式的本性在于“力”，跟随“力”而来的是类似知觉和欲望的某些东西。这样我们必须把它们和对于灵魂的概念相仿地来设想，但是，由于灵魂不应当用来详尽地说明动物身体的结构，我认为，同样这些形式也绝不能用来解决自然的特殊问题，尽管在建立真正的总的原则时，它们是必要的
〔53〕

 。亚里士多德称他们为最初的“隐德来希”（entelecheia），我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易理解些）为原始的力。其中不仅包含现实性或可能性的补充，也包含原始的活动
〔54〕

 。

我了解那些形式和那些灵魂，同我们的精神一样，应该是不可分割的，我记得这实际上是圣托马斯关于低等动物的灵魂的看法
〔55〕

 。但是这一新的看法，重新带来了关于灵魂和形式的根源和绵延的重大困难。因为任何一个具有真正统一体的（简单的）实体，唯有通过奇迹才能有一个开端和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它们唯有通过创造才能出生，唯有通过消灭才能结束
〔56〕

 。这样，我不得不承队（除了上帝特别打算去创造的灵魂外）实体的构成形式必须和世界一道被创造出来，而又必须经常继续存在。因此，有些经院哲学家们，像亚尔伯图斯·马格诺斯和约翰·培根，关于这些形式的根源的部分真理，曾略有所知
〔57〕

 。所有这些，不应看作是特别的，因为我们只把伽森狄主义者给予他们的原子的绵延归之于形式
〔58〕

 。

然而，我认为我们绝不能在这些东西中，不加区别地（或是和其他形式或灵魂相混淆）包括精神或理性的灵魂，后者属于一个较高的等级，比沉溺于物质中的那些形式有着无可伦比的完善。在我看来，这种物质到处都能找到，和它们比较起来，精神或理性的灵魂犹如许多小的神灵，它们为上帝的想象所制造，在它们里面，有着某些神性的启蒙的光辉。正因为如此，上帝统治着精神，俨如国王统治其臣民，父亲看管其孩子，而在另一个方面，他对待其他的实体则像工程师操作他的机器一样。这样，精神具有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通过上帝安置在其中的那种秩序，把精神提高到物质变革之上。也可以说，其他任何东西都只是为它们而制造的，这些变革本身则被安排为善的幸福和恶的惩罚
〔59〕

 。

可是，一回到普通的形式或物质的灵魂
〔60〕

 ，绵延既必须归属于它们（代替那个常常被归属于原子的东西），这样就会引起一个疑问：它们是否从一个身体转到另一个身体，即可能是轮回和某些哲学家所坚持的运动的传递和种的传递几乎相似的某些东西
〔61〕

 。但这个幻想远离事物的本性，并没有这样的通过
〔62〕

 。对于生物的转化，斯万默丹、马尔丕基和莱温荷克曾加以解释
〔63〕

 ，他们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卓越的观察家，他们帮助了我，并使我乐于承认，没有动物或任何其他的有机的实体，在我们想它出生的时候就会出生，它的可见的一代只是一个发展和一种增大。我也认识到《关于真理的研究》（Recherche de la vèritè）一书的作者，雷吉士、哈祖克尔和其他有才能的人，和这个意见较接近
〔64〕

 。

但是，这里仍然留下更大的问题。在动物死的时候，或者在个体、有机的实体毁灭的时候，这些灵魂或形式变成什么呢？这是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只是一想到灵魂毫无用处地留在混乱的物质的混沌状态中，就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只有一种考察能够合理地被采用，就是肯定不仅灵魂不灭，而且连动物自身和它的机体的机理（mechanism）也是不灭的，尽管它的较迟钝的部分的毁灭已使它缩减到一刹那，使它对我们的感觉像它出生前一样难以认得出。因而没有人能精确地记录死亡的真正时间，它可能暂时被当作可知觉的活动的单纯停止。它实际只不过像一些单纯动物的情况：我们目睹苍蝇的复苏，它们起先被淹在水中，接着又被埋在白垩粉里。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都足以向我们说明：当一个有机的实体的毁灭已经进行很远时，在那里仍可能有其他的复苏，倘使人们能够改造动物的机理的话。伟大的德谟克利特曾明显地说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彻底的原子论者），可是卜里诺却对他加以讥笑
〔65〕

 。因此，很自然，一个一直活着的和具有机体的动物（正如一些有伟大洞察力的人所开始认识的），应该同样经常是这样。那么，既然一个动物没有第一次出生或者完全新的生殖，在严格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随之而来的将是没有最终的灭亡或者彻底的死亡。因而，代替灵魂的转生的，只能是一个动物和同一类动物之间的转化，依照它所拥有的不同的器官而多少有所发展
〔66〕

 。

然而，理性的灵魂遵循更高级的规律，并免除能使它们失去精神社会中公民身份的任何东西。上帝已经如此仔细地安排了这个，使得物质的所有变化都不能使它们失去个性的道德品质。也可以说，任何东西都趋向于完善，不仅是宇宙的整体，尤其是那些被创造物，在最高智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由于它们各自分享的神圣的善，它们被注定要达到宇宙所关切到的这样一种幸福的程度。

至于动物的普通的身体，以及其他有形的实体，它们一直被料想要遭到完全的灭亡，它们的变化，与其说依赖于道德的规律，倒不如说更多地依赖于力学的法则。我愉快地注意到《论饮食》（De Diaeta）一书的作者（希波克拉特）
〔67〕

 ，他曾对真理略有所知，他明确地说到动物不生不死，我们所想象的事物的出生和消灭只不过是出现和消失。根据亚里士多德，这同样是巴门尼德和梅里塞斯的见解
〔68〕

 ，这些古人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有价值些。

我和别人一样，准备公正地去评价当今，不过我认为他们把改革做得太过分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然的尊严的观念，在不同的事物中，他们混淆了自然的和人造的东西。他们认为，自然的机器和我们的机器之间的差异只是大小的差异。不久前，这个看法曾影响了一个很能干的人《关于世界多元性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valite des mondes）一书的作者
〔69〕

 ，竟说出这样的话：当我们密切地注视自然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比我们所曾设想的奇妙要少得多，它不过是一种工场。这种说法，似乎对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观念，即它不是十分合理的，也不值得这样看它。只有我们的系统，它显示出在最少的产品和机械之间毕竟是有多么真正的和巨大的距离，它们是由神圣的智慧和一个有限的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制造成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是一个程度上的，而且是一个性质上的。因此，我们观察到，自然的机器有一个真正无穷数目的元件
〔70〕

 ，它们被装备得如此之好，并能如此抵制住所有的偶然事故，以至它们不可能遭到毁灭。一部自然的机器在它的最微细的部分仍然是一部机器，此外，它仍然经常是它原来那个样子的机器，它只是这样被变形，即通过它所接受的不同的折叠，有时扩展，有时收缩，当我们认为它消失时，实际上是密集。

此外，借助于灵魂或形式，有一个符合于我们的真正的统一体，即所谓“自我”。但是，在有关技术的机器或者仅仅是物质的质量方面，情况却不是这样，尽管它可能是很好地被组成的，也只能当作一支军队，一群人，一个充满了鱼的池塘
〔71〕

 ，或者一只由发条和齿轮构成的表。然而，如果没有真实的实体单元，那么，在这一聚集里，会没有什么东西是实体的或真实的。正是这一点，曾迫使柯德穆瓦
〔72〕

 放弃了笛卡儿，转而接受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借以去发现一个真实的单元。但物质的原子和理性是相反的，而且它们仍然是由部分所组成，既然一部分无法征服地附着于另一部分（即使它能被合理地设想或假定），因而不能使这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有任何微细的差别。唯有实体的原子，也就是说，绝对没有部分的真实的单元，是行动的源泉，是构成事物的绝对的第一原则，也可以说，是在对实体的分析中的最终元素
〔73〕

 。它们可被称作形而上学的点，它们具有生命的本性的某些东西，它们具有一种知觉，而数学的点则是它们用以表达宇宙的观察点
〔74〕

 ，但是，当一个有形的实体收缩时，它的所有器官对我们却一起成为一个物理的点
〔75〕

 。这样物理的点只在表面上是不可分割的。数学的点是不可分割的，但它们只是样式。只有形而上学的或实体的点（由形式或灵魂所组成）是不可分割的和真实的，没有它们，便没有任何东西会是真实的，因为没有真正的单元，便没有繁多。

在解决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想我已经到达了我的港口，但当我开始对灵魂和身体的结合加以思考的时候，我好像又被赶回到深海。因为我发现对身体如何传导任何东西到灵魂中去或者相反，无法加以解释，对一个实体如何能和另外的被创造的实体进行交通也同样如此。就我们从笛卡儿著作中所了解的，他曾放弃了这个，但他的弟子们看到通常的见解是难以理解的，认为我们之所以意识到身体的特性，是由于上帝在物质运动时使思想在灵魂中呈现；在另一方面，当我们的灵魂想要移动身体时，他们认为那是上帝在为灵魂移动身体。同时，由于运动的交通似乎对他们同样难于理解，他们又认为上帝在另一身体运动时，给这一身体以运动。这个被称作偶因论，它曾给《对真理的研究》的作者带来广泛的声誉，由于他的卓越的见解
〔76〕

 。

必须承认，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灵魂和身体不能发生的这一难点上，笛卡儿主义者至少已经洞察得很深，但他们似乎并未能通过对实际发生的解释来消除这一难点。在严格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是十分真实的，即一个被创造的实体并不能对别的实体施加真正的影响，所有事物及所有它们的实体都继续不断地被上帝的权力产生出来。但是，用一个总的原因，同时引导出被称作从机器放出之神（“Deus ex machina”）
〔77〕

 来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做，对那些能够从第二等原因的秩序中
〔78〕

 派生的东西，提供不出任何别的解释，而只得求助于奇迹。在哲学中，我们必须竭力为事物提供理由，以表明它们在和我们正处理的物质的观念相一致的情况下，如何被神圣的智慧所实现。

因此，由于不得不承认灵魂或任何其他真实的实体，除非通过神的全能是不可能从外界接受任何东西的。我逐渐地得出一个使我惊奇的看法，这个看法好像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实际上，还具有非常大的益处和非常重要的美。这就是，一开始，上帝如此创造了灵魂或任何其他的真实的统一体，以至一切都必须从其中发生
〔79〕

 ，在它自己的外在的本质中，既具有关于其自身的完全的自发性，又具有与外在于它的事物的完全一致。这样，我们的内部知觉（即是说，那些在灵魂自身中的，而不是在脑子里或肉体的敏感部分里的）只和外界事物的现象或者真实的现象相联系，正如同安排得很好的梦一样
〔80〕

 ，这些在灵魂自身中的内部知觉，必须从它的原始构造中，也就是说，从一创造时就赋予它的表象的本质（这一表象的本质，能够表达有关其机体的外在于它的存在物）中产生出来，并构成其个体的特性。因此，既然这些实体中的任何一个，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从一定的观察点上，准确地表象了整个宇宙；而外部事物的知觉或表达，在其适当的时候，依靠其自身的规律进入灵魂，它自身就像一个世界，好像除了上帝和灵魂以外，什么也不存在（采用某一位高级知识权威的词组，此人因其虔诚而闻名）
〔81〕

 。那么，在所有这些实体之间，将有一个完全的一致，如果它们通过种或质的传递而互相交通的话，就会被觉察到其结果是相同的，这正像有机化了的质量
〔82〕

 一样，在它里面的是灵魂的观察点，这是被灵魂更接近地表示着的。相反的，在灵魂要求它的时候，它自己也准备按照有形的机理的规律而活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干预另一个的规律——动物精神（Les esprits）
〔83〕

 和血液，在那一瞬间，完全具有和灵魂的激情与知觉相协调的正确的运动——这一相互关系，预先安排在宇宙中每一个实体里。它产生出我们称之为它们的交通，只有它构成了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按照这一方式，我们才能理解灵魂如何通过一个直接的出现，在身体中有其位置，它是接近可能的，因为灵魂在身体中，正像单元在多样性中一样，后者是许多单元的组合
〔84〕

 。

这个假说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何以上帝在一开始时，不可以赋予实体以一个内在的本性或能经常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力——正如在一部精神的或被授予活生生的原则的自动机里一样
〔85〕

 ，而就一个带有理性的实体来说，又是自由的
〔86〕

 ——对它一切都会发生，那就是说，它将具有所有的现象或表现，而不用任何被创造物的帮助？更可能的是实体的本性必须要求和基本上包含进步和变化，没有它，会没有“力”去活动
〔87〕

 。而且，由于灵魂的本性是用一个非常精确的方式来表现宇宙（虽然带有较多或较少的清晰性），灵魂为自身产生的表象的连续，将自然地和宇宙本身的变化的连续相协调；在另一方面，身体也同样与灵魂相适应以合乎环境，在那里灵魂被设想为外在的活动。这种身体对灵魂的适应是更为合理的，因为身体只是为精神而制造的
〔88〕

 ，只有精神才能与上帝为伍和赞颂他的荣耀。因此，我们一经看到这个一致的假说是可能的
〔89〕

 ，就同样会看到它是最合理的假说，因为它提供出关于宇宙和谐和上帝的作品的完善的一个奇妙的观念。

在我们的假说中，还有这样大的益处，我们用不着像几个聪明人所认为的那样，说我们只是表面上是自由的，为了实践的目的，也已经足够了。我们必须更确切地说，我们只是表面上受约束的，而用严格的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讲，我们对于所有其他被创造物的影响，拥有一个完全的独立。这也在我们灵魂的不朽和我们个性的永不损坏的维护上，投射出奇妙的灵光，我们的个性是被其自己的本性完全地很好安排的，并独立于所有外在的偶然性，那里的任何现象都可能与它相反。从没有任何系统用更大的证明达到我们的高度。每一个精神都像离开它的世界那样，本身是自足的，独立于一切其他被创造物，包含着无限，表示着宇宙，像它自己的存在的连续一样永恒，像被创造物的那个宇宙一样绝对。这样，我们应当认为每一个精神都用那种最适宜于帮助全体精神的社会达到完善的方式，经常在宇宙中起作用，这个完善构成上帝城中的所有精神的道德的结合。这里，也有一个新的清楚惊人的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因为这样多的互相没有交通的实体的完善的协调，只能来自它们的共同的原因
〔90〕

 。

除了对这个假说有利的所有的益处之外，还可以说它是超过一种假说的某些东西，因为似乎简直不可能用任何别的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说明事物，因为迄今一直困惑着人们的精神的几个巨大的困难，当我们正确地理解这个假说时，好像都消失了。普通语言的说明也可以很好地适合于它。我们可以说，一个实体，它的状态（气质）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说明一种变化时（为的是我们能坚持它是这个实体，其他都必须按照上帝的裁决的次序从一开始就和它适应）是这样的实体，就其变化来说，我们应当设想为作用于其他的活动。这样，一个实体作用于其他实体的活动，既不是实质（entity）
〔91〕

 的放射，也不是它的移植，如同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它只能按照我刚刚陈述过的方式加以合理地理解。确实，我们能很好地设想，在物质中，通过放射和接受放射的双方，我们给所有的物理现象以力学的表述；但由于物质的质量不是一个实体，显然实体自身的活动只能是如我刚刚说过的那样。

这些考虑，尽管它们似乎是形而上学的，对在物理学中建立运动的规律也是有其不平常的贡献的，正如我们的动力学所能指出的。因为可以说，在物体碰撞时，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其自身的弹性，而这一弹性来自早已在其自身内的运动
〔92〕

 。至于绝对运动，没有任何东西能用数学方法测定它，由于一切都终结于关系，其结果是经常有一个完全等量的假说，如同在天文学中一样
〔93〕

 。因而，不管我们量取物体的任何数字，我们都可以任意地指定我们选择的静止或任何程度的速度，没有它，我们就可能被运动的现象所驳倒，不论它是在一条直线上，在一个圆周内，或混合形式中。然而，按照用最易理解的方式来说明现象这一假定，把真正的运动归之于物体是合理的，因为这是和我们在这里所坚持的活动的观念相一致的。





（祖庆年　译）

注　释


〔1〕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本文主要内容是设想以数学为基础去建立一种新的逻辑，这种新的逻辑和数学原理一样精确、简单，能确证包括物理学、形而上学乃至人类一切知识。


〔2〕
 　《法学汇编》或《罗马法典》（The Digest），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命令汇编的法学、法令摘录，共50卷，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对以后欧洲各国的法律有较大影响。


〔3〕
 　克吕西普（Chrysippus，公元前290～公元前210），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生于奇利奇亚（Cilicia，今土耳其）的索里（Soli）。


〔4〕
 　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 1265～1308），英国著名经院哲学家和数学家，唯名论者，著有《牛津论著》（Opus Oxoniense）、《巴黎论著》（Opus Parisiense）等26卷。


〔5〕
 　维吉尔（Virgile或Publius Vi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公元前19），罗马诗人，著有史诗伊尼特（Aeneid），细述Aeneas在特洛伊城陷落后的奇遇。


〔6〕
 　雷蒙·鲁勒（Raymond Lully, 1235～1315），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托勒多大主教，通阿拉伯语，曾主持出版阿拉伯作家著作。著有《大技术》（Ar Mague）一书，力图以理性来证明三位一体，其逻辑思想对莱布尼茨有很大影响。


〔7〕
 　塔尔塔格利亚（Tartaglia Nicolo, 1500～1577），意大利工程师和数学家。


〔8〕
 　卡尔丹诺（Ciralamo Cordano, 1501～1576），意大利哲学家、数学家、医生、占星家、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自然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9〕
 　弗朗契斯科·帕特里齐（Francisco Patrizzi, 1529～1576），意大利哲学家，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较大。


〔10〕
 　开普勒（Johann Kepler, 1571～1630），德国著名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继承了哥白尼并加以发展，阐明了行星绕日运动的基本规律。吉伯尔特（Gilbert）、卡贝斯（Cabeus）生平不详。西奈尔（Snell或Snellius, Willebrord, 1591～1626），德国数学家，因发现光的折射规律而闻名。


〔11〕
 　彼尔·马林·麦尔欣（Pire Marin Mersenne, 1588～1648），法国数学家、形而上学哲学家，笛卡儿的友人。


〔12〕
 　法伯拉（Honoratus Fabri, 1607～1688），法国数学家、哲学家，是一个耶稣会士，曾和莱布尼茨长期通信，所著《神学大全》（Summula Theo Logiae），1669年出版于里昂。


〔13〕
 　狄格比爵士（Sir Kenelm Digby, 1603～1665），英国自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在法国居住，结识笛卡儿，著有《论物体的本性》（Treatise on the Nature of Bodies）。


〔14〕
 　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荷兰著名法学家、政治思想家，近代法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15〕
 　厄尔哈德·魏格尔（Erhard Weig el, 1625～1699），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曾在耶拿大学任数学教授，是莱布尼茨的第一位数学老师，他企图以一种数学方法来阐述道德哲学。


〔16〕
 　塞弥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公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自然法和公法的观点对莱布尼茨有影响，两人也有分歧。


〔17〕
 　比埃尔·德·拉·拉梅（Pierre de la Ramés或Ramus, 1515～1572），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反对经院哲学，笛卡儿的先驱之一被杀害。


〔18〕
 　安东尼·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冉森学派神学家，是著名的《王港逻辑》的作者之一。《新几何学原本》1661年出版于巴黎。


〔19〕
 　麦尔凯图（Mercator Gerardus, 1512～1594），法兰德斯地理学家，数学家和绘图学家。


〔20〕
 　韦达（Viete Erancois, 1540～1603），法国数学家，现代代数的创立人之一。他最初引进字母作为符号来代表量值，为高等数学分析开辟了道路。


〔21〕
 　里格（League），德国长度名，约合英、美3哩，4.8公里。


〔22〕
 　阿波罗纽（Apollonius of Perga，公元前247～公元前205），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他继承了欧几里得，以研究圆锥曲线问题而著名。他首次提出抛物线、双曲线和椭圆等语词，使希腊数学达到顶点。


〔23〕
 　吉里斯·德·罗伯伐尔（Gilles Personne de Roberval, 1602～1675），法国数学家，巴黎科学院数学讲座教授。


〔24〕
 　赫丘里斯石柱（Columus of Hercules，来自拉丁语“Calumnae Herculis”），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岩壁，据传说，这两座岩石本来生在一起，后来赫丘里斯（希腊神话中以神力著名的英雄）把它们分开。


〔25〕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26〕
 　希腊语“φιώ∂[image: alt]
 σρσs”即英语“lueifer”，即魔鬼撒旦，原为天使，因犯罪被上帝驱逐，坠落人间（见《旧约》《以赛亚书》第11章第12节）。另意为发光者：金星。这里当系指该词的构成而言。


〔27〕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28〕
 　古希腊传说，赛伦（Siren）是有翅膀的女妖，在海边峭壁上，用她曼妙的歌声诱惑水手，使之船沉身亡。


〔29〕
 　圣·托马斯即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或1227～1271），中世纪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反异教大全》（De Veritate Fidci CetholicaeContra Gentiles）等。圣·博纳梵图拉（Saint Bonaventura，本名Giovanni di Fidanza, 1221～1274），意大利神学家，弗兰西斯教团总管。威廉·杜朗（William Durand, 1275～1334），法国神学家，托马斯主义的反对者。里米尼的格雷果里（Gregory of Rimini, ？～1358），天主教会教士，奥古斯丁派隐士的首领。


〔30〕
 　浦劳塔斯（Plutarch，公元前254？～公元前184），罗马喜剧作家。艾普利亚（Apuleius）纪元后2世纪罗马哲学家及讽刺作家。


〔31〕
 　见《培根论说文集》第51页。


〔32〕
 　圣餐（Holy Eucharist），指基督教会做弥撒举行“领圣餐”仪式时，用来当作耶稣的血和肉的面包和酒，尤其是面包，通常用一种直径约3厘米和纸一样薄的面饼来代替。天主教认为，它真实地、物质地包含了耶稣的血肉、灵魂和神圣性，教徒吃了它，就和耶稣在灵魂和肉体上完全结合在一起。路德派反对这种说法，认为面包和酒与耶稣的血和肉并不是同一实体，即不是同一样的东西，只是在接受可见的象征的同时，人们以一种不可见的和超自然的方式接受了救世主的身体，而它并不包含在面包里面，也并不理解为是空间性的，所以凡是感官所能与之反对的都和它毫不相干。莱布尼茨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有节制的。他说：“要表明他们的学说的荒谬性，就必须证明身体的全部本质只在于广延性和单单以此来衡量的东西，这一点就我所知是没有任何人证明过的。”（参见《人类理智新论》，中译本，第623～624页。）


〔33〕
 　原指圣经《旧约》所预示的《新约》之物，神学上译为前兆成就。这里似指用模型所代表的实体——人或物，试译为模拟实体。


〔34〕
 　圣体共存（consubstantiation），即认为圣餐中耶稣的血和肉共存在面包和葡萄酒中。化体（tranaubstantiation），即认为面包和葡萄酒转化成耶稣的肉和血。前者是同一物体在几个地方存在，后者是几个物体在同一地方存在。


〔35〕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莱布尼茨企图用这种普遍文字成为他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作为一种工具为这个体系服务。


〔36〕
 　普遍文字（Universal Characteristie），亦译“普遍语言”、“通用语言”，系指用来代替自然语言的一种人造语言，它通过字母和符号进行逻辑分析和综合，把旧逻辑的一般推理的规则改变为演算规则，以便于更精确，更敏捷地进行推理。莱布尼茨的这一设想，是他的重要发现之一，“它使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这种新生的逻辑在今天最完美的表现就是采用逻辑斯蒂形式的现代精确逻辑”。（肖尔兹《简明逻辑史》第48页）。在莱布尼茨以前，远在经院哲学家中，雷蒙·鲁勒（Raymond Lully, 1234或1235～1315）就已多少发现了概念的组合术，此后，霍布斯曾提出了思维就是计算的思想，笛卡儿曾提出“普遍数学”的概念，达尔格奴斯（Georgius Dalgarnus，约1626～1687）于1661年提出了普遍的哲学语言的想法，威尔金（John Wilkin, 1614～1672）于1668年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显然莱布尼茨是创造性地继承了上述这些人的思想的。


〔37〕
 　这句话是从公元4世纪所译的拉丁文本《圣经》第11章第5节中引来的，这句话的全文是：“只是通过度量、数量和重量，你安排了万事万物”（“Sed omnia in mensura et numero et pondere disposuitis”）。


〔38〕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约公元前500），古希腊第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数”产生的，并且按一定的数量比例构成“和谐的秩序”。他还赋予数以种种神秘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数的神秘主义。但在对于认识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和数量关系方面，有其一定的贡献。


〔39〕
 　雅各·波墨（Jacob Bohme, 1575～1624），德国通神论者。通神论者宣扬通过一种神秘的顿悟（insight）来认识上帝并直接和上帝交流。波墨认为条顿族的语言保存了最多自然的、人类纯粹的原始语言。


〔40〕
 　特征数字（Characteristic number）指用数字代替字母，以便于在演算的验算中分清联系和次序，莱布尼茨认为好的特征数字是对人类心灵的最大的帮助之一。


〔41〕
 　《论组合的艺术》，原题为《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1666年在莱比锡出版，1690年在法兰克福重印。


〔42〕
 　巴斯噶（Blaine Pascal, 1623～1662），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43〕
 　约阿希姆·荣格（Joachim Jungius, 1587～1657），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港口卢卑克人，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自然史的分类学家。


〔44〕
 　可能系指莱布尼茨于1674年，在物理学家马里奥特（Edm[image: alt]
 Mariotte, 1620～1684）的支持下，对巴斯噶所制造的木制加法器加以改装，使之成为能进行四则运算的手摇计算机，它是由表匠奥利维埃（Olivier）精心制成的。


〔45〕
 　本文选自《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本文在回顾“力”的探索过程基础上，认为力不仅包含现实性，也包含原始活动，把力当作实体的构成部分，并且认为力的活动的原则正是实体的特性。在本文中莱布尼茨通过神学接近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原则。


〔46〕
 　本文曾匿名发表于巴黎《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1695年6月号。这是莱布尼茨关于他的新系统的第一次公开说明。在本文中，莱布尼茨历史地叙述了他的思想演变过程。此后，他经常自称为“前定和谐说的提出者”。全文共18节，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第1～11节），论述实体的本性，第二部分（第12～18节）论述实体间的交通。


〔47〕
 　“Mous Arnauld”，莱布尼茨自注，即M·阿尔诺，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曾和莱布尼茨长期通信。


〔48〕
 　指兰德格拉夫·欧尔纳斯特（Landgraf Ernest of Hesse-Rheinfels, 1623～1693），罗马天主教徒，曾出版过有关30年战争过程的书，并为此与莱布尼茨通信，讨论神学和教会问题。


〔49〕
 　莱布尼茨的主要力学论文为《动力学实例》（Specimen Dynamicum），发表于《学术纪事》（Acta Eruditorum）1695年4月号。


〔50〕
 　在原稿中莱布尼茨加了以下的话：“他们想：在调和信仰和理性的重要意义方面，也许是有用的。”


〔51〕
 　这句话的意思是：尽管力在想象中难以描绘或表现，但它能被充分理解。力的观念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力不单纯是像其他的物理的东西一样，是能被知觉到的一种物理的东西。例如，一个质量的势能，能为我们所理解，但却无法知觉到它。在原稿中，这里，莱布尼茨有以下一段话：“关于力或潜能（puissanee）。我并不意指能力（pouvoir）或仅仅是功能（faculte），因为后者只是活动的接近可能性，它好像死了一样，在不受外部刺激的情况下，永远不会产生活动。我所意指的是，介乎能力和活动（acte）之间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包括一种努力，一种实际的活动，一个隐泰来希。力通过自身化为活动，只要没有东西加以阻碍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力当作实体的构成部分，因为它是活动的原则，而这正是实体的特性。”


〔52〕
 　“实体的形式”是经院哲学家所用的名词，他们认为每一类实体，各有一种特殊的“实质”，构成其实在性和“种差”，而与这实体的各部分无关。这种实质称为“实体的形式”。经院哲学家还对“实体的形式”进行分类。


〔53〕
 　在原稿中，有以下一段话：“在我看来，任何东西在本质上是机械地在起作用，对任何特殊的现象（例如重力和弹性）加以精确和完备的表述，只需要应用数字和运动。”


〔54〕
 　可能性的补充（complement of possibility），意即存在是“本质的附加物”，因为莱布尼茨认为本质可以脱离存在，而存在却不能脱离本质。


〔55〕
 　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意大利人，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和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莱布尼茨可能参阅了他的下列一段话：“实体的形式要求在诸部分中的差异，例如，灵魂尤其是完备动物的灵魂，对全体和对部分，并不完全是同样关系。因此，实体不能被偶然所分开，也就是说，被量的划分所分开。”（《神学大全》第一卷，第76题，第8条）。


〔56〕
 　在原稿中加了以下的话：“由上帝的最高权力特意引起的。”


〔57〕
 　亚尔伯图斯·马格洛斯（Albertus Magnus, 1207～1280），德国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在他的《论创造物大全》中写道：“我们认为低级动物和植物的灵魂是经过许多世代，从种子的质料中引出来的。但如果有人问，它们是不是在种子中，我们说，一方面它们在那里。另一方面，又不在那里……。实际上它们不在那里，但它们又在那里，在有效原因和物质的潜能中。如果再问，什么是有效原因？它是不是灵魂？我们说，那不是灵魂。”约翰·培根（John Bacon, ？～1316），英国加尔默罗会大主教，经院哲学家。


〔58〕
 　伽森狄（Pierre Gassendi, 1592～1655），法国神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阐述和发展了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原子唯物论，既反对经院哲学，也反对和他同时代的笛卡儿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认为万物是由物质的质点即原子构成的，灵魂不过是“一个更精细、更稀疏而渗透到这个粗实的肉体里面的一种物体。”原子不是永恒的，但又认为原子是永恒的上帝所创造的。他说：“我所到处寻求的真理的影子，足够使我充满快乐，我说影子是由于真理本身只有上帝才能了解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序中，评价伽森狄说：“他竭力要使他的天主教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


〔59〕
 　参阅莱布尼茨《单子论》第83、84、89节。


〔60〕
 　这里并非指有些灵魂是“物质的”，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认为一切都是非物质的，他所说的“物质的灵魂”是指那些“沉溺于物质中的灵魂”，即没有意识的灵魂，物质在它里面只作为一个很好的确立的现象。


〔61〕
 　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的质的转移，恰似在一块面团里放进了酵母的质，也像一滴红色的酒扩散在水里。


〔62〕
 　在原稿中，加了以下的话：“灵魂的转生是荒诞的，实体的原则并不扰动实体的外界。”


〔63〕
 　斯万默丹（John Srammerdam, 1637～1680），荷兰昆虫学家。马尔丕基（Marcello Malpighi, 1628～1671），意大利解剖学家和医生。莱温荷克（Antoon van Leeuweubork, 1632～1723），荷兰生理学家，胚胎学创始人之一，最先发现精虫。


〔64〕
 　指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iebranche, 1630～1715），法国著名哲学家，偶因论者，他的著作《关于真理的研究》出版于1674年。1674～1711年间，曾和莱布尼茨不时通信，讨论哲学及其他问题。雷吉士（Pierre Sylvain Regis, 1632～1707），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哲学的解说者，但他的观点不为笛卡儿所认可。哈祖克尔（Nicolas Hartsocker, 1656～1725），荷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1706～1712年间，曾和莱布尼茨通信，讨论自然哲学。


〔65〕
 　卜里诺（Plinr, 23～79），罗马博物学家。作为一个彻底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也是物质的，是由最活动的最精细的圆形的原子结合而成的。但他说过：“复苏（reviviscence）是存在的。”卜里诺说到德谟克利特时，曾讥笑他所说的生命复苏是“虚妄的见解”，“他自己即不能使他自己复苏。”又说“我们对这个伟大人物，几乎什么也不了解，除了被伊壁鸠鲁从他那里借用来的以外，后者常常没有能力去选择最好的东西。”（引用卜里诺：《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第7卷，第75章）（参考英译本注）。


〔66〕
 　在原稿中，有以下一段话：“由于有机体的一刹那可以是无限的，从这样的事实里可以看到，即它们的种子互相封闭，包含了一个有机的和有生气的躯体的连续性的继承，甚至对火这样一个最敏锐和最猛烈的动力，我们也容易看到它并不毁灭一个动物，因为它至多只能把一个动物降低到它再也不能对之起作用的那样微小的地步。”（英译本注）。


〔67〕
 　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公元前450～公元前375），古希腊名医，曾被称为“医学之父”，他首先把医学建立在对生物的自然规律的研究上，现已不再当作《论饮食》（De Diaeta）一书的作者。


〔68〕
 　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梅里塞斯（Melissus）。均系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他们否认事物的变化和变易的真实性。


〔69〕
 　指封特纳尔（Bernard le Bovierde Fontenelle, 1657～1757），法国文学家，1699～1714年任巴黎科学院秘书，著有《关于世界多元性的对话》一书，旨在普及哥白尼的天文学原理，1685年出版，曾广泛流行。


〔70〕
 　人造的机器有一个有限数目的“元件”或部分，对整体来说，各自有其固定的作用，车轮的齿是一个车轮和整个机器的“元件”，但组成齿的物质的质点，并不是车轮或机器的“元件”。在另一方面，自然是彻底的有机体，它没有任何部分不是整体的“元件”。因此，自然的机器有“一个真正无穷数目的元件”。


〔71〕
 　在原稿中，有以下一段话：“当我说‘我’，我只说到一个实体，但一支军队，一群人，一个充满了鱼的池塘，尽管它冻结了并和在其中的鱼一起成了固体，仍然总是几个实体的聚集。”


〔72〕
 　柯德穆瓦（Gerand de Cordemoi, 1620～1684），法国历史学家和偶因论哲学家，笛卡儿主义者。主要著作为《对身体和灵魂的辨别》（1656年）。在这本书中，他说到他放弃笛卡儿转而接受原子理论的过程。莱布尼茨在和苏菲娅·夏洛特王妃及阿尔诺的通信中，一再提到柯德穆瓦的这一转变，并指出尽管他似乎认识到一些真理的东西，但他并不了解构成实体的真正的观念。


〔73〕
 　在原稿中，有以下一段话：“构成有形实体的东西，必须是符合于我们的所谓‘我’的某些东西，它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是活动的，因为作为不可分割的和没有部分的，它将不再是一个由于聚集的存在，而作为活动的存在，它将是实体的某些东西。”


〔74〕
 　数学的点仅仅是空间中的诸位置，当我们说到空间中的诸位置时，我们是用一种混乱的方式来叙述众单子间的实质的差别。


〔75〕
 　参阅《单子论》第68～69节。


〔76〕
 　指阿尔德·格林克斯（Arnold Geuliuex, 1625～1669），荷兰哲学家，偶因论的奠基人，他的《伦理学》第一部分发表于1665年，而马勒伯朗士的著作则发表于1674年。


〔77〕
 　Deus ex Machiua（拉丁语：从机器放出之神），古希腊、罗马戏剧舞台上，当剧情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时，就由机器放出神来解救，或译作“救急神”。后来引申为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以扭转局面的人。


〔78〕
 　“第二等的原因”即事物的直接原因，可以感觉到；“第一等原因”是事物的根本原因，即形而上学的原因，只是感觉不到的。这是经院哲学家所常用的名词。


〔79〕
 　关于灵魂的自发性及其“创造”。


〔80〕
 　在原稿中，有“它们是如此的真实，以至能被成功地预见到”。


〔81〕
 　柯奇曼（Kirchmann）指出这可能是指傅歇（Simon Foncher, 1644～1696，法国怀疑论哲学家），莱布尼茨在1686年和傅歇的通信中，曾使用这个词组，但未加任何特殊的引证和说明（英译本注）。


〔82〕
 　质量（mass）一词，是牛顿在1688年所创用的，在这里，莱布尼茨首次使用这个词，无疑是从牛顿那里借来的。


〔83〕
 　“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亦译“元精”、“精气”，是笛卡儿所常用的术语。最初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斯多葛派，中世纪早期哲学家如加伦（Galen）曾提到“自然的精神”和“生命的精神”。不过笛卡儿使用这一术语是有独创性的，他把“动物精神”称为是“血液中非常精制的质点”，并用以说明许多生理和心理的现象。他说：“动物精神正如一阵微妙的风一样，或者更像一个纯青的闪耀的火焰。”（见笛卡儿：《论心灵的各种感情》）第二部分，第10节，及《方法论》第5部分，第11～13节）。


〔84〕
 　笛卡儿认为：“在身体中有一部分，其中灵魂所起的特殊作用，超过其他部分，这一灵魂的特殊的位置，在脑子中的松果腺。”（《论心灵的各种感情》第一部分，第30～33节）莱布尼茨在其假说中，则力图表明灵魂和身体间的结合要更加密切些。他认为灵魂是“直接地”出现在身体中，因此并没有特殊的位置，而是在身体的任何部分，正如单元在整体的任何部分中一样。


〔85〕
 　法语译为：一部精神的或形式的自动机。


〔86〕
 　每个实体都有其自发性，因为从它自身里产生出它的状态或现象的系列，但唯有理性的灵魂才有自由，因为自由是在正确理性指导下的行动（英译本注）。


〔87〕
 　没有实体能对它外面的任何东西起作用，因而它的作用必须显现在一些内在变化中（英译本注）。


〔88〕
 　这句话的意思是，身体完全从属于精神，正如有效原因从属于最终原因一样。


〔89〕
 　在原稿中，莱布尼茨写道：“我称这个为‘一致的体系’。”他正在探索“前定和谐”这个术语。在他一年后所写的《关于实体间交通的新系统的解说》一文中，才首次使用这个术语。


〔90〕
 　在原稿中，莱布尼茨写道：“确实，这只是由于在神的完善中的分享，尽管这个分享是有限的，因为在效果中的协调是来自它们对共同原因的表达。”参阅莱布尼茨《以理性为基础，自然和神恩的原则》”第11节（英译本注）。


〔91〕
 　实质，即“实体的形式”。


〔92〕
 　在原稿中，有“它来自一种早已存在于其中的运动”。莱布尼茨《在动力学实例》中，把力分为死力和活力。死力是静止物体的“压力”或“拉力”，这种力是外来的，其量度是物体的质量和这个物体由静止状态到运动状态时具有的速度的乘积，即mv；活力的量度是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即mv2
 ，他认为活力才是物体的真正的运动，这种力是内在于物体中的，像落体运动和弹性物体的碰撞。


〔93〕
 　“绝对运动”是永不静止的运动。运动总是必须通过关系才能决定，因为一个物体之所以在运动，只是与另一物体有关。如果我们设想两个物体中哪一个在运动，必须把它们两者与另一个第三者联系起来，这样直至无穷。“天文学中的等量假说”，可能指哥白尼（1473～1543）的假说，即所有行星围绕太阳运动，这一运动有着不变的运动量。笛卡儿认为，由于上帝在一开始时把物质同运动和静止一道创造出来，因此宇宙永远保存着同量的运动，即所谓“动量守恒”。莱布尼茨则认为，唯有力才是运动的根源，力的不灭的规律必须取代运动不灭的规律。



附　　录







莱布尼茨生平和著作年表

1646年

△7月1日，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生于德国东南部莱比锡城，父亲弗里德里希·莱布尼茨（1597～1652）是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母亲卡塔琳娜·施莫克（1621～1664）是老莱布尼茨的第三个妻子。

1652年

△父亲去世，享年55岁，留下30岁的妻子和6岁的莱布尼茨，还有丰富的藏书。莱布尼茨开始在母亲指导下学习，10岁时几乎读遍家中所有藏书。

1654年

△8岁，莱布尼茨进入尼古拉学校。家人不顾学校反对，让莱布尼茨阅读大量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伟大学者的著作。

1659年

△13岁，试图改进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

1661年

△15岁，进入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同时自学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和科学。

1663年

△5月，以论文《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获学士学位。

1664年

△1月，以论文《论法学之艰难》获硕士学位。

△2月，莱布尼茨母亲去世，在思想和性格上，莱布尼茨都深受母亲影响，在信仰上虽没有门户之见，但倾向其母亲信仰的路德新教。

1665年

△写成论文《论身份》，提交莱比锡大学申请博士论文答辩。

1666年

△3月，写成重要论文《论组合的艺术》，作为新的答辩论文，但未获博士学位。

△11月，转到纽伦堡阿尔特道夫大学。在纽伦堡加入一个炼金术士团体——玫瑰十字架兄弟会。

1667年

△2月，获阿尔特道夫大学博士学位，但拒绝接受学校教授职位。

△下半年，去荷兰途中邂逅男爵约翰·克里斯蒂安，写出《法学研究和讲授的新方法》，深受男爵青睐，在男爵邀请下，转道法兰克福，被推荐给美因茨选帝侯，担任其法律顾问的助手。

1668年

△奉选帝侯之命，起草《自然法要义》、《民法要义》，年底被提升为上诉法院陪审法官。

△开始写《天主教的证明》，从逻辑、形而上学、物理学、实践哲学几个方面论证神学。

1669年

△在给雅各布·托马修斯的信里提到哲学史著作《亚里士多德以来知识的进展》，后来，顺着这个思想构思百科全书的结构。

△写作《关于自然界反对无神论者的说明》。

1670年

△写作《评如何把社会内外的安全和国家富强置于可靠基础之上》，阐述了他对国家安全的观点。整理出版意大利哲学家尼佐利乌斯的《反对假哲学家，论哲学的真正原理》。

△注释并写序《导论关于编辑他人的著作，著作范围，哲学措辞，尼佐利乌错误》。

1671年

△3月，发表《物理学新假说》，主要论述抽象运动论和具体运动论。

1672年

△3月，以外交官身份抵达欧洲政治文化中心巴黎。虽然外交活动失败，但结识了荷兰学者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以及哲学家阿尔诺和马勒伯朗士。接触到当时先进的科学、哲学和数学知识。

1673年

△1月，赴伦敦调解英国与荷兰的矛盾，外交活动失败，但与英国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尤其与英国皇家学会交往密切。

△4月，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674年

△通过与数学家奥扎南的交往，开始代数学研究，这一时期通过对笛卡儿解析几何、瓦里士等人无穷小方面的研究，萌发微积分思想。

△计算器的研制得到物理学家马里奥特的支持。

1675年

△1月，向巴黎科学院呈送手摇乘法计算器，请求审查验收。

△10月，先后制定积分学和微分学。

△写作《从一种新的展览会引起的奇怪设想》。

1676年

△10月，从巴黎出发到伦敦，通过奥尔登堡与数学家柯林斯会晤，在柯林斯处了解到牛顿与格里高里的一些工作，这对于微积分的创立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导致了此项发明的优先权之争。

△离开伦敦后去荷兰，见到列文·虎克，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哲学和有机论自然观都曾受到列文·虎克的影响。在海牙见到哲学家斯宾诺莎，获得其《伦理学》手稿，其伦理学思想较多秉承斯宾诺莎的思想。

△到汉诺威公爵府任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长，从此定居此处。

1677年

△写成《磷发现史》，8月写作《克拉夫特先生的磷》，发表于《学者杂志》。

△写成《德国君主主权及外交之研究》、《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的对话》、《综合科学序》。

1678年

△写宗教对话四篇。

△提出二元算数方法计算万物的思想。

1679年

△写成《逻辑演算诸原则》、《备忘录通用语言》、《论普遍综合和普遍分析，或发明和判断的方法》。构思学术著作方面和思想结构庞大的百科全书汇编工作，先草拟《地理政治学》。

1680年

△写成《促进科学和艺术的箴言》。

1681年

△和医生舍尔哈马通信讨论声学问题——声的发生和传播。

1682年

△提出光走阻力最小的路径原理。

△和门克共同创办拉丁文科学杂志《学术纪事》，莱布尼茨以拉丁文写的数学、哲学论著大多发表于此杂志。

1683年

△秘密准备《神学体系》，提出调和天主教和新教的设想，阐述分歧较大的教义，以便新教徒能够接受。

1684年

△10月，微积分著作《一种求极大值与极小值和切线的新方法，它也适用于分式和无理量，以及这种新方法的奇妙类型的计算》发表于《学术纪事》。

△11月，《对于认识真理和观念的沉思》发表于《学术纪事》，批评阿尔诺的《论真观念和错误的观念》，从而卷入阿尔诺与马勒伯朗士的争论。

1685年

△写作《论形而上学》，同时发表了《发现的技术》。

1686年

△3月，写成《笛卡儿等人在自然律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简介》，发表于《学术纪事》。写作《论哲学和神学中的正确方法》。

△哈兹矿山技术改造计划失败，12月放弃风力抽水试验。

1687年

△为公爵布伦瑞克家族编写族谱，到欧洲各地寻找相关档案，10月，离开汉诺威，首先前往意大利。

1688年

△5月，抵达维也纳。

△收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当即写了评论并发表于《学术纪事》。

1689年

△当选罗马数学与科学院院士。

△结识意大利天主教来华传教士闵明我，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保持与其通信联系。

△向罗马教廷倡议建立教团筹备百科全书工作。

△写作《动力学》，批评笛卡儿的物理学，补充牛顿的假说。

1690年

△3月，回到汉诺威。

△到布伦瑞克家族各支系所管辖的宫廷中兼职。

△开始写作《逻辑演算研究》。

1691年

△6月，写作《论物体的本性是否有广延的书简》，发表于《学者杂志》。

△写作《在德国建立学会备忘录》。

△在给巴纳日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先定和谐概念。

1692年

△写成《评笛卡儿著作〈哲学原理〉的主要部分》。

△6月，《致敷歇函论若干哲学公理和数学虚构》摘要发表于《学者杂志》。

1693年

△主编《国际外交法典》并写作序言《关于权利和正义的概念》。

△为太子少傅傅拉·博迪埃尔拟《王子教育方案》。

△写作地球史文章《普罗托加》和《论智慧》。

△12月，再次通过闵明我了解中国情况。

1694年

△写成《关于形而上学的改造和实体概念》，发表于《学术纪事》。

△荷兰物理学家、几何学家纽文蒂开始发表文章，议论莱布尼茨、牛顿关于微积分发明优先权归属问题。

△计算器改进工作结束。

1695年

△4月，《动力学实例》发表于《学术纪事》。莱布尼茨将力分为死力和活力两种。死力与静力相同，认为力乘以路程等于活力的增加。

△致函洛比达侯爵，首次提到单子一词。

△《关于实体的本性和交通，兼论灵魂和身体结合的新系统》匿名发表于《学者杂志》。

1696年

△被提升为枢密顾问官。

△写作《规劝德国人更好培养自己的理性、改进自己的语言》。

△4月，《新系统的解释》发表于《学者杂志》，以答复傅歇于上年9月提出的批评。

△11月，以《第二解释》答复傅歇、巴纳日和哈特索克等人对《新系统》提出的批评。在两篇解释新系统的文章提出身心平行论，强调统觉作用，在心理学史上，与笛卡儿（相互作用论），斯宾诺莎（一元论）所提出者并列为三大理论。

1697年

△编辑出版《中国近事》，向读者介绍中国的情况。

△5月，对约翰·贝尔努依提出的最速降线问题，将自己的解法发表于《学术纪事》，该杂志同期发表牛顿等人的解法。

△11月，写作《论事物的最后根源》。

1698年

△写作《促进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重新联合的方案》、《论自然本身及创造物和创造物的活动所固有的力》，发表于《学术纪事》，写作《略评洛克〈人类理解论〉》第一、二卷。

1699年

△《中国近事》再版，附白晋呈路易十四的奏折《中国皇帝传》。

1700年

△2月，因为在数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突出成就，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

△柏林科学院成立，莱布尼茨成为首任院长，提倡集中人才研究科学文化。

1701年

△在《特勒沃见闻录》发表一个数学证明，寄给法国数学家比松和瓦里尼翁，以普通代数证明微积分，以此参加上年在法国科学院内激起的论战。

1702年

△写成《答复培尔的意见》、《思考公正这个普通概念》、《致王后苏非·夏洛特函论知识中的超感觉成分和自然中的非物质成分》、《对单一普遍精神学说的看法》、《致王后苏非·夏洛特论述感觉和物质的独立性》。

1703年

△与英国马萨姆夫人通信，讨论库德华兹、洛克著作以及莱布尼茨本人的体系。

1704年

△由于《人类理智新论》作者洛克的去世，莱布尼茨没有发表本年写成的《人类理智新论》，直到1765年才由汉诺威文物馆长拉斯佩整理发表。

1705年

△《先定谐和说提出者对活力原理和有创造力的自然的考察》发表于《学术工作史编》。

1706年

△和数学、物理学教授哈特索克通信讨论自然哲学，两个人讨论集中于原子学说，往来信件发表于《特勒沃见闻录》杂志。

1707年

△《布伦瑞克史料集》（第一卷）开始发表于汉诺威，后两卷发表于1710和1711年。

1708年

△拟写《斯宾诺莎对瓦希特的答辩》。

△《对马勒伯朗士的“我们在上帝之中看见一切事物”这一意见的评论，兼评洛克对他的考察》。

△奉约瑟法皇帝一世之命，以罗马教会代表名义向彼得大帝提出召开世界性会议的计划。

1709年

△在《学者杂志》增刊上对拉米批评的先定谐和说进行答辩。

1710年

△应苏菲·夏洛特要求，写《神正论》。

△写作《简论根据语言证据确定的种族起源，柏林科学研究院论文集》。

△写作《致瓦格纳函论物体的活动力，兼论灵魂及兽类的灵魂》。

1711年

△写作《菲拉勒和阿里斯特对话》解释自己观点和笛卡儿哲学的关系，并批评马勒伯朗士的《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探求》。

△在来比锡会见彼得大帝，受聘为法律顾问，建议成立彼得堡科学院。

1712年

△《论几何学的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发表于《特勒沃见闻录》。

△前往维也纳，晋见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六世，受封为男爵，担任枢密顾问。

1713年

△写作《对修道院长圣·皮埃尔永久和平方案的看法》，支持圣·皮埃尔提出的《永久和平方案》。

1714年

△写作《以理性为基础，自然和神恩的原则》，第一次发表于《欧洲学术》。

△《单子论》第一次发表于艾德曼编的《哲学著作集》。

△写作《微分学历史和起源》。

1715年

△发表《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评论沃尔夫的观点。

△发表著作《对要求詹姆士二世的后裔继承王位的反驳》，维护汉诺威王室权益。

1716年

△发表《关于中国自然神学的解释》。

△11月14日，在秘书和他所信任的大夫护理下，由于痛风、胆结石引起的腹绞痛卧床一周后逝世于汉诺威寓中，终年70岁。


后　　记

我们正处于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每一个接受过规范教育的大学生，几乎都全方位学习过发源于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看起来，好像没必要再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了。然而，进一步的考察不难发现，尽管我们掌握了相当多的科学知识，也能在重复记忆和模仿学习的层面熟练重演现代科学的几乎全部知识，但从文明发展的整体层面上看，我们依然缺乏科学原始创新的能力和动力。究其原因，还在于我们需要从更深入的层面，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和探索模式。

毋庸讳言，现代科学几乎全部发源于较早进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曾经长期徘徊在农业文明状态的中华民族，仅仅通过一次新文化运动从表层上学习现代科学是不够的。到科学思想的源头，寻觅科学大师的足迹，察看大师当年进行科学创造的原始过程，就成为深入领会科学精神，全面把握现代科学创新方法的重要手段之一。阅读科学大师们关于科学、社会和人生的种种论断，也可以让我们对科学大师的成长和思想有更为具体而理性的认识。因此，阅读科学大师的原始文献，无疑是提高科学素养、拓展创新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有鉴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了《科学大师启蒙文库》这样一个富于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重要选题，交由我们具体工作。作为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对科学大师的历史文献进行探寻梳理，为普通读者或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内容全面的原著读本，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时时充满发现和收获。然而，当工作真正展开之后，困难比我们起初设想的要大得多，一些发现也令人警醒。最值得和读者朋友交流的是，尽管我们把弘扬科学挂在嘴边，对科学大师的名字也耳熟能详，但却很少有人看过他们的著作，甚至在国内寻找这些著作都非常困难。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约要数居里夫人了，这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科学家，全面学习和了解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居里夫人的著作、文章或书信，几乎很少有翻译流传的中文版本。也就是说，几十年来，人们对居里夫人的了解，很多时候都停留在科学家小故事这样的生活层面。其他诸如哥白尼、伽利略、麦克斯韦等等也都同样很难寻觅其原著的中文版本。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原汁原味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依然任重道远。当然，我们也同样要感谢众多学者和翻译家们曾经作出的努力，是他们将大量科学大师们的著作译成了中文，使得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发掘开采，编辑整理出目前这样一个简明读本，以飨读者。更为令人感动的是，当我们联系这些译者告知我们的工作和想法时，绝大多数能够联系上的专家和前辈翻译家们都给予了慷慨的支持，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还亲笔给我们回信，对编辑工作予以精心的指导。前辈及同行专家们传播科学的热情和支持，对我们完成此项工作意义重大。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为尊重他们的劳动，每篇译文都注明了中文译者，我们只对其中个别的地方进行了必要的技术润色，翻译的成绩还要归功于译者。因个别译者无法联系，盼能见到此书和我们联系，以便按规定处理相关版权。

编辑《科学大师启蒙文库》，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回顾现代科学在中国传播扩散的具体过程，也对其中的遗憾和缺陷有了具体而明确的认识。有些重要科学家的著作，很少被介绍到中国来，一定程度上至少影响了更多的中国学人对其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深入学习。编辑此套文库，也是对此项遗憾的一个弥补。我们认为，过去那种把科学普及单纯理解为讲讲科学家小故事，传播一些科学常识的初级阶段的做法，必须尽快予以升级。我们还需要在传播和普及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上下大工夫，只有真正让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现代科学的精髓与实质，本土化的科学创新才有进步的起点。或许有人认为，学习科学大师的原著，看原文就可以了，没必要阅读中文，这种精英哲学对专业研究固然不能算错，但科学的发展毕竟不是少数人的事，没有全民族崇尚科学文化的基础，科学创新也将失去大众的土壤和条件。

作为编者，我们建议一般读者不妨将本套文库当作了解科学大师的一扇窗口，泛读浏览，可以一窥大师思想之光华；精读研习，又可以从专业角度感知科学大师科学发现的思路历程，为未来的创新寻找思想和方法的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没有读过科学大师原著的人，不都需要这样一个科学思想的启蒙教育吗？这样的启蒙充满了未知、传奇和启迪，有兴趣深究可以全套书逐一看过，浅尝辄止也不妨选其一本细细品读。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乐于看到通过我们的工作能让读者朋友和大师对话，开启科学思想的启蒙之航。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管领导，是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独具慧眼构思了这样的选题并积极努力促成了此套丛书的问世。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对本套丛书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读者朋友而言，哪怕这本书的几行字几句话能够有所启发，我们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丛书主编　徐　飞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10.jpg
2,3,4, %% 0 1
Omnibus EX. Nihilo. Ducendis SUFFICIT UWUM
D Gl E™ (G 1))






OEBPS/Image00011.jpg
1 i

10 2

100 4

1000 8

10000 16

100000 32
1000000 64
10000000 128
100000000 256
1000000000 512
10000000000 1024
100000000000 2048
1000000000000 4096
10000000000000 8192

100000000000000 16 384





OEBPS/Image00008.jpg
01101

13)
101y |000001 5;
5

110
101

101
101

0





OEBPS/Image00009.jpg
00
100
1000
1101

Gl & o —

L 2t 2 K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01.jpg





OEBPS/Image00023.jpg
&’ =a’+e* +2ae
—92de= —2e2 —2ae





OEBPS/Image00002.jpg
1
10

100
1000
10000
100000
1000000

10=2
100=4

E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000.jpg
1 A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022.jpg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07.jpg
1101 (13)
101 (5

1101
0000
1101

1000001  (65)





OEBPS/Image00005.jpg
11011(27)
+ 1010(10)

1 0010137





OEBPS/Image00006.jpg
100101 (37)
- 11011 (27)

1010 (10)





OEBPS/Image00003.jpg
10

11
100
101
110
111
1000
1001
1010
1011
1100
1101
1110
1111
10000
10001
10010
10011
10100
10101
10110
10111
11000
11001
11010
11011
11100
11101
11110
11111
00000
ey

OO ND U WN - O





OEBPS/Image00004.jpg
—_— ||| =|=—|o—=|~—

= |= e |eo = |~ -





